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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奇特而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一个“世纪末”（fin de siècle）。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不断强化国家的经济职能之后，资本主义世界在经历始于1973年的大萧条时，似乎突然丧失了一切进步感。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的国家政策能够防止或缓解经济动荡与困境的观点，都已普遍破灭。人们甚至在质疑，这些政策是否反而在加剧灾难。这种严重的疑虑与幻灭，在经济理论中与所谓资本争论以及近期马克思主义批判对新古典价格理论分析基础造成的破坏相结合，从而使正统边际主义经济理论陷入了深刻危机。这构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框架内传统社会科学总危机与信任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意识形态把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视为天然合理的。结果，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开始抬头，并且往往伴随着甚至在青年学生中也普遍存在的对实质性社会经济问题的冷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存在这一切，但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萧条进程中，资本主义似乎正在强力重申其内在而剧烈的运动规律的发挥，而非削弱自身。被削弱的反而是工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工会组织。“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地位也普遍恶化。资本主义企业通过“合理化”和重组来提高价值增殖过程效率的举措得到了极大的推动。资本的“积累的社会结构”似乎正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全面重建。

尽管资本主义经济以及资产阶级社会思潮面临切实的深刻危机，社会主义运动却并未取得进展，反而随着工人社会地位的削弱而遭受挫折。此外，现存社会主义国家还出现了种种成问题的局势，包括它们之间的国际冲突——甚至是战争与军事入侵。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进程、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所体现的工人阶级薄弱的社会地位，以及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那些国家中往往不加批判地为现状辩护的作用，都是此类问题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普遍显得十分巨大。因此，作为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也同样陷入了危机。这一因素在19世纪末和1930年代大萧条期间的以往历史危机中是不曾存在的。因此，在我们这个世纪末沿着资本主义世界的死胡同前行的沉重感必然更加强烈。我们必须认识到，整个人类历史，无论是西方与东方，还是北方与南方，都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

我们能为未来做些什么？哪怕看似迂回，在当前从智识上克服人类历史僵局感的最稳妥途径之一，必定是在于我们尝试以非教条的方式复兴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门更健全社会科学的潜能。这不仅对于正确、系统地理解现实中实际上正在强化的资本主义运作机制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对于我们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能够发挥何种作用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自19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复兴必须融入这一意图。让我们开展国际合作，并在这一方向上进一步奋进。

正如我们将在本书中所讨论的那样，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基本性质，我们对其运行机制的分析性理解不能停留在支离破碎的零散理论上而令人满意。马克思的《资本论》即使存在不少未竟之处，但也最有力地使我们确信，必须采取一种系统而一致的方法来处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通过关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复杂劳动、联产品、转形问题、商业周期与危机的热烈争论与研究（这些争论至今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们必须根据资本主义原理论整个可构想的体系，时常重新审视所涉及的每个论题的涵义及其理论定位。没有这种反思，我们可能会丧失对自身方向的正确判断。在西方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学派近期的复兴与发展进程中，经历了如此多年的理论“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之后，现在必定是我们尝试重新将这样一个总体理论体系具体化的时候了。自1974年起在欧洲和北美各大学讲学并举办研讨会期间，我开始确信这种必要性。例如，《资本论》或保罗·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1942年）虽无疑充当了经典基础，但已不再能满足当下的需要。

在撰写本书时，我还试图通过从日本宇野理论的视角系统地解决西方近期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以此探索我对资本主义原理论可能做出的贡献。正如我在上一本书《价值与危机》（1980年）中所描述的，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拥有深厚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这样的历史基础上，宇野弘藏在二战后时期的著作卓有建树，并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形成宇野学派。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任务与意识形态思想的角色区分开来；在方法论上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层次区分为原理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和现状经验分析；以及将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经济学原理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是宇野学派的主要特征。在原理论领域，以劳动过程为基础，极力强调价值形式与商品经济对于资本主义组织其实质性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性，这被视为马克思阐明资本主义历史特殊性的原创理论核心。

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第一篇中看到的那样，对照各种其他经济学派漫长的历史发展，这些观点对于阐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向和任务都极为切合。正如我们将在第二篇和第三篇中讨论的那样，新古典学派、新李嘉图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或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当前的争论与冲突的基本理论意涵，由此变得更加连贯且易于理解。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与实体进行更为深刻和敏锐的分析性关注，对于我们正确理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与运行机制，以及解决近期的争论，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应对西方近期的理论论争与复杂问题时，作为一名宇野理论家，我自然不得不重新审视并拓展自己的立场。我也感到十分荣幸能有机会系统地重新思考诸如以下课题：沿着新李嘉图学派路线发展的经济理论的重要性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包括剩余劳动分配弹性在内的价值规律内容；关于复杂劳动、联合生产以及从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形的错综复杂的问题；规则商业周期与长波理论的原理论；以及从我们的资本主义原理论中可以推导出的对可构想的社会主义的若干理论涵义。既然对这些问题既没有现成的答案，现有的解答也令人难以满意，我不得不突破宇野本人的理论论述另辟蹊径，正如日本读者可能很容易自觉注意到的那样。就像宇野对待马克思那样，我试图独立思考如果马克思和宇野处在今天，他们会在这些问题上提出怎样的见解。

作者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实现了上述初衷，必须交由读者评判。我期待着批评与意见，以进一步发展我们共同的理论。我唯有希望本书的方向是端正的，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健全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理论成长有所裨益，它至少能够在智识上使我们克服针对人类社会进步的非理性倒退以及自觉或不自觉的虚无主义。

自我开始在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持续开设政治经济学原理课程和研讨班以来，恰好整整二十年。在日本，我很幸运能有杰出的前辈、同事和优秀的学生，我对他们的感激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与置盐信雄、樱井毅、山口重克和小幡道昭等人的交流与讨论，对本书的写作给予了莫大的鼓励与帮助。由于我的上一本书《价值与危机》为本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在该书前言中对西方同志式朋友的致谢依然有效，在此我不再逐一重提他们的名字。在他们当中，安德鲁·格林和鲍勃·罗索恩通读了本书的全部手稿，并不断提供宝贵的意见。机缘巧合的是，他们两人最近分别造访东京看望了我，并与我当面讨论了部分书稿。尽管我未能采纳他们的全部建议，本书仍深得他们的启发与帮助。我还要对为我安排访问和讲学表示感谢：感谢安瓦尔·谢赫于1978年安排我访问社会研究新学院并讲学；感谢吉姆·贝克尔于1978年安排我访问纽约大学；感谢鲍勃·罗索恩、西蒙·莫恩和苏·希梅尔威特于1980年安排我访问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以及感谢约翰·洛克斯利和赛·戈尼克于1985年安排我访问曼尼托巴大学。

所有这些机会对我在准备和撰写本书的过程中都极有助益。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要向保罗·布洛克表示衷心的感谢，他凭借对所讨论问题的透彻理解和对我论点的精准把握，悉心且坚持不懈地编辑了我的英文文稿并编制了索引。

尽管本书中可能存在的任何不足之处完全由我个人负责，但我略感欣慰的是，它不仅汇聚了我个人的见解，而且融入了近几十年来日本与西方在该领域更广泛的关联成果，在其内容和诞生过程中切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伊藤诚


编者说明

在校订本书书稿时，我竭力确保作者的论点能够按照其原意得以展现。我们十三年的友谊，以及我们各自在讨论涉及的问题上对彼此分歧的理解，在此项工作中对我大有裨益。

保罗·布洛克

下表显示了实验结果。数据以表格形式呈现，列包含“时间”、“距离”、“速度”和“加速度”。行代表不同的试验或时间间隔。数值均为数字，代表每次试验的测量量。




	时间 (s)
	距离 (m)
	速度 (m/s)
	加速度 (m/s²)





	0.0
	0.0
	0.0
	0.0



	0.5
	1.25
	2.5
	5.0



	1.0
	2.5
	5.0
	5.0



	1.5
	3.75
	7.5
	5.0



	2.0
	5.0
	10.0
	5.0



	2.5
	6.25
	12.5
	5.0



	3.0
	7.5
	15.0
	5.0



	3.5
	8.75
	17.5
	5.0



	4.0
	10.0
	20.0
	5.0



	4.5
	11.25
	22.5
	5.0



	5.0
	12.5
	25.0
	5.0







数据显示加速度恒定为 5.0 m/s²。距离随时间呈二次方增加，速度呈线性增加。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加速度保持不变。


第一篇 经济学流派与意识形态

经济学流派与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在其中，由资本所组织的商品买卖支配着人类的经济活动。大约从16世纪起，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与发展，经济理论也开始作为一个专门的社会科学领域演进。这绝非偶然的巧合，也并非仅仅是近代科学脱离神学或哲学的综合体系而独立发展的普遍趋势的一部分。一方面，资本主义扩展并复杂化了生产、分配和消费中的社会关系。如今通过商品、货币和资本来进行的经济生活的社会机制，不仅对社会而言变得愈发重要，而且单凭日常经验常识也已无法对其予以透彻理解。另一方面，与各类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活动不同，基于商品交易的经济活动基本上具有自主运转的倾向，并日益摆脱了超经济的、宗教的和政治力量的束缚而独立出来。因此，政治经济学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基础性的社会科学。

在资本主义经济研究的成长与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学派。各大主要学派之间的分野，显然与不同的意识形态框架紧密相连。在这里，意识形态可以大致定义为一种或多或少具有总体性的社会思想体系，或“一套协调一致的信念与观念”，它具有历史相对性，并且往往与某种特定的政治立场相关联。[1]一个新的经济理论学派常常是为了支持一种新的政治视角而兴起的，随后该学派作为这种意识形态的逻辑基础而广泛流行，反映了社会变革的方向和不断发展的社会利益。在多数情况下，新的社会思想及其理论表达都宣称自身具有普遍的客观性与真理性，并批评旧有学派或其他学派是片面的、扭曲的和狭隘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

然而，居于支配地位的经济理论学派的更迭，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向着客观真理不断迈进的持续进步。一方面，当各学派的主要研究目标并不具有相同的框架时，很难比较它们之间客观性或真理性的绝对程度。各主要经济理论学派与其指导性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也各不相同。意识形态观点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局限往往与其理论内容不可分割，只要某些学派的支持者坚信自身的意识形态既是普遍的又是合乎自然的，这种局限就往往会在他们的头脑中被彻底忽视。

考虑到这一点，采取相对主义立场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每个经济理论学派及其意识形态框架似乎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不能被其他学派一概斥为错误。正如马克斯·韦伯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应当能够讨论一个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一致性与现实相关性程度，或者分析特定手段与目标的客观合理性，而个人的价值判断或对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的抉择，则最好被置于客观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之外。[2]

包括韦伯在内的这些相对主义立场的一个缺陷在于，它们往往将意识形态仅仅视为个人观点，因为它们忽视了主要意识形态思潮的社会基础。此外，如果与社会思想彻底脱离，经济理论势必会变得过于形式化和技术化，以致丧失社会意义。在许多情况下，要将经济理论与意识形态完全剥离开来也是困难的。看似客观的形式化理论在其前提中往往潜藏着无意识甚至是自觉的意识形态先入之见。在经济学研究中追求纯粹客观科学的企图，有时是具有欺骗性的，甚至在其隐秘（或显在）的前提假定中完全是意识形态性的。

反之，意识形态观点和框架也往往会限制并扭曲对资本主义经济真实特征及其总体运行机制的理论考察。我们如何才能穿行于这险恶的斯库拉与卡律布狄斯之间，为资本主义原理论确立更为坚实的基础？让我们简要考察各大主要经济理论学派的发展历程，并特别关注其理论贡献与局限性如何与其意识形态及政治立场相对应。


第1章 资本主义理论体系的诞生

1.1 重商主义

第一个主要的经济理论学派是重商主义。随着新大陆的发现以及全球航路的开辟所引发的世界贸易的爆发式扩张，重商主义历经两个半世纪的发展，一直延续到18世纪中叶。这一时期也是西欧通过连绵不断的内战与国际战争，形成相互竞争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时期。为了通过对垄断商人的各种关税与赋税来强化民族国家的财政基础，重商主义政策应运而生。在先前的封建时代，系统制定此类政策本无必要。重商主义的理论观察或多或少表达了不断扩张的商人阶层的利益，以及国家对他们的必要保护。

直到17世纪初，重商主义一直表现为早期重金主义（贵金属主义），金银被尊奉为绝对的财富。财富的增长必须通过积累充当货币的这些贵金属来实现。一种典型的政策是“差额平衡制度”（balance of bargain system），它强迫英国商人从每笔出口交易中带回一部分硬通货。在1558年提出“劣币驱逐良币”的托马斯·格雷欣（T. Gresham，1519—1579）以及杰拉德·德·马林斯（J. de Malynes，活跃于1586—1641年）便是重金主义者的代表。

重商主义的主流后来转向了“贸易差额制度”（balance-of-trade system），强调全国的总贸易差额，而非每一笔个别交易的差额。爱德华·米塞尔登（E. Misselden，活跃于1608—1654年）和托马斯·孟（T. Mun，1571—1641）等人阐明了这一立场。他们针对早期重金主义者的主张，为东印度公司的特定贸易方式进行辩护，断言为了增加出口和提升国家贸易差额，用于进口的货币财富外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合乎愿望的。尽管托马斯·孟及其同侪理论家开始认识到工商业制造业的重要性，但他们认为制造业是由对外贸易培育出来的，也是对外贸易的基础，对外贸易才是国民财富和金银宝藏的真正源泉。他们的论点，尤其是孟的主张，在支撑重商主义政策方面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18世纪中叶。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孟这本著作的书名——《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664]，不仅成为英格兰，而且成为所有其他商业国家政治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准则”。[1]

詹姆斯·D·斯图亚特（James D. Stewart，1712—1780）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67）中将重商主义理论体系化。尽管这部著作受到了亚当·斯密及其后继代代学者的不当忽视，但在以下意义上它是一部卓越而伟大的著作。首先，它展现了政治经济学的完整范围。它从对商业社会的系统描述出发，分析了货币与信用的职能，并探讨了公债与赋税的作用及合理运用。在其论述中，商品经济中的各种形式，如价格、成本、利润、货币、信用、利息、供求，或多或少都作为商业社会的法则得到了有机的考察，特别是从流通与贸易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例如，货币不再像在早期重金主义中那样被视为绝对的财富，而是在包括记账货币、价值尺度、银行货币、充当流通手段的铸币以及作为世界货币的贵金属在内的多种形式与职能中被加以考察。这种对货币的处理显然比古典学派更宽广，古典学派仅将货币视为习惯性的流通手段。加上他对戴维·休谟通过货币数量的增减机械决定物价水平的货币数量论的批判，斯图亚特的货币理论显然为马克思后来的理论体系作出了贡献，尽管当时它尚未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

其次，在描述由自利驱动去追求贸易的商业社会时，斯图亚特并不相信供给与需求之间、就业与人口之间必然能保证达成均衡。相反，他强调了常常因对外贸易而加剧的失衡危机的可能性。因此，他主张实行重商主义保护政策甚至财政政策来恢复平衡。在这方面，他可以被视为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以及后来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重要先驱。第三，根据他在欧洲大陆十七年流亡生活中对不同社会的观察，斯图亚特通过与农奴制或封建社会的比较，意识到了商业社会的历史性质。这种在古典学派中大多丧失了的视角，不仅开启了后来的历史学派，也启发了马克思主义。

第四，尽管有这些卓越的见解，只要斯图亚特的理论框架彻底强调贸易与商业的核心作用，它就依然是“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的合理解释”。[2]特别是，斯图亚特认为，由需求程度决定的让渡利润（profit upon alienation），总是与实际价值或原始成本一起进入商品价格。在他的“正利润”（positive profit）概念——即“产生于劳动、勤勉或才智的增加”[3]——中，斯图亚特似乎已经在摆脱那种始终将利润视为在商业中获得的实际财富增量的单纯重商主义观点。然而，由于“斯图亚特根本没有尝试解释”正利润是如何从这种生产活动中产生的，[4]他无法超越重商主义价值与利润理论的理论局限。

这种理论局限反映了重商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的资本积累尚未建立起以现代工厂制度为形式的自身工业基础。资本主义经营下在工场中组织起精细分工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是全球贸易扩张的重要关键产业。但是，只要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仍建立在手工技术的基础之上，它就无法击垮小规模的家庭毛纺织业。结果，资本主义利润的主要源泉以及社会财富的增加，似乎都起源于商人活动，特别是在大规模的对外贸易中。这一时期由商人活动所推动的商品经济的扩张与渗透，强有力地改造了欧洲社会，并将各个国家编织进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市场之中。贯穿中心与外围社会，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扩张绝非和平田园式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产业资本积累之前并为之作准备的所谓“原始积累”，充满了暴力与国家干预。“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第1卷，第876页），[5]以便为资本主义生产创造雇佣工人，这在英国的圈地运动中得到了典型的体现。在社会从封建或半封建向完全资本主义社会的伟大转型过程中，殖民制度、奴隶贸易和贸易保护制度也发挥了作用。令人瞩目的是，暴力手段和国家权力竟充当了看似和平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诞生的助产婆。重商主义者未能认识到暴力在英国和其他欧洲社会通过圈地运动瓦解小农经济与农民土地持有，以及在征服或奴役外围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这是其观点的又一局限。

重商主义者对保护主义政策的辩护，及其在流通过程中获得的让渡利润这一核心概念，与他们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过渡性且不成熟的特征密切相连。由于这一过渡时期兼具残存的与初生的社会特征与要素，重农学派和古典学派等其他类型的理论也开始萌生。然而，令人瞩目的是，在工业革命之前，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曾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力。与此同时，重商主义理论关于商品经济流通过程中所发现的各种形式的贡献不应被忽视或蔑视，而在经济理论的历史回顾中——尤其是来自李嘉图—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考察中——这种情况却屡见不鲜。[6]当然，重商主义者并没有发展出劳动价值论或剩余价值论。但他们用于分析商品经济的理论范畴同样重要，有时甚至比古典学派的范畴更加丰富。由重商主义者作为第一个主要的观察者学派，也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因为资本主义正是一个完全被商品经济形式所渗透和组织的独特社会形态。正如对外贸易和国内市场中商品流通的扩张开启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样，资本主义在理论上的自我认识也不得不从重商主义对贸易与流通的考察开始。

1.2 重农学派

第二个主要的经济理论学派是重农学派。它于18世纪出现于法国，在从重商主义向古典学派的过渡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特别是，它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理论关注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同时，它将政策立场从保护主义干预转向了自由贸易。

它的背景与历史性质绝非单纯。在先前的时期，法国专制主义的经济政策日益走向失败。在法国专制君主制的全盛时期，路易十四（1643—1715）及其财政大臣柯尔贝尔推行了一种法国式的重商主义。与注重对外贸易的英国重商主义相比，法国模式重视在特许贸易公司之外，建立生产奢侈品的皇家特权工场手工业。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趋势上落后于英国，无法为这种政策提供广泛的国民基础。国王的连年战争和统治阶级的奢靡挥霍（如建造凡尔赛宫），给依然毫无疑问是全国最大产业的农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了压低农产品价格以扶持国内工场手工业而实施的农产品出口禁令与限制，也对农业造成了破坏。约翰·劳处理国家债务的投机操作破产，以及由此引发的1720年金融危机，加剧了法国商业和手工业资本家的困境。在农业中，尽管资本主义大农场经营具有潜在的增长势头，但它仍然有限，仅在法国北部局部引入。在绝大部分地区，农业是由遭受低生产率和高额地租折磨的小佃农来进行的。总体而言，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法国经济相比英国经济更加偏重国内，更加依赖农业，而较少依赖对外贸易。

在这一背景下，伴随着启蒙运动出现了一批主张农业对重组法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经济学家。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P. Boisguillebert，1646—1714）、塞巴斯蒂安·沃邦（S. Vauban，1633—1707）和理查德·坎蒂隆（R. Cantillon，1680—1734）预示了这一趋势，随后弗朗索瓦·魁奈（F. Quesnay，1694—1744）及其能干的追随者如安·罗贝尔·雅克·杜尔哥（A. Turgot，1727—1781）等人，将重农学派确立为一个声名显赫的学派。重农学派源于启蒙运动，信奉自然神论的自然规律。他们认为重商主义政策有害于这种自然规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现。那么，一个自然的社会经济秩序究竟如何才能持续运转，以再生产并分配社会财富与收入呢？

魁奈在其《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 / Economic Table，1758）中概括了一种理想的经济秩序。他在附有简化经济表的《经济表算术公式的分析》（1766）中的主要论点如下：[7]“整个国家简化为由三类公民组成的阶级：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生产阶级预付用于农业劳动和耕作的支出，并再生产出国民财富，其中包括支付给所有者阶级的纯产品。所有者阶级包括君主、土地所有者和什一税领主。该阶级依靠生产阶级支付的收入或纯产品维持生存。不生产阶级由从事农业以外工作或劳务的所有公民组成。例如，在一个约有3000万人口的王国中，生产阶级拥有100亿（里弗尔）的原预付，其中每年折旧10亿（这被混淆地称为原预付的利息），并且每年还支出20亿的年预付。总计30亿的预付带来50亿的年农产品，其中包括20亿的纯产品。生产阶级还拥有相当于纯产品的20亿（里弗尔）货币，并将其支付给所有者阶级。在50亿（里弗尔）的农产品中，10亿由所有者阶级消费，10亿（作为食物）和另外10亿（作为原料）供不生产阶级使用，剩下的20亿则作为实物保留下来，用作下一年耕作的年预付。不生产阶级不生产任何纯产品（剩余价值）。它恰好再生产出与它通过年预付所消耗的10亿原料以及另10亿消费资料相同的20亿（里弗尔）。它的（工业制造）产品的一半出售给所有者阶级，另一半出售给生产阶级。于是，魁奈的简化经济表（图 1.1）展示了如下的全部交易：

当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的产品各自以每10亿为单位沿箭头的相反方向流动时，20亿（里弗尔）货币直接以及通过不生产阶级间接地回流到最初向所有者阶级支付该货币的生产阶级手中，双方各自预付的10亿货币也为下一年收回。

魁奈的《经济表》是考察社会再生产总体物质关系的首次独创性尝试，它显然是马克思再生产图式以及后来列昂惕夫投入产出表（产业关联表）的先驱。魁奈对《经济表》及其理论内涵的理论分析，也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理论的一项显著进展。与重商主义关于让渡利润的理论相反，剩余价值的源泉如今在生产领域中被找到了。特别是，作为纯产品的剩余价值被视为能够从资本主义预付中获取，它是超出所消耗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的剩余产品。

图 1.1

经济表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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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实际上已经在魁奈的著作中得到了探索。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生产理论在当时的法国整体经济中还远未真正实现。重农学派毋宁说是依据从资本主义农业局部发展中推导出来的设想自然规律，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耐人寻味的是，重农学派的著作中，通过废除重商主义干预政策来实现自然经济秩序的理论尝试，即使在其自身论述中也不得不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为前提。这反映了商品经济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或能力，即基本上通过摆脱宗教或政治权力的私人自主交易，以日益资本主义化的方式塑造一个现代个人主义社会。从启蒙个人主义的立场来看，这样一种经济秩序很容易被当作自然的经济规律。在这方面，重农学派与古典学派的基本观点相重合，并为古典学派奠定了伏笔。

然而，与后来的古典学派相比，重农学派的理论存在着诸多局限性与狭隘性。特别是，关于剩余价值源泉的理论分析被自觉地局限在农业部门。制造业部门被认为无法生产剩余价值，因而无法容纳资本主义生产。近期的生态学家主张我们不应忽视土壤在维持人类生存的关键环境条件以及生产农产品方面的特殊潜能，这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潜能对于在农业中获取剩余产品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这种潜能绝不应被当成剩余价值的源泉。

制造业部门同样能够生产出超出所预付产品的剩余产品，而且实际上比农业更适合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看，剩余产品是通过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活动创造出来的；而各种自然材料与自然力在制造业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从价值的角度来看，自然的贡献与人类劳动的贡献在质上是绝对不可比拟的，因而绝不可能成为价值的一贯通用尺度（或源泉）。只要重农学派狭隘地将土地界定为财富的唯一源泉，并主张剩余价值或纯产品的源泉是自然或土地的特殊“恩赐”，它就无法构建起关于剩余价值生产的一般理论。人类劳动力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以及以雇佣劳动形式对其进行资本主义利用以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尚未得到阐明。作为象征，魁奈《经济表》中的三大阶级并没有体现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区分，尽管杜尔哥后来在生产阶级与不生产阶级内部都引入了这种划分。

与剩余价值理论缺乏普遍性相对应，重农学派的价值理论未能为价值确立共同的生产基础。魁奈断言，在摆脱了重商主义的人为扭曲的自然经济秩序下，稳定的“适正价格”（bon prix / proper price）是合乎愿望且可以实现的。他对“适正价格”的定义是一种要素成本价格理论，它生成能够保证农业正常再生产的恒定均衡价格。商品价值的共同社会实体尚未得到研究，被完全置于考虑之外。

这些理论局限显然与重农学派的一个特征性观点有关，即认为生产性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能在农业中设想。从工商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观念甚至可能显得是倒退的，偏向封建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所有者阶级对全部剩余产品的占有，在其社会内容上也显得具有封建色彩。因此，重农学派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理论处理必然是不完备的，很难称得上是关于价值与剩余价值的一般化理论。显而易见，重农学派既没有对封建经济本身提出理论分析，也没有对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提出理论分析。尽管它试图展示一个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理想经济，但它的理论阐述不得不反映它那个时代法国社会复杂过渡和不成熟的特征。

1.3 古典学派

其形成

古典学派或多或少伴随着劳动价值论的形成，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8]在意识形态上，它与现代自然法的社会概念以及基本上建立在私人劳动基础上的私有财产权的法权观念密切相关。它还越来越与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随着农业和制造业逐渐被卷入商品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在重商主义时期，对商品价值的生产基础进行探究也是自然的。

例如，我们在威廉·配第（W. Petty，1623—1687）身上看到了一位重要的劳动价值论开创者。他撰写了《赋税论》（1662），结合斯图亚特王朝复辟（1660）后重构英国财政预算的问题，探讨了如何促进国民财富和实行公平税收。在讨论公共财政的实际方案时，配第偶有涉及价值、货币、地租、利息等理论。他的劳动价值论是零散且不成熟的，不仅掺杂着将国民财富的最终结果界定为金银的重商主义观点，还混杂着部分带有重农学派色彩的观点，如“劳动是财富之父，是能动的原则；正如土地是财富之母”，[9]或者“一切物品都应当由两种自然尺度，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10]尽管如此，他通过探问什么是价值的自然标准与尺度，显然开创了劳动价值论。他不满足于用金银进行通常的衡量，因为金银本身的价格也会波动。在他看来，使各种物品的价值均等化并达成平衡的基础，是消耗了等量的劳动。值得注意的是，他通过简单地考察不同产业中等量劳动所创造的纯收益或纯产品价值，避开了处理生产资料价值的复杂性。

本杰明·富兰克林（B. Franklin，1706—1790）也是早期的劳动价值理论家之一。在《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1729）中讨论实际问题时，他指出贸易一般而言不过是劳动的交换。在土地限制仍相对不重要的新大陆，人类劳动对经济财富的贡献更容易得到强调。

约翰·洛克（J. Locke，1632—1704）和戴维·休谟（D. Hume，1711—1776）等一系列社会与政治哲学家，对古典学派社会思想的形成同样非常重要。他们反对君权神授的封建观念，主张基本人权，其中包含了基于劳动的私有财产权或所有权。适合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个人权利思想正在被系统阐述，并被视为实现人类自由的自然社会秩序所必不可少的要素。因此，古典学派的意识形态框架在亚当·斯密之前的重商主义时期就已准备就绪。休谟明显反对重商主义，并通过提出货币数量论来论证自由贸易。

然而，在这一早期阶段，劳动价值论与古典社会思想尚未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体系。它们或多或少以零碎的方式出现在关于实际政策问题的论述中，或作为政治哲学的一部分而呈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提出劳动价值论的前提是独立自主经营的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这一理论并未真正扩展到对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结构的研究。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A. Smith，1723—1790）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在将资本主义经济构建为一个对其内在经济结构进行研究的理论体系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在探讨经济史、先前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公共财政的后三篇之前的前两篇中，该书从理论上描述了一个完全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与构造。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价值与分配基础理论，既独立于经济学的其他主要领域（又与之结合在一起），得到了全面的阐述。尽管斯密著作的表面范围与斯图亚特的《原理》没有太大差异，但其意识形态与理论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与斯图亚特不同，斯密相信，原则上在自利引导下的个人主义行为，将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实现预定的和谐以及自然自由的经济体系。在斯密看来，实现这种社会秩序的最佳政策是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自由贸易以及消除人为的重商主义保护，从而使国家监管的需求降到最低限度。显而易见，他深受自然神论的自然法与个人主义社会思想的深刻影响，同时也受到了反对重商主义的重农学派的影响。

为了证明自由放任自由主义的合理性，斯密考察了商业社会如何通过在各主要阶级之间生产和分配年度产出，来实现自身的自主维持。在这一考察中，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生产基础通过劳动价值论被普遍化了，与魁奈的重农学派分析形成对比，主要阶级也被转换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和雇佣工人。

从分工对生产率的影响出发，斯密将商业社会描绘为一个建立在广泛的社会分工以及作为商品的产品的交换之上的社会。在他的分析中，与重商主义理论不同，货币仅仅是交换和商业的习惯性工具，而非财富的绝对尺度。因此，由货币衡量的名义价格不能成为研究商品交换和国民财富的令人满意的尺度。他发问：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究竟是什么？名义价格背后的真实价格又是什么？答案是劳动，因为劳动始终是“购买一切物品所支付的原初购买货币”，[11]而且还因为“等量的劳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对于劳动者来说都可以说是具有同等的价值”，[12]因为它是等量的“辛苦与劳累”。[13]因此，劳动是“估价和比较一切商品价值的真实标准。它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而货币只是它们的名义价格”。[14]

与配第等早期理论家相比，劳动价值论在此被更为明确地采纳了。然而众所周知，斯密的价值理论并不一贯。它包含了三种不同的价值理论，即投入劳动价值论（凝结劳动价值论）、支配劳动价值论（购买劳动价值论）以及一种生产要素成本论。支配劳动价值论将商品的价值界定为通过与该商品交换所能获得的劳动，而不是凝结在其中的劳动。这种价值理论的复杂性，从根本上源于将商业社会与交换过程视为生产的自然秩序这一意识形态立场。斯密尤其经常将劳动与生产过程与市场上的交换混为一谈并相互类比。尽管人类用来从自然界生产有用物品的劳动是任何社会的经济基础（无论是否存在商品交换），但劳动却被斯密定义为用于人与自然之间交换的原初购买货币。因此，通过一种商品与他种商品的交换所能获得的劳动量，被视为支付给自然界的这种原初购买货币的替代品。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量被认为大体等于通过交换所能支配的劳动量。在作为交换价值的尺度上，这两种量被认为是相等的。只要在简单商品生产者社会中——或者在斯密所谓的“早期的和粗野的社会状态”中[15]——每个生产者都自己劳动并按照等量劳动与他人交换其产品，这一立场就能够成立。当然，即便在简单商品社会中，当供求平衡被破坏时，凝结劳动量与支配劳动量也可能出现背离。虽然投入劳动理论与供求价值论不相吻合，但支配劳动理论却可以相容。然而，一旦脱离了前者，后者本身就不能成为决定交换比率的理论。不过，在简单商品生产者的交换中，斯密劳动价值理论中的这种背离或许可以被视为偶然或例外的现象。

当“资本已经在特定的人手中积累起来”[16]且全部土地都已成为私有财产时，斯密的双重劳动理论在原则问题上就很难保持一贯了。劳动的全部产品和所生产的价值不能再单独归属于劳动者。由劳动增加到原材料上的价值，现在必须分解为三个部分。劳动者只得到其中一部分作为工资。另一部分作为利润由雇佣劳动者的资本家获得，第三部分则作为地租由将土地租给资本家的土地所有者获得。这就是扣除价值论，它实际上将剩余价值（利润和地租）归因于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这一理论不过是投入劳动理论的延伸。

然而，斯密倾向于把劳动看作一种交换过程，从而容易滑向另一种价值理论。只要仅仅在交换过程中考察劳动，它似乎就成了换取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消费资料的交换手段——不再是从自然界获取，而是从资本家那里获取。劳动者为了换取必要生活资料而向资本家提供的劳动量，必定与这些生活资料在作为资本用来雇佣工人时所能换取的劳动量完全相等。因此，从支配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来看，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交换的似乎是等量的劳动。如果雇佣工人能够获得与其支出的等量的劳动，那么剩余价值（即利润和地租）的源泉就不可能存在于他的劳动之中。在此，斯密的双重劳动理论出现了深刻的分裂，并进一步转向了一种生产要素成本价值论或构成价值论（相加价值论），其中工资、利润和地租被定义为交换价值的原初独立源泉。在这里不难看出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收入观点的某些残留。

斯密复杂的价值理论中遗留了许多问题。毫不夸张地说，后世所有关于价值的研究都或多或少与这些问题相关。现在让我们仅重新确认扣除价值论与构成价值论之间的分歧（及其相关要点）。显然，例如在工资上涨的情况下，这两种理论是直接相互矛盾的。当工资上涨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根据扣除理论，在由商品中凝结的劳动时间所决定的相同价值量之内，其他构成部分（即利润和地租）必定减少。相反，根据构成理论，只要利润或地租没有发生独立的下降来抵消工资的上涨，商品的交换价值就必定上升。有趣的是，即使在近期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中，这两种对立立场的根本观点也屡见不鲜。斯密本人可能并未非常自觉地意识到或关注到其理论中的分歧。然而，尽管他习以为常地交替操作和运用不同的理论，他却无法始终一贯地把劳动价值论扩展到对工资、利润和地租之间内在联系的更精确研究上。通过投入劳动理论进行这种扩展本有充分的空间，即便暂且抛开进一步将这种价值理论与在日常生活中表面上更容易被常识所接受的构成价值论相调和的复杂尝试不谈。

大卫·李嘉图

大卫·李嘉图（D. Ricardo，1772—1823）在其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中澄清了斯密复杂的价值理论，使古典学派得以集大成。他那个时代最大的政治议题之一是《谷物法》。随着产业资本家通过工业革命不断壮大，各种重商主义政策被相继废除，自由贸易被推进。但是，限制谷物进口的法律依然保留，并因维持较高的谷物价格而日益保护相对少数贵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例如，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为了捍卫《谷物法》辩护称，较高的谷物价格维持了较高的地租，并通过增加对其产品的有效需求，使制造业和农业获得更高的利润成为可能。针对这些论点以及《谷物法》本身，李嘉图断言，较低的谷物价格将通过降低工资和鼓励资本积累来提高利润。他的断言最初建立在以谷物实物量来界定利润率和工资率的理论基础之上。[17]随后，为了使这一断言一般化，他在《原理》中将理论基础从实物谷物利润与工资率理论转向了劳动价值论。

在意识形态上，与斯密对“看不见的手”的信仰相比，李嘉图信奉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和一种更为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对《谷物法》的反对，当然是他继承斯密支持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自由主义这一更广泛政治立场的一部分。然而，与斯密相比，李嘉图试图从理论上以更为一贯的方式展示：经济规律如何发挥作用，在社会的三个主要阶级（即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分配年度产出。他在著作中的这一任务在《原理》序言中已有明确宣告，并且理所当然地与《谷物法》问题紧密挂钩。从关于价值的第一章开始，《原理》的前六章通过演绎法考察了工资、利润和地租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它们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自然运动轨迹。显而易见，资本主义经济的原理论在此作为一种自然自主的社会秩序理论得到了系统的研究。接下来的关于对外贸易、赋税以及各种有争议问题的各章，在性质上与前六章的原理论明显不同，除了两个补充章节——“论通货与银行”（第27章）和“论机器”（第31章）——之外，大部分都具有应用性质。

李嘉图引用斯密的论述，以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分为开端展开关于价值的章节。尽管商品的使用价值或效用对其交换价值是必不可少的，但交换价值量并不是由效用的大小决定的。某些具有最大使用价值的物品，在交换中往往具有极小甚至没有价值，正如我们在水或空气中看到的那样。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商品交换价值的量呢？李嘉图特意提到了某些种类的商品，如古董或品质特殊的葡萄酒，它们的交换价值取决于其稀缺性以及想要获得它们的人的财富与偏好；但他将这些商品排除在外，因为它们在市场上日常交换的巨量商品中只占极小的一部分。然后，他只考察那些在竞争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由人类产业所生产的商品。对于这些商品，他认为耗费在其中的劳动量构成了其可交换价值的基础。

自始至终，李嘉图都只把目光集中在资本主义经济上，并将其视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秩序。例如，甚至在早期的和粗野的社会状态中，他也承认资本的必要性，其理由是“如果没有某种武器，海狸和鹿就都无法被猎杀”。斯密最初是将投入劳动价值论应用于尚未积累资本财富的早期社会；李嘉图则自始至终将阐明了的劳动价值论应用于资本统治下的商品生产。李嘉图批评斯密复杂的双重价值概念，强调工资的上涨或下降并不影响商品产品的（绝对）价值，而是对利润水平产生相反的影响。在由投入劳动所决定的商品价值内部，工资与利润之间的这种紧张对立关系，是李嘉图完整理论体系的核心焦点。

在这种处理中，李嘉图并不关心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特殊性，也不探问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为什么以及如何被资本家作为利润据为己有。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对他而言已经是给定的，他的主要关切是年度产品在各主要阶级之间的数量分配。因此，在斯密之后，如何从支付给雇佣工人的劳动价值出发来解释利润（以及地租）的源泉，依然是一个未解决的、或者说几乎未被触及的问题。

李嘉图价值理论中遗留的第二个问题涉及异质劳动（复杂劳动）。李嘉图提到了如何比较不同性质的劳动量的问题，但他并未深入探讨，只是指出：“由于我希望引起读者注意的考察，涉及的是商品相对价值变动的影响，而不是商品绝对价值变动的影响，因此考察对不同种类的人类劳动所持有的相对评价程度就显得无关紧要了。我们完全可以断定，无论最初在其中投入了何种独创性，无论这种独创性、熟练程度……代代相传几乎保持不变；或者至少说，年复一年的变动是微不足道的，因而在短期内对商品的相对价值几乎没有影响”。[18]

第三个问题受到了最自觉的考察，其内容被称为“李嘉图对劳动价值论的例外修正”。他的基本立场是，工资的上涨或下降并不影响商品价值。然而他注意到，鉴于各产业之间利润率的平均化，这一立场在某些情况下必须加以修正。这是因为各产业之间，用于工资的流动资本与用于机器和建筑的固定资本之间的比例不同，而且资本周转的速度也各不相同。工资的上涨必然更多地影响那些用于工资的流动资本比例较高或周转速度较慢的产业的成本。因此，如果尽管工资上涨而其产品的交换价值保持不变，这些产业遭受的利润率下降幅度必然大于其他产业。或者说，交换价值必须发生改变，以便根据新的工资水平使利润率趋于平均。毋庸赘言，工资下降的影响也是类似的，只是方向相反。这就是在理论上如何将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与劳动价值论联系起来的问题。这绝不可能是某种例外情况的问题，因为各产业之间不同的资本构成以及各不相同的资本周转速度是普遍存在的。李嘉图指出了这一问题，但并未解决它。他不得不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基本正确性，要么假定所必需的修正在数量上是微不足道的，[19]要么将相当普遍的现象界定为例外，或者反过来在这种“例外”情况下直接修正基本的劳动理论。[20]

与此相关，李嘉图提出了第四个问题，即如何找到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如果相对交换价值不得不随着工资的涨跌而改变，我们是否可能拥有一种能够充当不变价值尺度的商品，通过将某种商品的价格与该标准的价值进行比较，从而读出其他商品中凝结为价值的劳动时间？李嘉图在《原理》中提出，黄金生产中的资本构成可以被视为大体接近社会平均水平，从而使黄金可以用作习惯性的价值标准。显然，他对这种处理方法并不满意，因为单位黄金中凝结的劳动价值会发生变化，而且随着分配的变化，生产黄金的资本构成也不会保持稳定。他不断探索这个问题，直到他最后的论文《论不变的价值尺度》，但并未取得很大成功。[21]

这些都是具有显著持久意义的问题，人们从不同角度对它们进行了反复探究与讨论。特别是通过马克思以及后来的斯拉法等人的贡献，这些问题获得了新的理论关注，并可被视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价值论战议题的重要渊源。在本卷中，我们将有许多机会重回这些要点。

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旨在从其劳动价值论出发，一贯地解释地租的决定与性质。假定耕地扩张存在报酬递减规律，李嘉图将单位土地产品（例如谷物）的价值定义为：在满足社会需求所必需的最劣等土地上生产该产品所需的必要劳动量。只要在劣等土地上的资本投资能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投资于更肥沃土地上的资本就会获得更多的收成，并将超额利润（超出平均利润率的部分）作为地租支付给土地所有者。对同一土地追加投资的各单位资本受报酬递减规律影响，也会产生类似的超额利润作为地租支付。因此，这种级差地租理论清楚地说明了：地租并非决定交换价值的原因因素（如斯密的构成价值论所认为的那样），而是土地产品劳动价值决定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与这一地租理论紧密相连，李嘉图在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中阐述了资本积累的自然进程。随着资本积累的推进和劳动人口的增长，由维持雇佣工人及其家庭生活所需的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价值所决定的劳动的自然价格或价值，必然因伴随报酬递减规律的耕地扩张而上升。伴随着劳动价值的这种上升，从长期来看利润率必然下降，而地租则会增加。通过这样一个过程，资本积累最终将因失去其在利润中的驱动刺激而停滞消亡。显然，这一论点构成了自由贸易论者反对《谷物法》的基础。尽管利润率下降明确暗示了对资本积累的限制，但这种限制的基础在此并非归因于资本的内在矛盾，而是归因于外部的自然界限。正如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所剧烈表明的那样，资本积累实际上可能受到土地有限肥力的制约。然而，这种限制不应被视为资本积累不可避免的绝对宿命，因为通常它只与给定的、可改变的技术体系相关联。

除了关于利润率绝对下降的长期观点之外，李嘉图基本上没有提出经济危机或普遍生产过剩的理论。他提到了由贸易渠道骤变引起的经济困境，但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供过于求仅仅是暂时的、局部的，并会通过产业间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得到解决。在他的《原理》（第21章）中提到的另一种可能的干扰情况是：相对于人口而言，维持劳动的基金增长过快导致工资上涨。根据李嘉图的观点，这种情况归结为生活必需品的局部供过于求，并且可以通过由工资上涨所推动的人口增长而轻易克服。李嘉图在此处的论述是极缺乏说服力的，因为由于资本过度积累导致的劳动人口短缺不可能等同于生活必需品的局部过剩，而且也很难保证人口的迅速增长。在《原理》第三版增补的第31章“论机器”中，李嘉图也承认了由于采用机器而导致工人沦为过剩人口并陷入困顿的可能性。在第二版之前，李嘉图一直认为，因采用更高生产率的机器而被抛出工作岗位的工人，肯定能够在其他产业（例如生产这种机器的产业）中获得新工作。但到了第三版，他发现就业的减少与增加之间的这种平衡是无法保证的，并且可能会对工人造成不利影响。

这些关于资本积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平衡与干扰的论述，充分展现了李嘉图的理论真诚。然而，它们仍然过于零散，无法构成经济危机的理论体系，而且往往只是被当作局部的或例外的现象来对待。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李嘉图对资本主义经济自然性质的意识形态信念，既限制了他的价值理论，也限制了他对资本积累动态机制的理论研究。在古典学派巅峰时期遗留在李嘉图《原理》中的理论不一贯性与不充分性，引发了该学派的解体以及经济学研究方向的多样化分流。


第2章 古典学派的解体与流派的分化

2.1 解体

反古典理论

甚至在李嘉图生前，针对古典学派局限性与弱点的批判中就已经涌现出各种反古典理论。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经济中既定和谐的意识形态信念，以及古典学派价值理论由此产生的理论不一致，成了批判与偏离的根源。

当时反李嘉图派的代表性理论家是T·R·马尔萨斯（1766—1834）。尽管他是李嘉图的挚友，却站在反对后者的立场上，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与《谷物法》。在《人口原理》（1798）中，马尔萨斯根据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与粮食生产呈算术级数增长之间的自然差距，警告了过剩人口与贫困的不可避免性。他建议把对人口增长实行道德抑制作为解救办法。从19世纪末起，他的追随者——即所谓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开始强调节育的必要性。类似的立场在当今时代往往会反复出现，与自然资源的限制和经济危机相联系，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尽管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是对古典学派既定和谐观的反驳，但它同样基于某种自然主义，只要它把过剩人口和贫困归因于自然规律，就绝非恰当。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了这些缺陷，并特别强调了马尔萨斯对其先行者（如J·汤森和J·安德森）的理论剽窃。[1]

在价值论上，马尔萨斯表面上遵循斯密，实际上却放弃了物化劳动价值论。与以贵金属充当货币来衡量的名义交换价值或价格相对立，马尔萨斯将内在交换价值定义为由供求对比状况以及通常由初级生产费用所决定的购买力。[2] 由此，他继承了斯密的“支配劳动”价值论，并论证了需求对商品价值的贡献。这一观点与他的生产过剩理论密切相关。

按照马尔萨斯的看法，收入转化为资本一旦超过某一点，必然导致对产品的有效需求相对不足，从而引起生产过剩和财富萧条。[3] 与雇佣工人生产的产品供给相比，他们自身的有效需求是不足的。作为权宜之计或解决办法，包括地主、神职人员、国家官吏等在内的非生产阶级的支出作用被极力强调。[4] 《谷物法》则被辩护为保障地主收入和非生产性支出的手段。

与李嘉图相比，马尔萨斯在理论上并不一致，也没有阐明主要阶级收入的内在来源与相互关系。例如，他仿照重农学派的方式，把地租的主要原因解释为“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5] 在古典观点中，基于劳动支出所确立的各种收入的共同内在基础，以及供求之间可能的平衡，都被他弃置不顾了。然而必须指出的是，马尔萨斯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非和谐特征和走向生产过剩的趋势，并且通过强调非生产性有效需求的作用，他比斯图亚特更早地预示了凯恩斯主义。

耐人寻味的是，抛弃物化劳动价值论并不必然导向生产过剩理论。例如，J-B·萨伊（1765—1832）试图在欧洲大陆代表A·斯密，并提出了“销路论”（théorie des débouchés）或萨伊定律，声称“供给会创造其自身的需求”。[6] 这一观点与把斯密复杂的价值理论转变为肤浅的效用价值论联系在一起。尽管萨伊对普遍生产过剩的否定与古典学派相通，但他基础的价值理论却与古典学派不同。供给学派经济学家近年来为反对凯恩斯主义而恢复萨伊定律，并不意味着重返古典理论。

在古典学派中，物化劳动价值的基础理论与总供求平衡的观点存在内在联系。物化劳动价值论的解体，既可能与萨伊定律相联结，也可能与其对立面相联结。J·C·L·西蒙·德·西斯蒙第（1773—1842）同样承袭了斯密的价值加总论，但在欧洲大陆上却坚决反对萨伊和李嘉图。他比马尔萨斯更加尖锐地强调了生产超过消费的绝对过剩之必然性，并特别指出资本积累一方面通过机器排挤工人和使农民贫困化而减少了消费者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完全不顾消费者需求水平而增加了产品供给。[7] 与马尔萨斯相比，西斯蒙第并未把人口过剩与贫困的原因归咎于自然规律，而是归咎于资本积累过程中机器的日益采用。在这方面，他的消费不足论在后来形成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一个方面时，比马尔萨斯的理论具有更大的影响。他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既不同于马尔萨斯，也不同于马克思。他主张重返家长制小农农业体制，在那里，生产、收入与人口之间理想的自然平衡似乎很容易维系。西斯蒙第由此开创了经济学中的浪漫主义思潮，并在其他思想中预示了俄国“民粹派”（narodniki）的观点。[8]

空想社会主义

面对古典学派对资本主义经济所持的既定和谐观，以C·H·德·R·圣西门（1760—1825）、F·M·C·傅立叶（1772—1837）和R·欧文（1771—1858）为代表的一批早期社会主义者，批判了工业化过程中日益加剧的无政府式混乱与大众贫困，并主张建设一个更具联合性质的社会。他们是启蒙运动的思想继承者，诞生于法国大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双重震荡之中。

圣西门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并在劳动义务平等与按才能分配的基础上，描绘了科学学者与实业家之间合作的理想。[9] 傅立叶则为和谐的未来社会描绘了更为精确而系统的蓝图。[10] 合作社会的一个基层单位被称为“法朗吉”（phalanx），由1600至1700人共同居住在一座名为“法朗斯泰尔”（phalanstere）的宫殿式建筑中。机械化农业与制造业将结合在一起，社会收入的十二分之四归于资本，十二分之五归于劳动，十二分之三归于才能，不过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分配给劳动的比例将会提高。他甚至为“法朗斯泰尔”中的人员制定了详尽的每日时刻表。例如在6月，居民们清晨3:30就得起床，在花园、田间、森林和工厂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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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晚上10:00就寝。傅立叶徒然地等待着能够赏识他这一最佳社会制度蓝图的慈善恩人。

R·欧文同样相信理性和教育能够消除工业革命带来的灾难性社会后果，并通向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然而，他比圣西门和傅立叶更具实践精神。作为苏格兰南部拉纳克郡一家棉纺厂的合伙经理，他在19世纪的前25年试图建立一个实验性的理想工厂制度。他的工厂将普遍长达14至16小时的工时缩短为10小时，开办了公共托儿所、学校和互助合作社商店，而且仍然能够增加利润。在此经验的基础上，欧文阐述了他对崭新和谐社会的见解与构想，[11] 并进一步发起了一场合作运动和工会运动。在欧文的追随者中，T·霍吉斯金[12]（1787—1869）与W·汤普森[13]（1775—1833）利用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主张劳动享有对全部成果的权利。由于李嘉图无法通过他的价值理论在理论上说明资本家在向工人支付“劳动的价值”的同时何以能够获取剩余价值，因此他的激进后继者依据同一劳动价值论，主张劳动对全部净劳动产品享有权利，以此作为对工人劳动的某种公平报酬，这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然的——这实质上是一种空想的主张，企图在保留劳动力的商品形式以及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易或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废除资本主义剥削。

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尖锐地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特别是针对其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对劳动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然而，他们的批判并非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任何理论上客观的认识。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即应该改变什么）没有得到科学阐明，他们的解决办法往往具有改良主义与局部性，更像是宗教时代救赎心态在世俗生活中的对应物。雇佣工人作为推动变革的主体社会力量来实现自我解放的潜力，并未受到多少重视。相反，开明的资本家、管理者或富裕慈善家采取进步举措的机会却被明显高估了。制定关于未来社会的详尽空想蓝图，正是为了说服这些统治阶层的人士。尽管他们写下了大量关于人性及其在未来社会中潜力的重要洞见，但这些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并未对古典学派遗留的困难提供理论解答。正如恩格斯后来所断言的那样，社会主义必须由马克思从早期的空想基础上转变到科学基础上。马克思通过突破古典学派的局限性并阐明资本主义经济的机制，从而发现了工人阶级运动的潜在作用，完成了这一转变。[14]

对古典理论的修正主义继承

如果不或多或少脱离纯粹李嘉图式的劳动价值论，也不脱离对资本主义朴素的自然主义看法，就不可能客观且有效地做出继承古典理论的尝试。在进行此类尝试的一系列理论家中，J·S·密尔（1806—1873）最为卓越。他的父亲詹姆斯·密尔（1773—1836）是大卫·李嘉图的密友。詹姆斯·密尔在宣传李嘉图理论的同时，把经济规律区分为四个方面，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15] 李嘉图以劳动价值概念为基础的连贯理论体系，往往被这种机械的区分所削弱。劳动价值概念本身也被牵强附会地泛化了，正如詹姆斯·密尔指出葡萄酒在必需的陈酿期内价格的增加，应被视为耗费了相应间接劳动的结果。J·R·麦克库洛赫（1789—1864）则更为露骨地推进了这种修正价值论的方式，断言像机器等生产资料本身也在进行“劳动”。[16]

J·S·密尔自幼从其父那里学习经济理论。他沿袭了将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分立处理的思想，并增加了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之间的区分。其著作的特征在于生产论与分配论之间的对立。按照他的说法，“财富生产的规律和条件具有物理真理的性质”，而财富的分配则“纯粹是人类制度的问题”。[17] 这些截然相反的处理方式反映了他对合作社会主义的同情，以及对资本主义经济历史局限性的感知。在理论上，他的立场确实是折衷的：因为他一方面在生产论中追随古典自然主义，把资本同劳动与自然界一并定性为永恒的物质生产要素；另一方面，他又相信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改变分配规律与制度的可能性。这就是改良主义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渊源。

J·S·密尔在价值论上同样是个折衷主义者。他断言利润的来源在于劳动所生产的产品超出了维持其生存所必需的部分，并且声称“商品的价值……主要取决于……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这表面上似乎遵循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18] 但与此同时，他又把利润解释为节制消费资本的报酬，进而采用了生产费用价值论。结果，劳动价值论在J·S·密尔那里仅以极其受限的意义出现，即工资通常构成了资本家货币生产费用的主要部分。

因此，尽管这些理论家主观上意图保留李嘉图的理论，但在事实上却在修正并逐步消解古典经济学的实质基础。以边际主义革命为形式的同古典传统的更具决定性的决裂，当时已经在酝酿之中。与此同时，古典派学者对资本主义经济历史特性的忽视，在意识形态上受到了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批判，而在J·S·密尔的分配论中则得到了折衷式的批判。R·琼斯（1790—1855）沿着这一方向迈出了一步，将不同社会的各种社会形式——尤其是地租形式——与英格兰的资本主义形式进行了比较。[19] 古典学派以历史学派为形式的解体，便能够从这些意识形态和理论层面的批判以及琼斯的实证比较观察方法中找到其先声。

2.2 历史学派

对古典学派更具决定性的批判以及德国历史学派的开创性工作，是由F·李斯特（1789—1846）做出的。在他看来，古典学派在主张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自由主义政策时，将其过度概括为仿佛是世界主义的自然正义，而这实际上只是先进的英国经济的特殊利益。对于像德国这样欠发达且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在追赶过程中，能够提高生产力的国家保护主义政策既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李斯特概括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五个阶段：“原始野蛮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时期，以及农工商时期”。[20] 他认为，特别是当欠发达国家在国际竞争压力下从第四阶段向最终的第五阶段过渡时，保护国内市场免受先进竞争国的冲击是完全必要的。他还坚信国家政治统一的作用，以及个人的智力与体力、社会制度、自然资源以及工农业之间的平衡对国民生产力增长的影响。

因此，李斯特批判性地指出，古典学派中的曼彻斯特主义（Manchesterism）不可能是一种普遍适用的政治立场，而只是英国作为最先进国家利益的具体体现。他还论证了像德国这样面对先进国家竞争的欠发达国家，为增强本国生产力所必需的若干条件与经济政策。伴随着这些批评与主张，李斯特忽视了普遍的经济理论，并倾向于用具体的历史与政治研究取而代之。他的历史主义蕴含着强调国家统一重要性的狂热的德国民族主义。

W·罗雪尔（1817—1894）、B·希尔德布兰德（1812—1878）与K·克尼斯（1821—1898）等人沿着李斯特指引的道路进一步拓展，创立了德国历史学派。他们坚持认为，国民经济总是在与法律、国家和文化之历史发展的密切联系中形成的，因而表现为具体的历史现象。[21] 因此，为了理解每个国民经济的性质及其文化阶段，比较研究和历史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基础的一般理论显然被弃置一旁，人们普遍致力于对特定具体历史现象进行详尽的描述性研究，并沉溺于历史材料之中。

普法战争（1870—1871）获胜后，德国资本主义实际上开始迅速发展，德国工人运动也随之壮大，并日益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针对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影响，G·施穆勒（1838—1917）、L·布伦塔诺（1844—1931）、A·瓦格纳（1835—1917）等人于1873年组建了“社会政策学会”（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形成了新德国历史学派。该学派试图将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史与社会伦理相结合，被其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称为“讲坛社会主义”（Katheder socialism）。例如，施穆勒声称，为了化解阶级对抗，必须推行扶持并扩大中产阶级的社会政策。[22] 布伦塔诺强调工人通过自身工会努力来稳定自身经济生活的必要性，[23] 瓦格纳则出于同样目的强调国家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与保护主义。[24]

新德国历史学派在德国学术界取得了决定性的权威，并在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然而，该学派未能建立稳固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往往将个人或直接的政治判断与科学研究混为一谈。19世纪80年代的方法论论战发生在施穆勒与K·门格尔之间，门格尔通过主张将理论经济学作为一门精密科学的必要性来批评历史学派，[25] 但这在当时遭到了施穆勒及其学派的拒绝与忽视。后来，在20世纪初，M·韦伯（1864—1920）作为历史学派的继承者，试图修正该学派的一些弱点。正如我在本篇开头所提到的，他将政治或个人的价值判断与科学上的客观认识区分开来。在他看来，价值免除（价值中立）对于科学研究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韦伯采用建立“理想类型”（Idealtypen）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生活中的人类行为，尤其是关于动机的行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26]（1904—1905）就是这种方法的一个产物。

德国历史学派的发展影响了其他国家或多或少带有不同色彩的类似倾向并引起了共鸣。在英国，J·K·英格拉姆（1823—1907）、W·J·阿什利（1860—1927）与A·汤因比（1852—1883）的一系列历史研究，或W·白芝浩（1826—1877）的《伦巴第街》（1873）[27] 以及J·A·霍布森（1858—1940）的《帝国主义》（1902）[28] 这类具体的制度研究，代表了这种倾向。在美国，制度学派由T·B·凡勃伦（1857—1922）所开创，[29] 继之者有W·C·米切尔（1874—1948）、J·R·康芒斯（1862—1945）和J·M·克拉克（1884—1963）。更近代以来，我们还在J·K·加尔布雷斯（1908—）的著作中，[30] 甚至在某些美国激进经济学家的著作中看到这一传统。来自匈牙利并在奥地利、英国工作，后于1946年起定居美国的K·波兰尼[31]（1886—1964），也是历史学派的某种继承者。从19世纪末起，德国历史学派（尤其是幼派）对日本经济学学术界的创立者们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正如我在别处所提及的那样，这种影响在日本经济史学者中尤为持久，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的影响交织重叠。[32]

无论如何，历史学派及其形形色色的继承者作为一个整体，往往或多或少对古典学派、进而对新古典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主张和适用性持批判态度。他们重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具体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被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边缘化或忽视。他们推进了关于人类动机、社会制度与伦理的类型学研究，揭示了经济发展的不同具体情境。因此，历史学派从研究德国等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出发，从不同角度为观察其他国民经济的具体实际做出了大量贡献。正如我们今天再次目睹的那样，每当主流正统经济学在理论适用性上陷入僵局时，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往往大有复兴之势。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困境，很可能会激发这种方法。

然而，只要历史学派的主流不仅反对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而且反对马克思主义，它就往往带有改良主义和技术官僚主义色彩，极易与包括极端民族主义或纳粹主义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合流。与此同时，由于历史学派执着于经济发展的民族具体特征，它未能、或蓄意不愿对资本主义经济提出理论上系统性的研究，从而无法克服古典学派的理论缺陷。

2.3 新古典学派

新古典学派的诞生与成长是对古典学派的僵局与解体的另一种反应。[33] 与历史学派形成鲜明对照，该学派试图构建普适性的理论，在英美学术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扩展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我们在此采用最宽泛意义上的新古典学派概念，把凯恩斯主义也囊括在内。众所周知，由C·门格尔（1835—1921）、M·E·L·瓦尔拉斯（1834—1910）与W·S·杰文斯（1835—1882）领导的边际革命于19世纪70年代初开创了该学派。[34] 尽管其表述方式变得高度数学化，但从整体上看，该学派将理论重心转向了流通过程，并将对利润的判定从生产利润重新退回到了让渡利润。

在开创者中，C·门格尔及其追随者如E·冯·庞巴维克（1851—1914）和F·冯·维塞尔（1851—1926）建立了立足于维也纳的边际效用学派即奥地利学派。他们假定个人对各种物品的主观效用是可度量的，并且每额外消费一个单位的同种物品都遵循效用递减规律。在这些假设下，消费者的最大满足状态是：每一单位收入所能购买的商品的边际效用，对所有不同商品而言都达到相等。这就是边际效用均等定律。由于各种物品的自然实物单位无法直接比较，因此消费者家庭的最大满足将在各类商品的边际效用与其价格之比趋于均等时实现。

由此，奥地利学派的价格理论将其基础从生产转向了消费者的个人心理选择。它明确假定了消费者主权，将物品仅仅视为市场上供消费者主观判断的既定材料。尽管它似乎对均衡价格给出了一种崭新且一致的解释，但它也包含着若干根本性的困难。例如，个人的主观效用在不同物品和不同个人之间真的可度量且可比较吗？或者，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否适用于货币？（只要货币价值仍由货币数量论单独解释，奥地利学派的价值理论就很难说是一致的。）再者，生产资料的价值与利润的来源又该如何解释？由于生产资料或生产手段对消费者并不具有直接效用，维塞尔从消费品的价格来归属这些生产资料的价格。然而，这种归属理论却无法解释在生产费用之外通过价格所获得的利润或利息。

庞巴维克提出了他的贴水理论（时差利息论），以便在奥地利学派的框架内论证利润或利息的合理性。[35] 他断言，资本利息源于人们对物品的当下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所认定的不同效用。作为消费者的男女大众理应从当下物品中获得更大的效用，因为对未来物品的评价处于不确定且遥远的预期之中。由（尚未生产出来的）未来消费品的边际效用所归属得出的生产资料边际效用，随着时间推移通过生产使预期的未来物品转化为现实的当下物品，将会逐步增长。生产资料边际效用的这一增长，被庞巴维克界定为资本利息的来源。显而易见，这种解释在再生产规模不变的稳定经济中未必成立，更不用说在假定未来产品数量减少从而使其边际效用高于当下物品的更极端情形了。为了避开这些情况，庞巴维克假定了迂回生产的效果——即利用当下物品从事生产从而使未来能够获得更多的消费品——并根据这种效果对资本利息的来源做出了补充解释。

庞巴维克的资本利息理论是解释利润或利息来源的少数严肃尝试之一，它自觉地用该理论取代了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古典或马克思主义利润理论。然而，它似乎并不令人信服。除了前面提到的在稳定或萎缩经济中的困难之外，关于迂回生产效果的补充解释不仅偏离了边际效用理论，而且也缺乏逻辑证明来阐明为什么增加的产品物质数量必然构成整体上增加的价值量。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更为根本的是，在庞巴维克的论述中，迂回生产的效果以及对待当下与未来物品的心理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因此不能构成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剩余价值生成的充分根据。另一方面，在边际主义框架狭隘局限的市场视野下，人类在任何社会中通过“迂回”生产带来剩余产品的基础——进行剩余劳动的普遍能力——却被完全抹杀了。因此，庞巴维克通过对让渡利润的自然主义观点，在理论上未能阐明真正通行于一切社会的经济剩余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以及究竟是什么使它表现为商品经济特有的利润和利息形式。对于当下与未来物品这种表面上普遍的心理态度，所代表的或许正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所激发的人类动机，并且在现实中可能根本无法脱离利息的存在而独立存在。

L·瓦尔拉斯提出了以此开创洛桑学派的一般均衡理论。瓦尔拉斯假定个人商品效用最大化定律（正如边际效用均等定律一样），并假定每个商品所有者的收入与支出相等，从而证明通过求解一系列联立方程组，可以在市场上所有商品的价格以及供求之间界定并达成一般均衡状态。同样的方法也被扩展到市场上生产性服务均衡价格的决定，进而扩展到资本存量、证券和货币。尽管瓦尔拉斯把效用的可度量性视为某种必需的逻辑假定，但他的后继者V·帕累托[36]（1843—1923）却用以无差异曲线为代表的选择理论取而代之。

一般均衡理论在瓦尔拉斯和帕累托所任教的洛桑大学之外赢得了广泛而强有力的支持者，如J·A·熊彼特[37]（1883—1950）与J·R·希克斯[38]（1904—）。虽然它本身看似自洽，但它绝对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均衡价格理论，根本没有分析隐藏在背后的实体价值与剩余价值，甚至比边际效用理论更为肤浅，更不用说古典价格理论了。它在本质上也是一种静态均衡理论，无法以连贯一致的方式扩展为充分的动态理论。

创立剑桥学派（或最狭义的新古典学派）的A·马歇尔（1824—1924），试图将静态微观价格理论与动态宏观理论结合起来。在他的《经济学原理》[39] 中，马歇尔从杰文斯那里继承了边际效用论，并从J·S·密尔那里继承了生产费用论。他区分了短期正常价格与长期正常价格，断言边际效用理论更适用于短期价格，而生产费用理论更适用于长期价格。他在长期经济增长问题上笃信一种生物学的进化论方法。尽管在意识形态上他倾向于代表产业资本的利益，但他同时也坚持认为，在提高生产率的过程中，工会运动在提高工人收入方面是可行且有效的。在马歇尔看来，虽然工资与利润在短期内相互对立，但从长远来看它们可以和谐地共同增长。

马歇尔在将边际效用论与生产费用论、或将短期均衡理论与长期动态增长理论结合起来时，显然是折衷主义的。尤其是他的长期理论，从英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中传承了在观察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时的实践特性。A·C·庇古（1877—1959）把这种社会关怀扩展到福利经济学中，例如断言国民经济福利通常随着穷人分享国民收入份额的增加而增加。[40] 包括此类福利经济学以及更基础的边际微观价格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和动态宏观增长理论在内，新古典学派构成了各种局部理论折衷而全面的集合体，并成为边际主义革命后所有理论经济学的通称，绝不仅限于英美经济学学术界。

以马歇尔和庇古为典型代表的新古典理论存在诸多局限性。其中，即便从边际主义的角度来看，也至少存在两个严重的理论问题。第一，片面地预先假定了市场机制能够通过和谐的均衡来调节商品的供求，并假定了萨伊定律的起作用。在自由竞争市场上，非自愿失业在理论上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在均衡市场上总能实现充分就业。面对资本主义伴随着频繁的经济危机和萧条的历史事实，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历，这种关于和谐市场经济的新古典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第二，正如在奥地利学派的案例中所提到的，价格决定理论与货币价值的数量论之间存在着不一致。

J·M·凯恩斯（1883—1946）试图克服新古典学派的局限性。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41] 中，他将流动性偏好的概念引入货币与利息理论，从而恢复了与其它商品价格理论的一致性。他还打算通过否定萨伊定律并阐明不充分就业均衡的可能性，来概括和推广边际主义的经济理论。按照凯恩斯的说法，只要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消费者有效需求的增加就必然小于国民收入可能出现的增加。如果没有足够的投资需求来填补这一缺口，总有效需求就必然低于实现充分就业所必需的水平。因此，当资本主义投资的动力或机会不足时，经济在不同程度的非自愿失业下处于均衡状态绝非偶然。由于这种经济状况在成熟的个体主义资本主义中往往频繁出现并持续存在，因此国家调节有效需求的政策必须获得合法性以解决这一困境。仅靠通过缓和现存收入分配不平衡来提高消费倾向的政策是不够的。因此，必须将通过把利息率拉低至资本边际效率（或边际利润率）以刺激新投资的廉价货币政策，与通过国家公共支出增加有效需求之财政支出政策结合起来实施，以实现并维持充分就业。这种经济政策只有在废除金本位制、采用管理货币制度的前提下，才能具有弹性地发挥作用。

与凯恩斯类似的理论模型，也由M·卡莱茨基[42] 独立且更早地提出（尽管波兰语原著的英译本出版于《通论》之后）。该模型强调了资本主义投资水平在决定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宏观经济水平方面的战略重要性。与凯恩斯相比，卡莱茨基更加强调垄断程度和毛利润水平在决定投资额方面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凯恩斯理论在资本主义世界极具影响力。像A·汉森（1887—1975）或P·萨缪尔森（1915—）这样的美国凯恩斯主义者赢得了崇高声望，因为美国推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操作在这一时期似乎成功维持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持续经济增长。新古典微观价格理论与凯恩斯宏观理论的结合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或“主流经济学”，并倾向于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凯恩斯理论反对先前新古典学派的某些命题，但它实际上与新古典微观价格理论具有共同的基础进路。例如，个人偏好与需求决定的作用被普遍当作理论分析的出发点，而通过边际主义方法进行的市场价格决定则被当作无条件的前提框架。

凯恩斯以及在他之前的新古典主义者，都不是把资本主义经济视为阶级社会，而是视为商品所有者的自由社会。因此，在包括凯恩斯主义者在内的新古典传统中，经济理论在实际上往往使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合法化。例如，边际生产率、时间主观偏好率与利息率之间的理论等式，通常被理解为意味着利息或利润是对推迟消费这一牺牲的报酬，与资本对生产的边际贡献成正比。这种观点与一种类似的概念相结合，即工资与地租分别是牺牲闲暇时间和让渡土地使用的报酬，它们分别与劳动和土地对生产的边际贡献成比例支付。无论学习或讲授新古典经济学的人个人意图或动机如何，它都充当了一种为资本所有者获取利息或利润的社会关系进行辩护的理论。正如B·罗索恩明确指出的那样，“新古典经济学构成了一种‘认识论障碍’，其在科学层面上的重大影响仅仅是阻碍真正的生产方式科学的发展”。[43] 在这些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必然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庸俗经济学”。[44]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利润和利息的来源与本质没有得到恰当的解释，而以特定的社会形式占有剩余劳动的资本主义制度也被新古典学派完全抹杀了。它还抹杀了这样一个事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在这些社会中，节制当下消费、生产资料对生产率的贡献或两者的结合，都不会产生任何利润或利息。资本主义经济被视为极其天然的存在。个人生产要素和服务的初始禀赋分配被假定为既定的；而在新古典理论中，决定这些禀赋分配的社会过程与机制在理论上却从未受到质疑，尽管这种分配对于在市场上确立的收入分配格局具有决定性意义。

此外，在理论上，新古典理论包含着内部的不一致性。在历史上，它经由J·S·密尔放弃了客观的劳动价值论，并在消费者边际偏好与生产要素边际生产率的概念基础上，构建了定义工资、利润率（或利息率）以及商品价格的理论。决定利润率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在逻辑上预先假定了跨越各种生产资料的同质资本价值。但只要资本品的价值无法独立于利息率而被决定，就存在着一种恶性循环。P·斯拉法（1898—1983）在“再转辙问题”上有效地揭示了类似的逻辑不一致。[45] 按照新古典边际理论，当工资持续下降而利润率相反上升时，总量生产函数必然单调地从较高资本密集型技术向较低资本密集型技术进行选择。但斯拉法证明，当工资下降时，某种具有较高资本密集型生产函数的特定技术类型完全可能重新出现。总之，斯拉法所证明的是：把利润等同于某种预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概念是不可能的。这一论证对基于总量生产函数概念的新古典工资与利润分配论，以及对边际主义的资本价值理论，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开创了新古典学派的边际革命，起初似乎能够解决或不如说避开古典学派从基础的劳动价值论出发解释价格（包括不同产业技术之间均等化的利润率）时的逻辑僵局。令人瞩目的是，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类似的僵局从另一个角度再次出现，新古典理论同样无法连贯一致地解决与利润率决定相联系的资本价值和再转辙问题。斯拉法之后的新李嘉图学派有力地批评了新古典学派的这一逻辑困难，并表明可以基于关于生产技术过程的实物数据和工资品束来决定价格与一般利润率。由于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量显然也可以从生产的实物数据中计算出来，因此新李嘉图学派的价格理论自然重新激起了对客观劳动价值论（特别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兴趣。耐人寻味的是，只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最初假定价格与劳动价值成比例，那么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那样，如何使价值与包含利润率均等化在内的生产价格相协调的转形问题，在实质上依然停留在古典价值论与带有总量生产函数的新古典理论双双陷入僵局的同一逻辑症结之上。

与新古典学派相比，新李嘉图派明确分析了资本家与劳动阶级相互对立的经济利益。然而，这种阶级关系仅仅是就实物产出的分割而言被考察的，并没有与社会剩余劳动或生产过程联系起来。在这方面，新李嘉图派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并未继承古典劳动价值论，也没有尝试从实质上解决其难题。在某种意义上，新李嘉图学派仍然受困于新古典学派的观点，即认为市场上的价格决定绝对是经济理论的首要问题；并且作为一种价格理论，斯拉法模型无法真正否定一般均衡型供求理论的一致性。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理论摆脱了对市场经济的这种狭隘看法，并且可以通过恢复价值理论实质性的社会内容，从更宽广的视角不仅克服古典学派的理论局限，而且克服新古典学派与新李嘉图学派的理论局限。

我们决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凯恩斯理论存在许多与先前新古典理论共通的理论局限，但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冲突性与不稳定性具有深刻的洞见。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凯恩斯主义者唯一关注的是作为非自愿失业原因的总有效需求不足，并且深信国家政策在实现充分就业方面的有效性。他们的分析无法超越市场经济的框架，无法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与积累过程更深层的内在矛盾中去，而在特定环境下，正是这些内在矛盾最终如我们今天所见使凯恩斯主义政策失效。在凯恩斯主义声誉崩塌之后，供给学派经济学与货币主义经济学成了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它们代表着对萨伊定律以及市场经济和谐运行之早期新古典主义信念的倒退式复辟。因此，它们更加远离了对具有历史特殊性的资本主义经济自身内在矛盾根源的研究。凯恩斯理论以及货币主义理论的弱点与局限性，同样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框架内，通过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根本不同的发展而得到克服。


第3章 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理论

3.1 唯物史观与马克思经济学

黑格尔、费尔巴哈与马克思

由K. 马克思（1818—1883年）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同样产生于古典学派的理论局限与僵局。然而，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革新与同时代其他经济学流派的方向截然不同。与历史学派或新古典学派不同，马克思并没有抛弃古典学派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根本理论内容与成就，而是充分致力于通过从内部批判并解决古典理论的僵局来继承它们。在这一尝试中，马克思自觉且系统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性质。

事实上，马克思在经济学上的创新，在于对经济学本身主要任务的重新界定与拓展。他开创了对具有历史局限性质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系统性与理论性研究。古典学派与新古典学派的非历史观点，以及历史学派对经济史的非理论研究，两者实际上都被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批判为狭隘的片面之论。马克思最初究竟是如何得出这种对待经济理论的崭新路径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自1836年在柏林大学攻读法学期间，研读了历史与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著作。尽管黑格尔已于1831年去世，但他的哲学依然享有盛誉且极具吸引力。它构成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巅峰，确实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将人类精神、外部自然界以及社会结构的一切现象，辩证地解释为绝对精神自我显现过程中矛盾的逻辑展开。在黑格尔的辩证体系中，绝对精神是一个推动性与创造性的主体，犹如理性化了的基督教上帝，在正题、反题与合题的反复演进中运动。被黑格尔广泛运用的辩证法，在本质上并不是保守的。正如马克思后来所指出的，在合理形态下，辩证法可以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因为它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因为它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第1卷，第103页）。然而，在黑格尔那里，只要绝对精神或理念被视作现实世界的创造者，辩证法就采取了神秘化的形式。普鲁士当时的现存社会因而可以被解释为理性理念的完全实现，并且实际上往往被黑格尔著名的双关命题保守地颂扬：“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1]

然而，黑格尔派内部出现了激进的左翼。对宗教——特别是对当时仍在德国社会占据支配地位的基督教——的批判，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关切。他们以德国式的方式，体现了将人类活动从旧封建社会秩序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代欧洲进步精神。与英格兰的经济工业革命以及法国的政治革命相比，德国的激进运动当时还不得不停留在意识形态领域。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位领袖是B. 鲍威尔（1809—1882年），他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马克思在学生时代加入了鲍威尔的小组，并于1841年从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出发，撰写了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博士论文，强调人类意志的本质自由。虽然他曾受鲍威尔之邀前往波恩大学任教，但随着普鲁士政治风向的转变，鲍威尔本人不得不离开大学，这一邀请未能实现。因此，马克思于1842年接受了一份更具实际性质的工作，担任《莱茵报》的主编撰稿人，并开始更多地就现实社会问题进行写作与思考。

当时推动黑格尔左派宗教批判的最杰出哲学家是L. A. 费尔巴哈（1804—1872年）。他的主要著作《基督教的本质》[2]于1841年出版，在包括马克思和F. 恩格斯在内的年轻进步一代中产生了深远影响。该书强调人不是上帝的造物，而是自然界的存在物。同时，它断言基督教的上帝不过是博爱等普遍崇高人类情感的理想化投射。因此，上帝并非创造者，而是人类头脑的产物，是一种幻想。现实世界中的人类生活应当从这种宗教拜物教中解放出来。费尔巴哈由此走向反对唯心主义以及黑格尔著作中的神学意涵，主张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看来，正是费尔巴哈为马克思颠倒“头足倒置”的黑格尔辩证法（即唯心主义辩证法）提供了重要线索。然而，费尔巴哈将辩证方法从唯心主义颠倒为唯物主义的尝试并不充分。尽管它强劲有力且影响深远，却局限于对宗教的哲学批判，仅仅集中于人类的精神活动。换言之，现实世界中的人类生活依然被抽象地看待，而没有考虑到实践活动的社会或历史具体性。人类生活的解放也未能与具体的社会活动联系起来。[3]

马克思在为《莱茵报》撰写有关现实社会问题的社论文章时，感受到了费尔巴哈的这种不足。例如，当时面临的问题包括书报检查制度的加强；禁止莱茵省农民使用森林之传统公社权利的林木盗窃法；自由贸易还是保护性关税；以及法国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潮。尽管马克思能够依据人道主义唯物主义对书报检查制度进行相当透彻的探讨，但他意识到自己当时在处理经济问题上还并不完全内行。尽管他反对来自法国的不成熟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但他也感到这一课题必须作进一步的研究。当该报的进步基调在强化了的书报检查下难以为继时，他遂于1843年辞去了《莱茵报》的工作，前往巴黎重新进行研究。

在巴黎，马克思开始认真研读古典与非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于1844年撰写了后来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稿，他在其中开始运用“异化劳动”这一概念作为批判古典经济学与黑格尔哲学的钥匙。同年，F. 恩格斯（1820—1895年）造访巴黎，与马克思会面，开启了两人终生不渝的兄弟般合作。翌年（1845年），马克思被驱逐出法国，迁往布鲁塞尔。他与恩格斯合作撰写了《神圣家族》（1845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4卷，第5页及以下）和《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5卷，第19页及以下），并通过批判和清理自己以往的立场以及黑格尔之后的整个德国哲学，开始创立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内容最初以论战风格发表在《哲学的贫困》（1847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6卷，第105页及以下）中，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的序言中得到了简明的表述。唯物史观一旦作为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考察以及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的结果被确立下来，就“用作指导线索”[4]，指引马克思开展越来越集中于资本主义基础经济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其主要论点可以概括如下。[5]

社会的上层建筑以及政治、法律、宗教和社会意识等意识形态并不是独立变动的。它们既不是由天国上的理念或绝对精神所创造，也不是由其所推动的。它们是由作为每个社会现实基础的经济结构所塑造和制约的。经济的社会结构主要由物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并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运动在历史上向前发展。当生产关系从生产力的适宜发展形式转变为这些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经济基础的变更，迟早会导致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的变革；人们意识到这种社会基本冲突，并在各种意识形态形式中把它进行到底。“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从这种唯物史观看，不仅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且费尔巴哈通过人道主义唯物主义实现从反中世纪基督教桎梏中获得的纯精神解放，显然都远远不够。真正彻底的人的解放，只有在真正的历史——即废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起来的最后阶级生产关系之后开始的人类社会历史——中才能实现。因此，辩证法的推动主体，便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理念，经由费尔巴哈的自然的人，转变为马克思新世界观中的生产力。生产力是基于技术变革的生产率发展水平。随着生产力不可避免的进步，生产关系的性质——在阶级社会中它体现为在统治阶级支配下组织直接工人的社会制度——迟早必然发生改变。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这一观点，也使他克服了早期社会主义的弱点，尤其是赞美过去社会的浪漫主义倾向。现在显而易见，马克思最初对资本主义基础经济理论的重新构建，正是由他的新世界观即唯物史观所指引的。

唯物史观的作用

马克思精辟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经济学不可或缺的“指导线索”。因此，其作用与内容值得审慎考量。误用它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损害。

例如，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释中，唯物史观往往被视为在经济学研究之前就通过将唯物辩证法应用于人类历史而形成的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随后便成了唯物史观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过程中的应用。将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颠倒为唯物辩证法，是这种观点的基石。但在这一类解释中，这种颠倒的过程与依据往往显得形而上学，或者始终未加阐明。

恩格斯后来在1873—1886年间试图撰写《自然辩证法》[6]，但未能完成。从他的《反杜林论》[7]（1877—1878年）的结构来判断，恩格斯似乎有意首先将唯物辩证法建立在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这样一来，在先于且独立于经济学研究的情况下，就可以在唯物辩证方法的基础上获得唯物主义历史观。当恩格斯宣告“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8]时，似乎就暗含了这样一种观点。

唯物辩证法在许多情况下都可以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有益指导线索。然而，从几乎无限可分的物质微粒到浩瀚的宏观宇宙，各种自然现象的性质如此多样，以至于任何涵盖这一切的统一步调的逻辑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恩格斯在自然现象中展示唯物辩证法的尝试不仅未竞全功，而且显得像是符合其立场的例证汇编。尽管恩格斯在当时拥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但他首先在自然领域确立唯物辩证法的尝试并不能算十分成功。在这样一种进路中，唯物史观无法找到非常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形成唯物史观，实际上并不是通过单纯抽象的哲学思考或对自然科学的泛泛反思完成的。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颠倒，是经由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唯物主义，进而在对古典学派批判性研究的基础上克服费尔巴哈而实现的。马克思对人类生存现实条件（特别是正在由经济理论进行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中）的关切，是他同时形成唯物辩证方法与唯物史观的决定性因素。从这样一个形成过程来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他的经济学研究密不可分，绝不应被视作社会科学的某种绝对外部前提。

唯物史观也必须获得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支持。例如，对于整个人类历史上的每一种社会形态，要一揽子清晰展示经济基础独立于社会上层建筑的自主运动是十分困难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通常与政治和宗教秩序交织在一起，似乎受到这类上层建筑的支配并通过它们得以维持。而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在商品经济中组织起来的社会再生产，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其自身脱离政治或法律上层建筑的自主经济运动机制。古典学派在某种程度上识别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一特征，而马克思则通过批判古典学派的自然主义直面了其理论成果。因此，特别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研究，能够为唯物史观提供有力的论证。作为二战后日本开创宇野学派的非教条、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宇野弘藏（1897—1977年）在方法论上强调了这一点。他指出，“马克思方法的特征在于，马克思是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确立唯物史观的，并且还试图通过经济学研究在科学上证实它”[9]。尽管两者因而必定密切相关，但绝不应混淆唯物史观的任务与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之间的区别。唯物史观或多或少是一种关于整个人类历史的意识形态性与假说性观点。它不可能是一种完全客观的科学认识。与此相反，马克思试图在其经济理论中（特别是在其主要著作《资本论》中）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客观上可被认识的运动规律。当然，决不能否认唯物史观引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走向更广泛问题的导向作用，这些问题通常被局限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经济理论所掩盖。然而，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经济学研究内容，不应被视为纯粹意识形态上的指责，而应被视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而科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成果，必须像在任何其他社会科学中一样，根据理论逻辑与历史事实来评判和修正。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实际上比其他学派的理论家更容易自觉区分意识形态的作用与经济学研究的作用，因为他们能够广泛关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历史变迁。通过阐明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历史特殊性的形式与机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揭示了我们资产阶级社会中关于商品、货币与资本的拜物教式常识的根源与社会职能。只有在对这种拜物教式的资产阶级常识进行批判性克服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会形成。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主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历史观的理论基础。正如我们在本书后文将逐步看到的，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还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基本的自主特征、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能动作用，以及一切社会所共有的、以及一切阶级社会所共有的一般物质基础。在这些方面，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理论无疑可以作为阐明唯物史观概念的基础。

通过将其直接研究对象局限于一种具有历史局限性的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能够界定其出发点、逻辑次序与基本原理体系，从而客观地反映其对象的性质。唯物史观是从历史视角将经济学研究导向这一对象的有益指导线索，但它不能直接保证经济学研究在科学上的客观正确性，本身也不能成为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概念。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唯物史观与其他意识形态历史观不同，它能够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科学经济学研究得以确立。正如宇野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充当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而不是相反。唯物辩证方法或许也可以更适当地由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在经济学的基础上加以奠定，而不是基于自然科学。

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争取社会主义的科学论证与运动的视角来看，经济理论通过客观界定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特殊性与局限性，能够展示将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始终是对一种可能被革命推翻的经济秩序的客观认识，而不能直接作为对社会主义的正向主张。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而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显然是不够充分的。唯物史观在实践中将整个人类历史概括为一个公式，而这个公式至少部分得到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性质的理论研究所支撑。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随着资本主义的终结而宣告阶级社会历史的终结，以及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公社社会而言，唯物史观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唯物史观之间的辩证、相互关系，对于从不同方面和层次支撑马克思主义是必不可少的。

将唯物史观视为在经济学研究之前就给定的、绝对证实了的定理，模糊并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健全的科学基础，因此我们不应回避将唯物史观的内容视为一个有待通过历史本身的发展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来证实和修正的假说性定理。例如，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表述将生产力定义为历史辩证过程的最根本推动主体，以此替代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绝对精神或费尔巴哈辩证法中的自然人。然而，绝不能将生产力的发展视为脱离生产关系（即人类社会关系）的独立中性过程。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增长的步伐与方向显然受到资本增殖利益的引导，并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被决定，因而绝不可能中立于或独立于资本的运动。正如我们后文将详尽讨论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周期性危机的逻辑必然性，应当被阐明为由资本运动所决定的生产力增长与资本生产关系之间内在矛盾的表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也绝不可能是由生产力的中性发展所推动的机械必然过程。为了通过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觉建立公社秩序以及在自主的工人控制下发展生产过程，社会革命是不可或缺的。这些革命可以使得重新调整生产力发展的内涵成为可能，从而使其更适合这种协作性的联合体公社。

在革命后的苏联式社会中，似乎存在着对唯物史观令人遗憾的机械理解，在那里，通过越来越大规模的机械化来实现中央重点产业中生产力的增长，被信奉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绝对基础。扭曲的国家主义与经济主义因而在此类社会中极为显著。[10]因此，唯物史观的表述与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之间的关系，不仅在其形成过程中密切相关，而且鉴于其带来的政治影响，需要反复重新加以思考。

《共产党宣言》中的政治经济学

在创立唯物史观后不久，马克思应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托与恩格斯合写了《共产党宣言》，并于1848年2月出版。这一同盟于1847年6月通过联结巴黎、伦敦、布鲁塞尔和科隆的主要共产主义活动中心而成立。这本小册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汗牛充栋的著作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并展现了马克思若干资本主义理论的雏形。当时那些理论显然是通过比马克思后来的著作（如《资本论》）更为直接地应用唯物史观而构建起来的。《共产党宣言》包含四个部分[11]，即“资产者和无产者”、“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以及“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正面的分析与主张主要集中在前两个部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第一部分尤为重要。

该节以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论断开篇：“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接着，它从阶级斗争的唯物史观视角，描述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产生、成长与衰落的必然过程。在作者看来，从封建社会的废墟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已经使各种下层中产阶级分解为无产阶级，并且日益把阶级斗争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对立。当封建的所有制关系不再适合已经发展的生产力因而遭到炸毁时，这样一个现代社会便诞生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由资本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开始反抗现代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种反抗表现在商业危机中，商业危机在周期性的循环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随着周期性危机的爆发以及资产者之间的激烈竞争，伴随着现代大工业的发展，财产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无产阶级则汇聚成越来越庞大的群众，其生活与工作日益动荡和贫困。

“于是，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工会）；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率。……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暴动。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尽管在实质上是一场国际斗争，但在形式上，各国内部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场本国的斗争。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生产了“它自身的掘墓人”。“它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随后，第二部分阐述了共产党人在无产阶级内部的地位、获胜后的无产阶级应采取的措施以及即将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性质。例如，共产党人决不树立任何宗派主义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运动。他们始终代表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保持并发展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的理论理解。工人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阶级差别将会消失，公共权力也将失去其政治性质。然后，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旧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第三部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以往的其他社会主义类型，如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以及空想的社会主义。在第四部分中，他们提出了共产党人针对其他反对党派的策略，并以著名的呼吁作结：“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份《宣言》中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从诞生到衰落的逻辑发展过程，显然依赖于唯物史观。生产力的发展被视为炸毁封建社会关系、加剧商业危机，并通过助长工人的贫困、同盟与革命联合而使资产阶级的衰亡不可逆转的推动力量。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增长在此并未被片面地视作一个决定生产关系性质与运动的独立中性变量。

与它的阶级斗争历史观相一致，《宣言》认识到了与各社会统治阶级性质相对应的生产力增长的不同特征。例如它指出，“保持旧的生产方式不变，……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相反，“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更有甚者，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后来在《资本论》中，资产阶级被更为具体地定义为“人格化的资本”（如第1卷，第739页），而生产力的发展则被分析为资本运动的一个函数。因此，在颠倒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过程中，马克思似乎分三步转换了合理唯物辩证法的主体：从生产力的发展，经由变动中的统治阶级，再到资本本身。虽然这种转换当然与论题的转移相吻合，可能并不直接构成矛盾，但它表明生产力的增长路径不应被视为赤裸裸的自然必然性。这是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一点，并且可能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唯物史观的表述。

另一点是生产关系的概念，在《宣言》中它往往被等同于生产工具所有权的社会关系。与生产力增长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发展，主要被概念化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与规模的历史变迁。当生产工具作为组织为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而集中起来时，资产阶级社会就形成了。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生产资料集中于少数资产者手中的程度进一步加剧，并伴随着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及其贫困的加重。因此，社会两极分化为人数更少而更富有的资产阶级以及人数更多而更贫困的无产阶级的过程将会向前推进。最终，当通过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生产资料并集中于国家手中时，资产阶级社会便将告终。

《宣言》中这些通过唯物史观的推论性应用而获得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观点，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自身经济理论形成的若干部分，以及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对此我们将不时重新谈及。尽管马克思后来（特别是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试图修改他在《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夺取作为现成国家机器的国家的观点，但在革命后的社会中，扭曲的国家主义完全可能由于在理论上高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与集中，以及对生产力增长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作用抱有一种决定论的（且在某种意义上过于乐观的）信念而获得合法化。另一方面，关于资产阶级社会两极分化与无产阶级贫困加剧的理论，一直是对马克思经济理论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关性产生混乱与持续争论的根源。

《宣言》一直充当全世界工人社会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指路明灯。它的政治作用与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其理论内容往往要么被大多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字面信奉，要么被非马克思主义者全盘否定。然而，只要它不仅包含政治主张，而且包含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观点，我们就必须尝试从客观社会科学的立场反复检验这些观点的正确与否。至少马克思本人对他在《宣言》中的政治经济学并不满意。他似乎意识到，他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并不能保证对资本主义经济得出完全正确的理论，而且为了使其社会主义主张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致力于对资本主义进行更完整的理论理解的科学努力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马克思重新恢复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在经历了前一年的革命活动，于1849年再次被母国普鲁士以及法国和比利时驱逐而流亡伦敦后，他将其后半生主要致力于创立资本主义基础理论的新体系。

3.2 《资本论》理论体系的范围

《资本论》的形成与结构

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于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仔细并批判性地研读了浩瀚的经济学文献，并于1857年开始撰写他的毕生巨著。在1866—1867年撰写《资本论》第1卷之前，他先后三次写出了其主要著作的系统手稿。(i) 第一部手稿写于1857—1858年，主要包含七本笔记本，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2]。随后，《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写于1858—1859年。除了我们已经见到的对唯物史观作了简明表述的著名序言之外，这部《批判》仅发表了关于商品和货币的两个导论性章节，后来它们被修订并概括在《资本论》第1卷的第1篇中。(ii) 第二部手稿包含二十三本笔记本，即《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13]，它承接《批判》的内容，以“货币转化为资本”开篇。这部手稿中间约一半的内容已作为《剩余价值理论》单独出版。(iii) 第三部手稿首次题为《资本论》，写于1863—1865年。其最后一部分充当了恩格斯编辑出版《资本论》第3卷（1894年）的唯一材料。只有在准备了这三部规模宏大的手稿之后，马克思才撰写并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1867年）。其第2卷（1885年）则由恩格斯根据马克思主要写于19世纪70年代的手稿编辑而成。

马克思通过如此广泛的研究与写作在《资本论》中试图阐明的，显然不是站在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的单纯指责，也不是将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的简单套用。《资本论》中的经济理论与西斯蒙第或马尔萨斯的理论不同，尽管存在（周期性）生产过剩的逻辑必然性，但它并不否定资本主义经济的自主增长。它也不像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为了通过自上而下的启蒙实现社会主义而详细规划理性与正义的社会秩序，以改良工人的境况。相反，它系统地阐明了具有历史特殊性与局限性的自主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由此，它试图在基本原理上向雇佣工人揭示制约其经济境况的社会机制与条件，以及为了将自身解放为真正自由的人而必须通过其社会运动予以改变的对象。因此，《资本论》的经济理论旨在通过汲取先前的理论成就并系统解决古典学派遗留下来的问题，将政治经济学确立为一门批判性社会科学的基础原理。

在《资本论》第1卷的前两篇中，商品经济的基本形式（即商品、货币与资本）通过其逻辑联系得到了理论上的考察。马克思从古典学派继承了劳动价值论，但他将价值概念二重化为价值实体与价值形式，这对于克服古典价值理论中的自然主义至关重要。他发现现代社会中的雇佣工人在具有历史特殊性的条件下，向资本出卖的是他们的商品劳动力，而非直接出卖劳动本身。在随后的第3篇至第5篇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在支付了劳动力的商品价值之后，如何利用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来生产剩余价值，以及资本如何提高生产剩余价值的效率。这几篇显然解决了古典学派的基本难题之一，即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解释剩余价值的源泉。在此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作为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为资本家所获取的整天劳动，与作为同一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实体（工人通过该商品与必要消费资料的交换而获得）而返还给工人的其中那部分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区分。随后，第6篇“工资”揭示了工资形式如何通过将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视为对所付出的全部劳动而非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足额报酬这种常识性观点，掩盖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第7篇考察了资本积累对工人阶级的影响。第8篇考察了典型的英格兰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历时过程，即通过所谓的原始积累——这实际上是在社会范围内产生无产阶级的暴力过程。

承接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论》第2卷分三篇考察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在第1篇中，考察了资本循环的三种形式；在第2篇中，研究了资本周转及其构成要素。在这些篇章中，包含着关于资本在时间推移中历经流通过程与生产过程的不断循环运动之性质的独创性理论洞见，以及关于流通过程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限制与必要性的独创性理论洞见。随后在第3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马克思在再生产图式中展示了他的“经济表”。

《资本论》第3卷“作为总过程的资本主义生产”包含七篇。通过资本竞争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或将剩余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的著名转形过程位于前两篇，这构成了对古典学派遗留下来的又一基本难题的解决。第3篇讨论了“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以及对资本积累过程中内在矛盾的阐述。第4、第5和第6篇阐述了剩余价值从产业资本向商业资本、生息资本或货币资本以及土地所有者进行二次分配的基础理论，其形式表现为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这些剩余价值和资本的具体形式，在利润竞争性平均化和生产扩大的具体过程中，系统地同时充当贯彻价值规律的社会机制，尽管它们在引发周期性危机的过程中偶尔可能发挥相反的、破坏性的作用。作为最后一篇的第7篇是一部极不完整的手稿，但它结合对庸俗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大体概括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主要收入形式（即工资、利润或利息以及地租）从常规视角看如何似乎独立地源于劳动、资本和土地，从而掩盖了现实的社会阶级生产关系。它还基于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提出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若干洞见。

包含在《资本论》三卷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理论，与新古典理论不同，实质上继承了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尽管伴随着若干重大的改造与发展。对马克思而言，要在同一维度上单纯通过使古典价值理论在数量上更精确来继承它，确实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必须革新整个理论体系，以弥补古典理论的缺陷。例如，创立价值形式理论、在理论上区分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发现生产价格概念，以及尝试结合劳动价值论完成危机理论，都是马克思超越古典理论局限的引人注目的理论创新。乍看起来，这些创新似乎彼此独立，要将它们从单一出发点逐一直接推导出来相当困难。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所有这些在理论上都与基于商品关系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特殊性相关联。价值形式理论从根本上阐明了商品经济内部出现的社会关系的特殊形式。对劳动力商品的理论分析，直接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在逻辑上的特殊前提条件。生产价格是分配社会剩余劳动的独特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危机理论展示了一种同样为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经济动态。既然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些历史性质在古典学派以及新古典学派的自然主义意识形态中被完全忽视，我们很容易断定，马克思在经济理论领域沿着唯物史观的指导线索，革新了T. 库恩意义上的“范式”[14]。然而，这里必须再次强调，唯物史观作为指导线索（可以说是在元理论层面上），并不能直接保证产生彻底革新的科学理论。这正是为什么马克思必须反复而严肃地尝试创立他自己的理论体系，也正是为什么马克思未能彻底解决、反而留下了各种理论上的不完备性（正如我们后文将看到的）。

马克思的最初计划与《资本论》的范围

当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末开始撰写其毕生巨著的第一部手稿时，他为设想中的全部著作拟定了若干计划。[15]这些计划在篇幅和细节上有所不同，但都处于一个相似的框架之中，可以简要概括如下：


	I. 资本

	(a) 一般资本
	(1) 资本的生产过程

	(2) 资本的流通过程

	(3) 两过程的统一，或资本的利润与利息





	(b) 竞争

	(c) 信用

	(d) 股份资本

	II. 土地所有制

	III. 雇佣劳动

	IV. 国家

	V. 对外贸易

	VI. 世界市场



《资本论》涵盖了这一最初计划中的哪些项目？《资本论》是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还是根据最初计划有待实现的更庞大著作的一部分？抑或该计划在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实际上发生了改变？这些问题构成了所谓的“计划问题”，在关于如何在马克思之后拓展我们工作的方法论上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由于大多数西方读者对这一“计划问题”知之甚少，本小节可能显得过于专门化。读者起初可以跳过它，如果觉得更轻松的话，可以直接阅读下一小节。）

例如，既然马克思在某些计划中将第六部也是最后一部题为“世界市场与危机”，那么只要《资本论》仅仅涵盖最初计划的开头部分，危机理论似乎就超出了《资本论》的范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开头极其简略地公布了他的工作计划之后，马克思至少在公开发表的材料中未曾提及对该计划的任何修改。此外，《资本论》中的某些语句很容易被解释为将《资本论》的范围局限于最初计划中的一般资本范围之内。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对雇佣劳动的专门研究”（第1卷，第683页）、“对产业周期的进一步分析”（第3卷，第482页）、“对信用制度的详细分析”（第3卷，第525页）或“对各种历史形式的土地所有制的分析”（第3卷，第751页），都落在了他当前著作的范围之外。[16]他还表明，自己尚未论及“竞争的实际运动”，而“可以说只呈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组织，在它的理想平均状态中”（第3卷，第970页）。

因此，反复看到这样一种解释并不足为奇：即《资本论》仅仅涵盖未作修改的最初计划中“一般资本”的部分，一般地或从总体上考察资本，而没有涵盖各个别资本之间竞争之后的项目。R. 维尔布兰特主张，《资本论》第1卷在双重意义上是一个“残篇”，因为它不仅是关于资本的数卷中的第一卷，而且是计划中六部书（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的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中第一部书的第一部分[17]。虽然维尔布兰特没有提及《资本篇》内部的细目，但久留间鲛造则试图更为精确。他强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限制其当前著作范围的词句，以及我们在马克思那里找不到任何书面证据说明其最初计划发生根本改变的事实，从而断言《资本论》只处理了最初计划中的“一般资本”。[18]他随后论证说，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连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整个体系，在《资本论》中必然是不完备的。苏联的正统观点与这一论证路线一致，强调《资本论》的结构与最初计划的“一般资本”之间具有极强的连续性，尽管它承认“一般资本”的框架有所拓展。[19]

与此相反，存在着另一种解释，认为马克思改变了最初的计划，并打算使《资本论》成为一部完整的著作。

例如，H. 格罗斯曼（1881—1950年）反对维尔布兰特，断言《资本论》根本不是什么“残篇”，而是“1859年最初计划变更”的有意识完成的成果。[20]马克思对再生产图式的创立以及他在1863年8月15日致恩格斯的信，被格罗斯曼指为证据。再生产图式固然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在原则上可以自给自足而无需依赖对外贸易或世界市场。[21]然而，再生产图式与“竞争”、“信用”或“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的理论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因此它无法充当判定最初处于“一般资本”之外的这些项目在逻辑上是否应包含在《资本论》中的充分确凿证据。格罗斯曼在1929年讨论该问题时，未能阅读并考察《大纲》中“一般资本”的实际理论内容。此外，他的其他证据似乎也不甚有力。按照他的解释，马克思在1863年8月15日信中关于“我不得不把一切都推翻”（alles unschmeissen）的陈述，指的是修改最初计划。然而，这很可能意味着马克思不得不推翻的不是他的计划，而是古典学派的每一项理论内容。F. 贝伦斯采纳了格罗斯曼对马克思那封信的解释，并在计划问题上提出了类似的说明，尽管他批评了格罗斯曼“外在机械的”方法。[22]

R. 罗斯多尔斯基（1898—1967年）后来得以充分利用《大纲》的理论结构更为详尽地探讨该问题。显而易见，《大纲》的理论体系严格限定在最初计划的“一般资本”之内。通过将《大纲》的内容与《资本论》进行比较，罗斯多尔斯基发现，“起初有用且必要的东西，最终必定显露为一种多余且具有阻碍性的限制……蓝图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因此在分析的进一步阶段可以被放弃”。[23]罗斯多尔斯基在图3.1中将从最初计划到《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变更概括如下：[24] 图3.1

最初计划

（6部书）

变更后的计划



	
I. 论资本

a) 一般资本

1) 生产过程



2) 流通过程

3) 利润与利息



b) 竞争

c) 信用制度

d) 股份资本



II. 论土地所有制



III. 论雇佣劳动


	
《资本论》（3卷）：



I. 资本的生产过程
（篇）：

1) 商品和货币

2) 货币转化为资本

3-5) 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

6) 工资

7) 积累过程

II. 资本的流通过程

III.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1-3) 利润和利润率

4) 商业资本

5) 利息与信用



6) 地租

7) 各种收入










IV. 国家

V. 对外贸易

VI. 世界市场

实线：前三部书之内的变更

虚线：《资本篇》之内的变更

罗斯多尔斯基在图3.1中所作的处理是清晰的，且无疑比其论敌更有说服力。然而，他对于《大纲》中所包含的马克思最初计划的各项目与《资本论》各篇之间的比较，依然显得相当表面化。他是一个《大纲》原教旨主义者[25]，往往忽视了马克思在写完《大纲》之后的理论困难与发展。例如，他认为马克思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理论以及危机理论已经在《大纲》中基本提出。结果，马克思在包括《剩余价值理论》在内的第二部手稿中，在多资本竞争的基础上结合生产价格理论来阐发地租理论的努力，或者结合积累和信用理论拓展危机理论的努力，都没有得到充分考虑。与罗斯多尔斯基的图表相反，多资本之间竞争的理论并不局限于《资本论》第3卷的前三篇，而是有机地贯穿于该卷的所有各篇。关于雇佣劳动的理论也并不局限于第1卷关于工资的第6篇，而是从第1卷第2篇起贯穿所有各卷从不同角度加以拓展，并通过积累过程以及利润与利息的运动同资本主义的动态机制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其内容上，如果不论及通过竞争与信用展现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将价值规律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理论研究就无法做到完整。并且，雇佣劳动与土地所有制的基础理论也无法脱离资本运动理论。相反，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理论不仅必然要求研究作为“一般资本”的总资本，而且要求研究资本通过竞争与信用的基本运动机制。关于雇佣劳动与土地所有制基本地位的研究也应当包含在其中。尽管马克思本人曾就《资本论》的范围发表过限制性声明，但似乎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迫使他将理论研究极大地扩展到最初的“一般资本”框架之外，走向一种完备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原理。虽然罗斯多尔斯基及其他争论者对这一点反思不多，但这因而也关系到为什么《资本论》的理论体系能够同对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作用的研究相分离的问题。

这一问题已不能仅仅在对马克思最初计划的诠释性考量中得到恰当处理。现在必须探讨一个关涉包括帝国主义理论以及在《资本论》基础上对更为当代的资本主义理论在内的全部经济学研究的更广阔方法论视角。

如何定位与完善《资本论》

针对久留间对计划问题的解释，宇野弘藏断言，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劳动与土地所有制的基础理论已经存在于《资本论》之中。[26]不论马克思在其最初计划中所指的“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究竟是什么，《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如果没有界定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与土地所有者基本社会地位的工资与地租理论，就无法做到完整。资本主义形式的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地位（更不用说雇佣劳动的基本地位了），与国家权力不同，绝不可能是资本经济运动之外的外部因素。与此同时，宇野也不同意久留间单纯墨守马克思最初计划而将危机理论排除在《资本论》体系之外的解释性做法。尽管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在实际上仍不完备，但我们应当通过阐明马克思的理论困难，尝试在资本主义原理论的框架内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原理加以完善。如果不具备这样一种危机原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就必定会被抽象地视为片面和谐的，而经济危机也无法在理论上被定义为资本主义所特有且不可避免的现象。

宇野并没有顺着从《大纲》开始的马克思手稿形成过程来详尽讨论计划问题，而是从如何将《资本论》定位并完善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论体系这一更广阔的理论视角来处理它。宇野主张，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系统地分解为三个研究层次。第一个也是根本性的层次是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论（基本原理）；在第二个层次上必须构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论；进一步地，在第三个最具体的层次上必须开展对世界或各个具体国家资本主义现实状况的现状分析。[27]国家在世界市场中作用从重商主义到自由主义、再到帝国主义的重大变迁，以及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制经济地位的转变，必须通过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论以及各个国家的现状分析进一步予以阐明。这些与马克思最初计划中相应项目相关的研究，属于比原理论更为具体的不同层次。它们必须与对典型的处于主导地位的资本及其产业基础的历史具体变迁的研究结合起来。

鉴于研究层次的这种方法论区分，我们可以将《资本论》定位为提供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论，其中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雇佣劳动、资本间竞争、信用、股份资本和土地所有制的基础理论应当被系统地包含在内，同时并不贬低在《资本论》之外对这些项目进行更具体研究的重要性。尽管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在其自身边界之内以及边缘世界中利用并解体外部的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原理论并不处理资本主义的这种外在方面，也不处理往往与该方面相关的国家作用。在这方面，宇野强调，根据直到马克思所处时代为止英国社会实现日益纯粹资本主义的现实历史趋势，原理论必须以一个由资本家、工人与土地所有者三大阶级构成的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28]

就宇野将19世纪末之后的时期排除在提炼资本主义原理论的历史基础之外而言，他的方法留下了一些困难。一方面，原理论可能被视为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资本主义的特有理论。另一方面，对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研究可能仅仅强调不同于原理论的历史特殊特征。从《资本论》中推导出来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论，即使在19世纪末之后也必须能够很容易被识别和应用。显而易见，尽管国家的作用有所增强，但除了世界大战期间大规模的军事动员之外，基于商品交换的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独立的运动在根本上仍在继续，并且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解体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也一直在持续。

为了清楚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的自主特征，当然应当注意到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时期。原理论的某些领域（例如信用制度的运作理论与周期性危机理论），可以通过从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阶段中进行抽象来加以阐明。然而，其他一些领域可能需要更广泛的抽象基础。如果我们观察资本主义在重商主义阶段的产生与成长，并且观察自极古老时期以来这些形式的存在，关于商品、货币与资本形式的基础理论或许能得到更清晰的理解。与此相反，只有当把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经验作为抽象的基础时，股份资本的原理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因此，我与某些宇野派理论家一样认为[29]，原理论的抽象基础必须拓展到涵盖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尽管我赞同宇野关于原理论与更具体研究之间研究层次的划分。

无论如何，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研究层次的方法论区分，所谓的计划问题实质上必定会得到解决，而《资本论》的范围也因而能够得以明确。

3.3. 《资本论》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任务

关于修正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争论

《资本论》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实际上是在各个研究层次上展开的。然而，对不同研究层次的无意识或混淆，往往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与困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因此受到了不小的危害。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误解以及《资本论》中的若干不完备性，则是产生混乱的另一些根源。

例如，曾被视作恩格斯之后最有前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的E. 伯恩施坦（1850—1932年），通过否定马克思经济理论与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相关性，开辟了通向修正主义的道路。[30]在伯恩施坦看来，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尤其不再符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中的理论，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1891年）正是基于这些理论制定的。伯恩施坦认为，与该纲领的理论立场相反，股份公司的发展抵消了财产的集中。小生产者与小企业在各个部门（特别是在农业中）顽强地留存下来甚至有所增加。交通与通信手段的发展，以及信用与卡特尔制度的发展，增强了资本主义经济防止剧烈经济危机的适应能力。因此，伯恩施坦声称，资本主义经济不再将社会两极分化为人数更少而更富有的资本家，以及被认为会通过日益严重的危机而变得越来越贫困化和革命化的更庞大工人群体。既然《爱尔福特纲领》的前半部分同马克思的学说一样失去了依据，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应当放弃它们，并将其任务局限于纲领的后半部分，单纯致力于民主与渐进式的改良。

伯恩施坦代表了修正主义最初且典型的立场，此后在不同的时代与地点被屡屡重演。其中有两个主要的混乱根源。第一，他将马克思的原理论过于仓促地同19世纪末德国资本主义的现实特征进行对比，指责其过时，而不是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去系统阐明这些新特征。第二，他狭隘地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主线解释为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理论与工人贫困化规律的结合（正如在《宣言》中那样），而对于《资本论》中更为丰富的理论内容，他要么无法理解，要么予以忽视。

当时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最全面的反批评是由K. 考茨基（1854—1938年）提出的。[31]尽管考茨基成功地批判了伯恩施坦对马克思基础理论的肤浅误解，但他未能从方法论和理论上克服更深层次的混乱根源。他仅仅试图证明，通过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新特征，社会的倾向性两极分化仍然完全成立。尽管他在《土地问题》[32]中开创了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但他往往只强调农民事实上的无产阶级化，而未能阐明当时像德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中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结成社会主义联盟的经济基础。只要仅仅强调马克思原理论的相关性，19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新特征就得不到系统研究，因此伯恩施坦式修正主义的现实根源在理论上依然未受批判。当帝国主义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临近而成为严峻问题时，这种方法论上的缺陷最终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引发了另一场混乱。

考茨基轻视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政治重要性，并将帝国主义仅仅定义为产业资本或金融资本为了扩大与农业地区的贸易而采取的偏好政策之一。甚至连和平的超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一种神圣同盟——也被认为是有可能的。结果，他无法为社会主义者和工人抵抗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危机并将其引向革命提供理论基础，也未能在以保卫工人祖国的名义为战争拨款投票时阻止第二国际（1889—1914年）的破产。令人叹息的是，考茨基绝非故意当一名“叛徒”，尽管客观上他正如列宁所指责的那样变成了一名叛徒。[33]在某种意义上，他过度执念于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推动力以及社会两极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基本理论，阻碍了他去具体研究帝国主义的危机。这绝非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当途径。

针对考茨基，R. 卢森堡（1870—1919年）在《资本积累论》[34]中试图证明帝国主义的逻辑必然性。然而，为了证明这一点，她要求对马克思的再生产基础理论进行重大修正。通过从货币资本循环（
M−C…P…C′−M′
）的视角观察再生产图式，她发现资本主义无法通过获得比预付货币（
M
）更多的货币（
M'
）来在内部实现剩余价值。于是，帝国主义被定义为资本主义大国为了争夺越来越稀缺的用于实现剩余价值的非资本主义外部市场区域而相互斗争的历史必然阶段。这种帝国主义理论的立论并不坚实。正如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所表明的，如果从商品资本循环（
C′−M′·M−C…P…C′
）的视角进行恰当研究，资本主义在原则上可以在内部实现剩余价值，并能够依靠自身扩大。用于实现剩余价值的货币，可以由资本家作为流通手段的一部分相互提供。此外，只要卢森堡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极其普遍的逻辑中去寻找帝国主义的原因，那么尤其是自19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为何走向帝国主义就依然未被阐明。尽管资本主义在其整个发展历程中确实利用了外围国家，但资本主义中心与外围之间的经济关系不能仅局限于作为剩余价值的补充市场，而必须在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一般原理论的研究层次上，结合其历史变迁予以具体阐明。

R. 希法亭（1877—1941年）与V. I. 列宁（1870—1924年）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构建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新方法。一方面，希法亭在其《金融资本》[35]中，以对马克思货币与信用理论的抽象研究开篇，在股份资本职能的基础上展开了金融资本的逻辑形成过程——金融资本被定义为实际上“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银行资本。[36]这仿佛是政治经济学原理论的延伸，特别是关于资本集中与积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倾向性两极分化的延伸。另一方面，他在该书第五篇也是最后一篇中，在一个明显更为具体的层次上讨论了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他在那里试图阐明英德资本家形成金融资本的不同特征，这种金融资本为了资本输出要求越来越大的帝国主义势力范围，急剧加剧了世界市场上的民族主义敌对状态以及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

列宁在其《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37]中，以更具决定性的具体考量，系统地研究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总图景”。[38]列宁沿用了希法亭的金融资本概念，并为其补充了垄断这一因素。然而，列宁的《帝国主义》与《金融资本》相比，直接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重点重工业与金融机构的历史经济过程谈起。与此同时，该书确认了“并不是在每一个工业部门中都有大企业”。[39]随后，作为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特征的资本输出、金融资本家集团对世界的瓜分、资本主义大国对殖民地领土的瓜分与重新瓜分，以及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历史必然性，所有这些相关问题都用具体的历史事实或统计数据作了描述。列宁能够犀利地批判第二国际主流路线将这场战争定义为保卫祖国战争的观点，并为其将帝国主义战争（不论从哪一方来看）转变为革命国内战争的战略提出了依据。同时，他在《帝国主义》中的研究清楚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如何结合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作用来考察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它可以被视为解决有关修正主义与帝国主义一系列争论的方法论方案。

原理论的任务

《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原理论（基本原理），绝不应由于马克思之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征而被轻率地否定或修正。但单纯墨守原理论也是不够的。以《资本论》中的原理论作为研究的标准，对金融资本成为支配性主导资本的资本主义发展特定阶段的历史事实进行全面的逻辑研究，必须在不同的研究层次上开展。尽管《资本论》中也提到了许多历史事实，但它们基本上是对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的例证说明，在研究原理论时可以略去。相反，带有特定时期企业、产业和国家专有名词的历史事实，对于《帝国主义》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遵循宇野的方法论，我们可以将《帝国主义》定位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的开创性典范，它处于比《资本论》更基础的层次更为具体的更高研究层次上。

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拓展阶段论，使之不仅包括对帝国主义的研究，还包括对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些资本主义阶段的研究。通过更迭的主干产业所实现的生产力增长、主导资本的形式、工人的社会地位，以及每个阶段的经济政策与世界市场结构，都应当予以阐明。将这样一种世界资本主义的阶段论与原理论作为双重的系统性参照框架，使我们获得了灵活而有机地开展各个国家现状分析的可能性。正如我们在关于日本资本主义论战中所见到的那样[40]，只要仅仅将《资本论》中的原理论与之对比，个别国家的具体特征（例如农村地区大量贫困农民的存在）就可能会被机械地定义为异质的非资本主义且基本上属于封建性的成分，或者被机械地定义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单纯的解体中要素。无论如何，现在应该已经很清楚，无论是在阶段论的层次上，还是在更具现实性的现状分析层次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资本论》的理论体系之外都面临着更为广泛的研究范围。

当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更高且更为具体的研究层次上发展阶段论以及现实的现状分析的任务由此得以确认时，资本主义原理论的任务就变得截然分明且更为清晰了。

通过混淆研究层次，《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有时被定义为旧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理论模型，必须由垄断资本主义[41]乃至更近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较新理论模型所取代。关于《资本论》各部分的浩瀚马克思主义研究，随后可能会被视为与我们时代的现实问题无关，或多或少沦为纯粹的版本考据癖好。从我们所讨论的内容来看，这种解释决非正确。

作为与更具体研究层次相区分的领域，《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必须明确被定位并完善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原理论（基本原理）。这种原理论的任务是双重的。第一，通过在一个一般理论体系中展示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性质，这种原理能够充当唯物史观以及炸毁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观的最根本科学依据。通常表述在基本纲领中的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目标，必须奠定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原理论基础之上，而更具体的战略与策略则必须利用在阶段论与现状分析层次上对世界资本主义与个别国家的更具体研究。甚至《资本论》中最抽象的价值理论也与这一任务密切相关。这至少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会如此热烈地反复提出批评。第二，《资本论》中的原理论体系必须充当阶段论与现实的现状分析的标准参照框架。若没有这样一个根本性的研究标准，对世界资本主义与个别国家的具体研究就可能会变得支离破碎、缺乏重点、主观臆断并极易陷入折中主义。

当《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定位与任务由此得以确证时，我们便能够少一些教条、多一些系统地考察其内容。鉴于其根本定位与任务，我们能够而且必须通过研读《资本论》来尝试完善资本主义的原理论。只要《资本论》中依然包含适用于阶段论或现状分析的具体历史考察，我们就必须将它们剥离出来，以纯化原理论。过于直接从唯物史观公式中推导出的抽象推论（例如通过私有财产辩证的“否定的否定”〔第1卷，第929页〕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只要在逻辑上无法证明，也必须从资本主义基础经济理论中排除出去。凡是马克思的理论存在不正确或不完备之处，我们都应当毫不犹豫地竭尽所能去克服其缺陷。甚至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的争论了），也往往提出了需要科学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正如在价值理论与危机理论中，古典学派和非古典学派不成熟理论的残余往往是《资本论》中缺陷的根源，必须予以仔细净化。正如在股份资本理论等方面，在完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理论体系时，有时必须考虑马克思之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

在本书随后的各章中，将根据这些任务与方法论旨趣，通过资本主义基础经济理论的主要问题来对其展开考察。


第二篇 价值、劳动与资本

价值、劳动与资本

由于资本主义下的经济活动都是通过商品交易的市场机制进行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大主要经济理论学派，自然都把商品交换的性质与决定因素作为一个根本问题来关注。最广泛意义上的价值理论，便包含了对这一问题的各类逻辑考察。然而，各类价值理论的任务与内容，又因各学派总体理论体系的主要关注点不同而有所差异。价值理论的分歧，也与各种不同的剩余价值理论或利润理论紧密相关。

例如，新古典理论立足于主观与个体偏好，专注于市场中价格的决定。社会产品在工人、资本家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分配，被视为价格理论应用于工资、利润与地租时的一种推论。另一方面，新李嘉图学派的理论则表明，均衡价格可以根据生产方法与实际工资的客观实物数据来决定，从而允许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关系的任何变动，被当作在商品产品价格之前决定的自变量来处理。然而，尽管在价格决定因素上立场相反，新古典主义者与新李嘉图主义者都认为，价格决定是经济理论的基本且核心的任务，并且两者都假定市场体系是人类经济活动给定不变的自然秩序。因此，资本主义被看作一个自然的社会，而不是一种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经济形态。

只要市场中的均衡价格问题以及工资与利润之间的数量关系是主要关注点，古典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充其量就会被指责为是多余的。作为新古典学派代表的保罗·萨缪尔森与作为新李嘉图学派学者的伊恩·斯蒂德曼，在对劳动价值论的这种批评上是一致的。[1]萨缪尔森和斯蒂德曼都承认，在某些条件下，生产商品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可以由生产过程的实物数据决定。然而，他们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理由是，同样的实物数据可以直接且更具一致性地决定市场中的价格与利润。在他们看来，市场中的价格、工资和利润才是需要进行理论研究的核心经济问题。在诸如此类的新古典理论和新李嘉图学派理论中丧失掉的，正是对劳动过程中人类社会活动以及剩余价值源泉的理论关注。在另一个极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强调劳动剥削中阶级关系的物质基础，倾向于认为市场中的价格形式不过是一层拜物教面纱，只需将其揭开便能显露出隐藏的生产关系。从这种立场出发，对市场价格形式的理论关注，以及新古典或新李嘉图学派的价格理论，都会被简单地视为非常肤浅和拜物教化的。与此同时，劳动价值论可能会变得类似于古典李嘉图式的理论，或者变成一种仅仅论证一般阶级社会而非专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基础的理论。

与此相反，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中的价值理论并没有把市场仅仅当作遮蔽现实的中介面纱，而是自觉地将市场经济的形式阐明为资本主义再生产不可或缺的组织机制。这是因为马克思的理论关注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质，在资本主义下，社会劳动过程实际上被市场经济的形式所囊括并推动。市场价格与底层的劳动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由此变得至关重要。在这方面，马克思将价值概念二重化为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价值实体被界定为商品中凝结的劳动，而价值形式则指商品经济特有的社会关系性质，塑造着市场中商品、货币与资本之间的经济关系。在数量上，价值形式表现并通过价格加以衡量。打个比方，市场中的价值形式可以被想象为一个由马赛克镶嵌构成的容器，它可以脱离其容纳的内容而独立存在，但又可以被注入液体——在资本主义的场合，这种液体就是社会劳动实体[2]。因此，其他学派仅仅关注价值实体或仅仅关注价值价格形式的理论旨趣，都可以被批评为狭隘片面且缺乏历史视角的。价值形式理论本身虽然必然考察价格，但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价格决定因素的数量分析上。价值形式中所蕴含的社会关系的历史特殊性质，首先要求进行更多的质的阐明。例如，为什么普通商品必须总是通过货币或者在价格形式下进行交换？为什么货币垄断了与其他一切商品的直接可交换性？各种价值形式是如何在逻辑上相互联系，并从商品发展为货币和资本的？这些问题最初都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被提出并研究的。

然而，马克思关于价值的二重概念及其独创的价值形式理论所蕴含的理论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利用与拓展，特别是只要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仅仅被当作李嘉图理论的修正版并完全专注于数量问题来讨论的话。由于马克思自身的理论中确实存在某些李嘉图式的残余，因此在马克思的批评者以及正统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中出现这样一种倾向，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首先必须试图清除古典价值理论的残余，以此阐明马克思价值二重概念的理论意蕴与潜力。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在第二篇后继各章中从不同的视角来处理近期价值论争中的理论困惑或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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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价值形式——商品、货币与资本

4.1 商品与价格形式之谜

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

尽管马克思将《资本论》第一卷定名为“资本的生产过程”，但他并未立即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内容。在第一卷的前两篇中，马克思从把商品作为初级形式的分析出发，阐明了商品、货币与资本之间作为价值形式发展的系统联系。无论从历史上还是空间上看，这些形式作为一般商品经济的基本构成要素，其出现的时间与地域都远远广于资本主义生产。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自由工人——“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任何实现[Verwirklichung]自己劳动力所必需的客体”（第1卷，第272—273页）——必须作为既定条件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才能在社会规模上诞生与维系。

随后，在该卷第三篇的开头，当对资本主义生产内在机制的考察正式展开时，《资本论》将“劳动过程”定义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Stoffwechsel]的普遍条件，……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第1卷，第290页）。在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中，这一劳动过程首次被商品经济形式彻底包摄与处理。因此，商品经济中的价值形式必须牢固地根植于社会劳动过程之中。或者反过来说，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劳动过程，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被转化成了价值的源泉。

因此，《资本论》在其前三篇的结构中，从理论上区分了商品经济形式、劳动过程与资本主义经济这三者不同的历史性质。这种区分是马克思所独创的，在任何其他学派中都未曾出现。在阐明这一区分时，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不能停留在古典学派单纯的劳动价值论水平上，也并非从劳动过程概念出发。资本主义经济中基于劳动过程的价值的社会实体，在《资本论》中正是通过并隐藏在古典学派未曾发现的价值形式概念背后被揭示出来的。[1]

乍看起来，《资本论》前两篇的主题与其余各篇的主题之间似乎存在某种裂痕。因为前两篇所研究的商品经济中的价值形式，实际上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存在，并且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为广泛。然而，它们同时也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秩序的基本形式，并赋予该社会极其特殊的性质。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第1卷，第182页），商品经济最初是作为跨社会的经济关系产生出来的。与此相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总是相对独立于各个共同体社会内部的政治规制，并在跨社会的范围内流转各种产品，而对其背后的生产方式性质漠不关心。当这种商品经济在劳动力商品形式的基础上转变为服从资本运动的内部社会秩序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便奠定了基础。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成为一种彻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的商品经济，其经济过程表现出独立于政治和法律上层建筑的自主性。与此同时，与其他任何社会形态不同，资本主义经济的自主运动并没有在性质上受到世界市场上与其他社会之商品交易的阻碍。在基于无政府状态市场体系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具有历史特殊性的自主性中，展现了唯物史观对社会上层建筑与下层结构划分的客观依据。

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性质，在本质上与一般商品经济的性质相关联。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特有的无政府式的自主性，建立在商品经济形式的基础之上；这种发端于社会外部经济秩序的形式，已经被转化为了社会内部的生产原则。因此，正是为了阐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历史特征，我们必须首先研究并不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形式，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前两篇中所恰当安排的那样。

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前三篇的主要理论构建中具有显而易见的独创性——他在商品经济价值形式的概念之后且在其背后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价值的社会实体，但他考察价值形式背后的实体的方法却并未始终发挥到极致，尤其是在《资本论》第一章“商品”中。耐人寻味的是，第一章前三节的主题与前三篇的总构架恰恰相反。前两节“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主要是在第三节“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的分析之前而非之后探讨价值实体的。然而，一旦脱离了马克思独创的价值形式概念，他的价值概念就不可避免地与李嘉图包含诸多困难的超历史价值概念相去不远。让我们考察第一节的内容。

与李嘉图不同，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其研究对象的历史性质。在《资本论》第一章的开篇，我们就读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第1卷，第125页）马克思从第一句话起就明确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自己的主要对象，并将商品视为其元素形式。同样与古典学派不同的是，马克思注意到，无论在何种社会形式中，商品的使用价值都是满足人类需要的一切外部客体所共有的，但是“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它们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Träger]”（第1卷，第126页）。随后，在探寻交换价值现象背后商品所包含的实体性共同因素之前，他定义道：“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第1卷，第126页）。

在这一语境中，尽管第一节与第三节的标题顺序相反，马克思并没有直接从价值的实体或价值量出发，而是审慎地从作为价值形式的交换价值切入。然而，在随后从价值形式抽象出价值实体的过程中，价值的形式与实体之间的逻辑联系却在某种程度上被机械地割裂与忽略了。

在对交换价值作出定义之后，马克思进而探寻商品的交换价值究竟有什么共同之处。只要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两种商品（例如小麦和铁）作为交换价值等同起来，就必然存在某种第三种共同的东西。为了找出这第三种要素，马克思抽去了使用价值，指出：“商品的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交换关系内部，只要比例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第1卷，第127页）。随着对使用价值的这种抽象，商品中的共同属性被归结为它们是不论具体形式如何的人类抽象劳动的产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它们就是价值——商品价值”（第1卷，第128页）。

在向商品价值概念的这种逻辑归结中，马克思撇开了使用价值及其交换关系（即交换中的价值形式）。结果，马克思这里的商品价值概念被归结为商品作为抽象劳动结晶的属性，而这种属性必定不仅限于商品，也是一切劳动产品所共有的。这一概念本身并不包含商品的任何历史特殊性，就此而言，它似乎与李嘉图的价值概念并无太大差异。马克思当然清楚：“物可以是有用的，而且是人类劳动的产品，但不是商品。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谁就只创造使用价值，而不是创建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为他人的使用价值，即社会的实用价值”（第1卷，第131页）。然而这依然是不够的，正如恩格斯以向封建领主交纳代役租的小麦为例所指出的反证：“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中”（第1卷，第131页）。就此而言，绝不能脱离交换关系或价值形式来抽象出商品价值。只有当劳动产品的属性以及体现在其中的抽象劳动量通过交换价值的形式来处理时，它们才成为价值实体。

因此，抽象劳动的结晶如果不安放在价值形式的背后，就不能成为价值实体。价值形式对于商品价值概念而言必然是不可或缺的。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中将第一节和第三节作了那样的编排，但在价值形式概念之前，价值实体在理论上是无法得到恰当定义的。那么，商品流通中的价值形式又是怎样的呢？在理论上，它们能否在价值实体概念之前得到定义和展开呢？

这正是受宇野弘藏著作启发在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展开关于价值理论广泛讨论的缘起。宇野发现，商品、货币与资本的价值形式可以与劳动时间中存在的社会关系分离开来。他在不涉及价值实体的情况下，将《资本论》前两篇中马克思的理论重新表述为纯粹流通形式理论。[2] 这一重构非常契合马克思最初的洞见，即商品经济是通过跨社会的经济关系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这种关系在一切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都处于内部社会劳动过程之外。它也有助于解决在简单商品理论中论证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困难。

在商品论中论证劳动价值论之所以困难，是出于以下质和量两方面的原因。就质而言：与李嘉图派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察价值理论的历史与社会基础，然而，仅凭商品和劳动，极难界定必然在商品中创造价值的社会条件。正如马克思正确认识到的那样，与斯密的简化观点相反，无论是作为一般的劳动过程还是社会分工，都不是商品经济的充分条件，印度种姓制度便是一个明证（参见第1卷，第132页）。即便是马克思本人的定义——“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第1卷，第132页）——也并非穷尽无遗。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产品往往是共同体社会中结合劳动的剩余，绝不仅限于独立小商品生产者的产品。在生产商品的资本主义工厂内部的工作绝不可能是“独立的劳动行为”，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像劳动力和土地这样不少并非劳动产品的东西也采取了商品形式。因此，仅在对商品的最初分析中，不可能阐明生产出或赋予商品价值的社会条件。相反，当我们在价值形式理论之后进入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时，我们就能确凿地指明在何种具有历史确定性的条件下，商品价值的实体必然通过具有社会必然性的劳动支出来形成。

只要劳动与商品价值之间质的社会联系在单纯的商品论中无法得到确切保证，那么在这一层次上，也就很难在坚实的社会基础之上定量地论证劳动价值论。既然资本主义生产的概念尚未出场，那么在对商品的最初分析中，劳动价值论的社会基础通常被假定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中。然而，在各种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劳动过程和再生产的主要部分并不是通过商品交换来维持的。当只有一部分（主要是剩余）产品商品化时，价值规律就不会在劳动支出的基础之上以任何真正的社会必然性来调节交换。事实上，商人往往反复以远低于劳动价值的价格从农民或统治地主手中收购商品，而丝毫不破坏现存的再生产方式。因此，对劳动价值论的传统解释依赖于简单商品生产社会的假定，在该社会中，社会再生产完全由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进行。[3] 然而，这种解释必须预先假定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存在的虚构的无阶级商品生产者社会，因而无法证明劳动价值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运动规律的有效性。由于所有这些困难，马克思在最初的商品分析中所阐述的劳动价值论，始终是不绝如缕的混乱与争论（包括从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形问题”）的根源。

因此，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纯化马克思独创的价值形式理论，在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概念之前避免讨论劳动价值论，我们就能消除围绕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根本困难与混乱的源头，并有望在之后以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来论证劳动价值论。

商品的价值形式

在《资本论》第一章第三节中，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价值形式，并考察了货币之谜——即为什么商品不能直接相互交换，而只能在其价格形式中将直接可交换性的垄断地位赋予唯一的货币商品。与该章其他各节相比，尽管这一节在近期的西方价值论论争中尚未引起充分的重视，但它不仅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价值形式理论的基本基石，也提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问题。在这里，商品价值形式的逻辑展开，从两种商品之间的简单价值形式出发，经由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与一般价值形式，最终达到货币形式或价格形式。

在对第一种形式，即商品的简单价值形式（如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码麻布值1件上衣）的分析中，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展开了一场引人入胜的对话。据马克思所述，亚里士多德早已指出，商品的货币形式不过是简单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的样态。因为亚里士多德说，5张床＝1所房屋同5张床＝若干货币是无区别的。亚里士多德进而展现了他的天才，试图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一种等同关系，他指出“没有等同性，就不能有交换，没有可公度性，就不能有等同性”。然而，亚里士多德在此处止步了，放弃了对价值形式的进一步分析，声称在现实中要在如此不同的物之间找出质的等同性或可公度性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等式形式只能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权宜之计”。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商品中可公度的同质要素而未被亚里士多德发现的，正是作为共同价值实体的人类劳动。尽管亚里士多德具有非凡的天才，但他所处社会的历史局限性阻止了他发现这一点：“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以人与人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的概念已经成为牢固的民心偏见的时候，才能被揭示出来。不过，这只有在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的社会里才有可能。”（第1卷，第151—152页）

马克思指出，只有在以普遍人类平等观念为基础的充分发展的商品社会中，共同的价值实体才能被破译为同质的人类劳动，这一论断是非常正确的。然而，马克思在此对亚里士多德的批评却略显片面，并未完全切中要害。因为亚里士多德通过宣称5张床＝1所房屋与5张床＝若干货币直接没有区别，并没有阐明价值形式从简单形式向货币形式的逻辑展开。价值等式形式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外在于物作为使用价值的真正本性，但它绝非纯粹暂时的“权宜之计”，而是构成了商品内在的逻辑秩序。马克思没有指出亚里士多德在展开价值形式的尝试中缺乏对等式内在逻辑的分析，而仅仅强调了其缺乏价值实体的概念。如果仅仅关涉劳动价值论，那么在马克思之前的古典学派早就已经发现了它。

然而，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并未为价值形式的研究开辟道路。正如我们在本章注1中所引用的那样，马克思十分清楚，《资本论》本节中阐明价值形式的任务，是古典学派从未涉足过的。古典学派未能发现价值形式，归咎于其将资本主义生产和商品经济视为永恒的自然经济形式这一错误。在这方面，新古典学派和新李嘉图学派也难逃同样的错误。

正像他在与亚里士多德的对话中所展现的那样，马克思试图通过他对价值形式的理论分析，来确证价值实体的性质，以及使我们能够将人类抽象劳动确认为价值实体的历史基础。在经济理论史的实际事实中，若不扬弃古典劳动价值论与社会再生产理论，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便不可能得出。重商主义的流通理论注定只能停留在零散的状态，无法像马克思那样从更广阔、更深刻的历史视角直接导向对价值形式的系统研究。《资本论》通过辩证地展开价值形式理论与价值实体理论，展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化过程。因此，马克思在价值形式理论中对亚里士多德的批评，辩证地走向了对价值实体抽象的历史基础。

除了与亚里士多德的对话之外，在许多其他地方也可以观察到这种将价值形式研究与价值实体研究相结合的类似辩证法。尽管从理论与批判形成的脉络来阅读它们颇具启发且引人入胜，但为了构建一个更加完备且清晰明确的理论体系，价值形式理论本身能够而且必须与对价值实体的批判性考察分离开来。通过对价值形式理论的这种分离与纯化，我们至少可以避免一种潜在的误解，即认为商品经济中的价值形式是直接从劳动的实质性人际关系中产生出来的。

那么，在一种纯粹的价值形式理论中，我们能否在完全不涉及价值实体的情况下，真正追踪价值形式从最简单的形式到货币形式和资本形式的展开呢？这里的问题必然在于价值概念本身。当我们把价值与其实体分离开来时，我们又该如何定义价值呢？

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第一节中分析了使用价值之后，并没有立即定义价值概念。他引入了交换价值，并从交换中使用价值之间的各种量化等式推论出：“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第1卷，第128页）。马克思随即从这一推论演绎出：商品唯一的共同属性就是作为劳动产品。然而，这一演绎是不完备的，在理论上也过于仓促。因为正如我们所讨论的，商品的共同特征绝不仅限于作为劳动产品的属性。换言之，作为劳动产品的属性并非商品的充要条件。对商品而言更为本质的是，它们必须与其他商品相交换。要求交换的属性基本上是一切商品所共有的，并且它必然要求一种共同的量的可比性以及某种标准的交换比例。在纯化了的商品经济形式理论中，商品的这种属性最初就可以被设想为脱离了其实体的价值。

在《资本论》第一章第三节中，马克思指出：“谁都知道，即使谁没有别的知识，也至少知道商品具有一种同它们使用价值的五光十色的自然形式形成最显著对照的共同的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第1卷，第139页）。从确立起来的货币形式或价格形式的角度来看，商品交换价值在量上的同质性，显然并不必然等同于作为劳动产品的同质性。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价值表现出发去追溯价格形式的起源，而这并不依赖于作为物化劳动的价值实体，而是依赖于作为要求交换、呼唤量的可比性与标准交换比例之商品共同属性的形式上的价值概念。[4] 马克思在第三节分析价值形式之前，并没有阐明这种形式上的基础价值概念。他也没有直接从作为抽象劳动结晶的价值实体概念中推导出价值表现的展开，尽管他试图通过价值形式的展开屡次确证其实体的性质。结果，第三节中商品价值形式的起源与展开时常保留着某种机械分析的痕迹，尽管其极具独创性，却令人难以把握其内在逻辑。

马克思从简单价值形式展开其价值形式理论：

20码麻布＝1件上衣，或者：20码麻布值1件上衣。正如马克思所阐明的，第一种商品麻布起着主动作用，通过将处于相对价值形式地位的上衣表现其价值。第二种商品上衣则被动地处于等价形式的地位，并因此能够与麻布直接交换。然而在马克思的阐释中，价值表现意味着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导致处于等价形式的上衣获得直接可交换性的，似乎并未得到完全阐明。马克思倾向于从把不同种类的劳动还原为一般人类抽象劳动的角度去考察价值表现的意义，而不是从其形式上的价值概念出发。

如果我们牢记价值概念在根本上是商品要求自身被交换的属性，那么价值形式的逻辑就可以更恰当地解释如下：商品麻布用上衣来表现其价值，无非意味着用麻布交换上衣的要求。上衣的使用价值被麻布的所有者选定为通过交换实现麻布价值的心仪对象。[5] 通过将麻布置于相对价值形式的地位而提出用麻布交换上衣的要求，并不必然能够实现，因为被动选定为等价物的上衣的所有者可能并不想要麻布。麻布使用价值的特殊性限制了其价值的实现。因此，处于价值表现两极的两种商品通常是不可通兑的。只要上衣作为麻布的等价物被需要，上衣所有者只要愿意，就可以直接用他的商品换取麻布。由此，赋予等价形式的直接可交换性，从价值表现作为交换要求的基本性质中便很容易得到理解。

在商品交换已经普遍通过货币进行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如何抽象出两种商品之间的简单价值形式，这里似乎存在着方法论上的困难。如果像第一节那样在直接交换的形式中来处理交换价值，那么这一困难将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如果不预先假定极其原始的商品交换就无法解决。[6] 依我对价值形式的看法，商品要求与其他商品相交换的属性，完全可以从价格形式之下抽象出来，并导向代表商品所有者最基本动机的简单价值形式。某种商品（例如麻布）的所有者，通常希望在交换中获得另一种商品（例如上衣），尽管在充分发展的商品经济中他的这一动机实际上被掩盖在价格形式之下。当这种动机被当作似乎普遍能够实现的直接交换形式来对待时，对其进行的理论抽象就会变得脱离现实。

只要我们在简单形式中探讨商品交换的基本动机，价值量的表现就不可能直接具有社会的客观性。在为了交换获得1件上衣而提供20码麻布的表现中，麻布的价值量是从其所有者的视角用上衣相对地表述出来的。既然上衣的所有者可能拒绝所要求的比例，麻布所有者就不能要求过于优惠的交换条件，而必须在其主观表现中顾及某种社会标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连同生产的技术条件，确实在背后调节着交换价值的社会标准，但并不像马克思描述价值形式时那样直接和严格。每一种商品的价值表现从根本上说都相当具有无政府性和个体性，即使在业已完成的价格形式中，它也没有意识到这种社会的客观调节。

由于用商品麻布交换另一商品的要求不可能局限于对某一种单一商品的要求，“简单价值形式自然过渡到”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7]（第1卷，第154页）：

	{	20 yards of linen = 1 coat
	10 yards of linen = 5 lb. tea
	40 yards of linen = 2 quarter of corn
	10 yards of linen = 1 ounces of gold
	etc.




在这种形式中，麻布的价值是用其他商品的各种使用价值来表现的。麻布或多或少与商品世界发生了社会联系，并希望成为那个世界的公民。尽管简单价值形式依然作为这种扩大的价值形式的各个组成部分而存在，但麻布在扩大的相对形式中所要求的那些商品的使用价值，由于现在处于按其特殊性相互比较的地位，因而代表着“特殊等价形式”（第1卷，第156页）。通过与一系列各个特殊等价形式相联系，麻布在扩大的相对表现中的价值因而也表现为对任何特殊的使用价值都是无差别的。在这方面，价值的本性与使用价值的本性更加判然有别地区分了开来。在与其它商品所要求的交换比例中相对表现出来的麻布价值量，仍然必须或多或少由其所有者主观且个别地加以表述。但与简单价值形式的情况相比，这里必须开始考虑到更广泛的交换价值的社会联系。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包含着某些缺陷。商品的相对价值表现不可能完全，因为等式行可以无明确限制地持续添加。它同时也是“由互不关联的各种各样的价值表现拼凑成的杂乱无章的马赛克”（第1卷，第156页）。这些缺陷也反映在相应的等价形式中。每一个等价物都必然是与其他等价形式并列的有限且特殊的等价形式，并且在实际的交换过程中，每一种等价形式都可能排斥其他一切形式。这里也不存在统一的价值表现形式。这些缺陷如何才能克服呢？

马克思通过简单地将扩大的价值形式反转来得出第三种形式，即一般价值形式，他指出：“如果一个人拿自己的麻布同许多其他商品相交换，从而把麻布的价值表现在一系列其他商品上，那末，其他许多商品所有者就必然也要拿自己的商品同麻布相交换，从而把他们各自的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同一种第三种商品即麻布上”（第1卷，第157页）。这一逻辑违背了马克思自身价值形式理论的实质。从最初的简单价值形式开始，马克思就强调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的两极性及其不同作用。麻布用上衣来相对表现价值并不等同于它们之间的实际交换，也并不必然包含从上衣换成麻布的反向要求。直接可交换性仅赋予处于等价形式的上衣，而没有赋予处于相对价值形式的麻布。因此，扩大的价值形式不可能简单地反转。马克思因而留下了如何克服扩大的价值形式的缺陷，以及如何过渡到一般价值形式的未解问题。

显然，正如麻布一样，所有商品最初都在简单相对价值形式中、继而在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中各自表现其价值。乍看起来，麻布扩大的价值形式中的缺陷，在与其他商品的类似价值表现的关系中似乎无法解决，反而陷入了由各种商品无限数量的不同价值表现所构成的混乱状态。[8] 然而，在平行的价值表现的混乱序列中，在形形色色的等价物之中，必然会发现某些至少对一定数量采取相对价值形式的商品而言是共同的商品。随后，这种在一定范围内充当共同等价物的商品（例如茶），不仅因其特殊的使用价值（如饮用）而被需要，而且也因其“形式上的使用价值”（第1卷，第184页），即与其他商品的直接可交换性而被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商品所有者普遍希望通过交换获得茶，商品的价值便共同用茶来表现。于是，第三种形式即一般价值形式便出现了：

{20 yards of linen=10 lb. of tea2 coats=20 lb. of tea1/2 quarter of corn=5 lb. of teaetc.


只要商品在这种形式中都要求与茶相交换，它们的价值形式就是简单的、统一的并为一切商品所共有的，“因而是普遍的”（第1卷，第157页）。此前扩大的价值形式中的缺陷，至此在这里得到了克服。商品的一般相对价值形式将一般等价物的性质赋予了商品茶，并赋予茶同所有其他商品直接可交换的垄断地位。处于这种一般相对形式中的商品价值，现在不仅在质上等同地表现出来，而且在量上也表现为可比的幅度。尽管价值表现依然必须或多或少主观地做出，但作为量化价值的社会相互关系必须被更清晰地加以考量。

以茶作为共同等价物的商品范围可能并非无所不包或普遍适用的。其他商品群体各自可能有不同的一般等价物。这些商品群体可能相互重叠，而且几乎不可能永久固定。因此，一般价值形式尚未达到稳固或普遍适用的程度。只要多元等价物并存，整个商品世界中的价值表现就尚未实现完全统一。因此，正如从扩大的价值形式向一般价值形式过渡的情况一样，相互重叠的商品群体必须进一步把较弱或不太适宜的商品（特别是在其“形式上的使用价值”方面）从共同和一般等价物的地位上排挤出去。“这种排他性的规定一旦最终为某种特殊商品所占有，商品世界的统一的相对价值形式就获得了客观的固定性和一般的社会有效性”（第1卷，第162页）。通过这种排斥与选择，白银、继而是黄金被选定为一般等价物，因为它们物理上的耐久性、自然的可分性与纯度，以及用于基本生产与消费的外在使用价值，都极好地契合了一般等价物的职能。当白银与黄金固定在一般等价物的地位上时，货币价值形式或价格形式便稳固地显现出来了：

{A yard of linen=1/10 ounce of gold, or 7s. 9d.1 coat=2 ounces of gold, or £7.15s. 9d.A pound of tea=1/5 ounce of gold, or 15s. 6d.etc.


（马克思写作时，1盎司黄金通常铸造为3镑17先令10½便士；1镑等于20先令，1先令等于12便士。）

货币之谜——即为什么黄金作为货币商品垄断了直接可交换性，或者为什么所有其他商品都必须要求同货币商品相交换——自此不再难以解释。正如马克思所总结的，“要理解货币形式，只须理解一般等价形式，从而理解一般价值形式本身”。再往前倒推，一般价值形式可以归结为扩大的价值形式，而它的构成要素则是简单价值形式。“因此，简单商品形式是货币形式的胚芽”（第1卷，第163页）。因此，商品价值的内在性质——即它要求与其他商品相交换，而在实现上又受到其使用价值特殊性的限制——在逻辑上推动价值形式从简单形式出发，经由扩大形式与一般形式，走向货币形式，并进而把整个商品世界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因此，货币在起源上是某种商品，马克思在其所处时代声称“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第1卷，第183页），在历史上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在其“形式上的使用价值”中，在特定历史条件以及重大战争时期和我们当今时代的政治机制下，货币可以与其黄金基础分离开来。尽管在资本主义经济原理论的框架内，我们无法讨论以不可兑现的国家纸币或银行券替代黄金货币的具体条件、机制及其影响，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替代的可能性已经潜藏在货币的“形式上的使用价值”之中了。[9]

4.2 货币与商品流通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中，马克思分析了货币职能的基本形式。在古典学派以及新古典学派（在凯恩斯之前）中，货币往往被仅仅视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交换手段。与此相反，马克思系统地梳理了货币职能的丰富形式，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以及进一步包含货币贮藏、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等形式在内的作为价值绝对形式的货币。马克思吸收并利用了詹姆斯·斯图亚特等重商主义者对货币形式的考察。同时，马克思对商品形式的独创性分析阐明了货币在商品世界中的独特地位，使他能够在理论上特别把货币作为价值绝对形式的职能同其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区分开来。对流通手段本身的分析也比古典学派更为丰富。然而，从价值形式理论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涉及第三章第一节中的价值尺度问题。

价值尺度

马克思对价值尺度的定义，一方面是指货币为商品提供表现其价值的材料的职能，另一方面是指价值更为本质的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金的第一个主要职能，是给商品世界提供表现价值的材料，或者说，是把商品价值表现为同名的量，使它们在质的方面相同，在量的方面可以比较。因此，金是充当一般的价值尺度，并且只是由于这个职能，金这个特殊的等价商品才成为货币。”“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第1卷，第188页）显然，这些定义在很大程度上重复并重叠了前面作为商品价值形式展开之最终结果给出的货币形式或价格形式的定义。黄金在那里已经被表明处于一般等价物的地位，作为在可公度的量上共同表现商品价值的材料。正如我们在注5中所见，这种重复之所以出现，可能是因为价值形式理论是在后来才完成并插入到其现在的位置上的。

另一个困难存在于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量之间的理论关系之中。马克思在此将前者定义为后者的表现形式，而后者是商品更为内在、实质的价值尺度。尽管劳动时间充当价值实体的尺度，但用价格来表现价值既不可能直接、也不可能精确地反映价值实体。人们在做出价值表现时并不知晓体现在商品中的实质性劳动时间量，因而它不可能是劳动时间的决定论式的表现形式。用货币表现价值总是在或多或少主观、个体化和无政府的状态下做出的。正如马克思本人敏锐观察到的那样，“任何一个商品所有者都知道，当他给自己的商品赋予价格形式或观念的黄金形式时，他还远没有把自己的商品转化为黄金”（第1卷，第190页）。“因此，价格和价值量之间的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但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地，却使这种形式成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适当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律只能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在不断的不规则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第1卷，第196页）

如果价格形式仍然是由单个商品所有者主观地等同于“观念的黄金”，并且往往“偏离价值量”，那么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就绝不可能仅仅像价格形式概念本身已经表明的那样是“为商品提供表现其价值的材料”，而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检验和衡量个体定价的适切性与客观性。即使在价值概念尚未与作为商品价值实体的物化劳动相联系，而仅仅被设想为要求交换、呼唤标准交换比例的商品属性时，情况也必然如此。尽管马克思认识到了个体定价的主观性、观念性与偏离性特征，但他并未考察货币如何发挥职能来衡量并客观化此类价格。对劳动价值实体的预设，大概促使马克思仅仅把价值尺度形式化地定义为货币精确表现商品内在价值的职能。

作为重构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一部分，宇野强调，货币作为购买手段的职能是衡量与客观化主观个体价格的一种基本形式。事实上，当货币被反复用作购买手段时，它在流通形式中充当价值尺度具有以下三层涵义：第一，价格作为要求与其他商品相交换的商品价值的主观表现，必须通过用货币购买的行动来检验其究竟能否实际实现。当用货币购买实现了某一商品的价格时，它作为与其他商品交换要求的价值便得到了社会的和质的承认。第二，对同一种商品定价的主观差异，在市场上通过用货币反复购买，在量上往往客观地趋于均等化，从而形成该商品的单一价格。商品的统一价格并不会与作为商品标准价格的价值保持静态一致，而是必然在市场上无政府状态的供求的“不断的不规则中”不停波动。第三，然而，只要商品在市场背后具有竞争性的可再生产性，货币在市场上反复购买商品的职能，通常会揭示出作为价格波动重心之各类商品之标准价格。用宇野的话来说，商品的价值“只有在随着供求力量的变动而波动的价格所进行的反复交易中，当形成能够开展正常贸易的中心价格时，才得以确证。……

在此期间，货币在趋向价值的价格上充当交换的中介，从而衡量一切商品的价值。因此，这一过程使商品能够根据普遍的社会需求来调节其供给[价格]”。[10]

在这一语境中，由货币反复购买所衡量的价值概念，排除了“完全由其稀缺性决定”的商品交换价值[11]，例如不可再生产的古玩的价格，或者某些其供给无法轻易根据市场需求波动而调节的进口品的价格。必须存在一个根据市场需求调节商品供给的社会过程，货币在这方面才能发挥价值尺度的职能。尽管在纯粹价值形式理论中尚不能通过明确诉诸劳动价值论来分析价值规律的作用，但基于市场背后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与价值规律的作用高度兼容的价值形式特征，必须通过货币在反复交易中被使用的职能来加以考察。因此，即便在其流通形式中，价值概念也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波动价格，或者等同于市场上单纯形式上的均衡价格，而必须指代价格的重心。价格的标准重心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会因一般商品或货币商品本身价值的变化而发生变动。因此，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必须通过尺度本身发生变化的过程来执行。

与商品价值形式理论在商品世界中导出普遍货币形式这一范畴范围相比，货币有效发挥价值尺度职能的范围，在商品供给能够应对需求的社会市场中必然相对受限。就其实际形态而言，货币商品黄金在整个世界市场上表现为一般等价物，而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则直接表现于各个国家的或更为局部的商品流通领域内部。通过货币在反复交易中被使用的职能，各个流通市场中的价格体系一方面被统一和标准化，但另一方面，反映其背后不同社会生产条件的具有不同价格体系的流通领域之间的差异也变得显现出来。由此形成的流通领域之间的差异，将成为世界货币概念的重要前提，并且进一步成为我们稍后将讨论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理论的重要前提。在讨论这些主题之前，我们必须考察结构性地塑造各个商品流通领域或商品市场的其他货币职能。

流通手段

货币的第二种职能是作为流通手段。在通过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而从普遍商品世界中在理论上区分出来的市场内部，货币在完成商品流通过程中充当中介。从单个商品所有者的视角来看，用于购买商品的货币通常是预先通过出卖其自身商品所获得的，因而充当着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相交换的交换手段。让我们把一种商品（例如麻布）记为𝐶₁，把另一种商品（例如圣经）记为𝐶₂。如果麻布的所有者以2镑的价格卖出20码麻布，然后买回一本价格相同的家庭圣经，他的交易形式可表示如下：

C1−M−C2


第一阶段交易𝐶₁−𝑀是卖，或者说是“商品的salto mortale［惊险的跳跃］”（第1卷，第200页），它并不总能保证实现；而第二阶段交易𝑀−𝐶₂则是买，由于货币处于一般等价物的地位，这一步总是容易进行的。从麻布最初所有者的视角来看，只要涉及这些交易的物质内容，这一过程的结果似乎被归结为𝐶₁−𝐶₂，即用麻布交换圣经。货币似乎仅仅是𝐶₁与𝐶₂之间的交换手段。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通过货币进行的商品交换𝐶₁−𝑀−𝐶₂，在本质上与直接的产品交换𝐶₁−𝐶₂大相径庭（参见第1卷，第207页）。当织布者通过一次出卖和一次购买将麻布换成圣经时，卖圣经的人通常不会反过来买麻布，而是买第三种商品𝐶₃（例如一瓶白兰地）。并且，麻布的出卖是由通常不同于卖圣经者的另一个买者来实现的。因此，这些交易构成了如下形式的连续链式网络：

图4.1

[image: ]

我们在此看到“商品交换过程怎样突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地方的界限”（第1卷，第207页），并发展出互不相识的商品所有者之间广泛的相互联系。商品流通在图4.1中从左下方穿过网络到达右上方，它是由货币从左上方流向右下方并作为通货留在市场内部的流动所维持的。

交换手段或流通手段是古典学派眼中货币职能的唯一形式。基于货币一般等价物地位的各种其他职能均被忽视了。货币因而被仅仅视为在根本上处于和谐状态的各商品之间约定俗成的交换手段。萨伊定律正源于这样一种货币观。按照该定律，商品流通必然意味着买与卖之间的平衡，因为每一次卖都是一次买，每一次买都是一次卖。由此便假定供给总会创造其自身的需求。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第1卷，第208—209页），这种观点归结为一种平庸的同义反复，即“实际完成的买的次数等于卖的次数”，或者说它忽视了买与卖之间相互独立且相互对立的关系。“没有一个人能够卖，除非有人买。但是，没有一个人因为自己刚刚卖了，就必须马上买。”如果一种商品不能被货币所有者买走，它就会变得毫无用处。某种商品无法出卖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给另一种商品造成同样的困难，从而瓦解商品流通的网络。因此，与萨伊定律相反，买与卖的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第1卷，第209页）。

古典学派以及后来的新古典学派中的货币数量论，同样源于仅仅将货币职能视为流通手段。由于流通之外的其他货币形式（如贮藏货币或存款）被忽略了，所有的货币都被假定在市场内部充当购买手段。因此，货币数量的每一次增加（或减少）必然导致购买需求成比例地增加（或减少），从而引起商品价格水平的上涨（或下跌）。简而言之，价格是由一国内部的货币数量决定的。如果我们把一定时期内商品交易的总量记为T，价格水平记为P，现存货币数量记为M，货币流通速度记为V，那么货币数量论就表述为I·费雪（1867—1947）的交易方程式：

MV=PT, or P=MVT


在这个等式或不如说是恒等式中，只要包括V和T在内的其他条件保持不变，P就成比例地由M决定。

针对货币数量论，马克思指出，价格水平并非由货币数量决定，而基本上是由商品的实体价值以及黄金（货币材料）的价值决定的。与此同时，他考虑到充当流通手段的货币数量会通过与其他货币形式的可转换关系，根据商品流通的需要自我调节。在他所处的金本位货币制度下，超过流通手段所需必要量的多余货币会被排挤到贮藏货币或存款中，正如他所引证的事实：“只要把一定数量的1镑纸币投入流通，就可以从中汲出同样数量的金镑。这个诀窍是所有的银行家都知道的”（第1卷，第216页）。因此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在流通过程的一定时期内，有下列规律：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第1卷，第216页）。或者用符号表示为：

M=PTV


这一等式在这里表明，充当流通手段的货币量即左边的M，是由右边的各项因素决定的。

从纯化了的价值形式理论的视角来看，价格水平即P尚不能像马克思的论证中那样明确地与商品和黄金的价值实体相联系。事实上，P在市场上也会随着供求平衡的改变而发生波动。然而，与货币数量论相反，总需求并不是由货币数量决定的，而是由流通背后更深层、更广泛的社会因素（如资本积累的状况）所决定的。此外，正如我们所见，货币作为购买手段职能的反复执行，会诱发供给对需求和价格变动作出反应性调节。因此，马克思关于流通中通货数量决定的立场，结合他对其他货币形式的考察，即便在纯粹流通理论中也大体上得以维系，特别是只要假定存在黄金货币体系。那么，在不可兑现的纸币体系下又会发生什么呢？

马克思是在用铸币进而用货币符号替代金银条块的一系列可能性的语境中论及这一问题的，这种替代从用铜等贱金属铸造辅币开始，最终发展为不可兑现的纸币。这些可能性产生于货币作为流通媒介的职能，在这种职能中，货币被用作媒介性的交换手段，而不是作为价值的绝对形式。尽管马克思具体考察了国家的商品流通领域，在其中铸币及其符号被赋予了国家的制服，但在抽象理论中，这里很难设想各个不同的现实国家。然而正如我们所论证的那样，通过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具有不同价格体系的多元且不同的流通领域在理论上是完全可以设想和区分的。至于在每个这样的领域内部充当流通手段的货币，用铸币和辅币替代金银条块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技术上和习惯上也是合乎需要的，特别是在零售流通中。尽管国家通常会根据某种必要数量铸造并发行此类辅币，但国家迄今为止的作为只是被动地反映了商品流通的技术必然性。在基本的抽象理论中，甚至像银行家这样拥有社会财富声誉的私人个体，也可以替代国家做同样的事情。然而，在不可兑现的纸币的情况下，必须有国家的政治权力来强行推行纸币流通，而超越其单纯的可能性或其在商品流通中的技术便利性。当国家为了预算需要不得不依赖发行纸币时，国家通常倾向于过量发行。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纸币量超过了本来应当流通的同名金币额的限度，那么每一张纸币所代表的黄金量就必然减少。例如，如果纸币数量达到该限度的两倍，“在实际中，1镑就不是1/4盎司金的货币名称，而是1/8盎司金的货币名称了。……以前用1镑价格表现的价值，现在要用2镑价格来表现了”（第1卷，第225页）。我们在此看到了通货膨胀的一个简单的基本范例。货币数量论将这种情形误当作决定价格的一般原则，或者至少它无法区分黄金通货的货币流通规律与纸币的货币流通规律。在一个高度抽象的层次上，当代的通货膨胀基本上可以从过量发行纸币情形下价格运动的逻辑中得到理解。因此，货币主义希望通过限制货币供给来平抑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抽象合理性。然而，与国家发行的简单纸币相比，如今与各种其他信用货币一起盛行的可兑换银行券对价格水平具有复杂得多的职能与影响，这必须在更具象的研究层次上加以考察。例如，它们的发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国家预算，而且其职能远比单纯的流通手段更为广泛。这些复杂性基本上与货币主义在当今时代界定并有效控制货币数量的困难密切相关。

作为价值绝对形式的货币

只要通货数量需要根据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所要求的量进行调节，就必然存在处于流通领域之外的其他货币形式。在作为流通媒介的职能之外，货币表现为价值的绝对形式，或“价值的唯一形式”，或“交换价值的唯一适当的存在形式”（第1卷，第227页）。马克思把这种形式简称为“货币”（第1卷，第227页）或“作为货币的货币”[12]，并在其中进一步界定了三种职能形式，即“货币贮藏”、“支付手段”与“世界货币”。

既然货币是处于与其它商品直接可交换之垄断地位的价值绝对形式，它往往会被作为商业财富积累和保存起来，这通常是通过在卖（𝐶₁−𝑀）之后尽可能限制买（𝑀−𝐶₂）来实现的。在商品经济中发展出了“把第一形态变化的产品……硬留住的必要性和热情”（𝐶₁−𝑀）。当把货币当作目的本身保存起来时，它就采取了贮藏货币的形式。由于货币在质上不受任何限制而在量上总是有限的，“贮藏货币的欲望在本质上是没有止境的”（第1卷，第230页）。贮藏货币充当商品流通领域中通货数量必要波动的准备金。以此为基础，通过利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另一种职能，个体买卖可以更加富有弹性地进行。

当买者无法承担必要的货币金额，而卖者依靠其准备金能够在一定时期内等待付款时，商品就可以换取支付承诺。交易完成之后，买者必须通过出卖自己的商品来赚取并积攒货币，并且在到期时必须无论如何予以支付。在到期日支付的货币充当着支付手段的职能。在这一职能中，当债务人与债权人关系的链条包含相互抵消时，货币就可以被节省下来。然而当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并非充当流通媒介，而是作为价值的绝对形式发挥职能。如果在尖锐危机阶段信用体系陷入瘫痪，这种绝对形式的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就会被普遍而大规模地渴求，“商品和它们的价值形式即货币之间的对立，就提高为绝对的矛盾”。[13]（第1卷，第236页）在正常的流通状态下，基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汇票等债务证书被用作信用货币，将债务转让给他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贮藏必须日益成长为支付手段的准备金，而在此职能中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也成为如支付地租、赋税、赔款等“契约的一般材料”（第1卷，第238页）。


由此被抽离出来并作为绝对价值形式置于某一商品流通领域之外的货币，并不一定始终服务于同一个流通领域，而是也可以作为跨越不同流通领域移动的世界货币发挥职能。尽管马克思具体结合民族国家间的世界贸易来界定货币的这一职能，但在理论上，世界货币可以被界定为商品世界中达到一定数额以上的一般货币，它能够在多个商品流通领域之间发挥职能——正如我们所论证的，这些领域在原理论中是通过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而相互区分开来的。鉴于不同的商品流通领域具有不同的价格体系，货币在理论上确实可以跨越不同的流通领域充当一般的购买手段或一般的支付手段，从而作为整个商品世界的普遍财富。从历史上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世界货币过去通常采取贵金属条块的形式（第1卷，第240页）。然而必须指出的是，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占主导地位的流通领域的铸币以及诸如汇票等信用货币，也日益被用作世界货币。在此趋势的基础上，并且在1973年以来国际货币的浮动汇率制下，不可兑现的美元纸币和美元汇票开始更为广泛地充当世界货币，而其代价则是丧失了此前在金本位制下货币供应量与货币价值两方面的稳定性。国际货币体系这种变迁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意义，必须在本书范围之外的更为具体的研究层次上，与通货膨胀或滞胀问题一同予以考察。

4.3. 货币转化为资本

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

货币，特别是采取相当数量的世界货币形式的货币，很容易转化为资本。世界货币所处的地位使得多个商品流通领域之间不同的价值水平具有可比性。因此，它可以用于在一个流通领域相对便宜地买进商品，以便在另一个流通领域更贵地卖出。货币作为绝对的普遍价值形式，从而在 M - C - M' 的流通形式中实现增殖，其中 𝑀’=𝑀+𝛥𝑀，即原预付额加上一个增量。马克思将这种货币形式的增量称为“剩余价值”（第1卷，第251页），并接着指出，价值为了获取这种剩余价值或实现增殖而进行的运动，“使货币转化为资本”（第1卷，第252页）。

“作为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所有者变成了资本家。”“守财奴企图通过把货币从流通中拯救出来来实现价值的不断增殖，而更机敏的资本家则通过不断把货币重新投入流通来达到这一目的。”因此，“守财奴不过是发了疯的资本家，而资本家则是理性的守财奴”（第1卷，第254—255页）。在资本家所掌控的 M - C - M' 流通中，货币与商品不再是对立的，而是充当资本价值形式的不同存在方式。由此，资本表现为货币用于增殖的特殊使用方式，并构成了价值的自身增殖运动。

一旦货币通过利用不同流通领域之间不同的价值水平或不同的价格体系而转化为资本，那么在各个流通领域之间以及各个流通领域内部，高于或低于重心标准价格的价格波动，无疑都会被尽可能地加以利用。在这一方面，资本的运动总或多或少带有投机性，因为由市场上供求平衡变化决定的价格波动的方向和幅度，是无法确切预测的。同时，作为标准价格的形式上的价值本身也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取决于商品与黄金相对生产条件中那些不可预见且难以察觉的变化。资本家还利用自己作为货币准备金所有者的地位，向那些出于各种原因急需抛售商品的人进行低价收购。鉴于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与普通商品之间的两极对立地位，商品所有者在标价之后只能等待购买，而无法主动促成与货币的交换。因此，对于那些愿意一次性大批量为他们分担实现重负的购买者，他们往往会在价格上做出特别让步。各种非资本主义生产者往往容易通过这种交易而被剥夺，而产业资本家则可以通过同样的方法提高其增殖效率，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第8章第8.1节中看到。

价值的流通形式——为了更贵地卖出而买进，M - C - M'——正是商人资本的形式。然而，产业资本同样表现为先转化为商品、再通过商品出售重新转化为更多货币的货币。在这方面，M - C - M' 可以被界定为“资本的总公式”（第1卷，第257页）。只要这一资本公式的目的是通过流通实现货币增殖，那么增殖效率就不单单是按剩余价值 𝛥𝑀 与每次特定商品交易中预付的货币量 M 之比来衡量和比较的（即作为单次交易或资本单次周转的利润率）。当然，它还必须按照全部投资的年利润率来比较，而全部投资包含了商人业务的各种费用，并不仅限于待售商品的采购成本。无论如何，当剩余价值 𝛥𝑀 与为了获取它而预付的货币量相对照时，它就被理解为利润。只要资本家为了追求更高的增殖效率而相互竞争，那么年利润率（而不是周期或长或短的资本单次周转利润率）——为了简便通常直称为“利润率”——就更为重要。只要资本作为以货币形式自身增殖的同质价值运动进行自由竞争，它们流向预期具有更高利润率的商品交易就会消除任何固定的利润率差异。然而，商人资本之间的竞争仍然缺乏利润率平均化的坚实基础，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竞争资本本质上的同质性要求实现利润率的平均化。事实上，商人资本自身并不具备增殖的共同内在基础，而是依赖于在波动市场之间以及市场内部低买高卖的外部机会。充满偶然得失的无政府状态式的投机，始终是商人资本活动的特征。

由于个别商人资本必须由此力求尽快充分利用任何大好机会，它便通过借贷来扩大贸易。作为准备金而游离于流通之外闲置的货币，可以被调动起来用于贷款。商人借助信用所增加的利润的一部分，作为利息支付给贷出者。因此，在理论上以商人资本为基础，货币也转化为了生息资本 M…M′。这种资本形式仅仅通过获取贷款利息实现自身增殖，而没有任何商品流通作为中介。[14]作为一种外在形式，生息资本广泛表现为其对自身的社会基础漠不关心。它的形式既适用于在资本主义信用体系中发挥作用的借贷资本（后文将在第8章第2节中进行分析），也适用于更为古老的贷币业者资本或高利贷资本。尽管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利息的理性基础存在于借助信用而增加的一部分利润之中，但生息资本的形式也可能通过高利率剥夺处于经济困境中的借款人。我们不仅在前资本主义高利贷者的活动中，而且在现代经济危机时期，或者在当代“第三世界”国家的累积债务问题中，都能看到这种资本形式的这一职能。

生息资本的形式与商人资本不同，在其每一次运动中并不包含任何不同的使用价值。它获得剩余价值 𝛥𝑀，仅仅是作为某一时期内货币的出租价格。作为利息获得的剩余价值，在这里表现为每一时期货币纯粹的自我繁殖形式。在这样一种形式中，生息资本是绝对同质的，并倾向于获得相等的利息率，而这一利息率是在借贷发生前由可贷货币供求的总平衡每日决定的。资本作为自动且同质地自我增殖的货币的理想形态，正是由这种资本形式所代表的。实际上，这种资本形式充当了衡量其他资本活动的尺度，各种利润率都要与利息率进行比较。

商人资本之间价值增长率的不平等，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中得到了克服，但这仅仅是外在的克服。然而，商人资本缺乏内在增殖基础这一根本局限性依然未获解决，并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中表现得更为极端。在这些形式中，资本无法保证其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自我繁殖的运动，因而无法完全确立起来。与此同时，流通中商品的价值迄今为止只是被外在地加以利用和比较，并未在资本的运动中得到内在的调节或统一。

产业资本的形式 𝑀−𝐶{𝑃𝑚/𝐿⋅⋅⋅𝑃⋅⋅⋅𝐶’−𝑀’}，作为通过确立增殖的内在基础来克服这些局限性的一种资本类型而出现。在这一形式中，资本生产出商品，并以高于为其生产所采购商品的价格卖出。剩余价值作为利润，在这里是在既包含流通过程又包含生产过程（P）的资本运动中获得的。为了通过商品完全执行生产过程，资本必须在流通领域中找到作为商品的各种生产资料（𝑃𝑚）和劳动力（L）。

构成生产资料的原料和劳动工具，作为劳动产品商品化的一部分，在前资本主义市场上已经同消费资料一道普遍采取了商品形式。相反，劳动力并非劳动产品，而是人从事劳动的主观能力，在一般的商品经济中并不普遍能够获得。在各种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劳动者无法作为个人权利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并且在各种共同体的和专制的权力结构中，他们紧紧依附于作为劳动活动主要前提的土地。因此，为了实现货币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劳动者的生存必须形成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劳动者必须转变为马克思所界定的双重意义上的“自由工人”：“这种劳动者必须在双重意义上是自由的：一方面，他作为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也就是说，他摆脱了、完全没有实现［Verwirklichung］他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一切东西”（第1卷，第272—273页）。劳动者的这种状况“既没有自然历史的基础，也没有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基础。这显然是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绝的产物”（第1卷，第273页）。特别是，正如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八篇“所谓原始积累”中所描述的那样，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过程中“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第1卷，第876页），对于“自由”雇佣工人的诞生具有决定性意义。

因此，资本只有在包含劳动力商品形式的流通领域中，才能发展为产业资本。由于这一“前提包含着一部世界史”，所以产业资本与我们所见到的从商品开始的其他流通形式不同，“一开始就宣告了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第1卷，第274页）。产业资本不仅出现于世界历史中有限的历史时代，而且出现于具备这种社会前提的有限商品流通领域之中。尽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产业资本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但它不可能普遍出现于整个商品世界之中。

在具备产业资本某些前提条件的商品流通领域中，商品价值通过资本所组织的社会生产过程得到内在的衡量与调节。这种流通领域中的价值关系，也充当了整个商品世界中价格波动的基准。显而易见，产业资本如何在内部增加其价值，以及如何通过生产过程调节商品价值，已无法在流通形式理论中予以研究。必须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容作进一步分析。但在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理论之前，让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马克思在此处遗留的问题。

另一个转形问题

尽管关于《资本论》第三卷中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转形问题”已有诸多争论与研究，但在西方理论家中，马克思对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理论处理中所存在的问题尚未引起太多关注。例外之处在于马克思对劳动力价值的界定，正如我们后文将要看到的。然而在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宇野学派——中，对该问题的讨论严肃程度并不亚于所谓的“转形问题”。它或可被称为“另一个转形问题”。尽管这里的问题看似与《资本论》第三卷中的问题相去甚远且彼此独立，但对其解答却可以作为妥善处理另一个问题的必要前提。

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理论中，马克思将 M - C - M' 界定为“资本的总公式”，并将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称为一种资本。然而，在讨论“总公式的矛盾”时，他强调在严格意义上，资本在流通领域中获取剩余价值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在前面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假定商品通常是按照其作为体现劳动时间的价值来进行买卖的。结果，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同时“它也同样不可能不从流通中产生”（第1卷，第268页）。只有当货币所有者在流通领域内能够发现一种可用作价值和剩余价值源泉的特殊商品，即劳动力商品时，这一矛盾才能得到解决。在这一理论脉络中，货币最终只能作为利用劳动力商品执行生产过程的产业资本而转化为资本。因此，根据马克思的处理，商品和货币虽然可以伴随前资本主义的许多社会经济形态而出现，但“资本却不是这样。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第1卷，第274页）。

在这里，资本被狭隘地仅仅构想为产业资本。作为历史事实，显而易见的是，资本早在非常早期的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或在并不局限于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大世界范围内，就已经以商人资本和贷币业者资本的形式出现了。马克思当然知道这一点，并指出“从历史上看，资本无例外地首先在土地财产面前表现为货币，表现为货币财产，表现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15]（第1卷，第247页）。而且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在其重商主义的最初阶段，世界贸易中的商人资本作为主导资本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第1卷，第247页）。重商主义体系正是反映了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

如果在理论上将资本构想为只有在劳动力商品的社会基础上才是可行的，那么资本的概念显然就不能包含商人资本或贷币业者资本的形式。这样一来，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理论就无法充当一个充分的概念标准，来理解一般商品经济的结构——在一般商品经济中，某种形式的资本通常必定伴随着商品和货币形式而产生。该理论既无法恰当地涵括也无法反映伴随重商主义体系而在世界市场上孕育资本主义的逻辑。

考虑到这些要点，宇野主张，为了阐明历史，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理论必须涉及前资本主义的商人资本和贷币业者资本。[16]在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理论中，马克思（如恩格斯和希法亭极力强调的那样）提出了一种遵循从前资本主义简单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序列。相反，马克思将广泛的历史抽象基础排除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理论之外，他指出：“要认识货币是资本的第一个表现形式，我们不必回顾资本发生史。这个历史每天都在我们眼前重演”（第1卷，第247页）。在我看来，马克思此处的处理恰恰应当颠倒过来。价值规律在逻辑上应当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一以贯之地展现出来，既包括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也包括通过生产价格进行的剩余价值分配。在价值规律理论与生产价格理论之间对抽象基础进行历史割裂，并不能解决价值争论，反而混淆了其解决方案。然而，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理论，则必须界定产业资本出现所依凭的历史特有的社会条件（即劳动力的商品形式），以对照历史上更为古老、更为广泛存在的其他资本形式以及商品和货币形式。

在理论上包含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形式的更宽泛资本概念，不仅使我们能够既看清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结构性发展及其局限性，又看清资本主义诞生的逻辑及其必要的社会前提条件。它还在三重意义上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首先，产业资本无政府状态的、追逐私利的赚钱特征，源自作为资本总公式的商人资本形式，而后者是在社会共同体再生产之外从外部产生的。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在根本上无法为了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和谐经济秩序以及人与自然的生态环境关系而组织起来。其次，即使在产业资本确立之后，商人资本和贷币业者资本的形式依然存在，尤其存在于世界市场中资本主义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以及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在资本主义核心区获得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实际上不仅包含在其生产过程中生产的剩余价值，而且包含通过与边缘生产方式的贸易所获得的让渡利润。正如近期不平等交换理论所指出的，在世界贸易中获得的让渡利润很可能包含了剩余劳动从边缘国家向资本主义核心区的转移，[17]尽管这一点在此无法展开深入探讨。无论如何，尽管资本主义生产在不断扩张，但由于其利己和逐利的本性，在现实中它必然始终只是世界上局部的生产体系。第三，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剩余价值分配形式（如利润和利息），继承自商人资本和贷币业者资本的形式，并非产业资本所独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试图阐明这些形式最初是如何通过生产过程中获得的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转化而被创造出来的，这种尝试存在一定的困难和不切实际之处。因此，通过革新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理论，价值向包含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转化的“转形问题”中有一部分便可以得以消解。

然而，宇野在这方面的革新，在与其如何构建政治经济学完整原理的基本立场的关系上，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方法论问题。在对经济学研究三个层次的方法论区分中，宇野根据直至马克思时代的英国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主张，“资本主义的纯粹理论必须以由资本家、工人和土地所有者三大阶级构成的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语境为前提”。[18]既然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理论应当是资本主义基本原理或纯粹理论的一部分，那么在他的该理论中涉及前资本主义的商人资本和贷币业者资本，似乎就显得前后不一了。围绕解决这一不一致性的尝试，在宇野的追随者中出现了两种主要立场。

一组宇野学派理论家坚持认为，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的形式应当一贯地建立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假设之上加以阐述，而不应涉及更宽泛的抽象基础或前资本主义历史。[19]只要假定商品是按照其所体现的劳动价值进行交易的，商人资本形式的低买高卖实践在理论上就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如果不涉及价值实体而纯化流通形式理论，情况就必然有所不同。这样一来，即便在假设的纯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商品流通中无政府状态的价格波动也更容易被观察到，并且为资本形式在流通中为了贵卖而贱买提供了理论空间。对于资本家而言，通过大批量承担商品所有者的实现重负及随之而来的风险来进行更低廉采购的机会也可能由此敞开。

然而在这一脉络下，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理论在内涵上可能并不是非常牢固或全面的。试图利用市场上价格波动的做法带有投机性，很容易造成亏损而非盈利。迄今为止，货币转化为资本依然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不可能具有确定性。此外，利用价格波动的投机性尝试，以及通过承担实现重负进行更低廉采购的任何可能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都是产业资本或商业资本实践所共有的，无法为出现于资本主义生产之前或之外的资本形式提供不同的增殖源泉。

因此，包括我在内的另一组宇野学派理论家，希望通过重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方法论基础或研究对象来解决这些困难。特别是对于纯化了的流通形式理论，我们不必将研究对象局限于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关系。我们可以通过直接从最基础的形式观察世界资本主义，从而抽象出商品、货币和资本形式的概念。起源于社会之间、处于社会生产过程之外的流通形式的外在特征，便明确地蕴含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之中。与纯粹资本主义理论不同，正如我们所见，世界货币的概念以及不同商品流通领域之间货币转化为商人资本的理论，在直接基于世界资本主义的理论中是很容易构想的。[20]在这种理论中所界定的商人资本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外拥有一个可辨识的增殖源泉，因而也揭示了前资本主义商人的起源与实践。

在这方面，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理论从商品经济扩张的角度，在结果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是在最初处于外部的商品经济不断扩张、并以产业资本的形式侵入社会生产过程时形成的。然而，解释商品经济借以达到资本阶段的价值形式发展过程的理论，不应被视为依凭并充分反映资本主义生产诞生的本质逻辑的历史理论。特别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的双重意义上的自由工人阶级的形成，单靠商品经济的和平扩张是无法保证的。在剥夺小农和自耕农的过程中，它是在作为新社会形态的“助产婆”（第1卷，第916页）的暴力的有力协助下贯彻完成的。这样一种内部社会变革，即所谓的“原始积累”，即使该理论能够包含比《资本论》中所考量的内容更多的历史意涵，也无法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理论中予以处理。

在实践上，商品经济形式的内在逻辑作为价值形式的发展，系统性地从最初的商品形式展开直至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的形式，但它无法提供劳动力商品作为此前概念的必然结果。从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形式的局限性中我们看到，产业资本形式连同劳动力商品，在理论上被要求作为更发达的资本而出现。唯有当流通领域的背后准备好某种历史的社会条件、从而提供劳动力商品的供给时，这一要求才有可能实现。在我看来，能够发现这种特定社会情境的系统性保证，并非由先前的商品经济形式理论所提供，而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基本原理中研究对象的最初设定所提供的。

因此，如果将马克思对资本与商品和货币形式之间各自不同的历史特性的区分，应用于产业资本形式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包括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形式在内的一般商品经济形式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分必定是成立的。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所具有的历史特殊性质，不仅有别于一般商品经济形式，而且依存于它们。正如我们在本章第4.1节中所讨论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于世界市场中其他生产方式的无政府状态的自主性，特别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任何其他生产方式不同，它将最初跨社会的商品经济秩序转化为其内部的组织形式。由此，我们的理论体系在研究了世界市场中的商品流通形式之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运动规律，同时也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立运动的一个方法论秘密。只要在世界市场上通过自身商品产品的交换，以商品形式获得其他边缘生产方式的劳动产品，资本主义生产的运动就完全不会在质上受到扰乱，而只是在量上得到扩大。从资本主义生产运动的内在逻辑来看，生产出口商品所必需的一部分资本和劳动，可以被视为直接生产作为进口商品而在交换中实际获得的商品所必需的一部分。[21]

因此，资本主义原理论能够在商品经济形式的基础上，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内在运动规律的过程中，抽象出一个纯粹且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广泛基础上构建商品流通形式理论，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能够在系统上确保其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理论中包含抽象出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论根据。我们不必像在宇野《原理论》中那样，在流通形式理论之前就将我们的研究对象窄化为纯粹资本主义社会。因此，通过在这一点上改进马克思和宇野两者的理论，货币转化为资本理论的逻辑及其历史意涵将变得在系统上更为丰富且更加清晰易见。


第5章 资本主义生产与价值规律

5.1 劳动作为社会的普遍经济条件

劳动过程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6章和第7章短短的数页篇幅中，马克思对商品经济形式、劳动过程和资本主义经济这三种不同的历史性质作出了何等敏锐的区分，读来总是令人深感震撼。在第6章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理论中，马克思将双重意义上的自由工人界定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前提。然而在作出这一界定之后的第7章中，他并未立即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第7章第1节中，马克思首先考察了作为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普遍条件的劳动过程。这一点极具启发意义，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内容原本正是计划从第7章开始展开研究的。将一般劳动过程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区别开来，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独有的特征，无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还是对经济理论本身而言都至关重要。

在我看来，这一区分与对一般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在历史性质上的差异认识密切相关。从“商品经济形式仅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完全统摄劳动过程”这一立场出发，劳动过程自然必须被视作脱离商品经济秩序而存在的、一切社会所共有的普遍条件。相反，古典学派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视为自然的自由秩序，劳动被视作“最初的购买货币”[1]，在理论上并未与商品经济秩序分离开来。因此，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与他的价值形式理论一样重要，它们是在理论上克服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自然主义倾向、阐明资本主义历史特殊性的关键手段。

我们究竟如何能够从正在考察的、具有历史特殊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引出作为一切社会形态共同条件的劳动过程概念呢？马克思在此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使用价值的这一维度：“资本家要工人制造的，是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是一种确定的物品。使用价值或物品的生产，虽然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并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进行的，但这并不改变这种生产的一般性质。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撇开任何确定的社会形式来考察劳动过程。”（第I卷，第284页）。

这正与马克思在最初分析商品两个因素时对使用价值所作的界定相呼应——即使用价值“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而不管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第I卷，第126页）。同样，在随后对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的分析中，马克思也指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第I卷，第133页）。

这些分析看似清晰而完备。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显然必定是所有人类社会的普遍条件。然而，正如我们随后将看到的，如果劳动的另一个方面——作为抽象劳动的方面——被排除在这样一种普遍条件之外，那么这里就会留下一个问题。现在让我们先沿着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的构想继续讨论。马克思探究了人类劳动作为同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究竟具有怎样的特征。

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使自己身体各部位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了他自身的自然。（第I卷，第283页）。

随后，马克思特意撇开了“还停留在动物界阶段的原始本能劳动形式”。人类通过劳动改变自身自然、跨越这种本能劳动形式的过程，必然经历了一段极其漫长的时间。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界定有别于动物本能水平、具有人类独特性质的劳动形式呢？

蜘蛛的技能与织工相仿，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也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相形见绌。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筑造蜂房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在每个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已经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在劳动者的头脑中被构想出来，因此已经在观念上存在着了。他不仅引起自然物的形式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他自己的目的。这是他所知道的目的，它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方式和方法，并且他必须使自己的意志服从于这个目的。（第I卷，第284页）。

我们在本书第3章第3.1节中已经看到，马克思将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颠倒为唯物主义辩证法，并不是通过单纯的形而上学思考或对自然科学的一般反思完成的，而是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基础上，克服费尔巴哈抽象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结果。在此，我们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中清楚地看到的，不是某种机械的物理主义式的唯物主义，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人本主义观念论与批判唯物主义令人赞叹的深刻综合。对马克思而言，劳动绝不仅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纯粹物质性的物质变换过程。在其人类形式中，劳动的特征还在于人类观念的作用以及实现该观念的自觉意志。头脑与双手作为人类体内发展起来的自然力在劳动过程中被充分调动起来，从而通过劳动过程的变迁，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最坚实的基础。

正如H. 布雷弗曼所正确指出的，表征人类劳动特征的观念性思维能力，也与使用符号和语言的语言能力紧密相连。[2] 作为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各种有用劳动形式，显然通过观念性思维的口头或书面表达，扩展到了各个领域，并传递给其他群体或后代。因此，人类工作极其多样的有用形式，与人类的观念性思维能力是分不开的。

然而，工作的构想与实际执行在每个个体身上并不总是完全统一的。用布雷弗曼的话来说：“构想与执行的统一可能会被瓦解。构想仍必须先于并支配执行，但由一个人构想的观念却可以由另一个人来执行。劳动的驱动力依然是人的意识，但在个体内部二者的统一可能会破裂，并在群体、工场、社区或整个社会中重新建立起来。”[3] 构想与执行之统一被瓦解的这种可能性至关重要，因为它同样可以作为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与直接劳动者相分离的基础。必须指出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以及阶级关系赖以建立的潜在根据，正是产生于人类自身的观念性思维能力。在阶级社会中，垄断占有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集中了设计和发号施令以供劳动执行的构想或观念功能。然而，被分解为零碎个体工作的劳动构想被传递给每个劳动者，并且必须借助劳动者自身的观念性思维能力内化为其自身的目的。由此，人类的主观能力讽刺性地沦为一种隐秘而不自觉的基础，在各种形式的阶级社会中维持着群众的从属地位。[4] 推动无阶级社会中联合起来的个人实现劳动的构想与执行的再统一，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根本任务。

从劳动过程的角度来看，作为工作中目的性主体活动的人类劳动与劳动条件之间的区分是本质性的。劳动条件又进一步划分为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经过“过去的劳动过滤”的劳动对象被称为“原料”，以区别于天然资源。（第I卷，第284页）。劳动资料（如工具、机器、设备等）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的媒介，“表现了专门属于人类的劳动过程的特征”，并且“充当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5]（第I卷，第285-286页）。

在他者劳动的支配者眼中，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与劳动条件之间的区分必定显得无关紧要。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都被视为生产物品所必需的“生产要素”。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它们仅仅被看作可以在市场上进行权衡替代的成本要素，其选择纯粹是为了更有效率或更廉价地生产商品。这种观点与将市场经济视为永恒自然的社会秩序的自然主义一脉相承，并在意识形态上不仅支配着资产阶级统治阶级，也支配着大众的日常常识以及新古典经济学。

劳动过程概念对这种狭隘的资产阶级观点提出了根本性的批判。历史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更宏阔视野，充当了引导劳动过程概念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框架局限的“指导线索”。与此同时，正如我们所见，对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和劳动过程各自不同历史性质的理论认识，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科学基础。在此语境下，劳动价值论的出发点必须建立在劳动过程概念的基础之上。然而，只要劳动概念仍被局限于生产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这一维度，它作为价值理论（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的基础在理论上就尚未完全展开。

抽象劳动

马克思最先指出并考察了劳动的二重性，即劳动的具体有用性质与抽象人类性质。然而，在《资本论》的理论体系中，由于价值实体从一开始就在对商品两个因素的最初分析中被引出，劳动的二重性往往被视为体现于商品之中，并严格与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相关联。结果，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过程时并未提及抽象劳动或劳动二重性。只有当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7章独立的第2节中推进到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理论时，他才回过头来考察抽象劳动这一维度。

在这里留下了一个重要问题——劳动的抽象性质究竟是唯独存在于商品价值关系之中，还是作为人类在同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活动中的一个方面而为一切社会所共有？这一问题对于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具有根本性意义。在我看来，在这个方面，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的构想作为对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各社会普遍条件的分析，仍是不完备的，且过于狭隘。这也可能与他在其他地方的观察存在不一致之处。

然而，有一派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家认为，作为抽象劳动结果的各种产品之间的可通约性，仅仅作为商品价值关系的结果而存在。例如，伊·伊·鲁宾指出，“在商品经济中所具有的特定形式下的社会劳动或社会等同劳动，可以被称为抽象劳动”[6]，同时他区分了三种等同劳动，即生理上的等同劳动、社会等同劳动和抽象劳动。在近期的争论中，被称为“鲁宾学派”的一批理论家提出了类似的立场，即抽象劳动绝不可能脱离商品交换或货币关系而存在。[7] 作为一种解释，这种立场在《资本论》中确实可以找到某些支持证据。[8] 马克思对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的处理，以及他对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区分，似乎也与这一立场相吻合。

事实上，有若干原因往往使抽象劳动概念复杂化。首先，作为一种阐明历史的理论，正如我们所见，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始终通过价值形式并隐于其后，将价值实体定义为抽象劳动的凝结。特别是只要从一开始劳动的二重概念就是同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结合在一起被提出的，就很容易产生鲁宾式的抽象劳动解释。其次，作为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事实，在彻底的商品经济随着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来之前，超越人类劳动的有用具体形式的劳动等同性是不可能被思考的。马克思在与亚里士多德的对话中指出了这一事实，并指出人类平等概念在现代社会中才首次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大众公论。实际上，启蒙运动以来关于人类平等的现代流行观念，正好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兴起相吻合。第三，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有这种倾向，而且在已经确立的工业资本主义下，“在我们资本主义社会中，根据劳动需求方向的变动，一定部分的劳动是交替地采取缝的形式或织的形式”（第I卷，第134页）这一事实，似乎也证明了劳动的抽象性质正是由商品经济秩序的发展所产生的。

因此，对抽象劳动的认识确实是由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促成的。然而，这种认识一旦确立，就完全可能适用于其他社会形态。例如，在《资本论》第一章关于商品拜物教的一节中，马克思列举了鲁滨逊·克鲁索的生活、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家长制农民家庭以及自由人联合体作为实例，在这些例子中，按时间计量的劳动量被分配到各种具体的有用形式中。当马克思指出鲁滨逊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包含着价值的一切本质规定”（第I卷，第170页）时，他显然看到了体现在鲁滨逊产品中的抽象劳动。然而，马克思在此对价值概念的使用是不准确且令人混淆的，因为在没有商品交换的鲁滨逊经济生活中，不可能存在任何商品价值。更确切地说，我们应当说，在鲁滨逊的生活以及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有关劳动时间分配的经济规范的本质规定，一旦置于商品经济秩序之中，就会构成价值实体。马克思在这里对价值概念的不当使用，可能源于古典劳动价值论的残余，后者未能把握价值形式，往往仅仅专注于劳动价值的量。如果我们把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区分开来，并将价值形式纯化，那么我们就能够把包括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劳动二重性在内的一般经济规范，与价值概念完全区分开来、更精确地加以处理。无论如何，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一节中的分析，尽管其价值概念的使用令人困惑，却有力地使我们确信存在着一切社会所共有的经济生活一般规范或规则，其中包括将抽象人类劳动分配到各种有用具体形式中的必要性。

具体有用劳动在每种形式中都存在质的差异，生产出不同的使用价值，因而单纯通过时间似乎无法对这种劳动进行加总或比较；但即使在商品经济秩序之外，劳动也必须被当作人类工作能力的同质耗费，即作为抽象劳动来对待，并以时间来计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对劳动时间节约规律作了如下阐述：

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时间的确定当然仍然是本质性的。……时间的节约，归根到底所有经济都归结于此。社会同样必须以合乎目的的方式分配自己的时间，以便实现适合于其总体需求的生产；正如单个个人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以便按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其活动的各种要求一样。因此，时间的节约，连同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有计划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最初的经济规律。[9]

由此显而易见，马克思承认在商品经济之外的社会形态中，劳动具有可通约的计量性。如果我们坚持劳动的二重（且仅有二重）性质的概念，那么具体有用性质与其抽象人类性质，都必定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一般经济规范或规则的基础。[10]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决定将抽象劳动时间分配到各种必需有用形式中的经济生活一般规范，通常是在或多或少不自觉的状态下，由与宗教和政治秩序相联系的传统共同体习俗来执行的。但在理想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处理具有二重性质的劳动的一般规范或规则，必须自觉地体现为共同体的社会计划。尽管在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和货币形式实际上依然存在，但正如马克思在上述引文或《资本论》拜物教一节中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例子中所描述的那样，理想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分配的这种共同体计划，完全可以被设想为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以及随后构建联合体经济秩序所要达到的目标。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要在构建社会主义联合体社会的过程中，价格的功能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必须逐步缩减并最终被废除，劳动时间作为衡量社会产品质上不同的使用价值的基本尺度，就会成为不可或缺的。

甚至鲁宾也注意到，社会主义社会中产品的生产和分配需要借助等同化的劳动时间来进行评价。然而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劳动等同化与商品经济中的劳动等同化截然不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对物和劳动的评价是可分的，并且服从于社会政策；而在商品经济中，“各种形式劳动的等同化只是采取物的等同化形式并通过物的等同化来实现的”——即通过市场上价值形式来实现。[11] 这正是鲁宾将社会等同劳动的概念与抽象劳动的概念区分开来的原因。对他而言，不同社会中劳动时间评价方式的差异是极其重要的。

显而易见，鲁宾的论点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构成了某种危险。如果抽象劳动的量不能独立于市场中的价值形式或价格，那么劳动量就无法成为决定价格的客观社会基础，反而必定变成价格的某种因变量。劳动价值论作为一种价格理论因此被极大地削弱了。当生产物品所必需的劳动量的客观性被打折扣或被忽视时，社会主义的概念基石也可能随之蒙上阴影。虽然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政策，劳动产品与服务的分配变动中必然存在某种弹性，但体现在每种产品中的劳动量，仍必须基于生产的技术条件作为客观决定的量被计量，或被设想为是可以计量的。否则，对某些行业（例如农业）劳动的过低评价，就可能轻易且任意地危害这些行业的健康再生产与增长，导致社会财富的不公平和不平等分配。最糟糕的是，如果无视基于生产条件的劳动时间客观可决定性，那么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评估和纠正任何此类扭曲所必需的批判性理论标准，就会丧失或变得含糊不清。相反，一旦在社会主义经济构想中忽视了劳动时间的基本平等性，允许政策或多或少任意地评价各种工作的劳动时间，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随后也就必然如鲁宾的论点那样，否定在价值形式或价格之外劳动时间的客观可决定性。

面对这些论点，我们如何能够确信耗费在不同有用形式上的劳动时间具有基本平等性——并将其确认为独立于不同社会形态的一般经济规范本身的内在维度呢？这一问题关系到两个相互联系的课题：第一，在概念上如何将具体有用劳动还原为抽象人类劳动；第二，如何将熟练劳动或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鉴于第二个课题必须在解决第一个课题的基础上来解决，我们目前先集中讨论第一个课题。正如我们在劳动过程分析中所见，我们从事广泛有用工作的能力建立在人类共通的观念性思维能力之上。即便是现代传送带系统上最简单的工种，也是根据自觉的目的和意志所进行的各种身体动作构成的。尽管在现代工厂制度下，大多数工人的任务中人类工作能力的调动范围可能受到狭隘的限制，但工作内容绝不可能仅仅是单纯的机械动作，而必定是人类运用头脑和双手以一系列不同有用形式进行工作的人类能力的耗费。当一名工人被调配到工厂中的另一岗位或转移到另一工业领域时，从事各种工作的潜在人类能力实际上也表现了出来。在这方面，社会劳动分工中的具体有用劳动，都共同具有从事任何有用工作的人类基本能力之耗费的性质。耗费在不同有用形式上的劳动时间，作为这种人类能力的耗费，具有同等的通约性。如果脱离关于抽象劳动时间定义的这一根本观点，对质上不同的有用劳动形式的评价就无法拥有一个同质的尺度，而这个尺度在客观上是既独立于市场价格，又独立于可以想见的计划经济中或多或少带有任意性的政治决策，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惯常的管理估算的。

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混淆，最好在此预先说明另外三点。第一，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至少在我们处理熟练劳动问题（下一章第1节）之前仍处于半途阶段。因为如果不同有用产品被赋予不同程度的复杂性或熟练度，其劳动时间可能并非单纯是同质的。因此，如何将熟练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仍有待阐明。第二，在处理如何分摊联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问题时，鲁宾式的理论可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不过正如我们随后（第6章第6.2节）将看到的那样，这仅仅局限于极为有限的语境和范围之内。第三，计划经济中的政治决策以及市场上反映供求关系的价格变动，很可能会影响生产技术条件的变化，从而间接影响体现在每种产品中的劳动时间量。然而，与固定资本相联系的生产技术条件在短期内并不容易改变，其变动的方向和步伐对于市场条件或政策而言也具有相对独立性。

一旦假定了代表性的生产技术条件，并暂时假定简单劳动和单一产品，生产每种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量就可以按如下方式确定。

在马克思关于价值增殖过程一节的数值例子中，包含20小时死劳动的10磅棉花，通过纺纱工人的6小时当期劳动或活劳动转化为10磅棉纱。代表纺纱6小时所必需磨损的劳动资料份额的四分之一枚纱锭，包含4小时死劳动。总共30小时的抽象劳动凝结在10磅棉纱中。马克思从《资本论》开篇起就预先假定了劳动价值论，在此他只是简单地假定，价值10先令的10磅棉花以及代表四分之一枚纱锭折旧价值的2先令背后，分别存在着20小时和4小时的劳动。如果试图通过不断追溯以往的生产过程，去分解并加总生产生产资料（例如生产本例中的原料棉花和劳动资料纱锭所必需的煤炭和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量，这似乎是一项无休止且在理论上极度困难的任务。然而，我们完全可以在当前存在的相互关联的生产条件体系的基础上，解决这一问题并确定凝结在每种产品中的劳动量。[12]

作为简单的示例，让我们假定棉花是通过铁和煤炭生产的，而铁和煤炭又是通过使用铁和煤炭生产的。每单位产品的当前代表性生产技术条件由以下投入产出关系所表示：

14 kg of coal+16 kg of iron+13 hour of labour→1 kg of coal12 kg of coal+13 kg of iron+13 hour of labour→1 kg of iron34 kg of coal+12 kg of iron+1 hour of labour→1 lb. of cotton}(5.1)


设每单位煤炭、铁和棉花中凝结的劳动时间量分别为 𝑡₁、𝑡₂、𝑡₃ 小时，我们可以从 (5.1) 的技术体系中得到以下三元联立方程组：

14t1+16t2+13=t1(1)12t1+13t2+13=t2(2)34t1+12t2+1=t3(3)}(5.2)


求解这些方程，首先由 (1) 和 (2) 解得 t1=23、𝑡₂=1，进而解得 𝑡₃=2。如果在相同的技术基础上，生产一枚纱锭需要使用 9 千克煤炭和 3 千克铁，并投入 7 小时当期劳动，那么一枚纱锭总共凝结了 16 小时劳动。我们可以把这些技术生产关系看作一个例子，它构成了马克思假定 10 磅棉花和四分之一枚纱锭分别凝结 20 小时和 4 小时劳动的背景。而保证这些以往劳动量能够与 6 小时活劳动加总、共同构成 10 磅棉纱中凝结的 30 小时劳动的，正是能够妥善完成各道生产工序的劳动的具体有用性质。

让我们从这个例子进行推广，讨论在生产技术条件的基础上确定生产各种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假定在一个社会的 n 个生产部门或产业中分别生产 n 种产品。为了生产一单位第 i 种产品，技术上必需 𝑎ᵢⱼ 单位第 j 种产品和 𝑙ᵢ 小时活劳动。设一单位第 i 种产品中凝结的以往劳动和活劳动的总量为 𝑡ᵢ 小时。于是，我们有：

∑j=1naijtj+li=ti(aij≥0,li>0,i=1,2,…,n)(5.3)


在 (5.3) 中我们可以看到 n 元线性联立方程组，其中 n 个未知数 𝑡ᵢ 可以在技术条件的基础上，作为 𝑎ᵢⱼ 和 𝑙ᵢ 的因变量而被确定下来。[13]

因此，凝结在每单位产品中的抽象劳动量，是在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社会生产技术条件的社会关系中决定的。作为整体的生产技术的社会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在社会劳动分工中将过去与活的抽象劳动分配到各种有用具体形式中的客观基础。例如，在 (5.1) 的技术关系例子中，我们可以将一个自我再生产体系（维持生产一单位棉花作为净产品）的最低限度数量关系定义如下：

920 kg of coal+310 kg of iron+35 hour of labour→95 kg of coal35 kg of coal+25 kg of iron+25 hour of labour→65 kg of iron34 kg of coal+12 kg of iron+1 hour of labour→1 lb. of cotton.}




(95 kg of coal+65 kg of iron)+2 hours of labour→(95 kg of coal+65 kg of iron)+1 lb. of cotton.(5.4)


这就是斯拉法所称的“子体系”的情形。[14] 这是说明凝结在1磅棉花中的抽象劳动时间（本例中为2小时）如何在技术上可被确定的另一种方式。同时我们看到，正如上例所示，活劳动与死劳动在不同相关产业之间的分配平衡，必须建立在客观技术条件的基础之上。然而，生产的客观技术条件并不能完全决定最终产品的社会必要生产。如果棉花是最终产品之一，上面所阐述的技术条件并不能决定一年必须生产多少棉花。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需求……在这里显现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它决定着分配给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社会总劳动时间的配额”（第III卷，第774页）。社会需求的体系是在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复杂因素所决定和改变的，它归根到底（尽管并非很直接地）受到生产各种有用物品所具备的技术条件的制约。

在对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分析中，把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基本条件视作一般经济规范来考察时，我们无疑必须认识到，生产技术条件体系以及社会需求体系都是历史可变的。这些变迁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有能力生产超出直接劳动者必需消费资料之上的剩余产品。社会历史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正体现在各个社会根据处理剩余产品的社会关系，对生产条件和社会需求的变化所采取的控制方式上。然而，一旦生产技术条件体系以及由其满足的社会需求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关系中被给定，那么显而易见，一般经济规范的一个本质要素，就是必须在生产社会必要使用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量的基础上，将死劳动和活的抽象劳动时间分配到各种有用的具体形式中，以保证这些使用价值的再生产。无论这种涉及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经济规范是在社会主义计划中被自觉执行，还是像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那样不自觉地被推行，上述结论都是成立的。

剩余劳动

更确切地说，我们必须探问，受制于一般经济规范的抽象劳动量，是如何决定在各生产过程或产业之间转移产品的相互关系的。在假定存在社会劳动分工且生产技术条件体系给定的前提下，让我们来考察维持满足社会需求所必需的物品生产过程的前提条件。显而易见，生产该产业产出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量，必须能够重新提供给该产业，以便其维持生产。在概念上，这里的相互补偿并不局限于市场中的商品交换，而是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例如习惯性的相互赠送，或者自觉的社会主义计划下的相互调拨交付。无论如何，首先，一单位产品每次从一个产业交付给另一产业作为生产资料或消费资料使用时，至少从消耗的生产资料中转移过来的那部分劳动时间，必须以相同形式的必需生产资料返还给该产业。其次，除来自生产资料的死劳动外，凝结在一单位产品中的活劳动部分也必须能够得到补充。这具体是通过提供从事相应活劳动量所必需的劳动力来实现的。

为了给某一劳动过程或产业确保所需数量的劳动力，必须不断向工人提供维持该数量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15] 劳动力的维持与再生产是通过消费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来进行的。工人必需生活资料的范围和数量（如食物、衣服、住房、燃料、日用家具和器具），不仅“因一个国家的自然气候和其他物理特点而各不相同”，而且作为历史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第I卷，第275页）。生产技术条件并不直接决定工人必需生活资料的范围和数量，尽管前者可能间接影响后者。一年内社会有用净产品的总量（从年总产品中扣除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后得到），凝结了一年内在物质生产中耗费的社会活劳动时间总量。由一定活劳动时间总量所生产的有益净产品的范围和数量由技术体系所决定，并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增加。

如果社会净产品总量少于工人必需生活资料的总量，那么一部分生产资料就无法得到补充，社会生产规模就必定会缩减。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极个别的短暂时期（例如农作物歉收年份、剧烈经济危机或重大战争）之外，社会经济生活的一般条件就无法维持。相反，作为凝结了年度活劳动的社会净产品总量与工人必需生活资料之间的差额，通常必然存在着凝结了剩余劳动的剩余产品。凝结在工人必需生活资料中的活劳动部分被定义为必要劳动时间。人类具有广泛构想能力的从事劳动的基本能力，是劳动生产率变动与进步的根本源泉。这使得作为一般社会经济规范的剩余劳动能够生产并增加超出凝结必要劳动的剩余产品。诚然，在一般经济规范中，并不存在任何单纯的技术规则来决定社会年度活劳动总耗费中剩余劳动时间与必要劳动时间部分之间的比例。然而，必须承认，将劳动时间划分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是所有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人类经济生活的一个维度。单个工人在平均工作日中的劳动时间，在理论上同样可以划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

在《资本论》关于劳动过程的一节中，马克思未能论及剩余劳动作为人类经济生活的普遍条件而存在，因为他当时集中关注的是具体有用劳动这一维度。他是在资本价值增殖理论中首次提出剩余劳动概念的。然而，他后来指出，“剩余劳动不是资本发明的”，并继续指出：“任何地方，只要一部分社会成员垄断了生产资料，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之外，追加一部分劳动时间，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第I卷，第344页）。更一般地说，剩余劳动的社会职能并不局限于阶级社会中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生产财富，尽管在无阶级社会中，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将会消失。用马克思的话来说：

作为超出既定需要的劳动，某种形式的剩余劳动必定始终存在。只不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与在奴隶制度等之下一样，它具有一种对抗性的形式，而它的反面则是社会某一部分人的纯粹游手好闲。为了对付意外事故，为了适应需要的扩展和人口的增长而逐步扩大再生产过程（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叫做积累），需要一定量的剩余劳动。[16]（第III卷，第958页）。

当阶级社会中剩余劳动的对抗性形式被废除时，生产过程扩大的特征也将发生深刻变化。尽管“靠消耗最小的力量”来进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仍然是一项基本经济规范，但这种物质变换必须能够以一种理性的方式实现——包括与作为人类根本生存环境的自然界的其余部分形成更和谐的关系，“靠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把他们同自然的物质变换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第III卷，第959页）。资本主义工业中生产力发展的步伐和方向，不应被视为生产过程扩大的绝对自然路径。同时，在联合体社会主义社会中，由生产率提高而带来的剩余劳动时间可能的增加，完全可以转用于根据人类生活需要的发展而增加必要劳动时间，或者用于缩短工作日以增加自由时间或“所有人的可支配时间”。[17] 阶级社会中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对立关系将不复存在。

因此，从人类历史的长远视角来看，必须注意到，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处理基于劳动的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的方式存在着诸多不同方面。作为一般经济规则，尤其是在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和内容、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以及工作日中的劳动时间与可支配自由时间的比例方面，并不存在任何自然宿命或机械的决定规则。然而，一旦生产技术体系、工作日长度、年工作日天数以及工人必需生活资料的平均实物量（每一项都包含决定它们的历史和社会因素）被给定，那么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量，以及二者之间的比例，也就被确定了下来。

无论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比例如何，劳动者不断获得由历史所决定的必需生活资料连同凝结在其中的必要劳动时间，是一切社会形态共有的经济生活普遍条件。作为整体，这一条件也表现为通过消费由一部分劳动耗费所生产的生活资料以维持劳动力自身再生产的普遍社会必然性。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本小节最初的问题，考察产业之间相互转移的劳动时间所固有的数量关系。

让我们暂时假定所有产业都具有一组由简单劳动和单一产品构成的代表性生产技术条件。那么，正如我们所见，由过去劳动和活劳动凝结在每单位产品中的劳动时间量就被确定了。只要每个产业都必须至少维持现有的生产水平以满足社会对其产品的需求，在其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就必须能够在社会劳动分工体系中重新获得。然而，活劳动部分是通过向各个产业的工人提供包含必要劳动时间（少于所耗费的活劳动总量）的生活资料而得到间接补充的。因此，作为剩余劳动凝结在其产品中的那部分活劳动，并不需要以来自其他劳动过程的产品的形式被完全重新获得。只要工人获得并消费了采取必需生活资料形式的必要劳动时间，他们就能够在劳动过程中耗费更大量的活劳动。这与从生产资料转移过来的以往劳动部分截然不同，因为以往劳动部分必须至少以来自其他劳动过程的产品的形式按等量得到补充。

这些条件构成了一般经济规范的一个扩展部分，并且可以通过扩展前面纺纱的数值例子来说明。假定在当前的社会生产条件下，12小时的工作日平均由6小时必要劳动和相同长度的剩余劳动组成。前面例子中的纺纱工人在每天12小时的劳动中，通过消耗代表8小时过去劳动的半枚纱锭，将包含40小时过去劳动的20磅棉花转化为20磅棉纱。因此，20磅棉纱总共凝结了60小时劳动，即48小时过去劳动和纺纱过程中的12小时活劳动。当包含60小时凝结劳动的每20磅棉纱被交付给另一个劳动过程（例如织布）或用于个人消费时，为了维持其再生产，平均而言必须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至少48小时劳动（即20磅棉花和半枚纱锭），连同以必需生活资料形式存在的6小时劳动，相互补偿地重新投入纺纱过程。通过消费具有6小时必要劳动时间的必需生活资料，纺纱工人每天能够重复进行12小时的劳动，制造出20磅棉纱。因此，维持纺纱劳动过程的最低必要条件，绝不是同其他产业进行等量劳动交换。相对于20磅棉纱中的60小时劳动，必须重新分配给纺纱过程（用于劳动力与不变资本两者）的来自其他产业的产品形式的劳动，作为维持其再生产的最低要求，是54（48+6）小时而非60小时劳动。[18]

相反，对于剩余劳动而言，不存在这样一种分配劳动的普遍经济规则。与其他劳动时间部分不同，凝结在20磅棉纱中的6小时剩余劳动部分，并不需要由纺纱部门以其他产品的形式重新获得。更一般地说，按不成比例于各生产过程所凝结的剩余劳动时间量的份额来分配剩余劳动时间，或者脱离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地而单独消费其成果，并不妨碍社会再生产的一般规则。换言之，从各劳动过程以其产品形式输出的劳动时间量，与该过程以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形式从其他过程（直接或间接）输入的劳动时间量之间，完全可以是不平等的。因此，剩余劳动部分赋予了劳动分配的一般经济规范以弹性或自由度。

这种在处理剩余劳动及其产品方面的根本自由度，一方面构成了统治阶级在各种阶级社会形式中占有它们的基石。另一方面，这种弹性也为商品经济侵入中心生产关系受制于专制或共同体社会秩序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空间。资本主义在劳动力商品形式的基础上，完全通过商品经济秩序组织了其核心生产关系，并形成了一个极为特殊的阶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剩余劳动的占有和分配是通过商品交易来实现的。在这个彻底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劳动与生产过程中的一般经济规范必须完全通过商品关系来维持。于是，一般劳动与生产过程中抽象劳动的数量关系，必定表现为商品价值关系的社会实体，并成为具有社会必然性地调节商品价值的实体基础。与此同时，劳动与生产过程表现为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

5.2 价值规律与价值增殖过程

商品产品的劳动价值论

与古典学派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可以建立在价值形式与作为一般经济调节机制的劳动时间数量关系的区分之上。显而易见，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劳动产品中凝结的劳动时间并不总是通过价值形式的存在来处理的。然而，当劳动产品作为商品被反复交换时，凝结在其中的劳动量必定会或多或少地调节其价格，并成为价值形式背后的实体。因为某种商品的价格如果相对于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过于不利，迟早必定会导致供给减少，从而引起价格上涨；反之亦然。就此而言，价值规律——即在凝结劳动时间的基础上调节商品价值——即使在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也必定起作用。然而，只要核心生产关系受制于专制或共同体的规约，其运作就不可能是顺畅且确定的。在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无法证明价值规律的社会必然性。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情况则完全不同，在那里，一般劳动与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数量关系完全转变为价值关系的社会实体。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的运作和作用，应当以资本主义经济所展示的价值规律作为理论参照系来理解和研究。[19]

在价值规律中，有三个方面有待阐明：即（1）将价值实体确定为生产商品所必需的抽象劳动时间的凝结；（2）通过价值形式（或基准价格）由价值实体来调节交换比例；（3）通过价值关系来调整各种有用形式或生产部门的劳动分配以满足社会需求。未能将这三个方面区分开来且常常混为一谈，一直是劳动价值论研究与争论中混乱的根源。特别是关于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往往被拿来作为怀疑第一个方面的根据。如果我们把涉及基准价格所体现的交换比例的第二个方面区分开来，我们就可以从前面的讨论中轻而易举地理解价值规律的第一项、也是更为根本的内容。

让我们继续假定在社会生产技术条件体系下，各个生产领域都由非熟练的简单劳动生产单一产品。那么，生产每种单位产品所必需的抽象劳动量，就可以从生产的实物数据中确定下来。尽管它确实包含从生产资料转移过来的以往劳动部分，但该部分的大小是由当前的生产条件而非历史条件决定的。因此，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意味着再生产一单位产品所必需的劳动量，而不是历史上过去实际耗费的劳动量。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有产品基本上都是作为资本用于出售的商品而生产的。凝结在产品中的抽象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下无一例外地构成商品价值的共同实体。只要涉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商品产品，我们必然在理论上能够在商品价值形式背后，找到并确定作为价值社会实体的抽象劳动凝结。

与商品产品不同，人类劳动力不是劳动产品，因此并不直接凝结任何劳动时间。所以劳动力商品本身并不直接内含价值实体，尽管劳动力作为商品的买卖，是资本主义作为“用商品生产商品”的社会生产体系所不可或缺的前提。然而，劳动力必须通过消费必需生活资料连同凝结在其中的必要劳动时间来实现再生产。只要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体系必须确保劳动力的再生产，它就必须把凝结在必需生活资料中的劳动时间，视为再生产劳动力商品所必需的时间，亦即该商品的价值实体。

投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的价值实体，仅仅作为过去（死）劳动的份额转移到商品产品的价值实体中。它被称为“不变资本（c）”，因为它的量在从生产资料转移过去劳动的过程中只是被保持不变。相反，投在劳动力商品上的资本的价值实体被称为“可变资本（v）”，因为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它不是被转移，而是根本上被再生产出来并发生量的增殖。更确切地说，当可变资本的价值实体作为换取劳动力使用的代价给予工人时，对资本而言它就已经付出了。然而，在消费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的过程中，资本能够获得活劳动的全部成果，这一成果不仅再生产出可变资本（v）的实体，而且通过剩余劳动追加了剩余价值（s）的实体。总的说来，工人将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以换取作为劳动力商品（L）价值形式的工资，并用工资从资本家那里买回自己生产的一部分产品。在象征符号上，我们可以将这些关系表述如下：

Figure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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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展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组成部分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它包含若干节点和箭头：


	顶行： M - C（左）、C' - M'（右）以及 (𝐶+𝑉+𝑆)（最右）。

	底行： 𝐿−𝑀−𝐶₍ᵥ₎−𝐾−𝐿。

	中心圆环： 顶部标注“转移”，底部标注“价值形成与增殖”。圆环内部，一条标注为 P 的虚线连接 C 与 C'。

	箭头：

	从 M 指向 C 的实线箭头。

	从 L 指向 M 的实线箭头。

	从 M 指向 𝐶₍ᵥ₎ 的实线箭头。

	从 𝐶₍ᵥ₎ 指向 K 的实线箭头。

	从 K 指向 L 的实线箭头。

	从 L 指向 C' 的实线箭头。

	从 C' 指向 M' 的实线箭头。

	从 C 到 C' 标注为“转移”的弧形箭头。

	从 C' 到 M' 标注为“价值形成与增殖”的弧形箭头。

	从 C 到 C' 标注为 𝑃𝑚(𝑐) 的虚线箭头。

	从 C 到 C' 标注为 𝐿(𝑣) 的虚线箭头。



其中 M 代表货币；C 代表商品；𝑃𝑚 代表生产资料；P 代表生产过程；K 代表消费。

假定前面例子中的20磅棉纱现在作为资本的商品产品来生产。那么，总共凝结在其中的60小时抽象劳动就成为其价值实体，而在60小时中，48小时是不变资本的转移实体，6小时是可变资本的再生产价值，另外6小时构成追加的剩余价值实体。换言之，20磅棉纱的60小时价值实体 = 按小时计的 (48𝑐+6𝑣+6𝑠)。更一般地说，一单位第 i 种商品（按小时计的 𝑎ᵢ）的价值实体由这三部分组成：

ai=ci+vi+si(1)


如果像新古典学派和新李嘉图学派所认为的那样，经济学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仅仅归结为市场上价格的决定，那么对价值的劳动实体的分析充其量只能被指责为多余之举。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关切的更宽广的社会历史视角来看，阐明作为价值形式的价格与作为基本社会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凝结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是绝对必要的。在这方面，劳动价值论究竟是被判定为多余还是非多余，完全取决于经济理论所设定的任务范围。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特殊性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了系统的阐明，这正是通过阐明不同社会形态所共有的普遍经济规则，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价值形式及其特有的矛盾来运作而实现的。

对于这样一个理论主题，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开篇所阐发的）抽离价值形式而直接将价值视为抽象劳动凝结的价值观念，并不十分适用。这种观念与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相去不远，甚至可以被视为《资本论》中的古典学派残余。在古典理论中，市场中的均衡价格与商品中凝结的劳动时间数量关系，被认为自然而和谐地彼此一致。因此，人们认为通过均衡价格实现商品间劳动时间的等价交换，是自然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尽管马克思通过创立价值形式理论，开辟了一条批判性走出古典自然主义价值规律观的道路，但他在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之间的质的区分，并未伴随对关于价值规律基本内容的古典观念进行清晰彻底的量的批判。正如在古典学派中一样，在马克思那里，商品中凝结的劳动时间的等量交换同样被视为价值规律的本质内容。因此，从量的角度来看，作为价值形式的基准价格往往被当作商品中凝结劳动的价值实体的直接成比例的形式表达。关于价值规律的内容，马克思并未阐明价值形式特征中相对自主的一个维度，这一维度构成了独立于一般经济规范内实体性劳动社会关系之外的市场机制。

宇野对价值形式理论的纯化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进展，更清晰地区分了价值形式相对自主的特征与劳动的社会数量关系。然而，在资本主义价值形成过程理论中阐述劳动价值论时，他仍然追随李嘉图和马克思，把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表现为通过与劳动实体直接成比例的价格实现商品中凝结劳动时间的等价交换。

一般而言，除了将价值规律表现为纯粹理论假说或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秩序的立场之外，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从实体上把价值规律表现为商品间劳动时间等价交换的立场，在形式上有四种可能的立场。让我们考察包括宇野在内的这四种可能立场及其存在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与工人之间的竞争通常趋向于使各产业之间的剩余价值率（si′=SiVi）和利润率（𝑝ᵢ’）平均化。工人会离开工作日较长或工资低于其他部门的产业，涌入工作条件较好的产业，从而通过竞争使二者趋于一致。

第一，在假定剩余价值率相等的前提下，如果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撇开会使利润率平均化的资本之间的竞争，我们或许能够维持一种将价值规律视为劳动时间等价交换的立场。采取这种立场的一个可能理由是，在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理论中，尚不需要考虑资本之间的竞争。在这种立场下，当假定价格与商品产品中凝结的劳动时间直接成比例时，利润率就必定被设想为是不相等的，这反映了具有不同技术基础的各产业之间资本构成（civi）的差异。（马克思把这种比率（civi），即“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这种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第I卷，第762页。这一概念既适用于整个经济，也适用于个别产业，并且常常被简称为资本构成。）为了简便起见，让我们假定所有产业的资本周转期均为一年，并且不存在存续期超过一年的固定资本。那么在所假定的价格条件下，第 i 个产业的利润率即为：

pi′=sici+vi=si′ci/vi+1(5.2)


因此，资本构成较高（即 𝑐ᵢ/𝑣ᵢ 较大）的产业部门的利润率必然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反之亦然。尽管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领域中，确实无须详细考察资本之间的竞争，但认为价值规律会合乎规律地导致这种利润率差异的观念，未免过于脱离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特征，因而是不现实且不恰当的。

其次，第二种情况，如果不存在不变资本，即 𝑐ᵢ=0，那么利润率 𝑝ᵢ’ 就必然等同于剩余价值率 𝑠ᵢ’，并且通过价格与商品中所耗费的劳动实体成正比而在各产业部门之间平均化。这种立场十分接近李嘉图在其《原理》中对劳动价值论的阐述——即在他通过考虑固定且耐久资本（其影响在实质上等同于不变资本的影响）对该理论进行修正之前的阐述。正如马克思批评将过去的不变资本 c 反复分解为 v+m 是古典学派的“v+m”教条一样，一个不存在不变资本的资本主义经济不仅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在价值规律的作用机制上也是具有误导性的。

第三，如果假设各产业部门的资本构成 𝑐ᵢ/𝑣ᵢ 均相等，那么利润率就必然通过价格与劳动实体成比例而平均化。这一立场看似比其他立场更为合理，并可作为基于价值规律作用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作的初步假说性解释。在遵循这一逻辑顺序时，必须从一开始就指出该假设的不现实的假说性质，以及取消该假设时可能发生变动的范围。

第四，如果不存在剩余价值，即 𝑠ᵢ’=0，那么各产业部门至少维持现有生产规模的前提，只能是价格与商品中物化的抽象劳动量成比例。均衡价格必然是使利润率为零（ 𝑝ᵢ’=0）的价格，否则价格较低的某些部门的规模必然会缩减，进而因无法满足市场上对其产品的社会需求而导致价格随后上涨。在第四种假设下（以及在更严格的数学定义下的第三种假设下），断言存在此类均衡价格的劳动价值论的可行性，甚至得到了像P·萨缪尔森和M·森岛等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普遍承认。[20]宇野在其《原理》中对劳动价值论的阐述，也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依赖于该假设的理论，因为他在引入基于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价值增殖过程概念之前，首先使用的是其必要劳动时间范围内的价值形成过程概念来阐述劳动价值论的。

尽管正如我们稍后将要看到的，这第四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再生产的一般经济条件与价值规律作用之间的关系，但就其本身而言仍然是不现实的，甚至显得微不足道，因为除了短暂的危机时期外，一个没有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资本主义经济总体上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我们在本书第9章中将要看到的，导致资本受损的剧烈经济危机必然会周期性发生，但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这些危机实际上也都会被克服。因此，如果不把价值规律与剩余劳动联系起来考察，那么对特定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价值规律的阐述就绝不可能是完整的。

由于表明价格与商品的劳动实体成正比的所有四种典型立场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我们必须通过构建一种某种程度上崭新的价格理论来对它们提出挑战，这种价格理论并不完全把商品中所物化的劳动时间的等价交换作为价值规律的实体性内容。[21]在讨论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时（见第4章第4.2节），我们已经看到，在波动的市场中，基准价格表现为竞争性可再生产商品的价值形式。这种基准价格在实际上并不一定直接与商品中的劳动实体成正比。然而，如果第 i 种商品的价格不足以通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形式来补偿所耗费的劳动部分（ 𝑐ᵢ+𝑣ᵢ），从而在市场价格体系的参数范围内维持生产过程，那么第 i 种商品的生产量就不得不缩减，结果其价格必然上涨，以使社会供求达成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规律仍必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基本经济条件发挥作用。

在资本家看来，商品的基准价格必须至少补偿成本价格，即所耗费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格总和（ 𝑘ᵢ=𝑐ᵢ+𝑣ᵢ）。此外，它还必须为生产该商品所预付的总资本提供一个正常或平均的利润率 𝑝ᵢ’（从而价格为 𝑘ᵢ(1+𝑝ᵢ’)）。因此，商品的基准价格就是在正常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再生产该商品的价格。只要利润率为正，基准价格就总会在物质上再生产该商品所绝对必需的成本价格之上留出一个额外差额。所以，基准价格无须与商品中所物化的劳动实体直接成正比。然而，基准价格对与劳动实体成比例的价值价格的任何偏离，都必须被限制在剩余劳动在各产业部门之间重新分配的范围之内。换言之，由商品中物化的价值实体对价格的调节，在通过利润形式交换剩余劳动的过程中具有弹性。

例如，通过假设每种商品的两小时价值劳动实体都均等地表现为1先令的价格，马克思对价值形成和价值增殖过程作了如下说明。当通过6小时活劳动纺出10磅纱，并消耗物化在10磅棉花和四分之一个纱锭中的24小时过去劳动时，10磅纱总共包含30小时的劳动实体，其价格必然是15先令。如果一个工人每天必需的生活资料包含6小时劳动，那么一天劳动力的价值实体就是6小时劳动，并表现为3先令。纺纱资本家支付12先令购买生产资料（棉花和纱锭），支付3先令购买劳动力，在6小时的价值形成过程中生产出价值15先令的10磅纱。如果这种没有剩余劳动的价值形成过程在所有工业中普遍存在，那么基准价格就必然以这种方式与商品中的劳动实体直接成正比。假定包含24小时劳动实体的生产资料（棉花和纱锭）的价格由12先令变为13先令，而其他条件保持不变，那么纺纱资本家就必须缩减其生产。一个产业部门的任何收益都将导致其他产业部门的某种损失和生产缩减。

当价值形成过程延伸为价值增殖过程时，这种严格的正比例关系便不再成立。纺纱资本家现在每天用12小时活劳动生产20磅纱，消耗物化在20磅棉花和半个纱锭中的48小时过去劳动。如果像马克思继续假设的那样，两小时劳动实体按比例表现为1先令，那么资本家按30先令出售包含60小时劳动的20磅纱，在扣除作为生产费用的24先令生产资料价格和3先令一天劳动力价格之后，获得3先令的剩余价值。然而，只要剩余价值代表的是可以弹性支配、不受再生产最低要求束缚的那部分劳动时间，价值的劳动实体与商品价格之间就不必维持这种严格的正比例关系。例如，包含48小时劳动实体的生产资料（棉花和纱锭）的价格现在可能变为26先令而不是24先令，而其他价格保持不变。纺纱资本家仍然可以获得剩余价值，但只有1先令（ 30−26−3=1），利润率为3.4%（ 1/29），而不是带来11.1%利润率的3先令剩余价值。或者，包含60小时劳动实体的20磅纱的价格假定变为29先令，而包含6小时劳动实体的生活资料价格为3先令，包含48小时的生产资料价格为25先令。此时纺纱资本家将获得1先令剩余价值，利润率为3.6%（ 1/28）。不论价格的相对关系如何，基准价格都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通过20磅包含60小时劳动实体的纱的交换，至少能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形式为纺纱过程补充54小时的劳动实体。因此，通过价值形式进行的劳动实体交换可能是不平等的，但这种不平等必须限制在各产业部门之间重新分配剩余劳动的范围之内。

正如我们将在第7章中看到的，资本主义竞争决定了基准价格，以便以生产价格的形式在各产业部门之间平均化利润率。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逻辑时，我们必须牢记：作为价值规律的一个方面，由商品中的劳动实体对基准价格所进行的调节，在剩余劳动的范围内为不等价的劳动交换留有了余地。因此，作为价值形式的基准价格总体上受价值的劳动实体调节，并在商品产出的剩余劳动不等价交换范围内具有这种浮动空间。价格围绕基准价格的自发盲目波动也是可能的，而且通常处于剩余劳动重新分配的范围之内，这是价值规律的一种更为具体的形式。

劳动力价值

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实体必须间接地定义为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中物化的劳动实体，因为劳动力并不是在劳动过程中由劳动直接生产出来的。每天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平均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实物范围，连同生产的技术条件一起，决定了一天劳动力商品价值的劳动实体量，即一个工作日中的必要劳动时间。必需生活资料的范围相对独立于生产的技术条件，并且包含着历史与社会的因素。更具体地说，必须考虑到历史上和社会中形成的雇佣工人的生活方式。

例如，“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总和，包括劳动力的替代者即工人的子女的生活资料，只有这样，这种特殊的商品所有者种族才能在市场上永远延续下去”（第1卷，第275页）。平均子女人数、通常的教育水平和费用，都是决定必需生活资料的因素。在退休老年工人通常依靠自己先前的积蓄生活或者作为家庭抚养成员生活的情况下，他的生活费用平均而言也必须计入必需的生活资料之中。如果教育费用的某一部分或老年人生活维持的某一部分由工人收入税收之外的社会基金承担，那么必需的生活资料或劳动力价值的实体内容就可能相应减少。一个家庭中工薪收入者的数量也会影响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不仅由维持成年工人个人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而且由维持工人家庭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机器把工人家庭的全体成员都抛到劳动市场上，就把男劳动力的价值分摊到他的全家上。因此，机器使男劳动力贬值了。”（第1卷，第518页）。近十年来，特别是在大萧条的压力下，已婚妇女走向劳动市场的动员得到加强，这对劳动力价值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当然，一个家庭中两名工人的总收入价值可能大于先前仅由家庭户主一人挣得的价值，但当一个家庭有两名工人成为普遍的生活方式时，人均的实体价值必然会下降。这种变化还会引起家务（影子）工作所承担的内容与作为商品购买的内容之间的分工改变，从而由内部扩大资本主义市场并削弱家庭生活的功能。[22]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正如我们稍后将要看到的（第9章），实际工资将根据劳动市场状况的变动而上涨和下跌，并通过这种波动逐渐在一个社会的一定时期内使工人的日常物质生活方式标准化。因此，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商业周期构成了一种具体的机制，通过该机制，实际工资的物质内容（包括社会和文化因素）得以改变并标准化。

无论如何，一旦某一时期雇佣工人每天平均必需的生活资料作为实际工资的基准内容被给定，正如我们所见（本章第5.1节），物化在其中的劳动实体就可以在现存生产技术条件的基础上确定下来。既然一天的劳动力必须通过消费必需的生活资料来维持和再生产，那么物化在这些生活资料中的劳动时间（假定为6小时），在理论上就被视为再生产劳动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因此，在劳动力商品价值实体的定义中存在着一种迂回，这反映了劳动力再生产的特殊性质。然而，从数量方面来看，劳动力商品与必需生活资料之间必须通过它们的价格实现劳动实体的等价交换。虽然设想这些商品之间劳动时间的等价交换看似同义反复，但它包含着重大的社会意义。作为一个阶级的雇佣工人，必须通过让渡其劳动力商品，换回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这部分劳动时间就是以生活资料形式表现的必要劳动时间，而将他们劳动时间的另一部分留作剩余价值的源泉。因此，劳动力价值的劳动实体概念构成了分析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基础。（请再次参阅图5.1。）

值得注意的是，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商品是一种独特的简单商品。与资本所生产的任何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再生产并不包含剩余劳动的凝结。其他商品产品可以在剩余劳动时间重新分配的范围内具有弹性地定价，而不必与价值的劳动实体直接成正比，但劳动力商品却不存在这种弹性。劳动力价值的价格形式与其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之间的比率，在根本上必须等于必需生活资料的基准价格与其劳动实体之间的比率，以维持某种劳动时间的等价交换。当生活资料的名义价格上升时（例如因货币商品的相对价值发生变化），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eteris paribus），作为劳动力价值形式的名义价格原则上也必然成比例地相应提高。在这方面，马克思在谈到生产价格偏离价值价格的影响时有些含混不清，他说：“工人为了买回这些商品（补偿这些商品），必须劳动较长或较短的时间，从而必须从事较多或较少的必要劳动，而如果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价格同它们的价值相一致，那本来是用不着这么多劳动的。”（第3卷，第309页；亦参见第3卷，第261页）。只要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理论指的是剩余价值在资本之间重新分配的逻辑，该理论就必须独立于更为根本的剩余价值生产关系的逻辑。如果生活资料的生产价格高于其价值价格（即设想为与劳动实体成比例的价格），那么名义工资率就必须足以在该价格水平上购买必需的生活资料。凯恩斯主义者极力强调的名义工资率的相对刚性，在短期内（尤其是在存在成熟工会以及大企业随后采取劳资管理策略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固然适用，但从长远来看，作为一种资本主义商品的基本普遍原则却站不住脚。至少，要找到令人信服的理论理由来解释工资率的这种刚性是相当困难的。这是一个值得注意并作进一步探讨的有趣问题。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原理论，作为劳动力价值形式的工资，应被理解为处于使劳动实体能够与必需生活资料进行等价交换的水平上。基准工资水平由我们所讨论的诸因素（包括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基本社会生产关系）所决定，而不仅是劳动市场波动的结果，也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某种先验刚性条件。社会基准工资在理论上必须定义为劳动力实体价值的形式，或者说，是通过消费在市场上购买的必需生活资料来再生产劳动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价值价格形式。[23]

“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上，工人的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格，表现为对一定量劳动支付的一定量货币”（第1卷，第675页）。马克思试图在这个意义上阐明“劳动力价值向工资的转化”，并指出诸如“劳动的价值”这类日常用语产生“于生产关系本身”（第1卷，第677页）。

尽管马克思阐明了诸如“劳动的价值”或工资等常识性观念是如何掩盖剥削的真实社会实体的，但他似乎未能成功地给出一种合乎逻辑的论证，说明为什么这些观念会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中产生出来。回顾历史，将工资视为所从事的全部工作或劳动的报酬这一观念，实际上并不是从劳动力价值的转化中确立起来的。早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拥有自己工具的各种手工业者或工匠（如园丁或理发师），就已经习惯以工资的形式获得其全部劳动的报酬。因此，工资形式本身是一般商品经济形式的一部分，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资本主义只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把这种工资形式接管过来用于雇佣工人。虽然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与独立的手工业者不同，实际上必须出卖其劳动力商品以换取维持其劳动力所需的日常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仅物化了一个工作日中的必要劳动时间），但在“劳动价值”观念下的工资却被设想为整个劳动日的全部报酬。正如马克思敏锐指出的那样，在这个意义上的工资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上掩盖了剩余价值的源泉。

将工资视为对工人全部劳动活动的完全支付这一观念，因一种相应的观念而得到相互强化——即认为资本是通过其创新性发展生产剩余价值的创造性主体。在这种关于资本的观念中，提高剩余价值生产效率的方法（正如我们在下一目中所将看到的）被误认为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在一天、一周或一个月全部劳动时间结束后才支付工资的普遍习惯，也强化了认为工资是对所耗费全部劳动的完全等价物的陈腐观念。后付工资的习惯也有更实质性的理由。资本家通过购买劳动力商品的契约并不能立即获得它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因为劳动力本身并不包含物化的劳动实体，其使用价值只有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支出劳动时才能获得。后付工资的习惯使资本能够在生产过程中确保工人对其从属地位，尽管在形式上这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自由平等的商品交换。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工资有两种基本形式，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鉴于资本主义倾向于在工厂和办公室中成批地对待工人，计时工资形式对于资本主义的核心工作场所来说更为适用。因此，马克思所说的“计件工资是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相适应的工资形式”（第1卷，第698页）是否成立是值得怀疑的。每小时的工资称为工资率，它通过将一天的劳动力的货币价值除以一个工作日的平均小时数来确定，并作为按日、按周或按月计算的计时工资的基础。由于这些形式的工资支付数额是根据总劳动时间以及工资率计算的，因此将工资视为所耗费全部劳动的完全等价物的观念就显得十分自然。计时工资的形式往往还会迫使工人自愿提供更长的劳动时间以增加其总收入，尤其是在工资率下降的萧条阶段。

计件工资是按加工的件数支付的，其费率是以计时工资率和估计每小时平均可生产的件数为基础的。这种工资支付形式表面上类似于手工业者计件劳动的报酬，从而进一步模糊了资本主义下工资的实际社会功能。在计件工资形式下，工人被迫自愿提高劳动强度以生产尽可能多的件数，从而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监督工人的成本与麻烦由此显然被省去了。因此，在分散的小工作场所中脱离资本家直接控制的工人（如当今的出租车司机），通常往往多多少少是以计件工资形式获得报酬的。

因此，无论采取哪种形式，工资不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它还在“劳动价值”观念下掩盖了劳动力价值作为工作日中必要劳动时间的实际实体，并通过驾驭工人自身的主观意愿，进一步诱导出更长且强度更高的劳动。

剩余价值的生产

只要资本按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支付了工资，它就完全有权支配作为劳动力实际支出的使用价值，并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则获得劳动活动的全部成果。总体而言，劳动者必须通过反复交付作为劳动力价值而获得的货币，从资本家手中买回他们在必要劳动时间内生产的生活资料。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为了换取劳动力价值而支出的劳动力，并不局限于再生产工人的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超出必要劳动时间的剩余劳动时间以及由此产生的剩余产品被资本所占有，并构成了剩余价值的社会实体。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实体与剩余价值的价值实体之间的这种社会关系，是资本最基本的内在生产关系。

作为可变资本投入劳动力商品的资本价值部分，在实质上是通过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支出被重新创造并进一步增殖的。相反，作为不变资本投入生产资料的资本部分，其劳动实体并不发生变化，尽管其职能在于协助可变资本发挥作用。因此，就直接关系而言，就劳动实体来说，剩余价值（ s）纯粹是投入劳动力的可变资本（ v）发挥作用的结果。为了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首先需要提高剩余价值率 𝑠/𝑣。这一剩余价值率标志着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产品（ v + s）在属于资本家的剩余价值部分和归还给工人的劳动力价值部分之间的社会分配关系。它代表了资本主义下工人的受剥削程度。

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实质上基于剩余价值率 𝑠/𝑣 所表达的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因此，通过将工作日延长到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之外来占有剩余劳动时间，是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绝对方法。[24]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动机是获取越来越大的剩余价值，资本企图尽可能地延长工作日。与此同时，提高劳动强度也被资本所追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价值规律在社会和技术条件的基础上决定了劳动力价值的劳动实体，但它无法规定在利用劳动力商品使用价值的过程中，一天之内的劳动要进行多久以及强度多大。从工人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基本上是为他人进行的异化劳动，因此劳动的延长和强化完全不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因此，只要不容易被替代的熟练工人能够决定生产过程的节奏，资本就无法有效消除工人对劳动延长和强化的反抗。正如马克思所阐明的：“资本花费了几个世纪才把工作日延长到正常的最长界限，然后又越过这个界限，延长到12小时的自然日的界限，而在18世纪最后30年大工业出现以后，就发生了一场像雪崩一样猛烈、超出一切限度的冲击。道德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第1卷，第389—390页）。面对资本家的阻抗，作为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同时结合维持和再生产健康劳动人口的实际社会必要性，正常工作日最终不得不通过立法予以规定。在工作日受到生理和社会两方面的限制既定之后，资本依然力图通过发展生产力以及提高劳动强度，相对地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通过在既定长度的工作日内缩短必要劳动时间部分来实现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工作日中的必要劳动时间，间接地由每天再生产一个工人的平均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如果通过在直接和间接生产生活资料的产业部门中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物化在必需生活资料中的劳动实体，从而缩短一天中的必要劳动时间，那么剩余劳动时间的部分就可以相对增加。因此，相对剩余价值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因为它不可能由单个资本家通过个别地延长工作日来获得，而是需要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以使必需生活资料便宜，从而降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

这就是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竭力发展自然科学与技术，实现比以往任何社会都快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社会基础。在不久前，特别是在工人地位较为强势的繁荣阶段，工商业界通常要求制定所谓的“指导方针”，将实际工资的增长上限规定为与生产率的增长成比例。这种要求体现了资本家希望不因工资上涨而降低剩余价值率 𝑠/𝑣 的愿望。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目睹的，在萧条阶段，停滞的实际工资与通过“合理化”实现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之间的差距往往会拉大，从而使相对剩余价值的大力生产成为可能。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在既不提供必要生活资料也不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的那些生产部门中（例如，按斯拉法术语属于非基础产品的奢侈品或武器生产部门[25]——M. I.），生产力的提高不会影响劳动力的价值”（第1卷，第432页），因而并不直接有助于相对剩余价值的社会生产。然而，这类工业部门的技术发明很可能应用于其他部门，从而间接地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相关联。

社会剩余价值生产的推动力，实际上在于个别资本家为了获取超额剩余价值而改进自身生产方法的企图。一个成功引入了相比该部门占统治地位的代表性方法在技术上格外优越的生产方法的资本家，缩短了生产单位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并降低了成本，同时他又能按基于该部门一般生产条件所估计的社会价值来出售该产品。由这种资本家所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必然随着其生产方法在整个产业部门的逐渐普及而消失，产品的社会价值也相应下降。因此，超额剩余价值的获取，前提是其他资本家立即引入新技术生产方法存在或多或少的困难，这通常是因为放弃尚有残值的现存设备需要付出成本。法律上的专利权制度进一步起到为首创资本家确保超额剩余价值的作用。在当今时代，巨型企业对研究与开发（R & D）日益增加的投资，也在很大程度上与获取这种剩余价值的可能性密切相关。

既然连生产奢侈品或武器等工业部门的资本家也可以通过技术革新获得超额剩余价值，那么即使不直接促进相对剩余价值的社会生产，超额剩余价值也是可以获得的。这里存在一个如何理解超额剩余价值实体的问题。据马克思说：“特别有生产力的劳动起着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的社会平均劳动创造的价值多。”（第1卷，第435页）。就超额剩余价值的源泉而言，这种观念是令人生疑的，因为具有相同劳动强度的工人在新技术普及时便不再带来超额剩余价值。在我看来，超额剩余价值的源泉在于通过价格机制（作为价值形式）对社会剩余劳动时间的重新分配，从而使得在新生产方法普及的过程中，要么将较少的剩余劳动实体分配给采用旧生产方法的其他资本家，要么随着商品产品价格的逐渐降低而从社会层面上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只要根据一切人类社会共有的普遍经济规范，一部分社会剩余劳动必须以某种方式弥补改进生产方法的成本，那么以超额剩余价值形式重新分配的资本主义剩余劳动部分在本质上就具有这样一种社会职能。[26]然而，关于有多大比例的社会剩余劳动要用于这种职能，并不存在由普遍经济规范确定的任何客观标准。而且，资本家以超额剩余价值形式获得的剩余劳动量，往往大大超过合理且实际改进生产方法所必需的劳动量。因此，它充当了技术创新的强烈激励。

正如马克思所阐明的，由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激励所驱动、并导致相对剩余价值社会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采取了三种基本形式：即协作、分工和机械化工厂制度。

与直至中世纪的个体农民农业和独立手工业相比，大量工人在工作场所中协同合作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尽管协作形式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新创造的，古代的巨型建筑工程便是一个例证。“工人有计划地同别人协同劳动，摆脱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他的种属能力。”（第1卷，第447页）。协作“在个人之间激起竞争心并提高他们的活力”，“由于共同使用而节约生产资料”，从而提高了劳动的生产力（出处同上）。与此同时，在协作的形式下，资本家可以不顾工人的个人差异，将他们的能力视为平均劳动力对待。

在协作的基础上，资本进一步以分工的形式组织工人。当工人被区分并固定于专门化的局部操作时，工人的熟练程度容易提高，从一种操作转换到另一种操作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得以节约，专门工具的改进得到促进，从而劳动生产率可以大大提高。工作场所分工的古典形态体现在被称为“工场手工业”（manufacture）的资本主义手工业工厂制度中。“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形式，它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占统治地位。这个时期大体上是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最后30年。”（第1卷，第455页）。

工场手工业比单纯的协作更充分地将工人置于资本的纪律和指挥之下，包括在工人中间建立等级结构。在提高资本的生产力的同时，它通过把工人变成局部固定技能的“畸形物”，压抑了工人的“整个一个世界的生产本能和才能”（第1卷，第481页）。资本主义在社会各产业部门之间是以一种非专制的、自发无序的方式发展分工的，相反，它在工场内部却以专制的权威秩序发展细部工场分工（参见第1卷，第477页）。只要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力仍然依赖于工人的熟练和技巧，资本主义生产在其扩张的速度、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以及对工作节奏和内容的支配方面就必然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它无法通过价格竞争彻底驱逐较小的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并且往往依赖通过转包合同由它们生产零部件。因此，“工场手工业既不能掌握全部社会生产，也不能根本变革全部社会生产。它作为经济上的巧妙建筑，矗立在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工业的广大基础之上。”（第1卷，第490页）。

机械化工厂制度将资本的生产力发展到了超出工场手工业局限的程度。在协作和分工的基础上，工业革命后拥有工作机或自动化生产设施的工厂制度分解了各种技能，并将大部分工厂工人转化为了无技能的简单劳动者。资本从而得以摆脱现有熟练工人数量的限制，弹性地扩大其生产。作为简单劳动者的工人不得不更加从属于资本，更加完全地受资本主义管理的控制。结果，劳动强度往往容易且反复地被提高。即使在劳动强度相同的情况下，通过引入新机器或新设施，生产率也可以轻易提高。由个别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可能性所驱动的社会规模上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由此通过机械化工厂制度得到了极大的便利和促进。正如我们所谈到的，伴随生产率提高而来的劳动力价值实体的贬值，往往因动员一个家庭中的多名工人的效应而进一步被放大。

机器在资本主义使用中的特定特征，不应被视为在其他类型社会中使用机器的一般必然特征。资本使用机器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并增加个别和社会的剩余价值，同时也是为了通过把工人变成具有广泛通用性的简单劳动者来便利对他们的统治。正如马克思早已指出的，机器“是镇压罢工即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专制统治的周期性暴动的最强有力的武器”（第1卷，第562页）。这种武器不仅在引入自动生产系统的最初阶段发挥作用，而且特别是在萧条阶段随着新“合理化”自动化系统的引入，反复有效地延续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作为这样一种武器，机器在资本主义下往往被滥用，而不是用来减轻劳动者的负担。另一方面，从成本的角度来看，资本使用机器的界限却被缩小了。资本家并不直接企图减少产品中物化的劳动实体，而是打算降低生产成本。他们使用机器的界限“是由机器本身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该价值总是小于通过劳动力的支出所创造的总劳动价值—— 𝑀.𝐼.）之间的差额决定的”（第1卷，第515页）。在这一背景下，劳动力的价值越低，或者一个工作日中的必要劳动时间越短，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界限就越狭窄。这或许是为什么在实际工资较高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在欠发达国家更容易引入更昂贵的新机器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大规模机器和生产设施一旦建立起来，往往会在一定时期内限制进一步的创新，因为它们需要在报废之前通过资本的反复周转逐步予以折旧。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和生产设施投资的动态过程，仍有待在我们稍后在第9章中讨论的资本积累和商业周期理论中进行更具体的考察。

无论如何，资本可以不顾工人的个人差异或技能，将劳动力的大部分核心部分视为一种简单的、通用的商品对待，从而弹性地扩大其生产。为追求个别超额剩余价值和社会相对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生产方法的发展，由此显然包含着使工人对资本的从属更加彻底、强化劳动与其自身作为资本发挥作用的产品之间的异化、并促进劳动力商品简单化的社会过程。资本在此获得了一种客观的技术基础，使其能够充当剩余价值生产的主体行动者。与此同时，一旦劳动力由此普遍转化为一种简单同质的商品，价值规律便能够在社会上充分发挥作用，包括根据需求的自发无序波动来调节劳动分配这一方面。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的那样，我们在价值理论中把熟练劳动或复杂工作还原为简单劳动的根据，固然与随着机械化工厂制度的确立而把劳动力视为简单同质商品的资本主义社会趋势密切相关，但并不局限于此。


第6章 价值实体理论的拓展

在论述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时，我们曾假定每个产业部门都使用简单劳动生产单一产品。然而，在界定价值的劳动实体时，如何处理熟练劳动或复杂劳动以及联合生产的问题，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除了第7章将要讨论的转形问题这一相关论题之外，这些问题也是新古典学派、新李嘉图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之可行性争论的焦点。在我看来，这些问题仍有待澄清，特别是从我们关于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的讨论视角来看更是如此。从这一角度重新审视这些问题，将深化我们对价值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解，从而也有助于为未来可能的社会主义经济提供更为坚实的参照坐标。

类似的理论关切也必须应用于再生产图式理论。再生产图式理论探讨的是，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再生产的一般物质条件是如何得以贯彻的。只要价值规律必须通过商品的价值关系来维系劳动与生产过程中的一般经济规范，那么它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绝对社会基础就展现在再生产图式理论之中。因此，我们必须确证对价值规律实体内容的理解，并考察再生产图式分析是否能够在商品产品所凝结的剩余劳动所允许的限度内，包容商品产品的价格形式与劳动实体之间可能出现的不相称。

6.1 价值理论中的复杂劳动

问题的缘起

尽管马克思在整部《资本论》中一般都是用简单平均劳动来揭示价值关系的社会实体，但他意识到，人类劳动的效果不仅由技术决定，而且由劳动的不同强度和熟练程度决定。例如，马克思在刚把商品价值定义为生产它们所耗费的凝结的人类劳动之后，就指出“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必须是平均的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接着写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第1卷，第129页）。在《资本论》第1章第1节阐述这一论述的语境中，马克思似乎主要是联系生产同种使用价值的同种劳动来考虑生产条件和劳动的性质的。在生产同种使用价值的情况下，在相同的生产条件下比较和衡量劳动的熟练程度与强度并不困难。我们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比较生产出的产品数量，假定熟练工人的劳动时间折算为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此外，资本主义生产的机械化工厂制度通常使相同生产条件下的劳动效率趋于均质化，从而使劳动资料成为生产率的主要决定因素。生产同种产品时，对生产率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往往是客观生产条件的差异，而不是工人个人能力的差异。至于每种商品代表性技术生产条件的确定，在此可以先置于一旁，而在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理论中另行分析，我们稍后将在第7章第2节讨论这一问题。因此，我们目前姑且假定生产同种使用价值的各种劳动都具有代表性的生产条件以及平均的劳动强度和熟练程度。

然而，在概念上，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强度问题不能局限于同种劳动。当马克思比较不同种类的有用劳动时，他提出了与简单平均劳动相对立的复杂劳动概念。复杂劳动可以看作是比起平均的简单或非熟练工人受过更好培训或教育的熟练工人劳动力的耗费。在物理上，要比较和衡量不同种类的有用劳动之间不同的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无疑是困难的，甚至是绝不可能的，因为由此产生的不同使用价值无法直接进行通约。只要马克思是在简单商品交换的框架内讨论价值实体，资本主义将绝大多数劳动视为可相互替代的简单劳动的社会机制，就无法在逻辑上展现出来。单纯的商品交换关系与资本主义经济不同，它无法提供将简单非熟练劳动确立为价值关系的共同一般实体的社会基础。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章中关于把复杂劳动折算为简单劳动的解释，缺乏现实且明确的社会基础，确实存在理论疑难：

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折算是在不断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是由习惯确定的。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这样就省去了折算的麻烦。（第1卷，第135页）。

“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究竟是什么意思？在这一语境下，该过程很可以被解释为“在生产者背后”所进行的市场交换关系。马克思至少没有说明，如果不通过商品价值来进行折算——而这种折算似乎暗示着这里的交换价值决定了劳动价值，而不是相反——复杂劳动时间如何在社会层面上被计量为多倍的简单劳动时间。从把所有经济问题都归结为市场内部价格决定的庸俗经济学观点来看，这一点自然被视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个重大破绽。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第一位主要批评者庞巴维克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马克思在这里似乎是用市场上形成的交换价值来界定劳动时间的计量，而他最初的意图则是用商品中所凝结的劳动时间来解释交换价值。这难道不是构成了“循环解释”吗？[1]

对于马克思关于复杂熟练劳动的论述，是否存在其他可能的解释？针对庞巴维克式的批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家试图通过分析复杂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求助于市场的作用，来证明复杂劳动可以折算为多倍的简单劳动。他们通常引用并依据《资本论》第1卷第7章“价值增殖过程”一节中马克思的如下论述：

比社会平均劳动更高级、更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支出，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但是，不管纺纱工人的劳动和首饰工人的劳动在熟练程度上有多大差别，首饰工人借以仅仅补偿自己劳动力的价值的那部分劳动，同他借以创造剩余价值的那部分追加劳动，在质上没有任何区别。（第1卷，第305页）。

接受马克思对复杂劳动力价值的定义似乎并没有什么困难。如同简单劳动力的价值一样，它被定义为生产这种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量。真正的问题在于复杂劳动力的价值与这种劳动力的耗费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关系。上面引文中的第二句话以“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开头，对此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释。

（1）如果该短语的意思是“虽然这种劳动力具有较高的价值”，而不表示因果关系，那么耗费这种劳动力所物化的较高价值，仍可被解释为是由市场中的交换比例决定的。尽管鲁宾学派倾向于接受这种解释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属于特例，但它可能与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2节的前述引文中的暗示相吻合。然而，为了反对庞巴维克式的批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对该短语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坚持认为复杂劳动力的较高价值与该劳动力所创造的较高价值之间存在因果关联。

（2）作为对上述引文的形式主义解释，较高级的熟练劳动可以被视为能够以某种方式按其自身价值的比例创造出更高的价值。例如，E. 伯恩施坦就坚持这种解释。[2] 这种观点显然允许采用在理论上十分便利的假定，即不同种类复杂劳动之间的剩余价值率（𝑠’ᵢ=𝑠ᵢ/𝑣ᵢ）是相等的。然而，这种观点同马克思的原理论相抵触，因为马克思有力地证明了：在一天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中实现的劳动力使用价值，与作为再生产一天劳动力所需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力价值实体，是独立决定的。鉴于这一基本立场，我们不能机械地假定各种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的价值与其价值产品成正比，或者假定它们的剩余价值率相等。因此，希法亭既反对庞巴维克的批评，也反对伯恩施坦的表述，并提出了如下第三种解释。

（3）根据希法亭的解释[3]，复杂劳动动员并转移了生产熟练劳动力所必需的一系列简单劳动。正如十节电池串联起来可以产生单节电池十倍的电能一样，一系列或一套组合起来的必要教育和培训劳动潜在地蓄积在熟练工人的素质中，并通过其劳动转移到商品产品中去。只要过去的教育或培训劳动构成了复杂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它就会像不变资本的价值一样，在数量不变的情况下转移到商品产品中。这样，对于雇佣熟练工人的资本家来说，剩余价值就只能从这些工人新耗费的劳动中榨取。因此，尽管熟练工人在同等时间内物化在商品产品中的劳动量较多，但他们的受剥削率必定低于简单劳动者的情况。

这第三种解释似乎最符合根据劳动时间在技术上决定价值的观点，因而被视为复杂劳动问题的经典解决方案。然而，它并不是终极的解决方案。在近期的价值论争中，人们继续从各种不同角度探讨这一问题。

近期的技术分析

在希法亭的解决方案中，教育劳动的作用与熟练工人自身劳动的作用并没有被十分明确地区分开来。同样模糊不清的是，当熟练工人自身的劳动与其能力中所蓄积的教育劳动相分离时，它究竟是否应当被视为普通的简单劳动。此外，如何将教育过程中的复杂劳动分解为简单劳动，也仍有待澄清。

置盐信雄[4]，继而是B. 罗索恩[5]拓展了希法亭的方法，并给出了更为形式化的阐述。这里我简要概述一下罗索恩的阐述：首先假定有标记为1, 2, . . . , n的n种不同商品，以及标记为0, 1, 2, . . . , m的𝑚+1种不同类型的劳动。假定生产一单位商品j需要每种r类型劳动1ᵣⱼ单位，以及每种商品i的𝑎ᵢⱼ单位。那么，如果r类型的工人在其平均寿命中耗费的一单位劳动相当于𝜙ᵣ单位非熟练劳动，则一单位商品j的价值由下式给出：

σj=∑rϕr1rj+∑iσiaij(6.1)


由于各项1ᵣⱼ和𝑎ᵢⱼ是由技术决定的，因此在n个方程中有𝑛+𝑚+1个未知数（𝜎ᵢ和𝜙ᵣ）。设𝜎ₛ^{}为一单位s型熟练技能所包含的非熟练劳动量。遵循希法亭的观点，这里在某种意义上假定了熟练劳动力中的技能可以通过一定量的抽象人类劳动生产出来，因而可以用非熟练劳动单位来计算。这样，该类型工人在平均寿命中的一单位劳动，就等于该工人自身的一单位非熟练劳动加上其技能中所凝结的𝜎ₛ^{}单位非熟练劳动。因此：

ϕs=1+σs*(6.2)


进一步假定，生产一单位s型技能需要受训者自身付出𝑡ₛ^{}单位非熟练劳动，加上每种r类型劳动1ᵣₛ^{}单位，再加上每种商品i的𝑎ᵢₛ^{}单位。由于每单位r型劳动相当于𝜙ᵣ单位非熟练劳动，且每单位商品i包含𝜎ᵢ单位非熟练劳动，因此𝜎ₛ^{}可表示为：

σs*=ts*+∑rϕr1rs*+∑iσiais*(6.3)


由方程（6.2）和（6.3）可得：

ϕs=(1+ts*)+∑rϕr1rs*+∑iσiais*(6.4)


我们可以假定在该经济体系中，0型劳动为简单非熟练劳动，这意味着：

ϕ0=1(6.5)


将（6.1）、（6.4）和（6.5）联立起来，我们现在就有了𝑛+𝑚+1个方程，在绝大多数条件下，这足以同时确定各个价值𝜎ᵢ和折算系数𝜙ᵣ。

显然，这种形式的解法可以独立于工资来界定价值实体，从而避免了循环论证的不一致性。如果我们沿着同样的思路探讨，可以假定s型工人作为受雇者和受训者总共付出(1+𝑡ₛ^{})单位自身劳动，并且每单位劳动通过工资获得一束商品(b1s,b2s,…,bns)。那么，相对于他们自身的总劳动(1+𝑡ₛ^{})而言，其有酬劳动等于(1+𝑡ₛ^{*})∑ᵢ𝜎ᵢ𝑏ᵢₛ。剩余劳动率𝑒ₛ的计算如下：

es=(1+ts*)−(1+ts*)∑iσibis(1+ts*)∑iσibis=1−∑iσibis∑iσibis(6.6)


在置盐—罗索恩式的这一表述中，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熟练工人自身的劳动与他人提供的教育劳动被明确区分开来，并被视为非熟练的简单劳动。置盐和罗索恩并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也没有为其提供理论论证。然而，这不仅是一个技术关键点，而且可能引导我们对人类劳动的共同性质产生深刻见解，对此我们很快就会回过头来讨论。

第二，工人能力中的技能被完全视同为教育劳动的客观产品，而技能中凝结的劳动则被视为像生产资料中凝结的劳动一样转移到熟练工人的产品中。这就模糊甚至违背了马克思在价值增殖过程中对人类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所作的根本区分。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价值的实体——即工人在维持生活的一束商品中所获得并消费的价值——绝不会转移到商品产品的价值中去，而是始终由新耗费的劳动时间连同剩余价值一起，在产品中被重新创造和凝结出来的；与此相反，生产资料的价值才是被转移到产品中去的（参见第1卷，第316–317页）。这正是为什么工资或劳动力价值的变动不会影响价值产品的总量或商品产品价值实体的根本原因。尽管希法亭、置盐和罗索恩的主观意图并非如此，但他们却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基本立场。

第三，在他们的处理方式中，简单工人与熟练工人之间，或者不同种类的复杂工人之间，剩余价值率或受剥削率通常必定各不相同。

据森岛通夫所言，由于引入了异质劳动，上述第三点与马克思关于剥削率均等化的规律发生了冲突，并且与马克思关于社会两极分化为两大阶级的观点无法相容。这一反常现象是森岛主张“不要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原因。[6]

与森岛相对立，S. 鲍尔斯与H. 金蒂斯认为劳动价值论与劳动的异质性完全相容。他们同样反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将复杂劳动折算为简单劳动的方法，因为他们不相信资本主义存在将所有劳动均质化的历史趋势，同时也因为他们希望拥有能够涵盖工人分割现象的价值理论概念工具。在他们看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劳工管理的近期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不是工人的简单化，而是工人的分割。因此，鲍尔斯和金蒂斯建立了一个经济模型，其中包含异质劳动（即各种类型的熟练或复杂劳动）、各类雇佣劳动的工资商品束、商品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矩阵，以及生产这些商品所投入的直接劳动矩阵。在该模型中，他们表明：包括剥削率向量和资本有机构成在内的价值关系结构，无需换算为简单劳动单位，就能决定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模型还表明，工资与利润率之间通常存在严格的反向变动关系。[7] 因此，将复杂或熟练劳动折算为简单劳动被认为是多余的。

这些分析应当被视为对存在异质劳动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之可行性的一种贡献。然而，鲍尔斯和金蒂斯之模型及其形式化技术阐述，可能被朝两个相反的方向加以利用或拓展。

一方面，新李嘉图学派很容易利用该模型和阐述来证明抽象劳动概念的多余性。尽管鲍尔斯和金蒂斯坚称他们并未抛弃抽象劳动的概念，但他们对异质劳动的处理方式可以直接被解释为一个仅探讨具体劳动而不考虑劳动之抽象性质的模型。在其基础理论模型中，各种不同异质劳动之间共同的抽象劳动性质的作用并不十分明确，甚至显得可有可无。事实上，I. 斯蒂德曼在其以斯拉法为基础对马克思的批评中，对存在异质劳动的经济体系论证了类似的向量价值分析，并明确否认了将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折算为抽象劳动的必要性。[8] 在斯蒂德曼对马克思的批评语境中，无需将异质的熟练劳动折算为简单的非熟练劳动即可在技术上决定利润率和价格的可能性，被直接视为他批评抽象劳动概念和劳动价值论为多余的逻辑依据。

另一方面，鲍尔斯和金蒂斯的模型也可以从相反的方向来解释，即它与对复杂劳动的更为传统的处理方式是相容的，并在某种意义上是互补的。首先，即使异质劳动折算为简单劳动的比例以及熟练劳动力的价值是通过希法亭—置盐—罗索恩（H-O-R）理论来分析的，鲍尔斯和金蒂斯（B-G）模型中对存在异质劳动的经济体系的利润率与生产价格的决定依然成立。从H-O-R理论的角度来看，B-G模型可以被视为精确决定不同种类劳动具有不同剩余价值率的经济中的平均利润率和价格的有益补充。反过来，H-O-R方法对于澄清B-G模型中某些模糊不清的方面也可能是有用的。例如，尽管B-G为了强调歧视等其他社会与管理因素的作用而拒绝在技术上决定异质劳动力的价值，但观察和考虑H-O-R中诸如教育费用等明确的技术因素，对于更准确地理解分割的其他因素的影响而言，或许依然是有益的。此外，与斯蒂德曼不同，B-G坚持需要抽象劳动概念这一理论要求，以便清晰地洞察根本的社会关系。他们在数值算例中补充了共同劳动中的剩余价值率，在此概念下，不同种类劳动之间的劳动时间量无需任何权重或限定即可直接相加和比较。

正如B-G在答复E. 麦肯纳时所指出的，他们的共同劳动不同于H-O-R中的简单劳动，并不是由复杂劳动根据技术决定的权重折算而来的。[9] 然而，B-G几乎没有探讨过“共同劳动”这一概念的经济与社会含义，以至于它甚至给人一种是为了技术上的便利而引入的印象。让我们在此回忆一下，O-R同样在没有提供理论论证的情况下，将熟练工人自身的劳动视为了简单劳动。因此，在O-R和B-G表面上不同的模型中，关于熟练异质工人自身劳动所具有的简单或共同性质，在认识方向和探讨的不充分性两方面都表现出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巧合。让我们以稍显迂回的方式，从更广阔的视角来重新研究这一点。

寻求解决的历史与普遍基础

回过头来看，马克思价值理论中的诸多困难，往往源于他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1节中直接基于商品的交换关系将价值归结为劳动的凝结物。尽管马克思对价值形式作出了伟大发现，但交换价值作为一种价值形式在该节中却被抽象掉了，以引出价值的概念。结果，就该第1节中价值的定义而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李嘉图的理论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当然，与李嘉图的《原理》不同，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一个整体，向我们系统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特殊性。在这一阐述中，马克思既阐明了劳动过程作为人类生存的一切社会形态共有的永恒自然条件的超历史性质（第1卷，第290页），又阐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前和之外就已存在的商品交换、货币以及某些资本种类的广泛历史性质。只有当人类劳动力在社会规模上转化为商品时，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确立，并把社会劳动过程完全纳入商品经济的价值形式之中。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讨论的，揭示隐藏在价值形式背后的劳动时间社会关系的劳动价值论，只有通过考察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的经济制度，才能展现出其社会必然性。

相反，只要作为凝结劳动的价值实体是在单纯的商品交换关系中被抽象和考察的，我们就无法界定生产出所考察商品的社会生产方式。在漫长的前资本主义历史中，商品主要由城镇中的熟练手工业者制造，并常常与地主从各种公社生产中榨取的农业剩余产品相交换。在这样一种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根本不可能找到将人类劳动的同质与共同性质确认为价值的社会基础。这是因为社会身份或等级、分工与熟练工作传统上紧密相联并且是固定不变的，跨越这些界限的个人流动受到严格禁止。因此，当马克思指出历史局限性阻碍了亚里士多德在其交换价值分析中认识到人类劳动的平等性时，他是完全正确的（第1卷，第151–152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已经成为双重意义上的自由工人（第1卷，第272页），并且必须“适应……需求的变化”（第1卷，第134页）改变其劳动的具体形式（例如从裁缝转变为织布等），因为他们的劳动力已经成为了商品。工人跨越各种具体劳动的流动性，不仅在形式上由劳动力的商品形式所赋予，而且在实质上建立在资本主义使用机器造成劳动去技能化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关于借助机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分析，同时阐明了资本主义如何以悲惨的方式瓦解技能并简化劳动。鉴于这种发展，马克思指出：“决不应当认为，所谓的‘熟练劳动’在国民劳动中占很大的数量。莱恩计算过，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一千一百三十万人［在约一千八百万总人口中——伊藤诚注］的生活依靠非熟练劳动。”（第1卷，第305页）。

马克思本可以根据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这一事实，把简单劳动视为雇佣劳动的主要形式。这正是宇野坚持在资本生产过程的语境中、而不是在简单商品交换的语境中来展现劳动价值论的一个重要原因。[10] 在宇野学派中，复杂熟练劳动向简单劳动的折算，一直被视为是由资本主义通过机械化工厂制度普遍推广简单劳动的历史趋势所保证的。这一观点与H. 布雷弗曼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中的立场相吻合。布雷弗曼强调，通过日益将耗费时间的设计过程与大多数工人的实践分离开来而导致劳动退化的强烈趋势，在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历史上继续占据支配地位。[11]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在资本主义走向这一方向的历史趋势的基础上来抽象劳动价值论，从而抹去如何根据简单劳动来评估熟练劳动这一问题。

然而，只要这个问题仅仅依赖于在马克思时代尤为显著的事实趋势而从原理论中被简单摒弃，它在理论上就尚未得到彻底解决。如果不给该问题提供一个更具实体性的理论解决方案，我们可能就无法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实际分割提供一个可靠的参照坐标。事实上，近期关于劳动分割的研究往往反对布雷弗曼，并强调重新制造和再生产工人之间各种歧视的实际趋势，而这些歧视往往被认为与劳动的熟练程度或复杂程度的实际或潜在差异有关。然而在我看来，工人分割的这些实际趋势越来越依赖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学校教育等社会歧视因素，并且或多或少被人为地加以利用和培植，以便利对劳动人民实施管理层面的“官僚制”控制。[12] 因此，分割的趋势并未真正取代、反而恰恰伴随着大多数劳动人民——尤其是从事物质再生产过程的劳动人民——的劳动退化与去技能化。

因此，如果我们撇开管理层面在工资等方面对工人的人为分割不谈，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强有力地瓦解了手工业中任何固定的传统技能，简化了大多数工作场所——尤其是适于大规模生产的产业部门——的劳动操作，从而在技术上促进了工人在工种和产业之间的可替代性。然而，使劳动力的这种流动性成为可能的，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借助机器和设备实现去技能化这一成就。从更根本的层面来说，它建立在与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所特有的心智能力（如语言能力）相联系的人类劳动力广泛适用性的基础之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论述清楚地表明了他对人类这种劳动能力的认识。建立在丰富心智以及体力基础之上的可延展的人类劳动力，不仅使工人在阶级社会中能够为他人所赋予的目的劳动、并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提供剩余劳动，同时也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实现的工人实际流动的可替代性提供了最基础的前提。

传统上，如何处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双重问题以及如何将复杂劳动折算为简单劳动的问题，被视为在理论上截然不同且需分别处理的。然而，这些问题的解决现在必须联系起来，并在人类基本劳动能力的基础上相互交汇。在处理复杂劳动问题时，人们通常假定复杂劳动是更密集的劳动，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比简单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鉴于人类劳动力的基本能力，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即使是最去技能化和单调乏味的工作，也是人类普遍具有的可延展潜能的支出。确实，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除了从事劳动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对象及其方式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身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第1卷，第284页），而他的工作也就必定越令人疲惫。在这方面，简单的非熟练劳动同样是人类综合劳动能力的耗费，它根据具体有用工作的不同形式，运用了人类智力与体力各个方面的不同组合。这使得即便利于普通的非熟练等级工作，在理论上对劳动强度进行全面和比较性的评估或衡量也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同时也构成了一个隐秘的基础，使得管理层能够便利地把人为细分的等级和分割引入到基本上可以毫无困难地相互替代执行的各种工作中去。然而，我们应当看到，在管理层面的差异化之外，每种工作在特定形式下都同样是复合的人类劳动能力的耗费，而具有这种性质的不同具体有用劳动都可以折算为抽象人类劳动，并且只需根据实际执行的物理劳动时间就可以直接进行比较。

从这一观点来看，复杂熟练劳动也必须被视为一般人类劳动能力在特殊形式下的耗费。只要熟练劳动力事先需要一定的教育或培训，简单劳动力就无法瞬间转化为某种熟练工作，而熟练劳动力却可以用于简单工作。因此，工资的等级划分与分类等很容易被强加于熟练工人身上。然而，如果我们暂时撇开这种差异化方面不谈，熟练工人自身的劳动在根本上与简单劳动一样，不过是复合人类劳动能力的耗费。在这一界定下，复杂劳动同样可以折算为抽象人类劳动，作为维系物质再生产的人类社会总活动的一部分，只需根据物理劳动时间即可与其他类型的工作进行通约。与涵盖了人类能力各种耗费形式的简单劳动相比，熟练劳动不能被视为特别密集的劳动活动。熟练工作往往甚至不那么紧张，也不那么劳累，因为熟练工人为其工作接受过专门的培训或教育，并且往往在相对较小的竞争压力下工作。

因此，O-R和B-G在认识方向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即认为熟练工人自身的劳动可以被当作简单劳动或共同劳动来对待，并且与简单工人的劳动一样，只需根据物理劳动时间来进行衡量。由于马克思从最初的商品理论开始，就往往将价值的劳动实体与价值形式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因此他倾向于假定熟练工人能够以某种（在我看来略带神秘色彩的）强化方式，在相同劳动时间内比简单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而这隐藏在熟练工人产品在市场上相对较高的交换价值（包括其相对较高的工资）背后。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将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划分为维度不同的序列，以便对其关系形成更为恰当、非神秘的理解，我们就无需在此盲从马克思的思路，而必须从我们的重新审视中得出结论：在单位劳动时间内，熟练工人自身的劳动所凝结的价值劳动实体，与简单工人所凝结的量是相同的，这与市场赋予熟练工人的劳动力及其产品相对较高的交换价值无关。

与此相反，鲁宾学派认为，具体有用劳动向抽象劳动的通约，同市场中的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是不可分割的。在这一传统中，S. 希梅尔怀特在假定各产业间资本有机构成相等且利润率相等的条件下主张：“获得较少或较多报酬的工人，相应地生产出较少或较多的价值。或者等价地说，任何劳动力的价值都与其创造价值的能力成正比。”[13] 在这里，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量，在质上被完全视作市场上决定的均衡价格的从属阴影，而没有被构想为独立于市场关系的客观实体。劳动价值论作为一种根据客观人类劳动活动来决定价格并从市场关系背后考察其功能的理论，必定会因这种论证方式而大打折扣。结果，希梅尔怀特的推论在所假定的资本有机构成相等与推导出的熟练劳动力价值决定之间，似乎包含了循环论证。在具有不同资本有机构成的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市场上熟练工人产品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成比例评价并不成立，因此它不可能成为解决复杂劳动问题的坚实方案。

在我们看来，熟练工人劳动力的价值必须独立于其产品的价值劳动实体来讨论。乍看起来，定义熟练劳动力的价值并没有任何问题。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它是生产和维持这种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量。这看起来与普通简单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如出一辙，并且基本上为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沿用，尽管B-G在技术上将其重新定义为向量价值。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劳动力的教育费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这种教育费——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含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第1卷，第276页）。

然而，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不是在生产过程中、而是在消费过程中被再生产出来的。此外，由于劳动力的所有者是必死的，“因磨损和死亡而退出市场的劳动力，至少要由同样数目的新劳动力不断补充”（第1卷，第275页）。对于一般工人或普通的简单工人而言，由其子女达至一个国家所达到的普遍教育和文明水平来接替工人，必须计入劳动力的价值之中。那么，我们是否应当不加区别地认为，对于复杂熟练工人的接替也是如此呢？如果我们应当这样认为（正如甚至在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该问题的通常分析中所暗示的那样），我们就还必须认为，熟练工人的世代再生产固定地在同一等级的熟练工人家庭内部进行。结果，熟练工人的家庭在功能上可能变得类似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固定的特权社会地位或种姓的家庭。这似乎是自希法亭以来的传统技术分析路径对价值规律的某种理解的必然逻辑结论。特别是当一方面技能中所凝结的劳动时间被视为像不变资本的价值实体一样转移到商品产品中，另一方面又被视为支付给熟练劳动力出售者以确保其再生产的价值实体时，更是如此。这一逻辑结果似乎至少部分地契合了复杂熟练工人较高工资的社会功能。

然而，如果马克思更为基本的观点——即再生产人类劳动能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量只是以消费资料的形式被消费掉，而绝不会转移到商品产品中——是正确的，那么它也应当一贯地适用于教育劳动时间。此外，如果我们看到熟练工人自身的劳动并不包含任何与普通简单劳动相比能创造更多价值实体的神秘强化劳动，那么在熟练工人产品所凝结的劳动时间中，就不存在任何与熟练劳动力的较高价值相对应的对应物。因此，价值规律并不保证发展该技能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量与凝结在熟练工人产品中的劳动时间量之间存在任何社会或技术上固定的比例关系。当然显而易见的是，为了再生产出社会所必需的各类熟练劳动力，始终必须留出一笔社会基金（即一定量的劳动时间），用于教育资料和教育劳动力。由于熟练工人既不耗费任何特别强化的劳动，也不转移其在生活和受教育期间所消费的任何过去劳动，而且再生产普通劳动力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显然无法承担熟练劳动力的这种教育或培训基金，因此这笔基金通常必须被视为从社会总剩余劳动中的扣除。处理这种基金的形式将因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例如，在没有终身雇佣制度的情况下，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会直接承担技能的教育费用，因为受过教育的熟练工人可能会“逃跑”到其他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以便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其劳动力。因此，在一个没有公共部门的竞争性资本主义经济中，教育费用往往由家庭承担，从而讽刺性地削弱了独立于家庭的竞争性流动，而每个家庭都与特定不同等级的熟练劳动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或熟练劳动力的价值形式充当了将从社会剩余劳动中扣除的教育基金分配给熟练工人家庭的渠道。如果某类熟练工人的工资高于维持其家庭生活并通过其子女接替其能力所需的费用，那么能够负担得起此类教育费用的其他家庭的子女迟早会涌入该行业，反之亦然。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情况恰恰与H-O-R模型相符。在这种情况中，工资作为熟练劳动力的价值形式，在市场上由于该劳动力的不可随意转化性，被维持在一种趋向于等于教育费用加上简单劳动者通常工资的水平上，而这使得熟练工人能够获得比简单工人更多的价值实体。技术上所必需的熟练工人的较高工资成本，迫使资本主义企业在竞争市场上为其产品设定高得多的生产价格，以使这些企业能够通过具有平均利润率的价格关系维持再生产，这已由B-G模型在实质上展现出来。只要熟练劳动者相比普通简单劳动者所额外获得的这部分价值实体仍处于其一生中的剩余劳动时间量之内，熟练工人在概念上仍可被归类为受剥削者，尽管如此，他也必然或多或少带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性质。这大概就是B-G模型中“共同劳动中的剥削率”程度所蕴含的意义。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即使在这一语境下熟练工人并未受到剥削、反而是处于剥削地位，在许多情况下，他也可能通过提高其他工人的生产率而间接地增加剩余价值总量。

在相反的情况下，如果技能的教育费用完全由国家或公共实体从对剩余价值征收的税款中承担，那么熟练工人个人通过劳动力价值形式或工资所获得的价值实体，就无需包含任何来自剩余劳动的社会基金，并且在理论上必须降至与普通简单工人相同的水平。我们在此假定熟练工人并不短缺，也不存在对其进行分割的特殊管理策略。我们的观点与罗索恩论文补充部分中所分析的情况在实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对该情形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在那里，假定资本主义部门中的一名熟练工人获得价值𝑉ₚ，这与非熟练工人完全一样。在罗索恩的算例中，尽管国家部门中的教育劳动（𝑉_{G}+𝑈_{G}）是为该熟练工人而耗费的并被转移到了资本主义部门的产出中，但在价值形态上生产该熟练劳动力的总成本（𝑉ₚ+𝑉_{G}+𝑈_{G}）并未通过工资全部给予该熟练工人。在罗索恩的处理中，作为价值形式的工资与熟练劳动力价值的实体定义之间似乎存在相当大的脱节。而在我的解释中，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劳动（𝑉_{G}+𝑈_{G}）既没有转移到熟练工人的产出中，也不应当计入其劳动力的价值之中。

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两种相反的情况或多或少是结合在一起的。能够借贷个人教育费用资金的金融机构，也可能影响世代之间管理熟练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14] 各类劳动分割通常与不同的教育费用相联系，但在当代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它们大多更多地是为了管理上的便利，而不是出于再生产必要种类的熟练劳动力的社会需求。当我们正确地认识到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基本共同性质，以及确保必要熟练工人再生产的各种可能途径时，我们就能更加彻底地批判资本主义经济中伴随着工资与收入差异化的分割工作的社会功能。

我们对复杂劳动问题的替代性解决方案，还进一步关联到另外两个更为重要的论题：其一是国际贸易，其二则是社会主义。

同他把熟练劳动当作强化劳动来处理紧密相联，马克思在论及国际贸易时有这样一段话：“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应用还会发生……变化，因为在世界市场上，国家劳动只有在竞争不迫使生产率较高的国家把它的商品出售价格降低到商品价值的水平的情况下，生产率较高的国家劳动才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第1卷，第702页）。当然，由于普通工人劳动的不同强度，确实可能存在国际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将其对工人的统治扩展到欠发达国家，由于工会较为软弱以及工人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实际的劳动强化反而会在欠发达国家中变本加厉。只要发达国家在同一产业中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欠发达国家是由于机器和设备等更好的客观生产条件所致，发达国家中生产率较高的劳动就不应当仅仅因为其生产率较高而被视为实际强度更大的劳动。在产品非同质的情况下，比较劳动生产率本身就必定会丧失其根本意义。实际上，当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生产并交易不同的使用价值时（正如在国际分工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以实物形态比较劳动生产率不具有理论意义，因为体现在不同使用价值中的劳动结果是无法通约的。因此，劳动产品的可通约性在习惯上建立在国际市场上形成的价格基础之上。于是，对劳动“生产率”的比较就必定极大地依赖于市场领域的评价或供求之间的波动关系。这种处理方式，尤其是当它与较高劳动生产率背后存在较高劳动强度的假定相结合时，就严重脱离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立场；在劳动价值论看来，劳动耗费中的社会关系在理论上是独立于作为价格根本决定因素的市场关系来界定的。我们这里的讨论不可能是一个终极解决方案，而毋宁是对国际价值关系或国际不平等交换问题的一个出发点的考察。然而，现在必须明确的是，追随鲁宾学派等人以及上述马克思本人的论述而把生产率较高的国家劳动直接等同于强度较大的劳动的立场，不可能建立在对复杂劳动问题的正确且可靠的理解基础之上。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产品分配给个人之前，必须扣除用于共同满足需要所必需的一部分社会总产品[15]（例如用于学校、卫生健康服务），以及用于补偿生产资料、扩大生产、设立后备或保险基金、应付一般管理费用以及用于丧失劳动能力者的产品部分。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用于熟练或复杂劳动力的教育基金在理论上也应当在社会共同体的基础上而不是在个人基础上来处理。这样，在扣除了社会必要扣除之后，无论是因为熟练工人以其自身的劳动时间为社会作出了贡献，还是因为维持社会所必需的各类熟练劳动力的费用，熟练工人都不应从社会中获得多于普通简单工人的份额。这种熟练工人的经济地位，将相当于上述考察的在完全实行国家教育体制的第二种理论情形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熟练工人。

然而，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假定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工人拥有按其提供的劳动成比例获取产品的平等的权利，但原则上这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权利”，因为“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相比之下，“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6] 只要这种“资产阶级权利”是建立在熟练或复杂劳动力能够在同一时间内提供更多劳动这一概念之上的，我们就有理论依据来反对它。正如我们所讨论的，这与马克思对熟练劳动模糊不清且存有疑难的处理方式有关。在苏联类型的社会中，马克思著作中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这种“资产阶级权利”，毫无疑问被充分利用来使党政官僚在物质财富和社会服务方面的等级化与阶层化特权合法化。只要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被视为一个遥不可及、无法实际达成的目标，这种特权也就倾向于被永久化。

因此依我之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即使在复杂劳动问题上，如果得到恰当的发展，也必定能够为关于社会关系的根本平等主义观点提供基础，而这种观点始终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关键要素。从这一观点出发，正如我们所指出的，现代资本主义劳工管理中人为分割工作的社会功能与历史意义，以及“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对等级制社会秩序的一种辩护，都必须被置于更深刻、更具批判性的参照坐标中予以重新审视。

6.2 联合生产问题

斯蒂德曼对马克思的批评

当我们取消先前关于每个生产过程只生产单一产品的假定时，我们该如何界定诸如养牛的联合产品——牛肉与牛皮——这类联合生产商品的劳动价值呢？通过求解如第5章第1节中方程（5.3）那样的联立方程组来确定每种产品中所凝结的劳动实体的方法已不再适用，因为待确定的未知数数量（每种产品中的劳动实体）必然超过由生产过程数量所给出的方程数量。这一问题与复杂劳动问题一道，成为了新李嘉图学派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价值论争的一个焦点。

解决该问题的线索见于P. 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斯拉法在那里探讨了联合生产的情形，同时阐述了他从实际工资的实物数据和技术生产体系中推导出的价格理论，以此作为对边际主义经济理论批判的序曲。在“单一产业联合生产两种商品”的情况下，他假定了“第二个平行的生产过程，它以不同的方法，并且正如我们首先假定的那样，以不同的比例生产这两种商品”，[17] 从而使方程数量等于未知数数量（即除一种产品用于确定相对价格之外的所有产品的价格以及利润率）。虽然斯拉法根本没有提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但他的分析技术很容易应用于根据相同的实物数据确定商品产品中的劳动实体。因此，人们提出了一个在理论上颇有趣味的问题：斯拉法主义者将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作为斯拉法学派的代表学者，I. 斯蒂德曼在《斯勒法之后的马克思》中摒弃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转而支持斯拉法的价格理论。这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引发了价值论争，并在一定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者感到困惑。与以往的论争常常出现的情形一样，这一近期的争论同样是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理解的良好契机。

斯蒂德曼声称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多余的且不一致的。一般而言，它被指责为是多余的。斯蒂德曼承认，“（直接和间接）生产任何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从而任何商品的价值——是由与生产方法有关的实物数据决定的”。[18] 然而他断言，“价值量在决定利润率（和生产价格）时充其量是多余的”，[19] 因为相同的实物数据和对实际工资的规定足以决定相同的结果。

在某些生产过程生产联合产品的情况下，以凝结的劳动时间量来计算的价值可能是不确定的。即使当价值是确定的时，它们也可能是负数，从而即使在利润率和价格为正的情况下，剩余价值也可能是负数。让我们来看斯蒂德曼的算例。[20]

假定存在两个不同的生产过程，联合生产商品A和商品B，具体如下：


	I. 5单位商品A + 1单位劳动 → 6单位商品A + 1单位商品B。

	II. 10单位商品B + 1单位劳动 → 3单位商品A + 12单位商品B。



假定一单位劳动的实际工资商品束包含12单位商品A和56单位商品B。设其实际工资价格为1，商品A和B的价格分别为𝑝₁和𝑝₂，统一的利润率为r。遵循斯拉法的假定，我们假定利润率只在生产资料的价格上加成。那么我们可以建立如下三个线性联立方程：

(1+r)5p1+1=6p1+p2(6.7)


(1+r)10p2+1=3p1+12p2(6.8)


1=12p1+56p2(6.9)


（6.7）、（6.8）、（6.9）的正数解为：

r=20 per cent, p1=13,p2=1.


设同种商品A和B每单位中所凝结的劳动量分别为ℓ₁和ℓ₂。它们由以下联立方程确定：

5ℓ1+1=6ℓ1+ℓ2(6.10)


10ℓ2+1=3ℓ1+12ℓ2(6.11)


（6.10）和（6.11）的解为：

ℓ1=−1,ℓ2=2.


这样，第一种商品A的价值（即凝结在其中的劳动）必定为负数，而其价格和利润率却为正数。如果雇佣6单位劳动，其中5单位操作第一个生产过程，1单位操作第二个生产过程，那么从净产品（8单位商品A + 7单位商品B）中扣除必需的工资商品束（3单位商品A + 5单位商品B）之后，剩余产品为（5单位商品A + 2单位商品B）。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价值V和剩余价值S的计算如下：

V&=3×(−1)+5×2=7S&=5×(−1)+2×2=−1V+S&=6.


因此，剩余价值表现为负数，而利润率却为正数。

斯蒂德曼从这一分析中得出结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不一致的，应当予以抛弃并由斯拉法的价格理论所取代。

反批评

斯蒂德曼的批评显然建立在一种狭隘的观点之上。如同新古典理论或斯拉法价格理论一样，他把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目的当成了对均衡价格的决定。从这种立场出发，分析劳动量似乎确实是多余的，因为根据生产技术的实物数据和实际工资就可以直接确定生产价格。然而，这类批评并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核心主旨。

对马克思而言，价值理论绝非仅仅用于确定均衡价格的工具。最重要的是，它是一门旨在阐明资本主义经济历史特殊性的理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发现了劳动过程是“人类生存的永恒的自然条件”（第1卷，第290页），并分析了人类社会的这一根本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何转变为价值关系的社会实体。特别是，资本主义榨取剩余劳动（即剩余价值的实体）的社会机制，对于这种分析来说至关重要。因此，阐明建立在人类劳动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及其特定形式与机制，对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一立场出发，把劳动量作为价值和剩余价值实体的考察是绝不能被废弃的。尽管斯蒂德曼作出了批评，但它根本就不是多余的。斯蒂德曼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概评价为多余，表明他没有能力或不愿理解马克思价值理论作为历史科学与社会科学基石的重大意义和任务。他对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彻底忽视，与这一理论缺陷紧密相连。

斯蒂德曼对马克思价值理论内在不一致性的批评，恰恰是通过忽视价值形式理论、并对价值概念作片面的技术化理解而提出来的。诸如负价值和负剩余价值这种表面上的反常现象，源自斯拉法式的解释，该解释以机械的方式，从数量等于联合产品数量的多个平行的不同生产过程中推导联合产品所凝结的劳动量（即价值）。这种解释完全不关心现存技术中哪一种是满足社会需求的支配性生产条件。此外，在只有单一联合生产方法、或者生产方法多于产品数量的情况下，它根本无法确定价值或均衡价格。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对斯蒂德曼关于联合生产问题处理的反批评虽然形形色色，但都还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尽管在反驳斯蒂德曼关于马克思价值概念属于多余的论调时，他们几乎一致指出了马克思价值理论在揭示剩余价值之社会实体方面的重大任务。

例如，P. 斯威齐批评了斯蒂德曼，并正确地指出，在以价格进行的分析中，剩余价值率这一关键概念必然荡然无存。[21] 但斯威齐对斯蒂德曼关于联合生产问题的论点却未置一词。


置盐信雄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假定联合生产的商品（比如A和B）只有单一的生产技术。这样，A的价值就可以介于零与在B为零的情形下所给出的最大值之间。因此，A和B两者的总价值是确定的，但A或B各自的价值却是不确定的，因为置盐仅仅以纯粹技术性的方式来分析价值。结果，当剩余产品和工资品中有一部分属于联合生产时，它们的价值就变得不确定了。与此同时，置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定理——即一般利润率只有在剩余价值率为正时才为正——也就变得站不住脚了。置盐对此作了实质性修正，指出：“剥削的存在取决于劳动者是否被迫生产剩余产品”；在这种意义上，“利润存在的必要条件是劳动者受到剥削”。[22] 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价值理论将资本主义对雇佣劳动者剩余劳动的剥削作为分析对象的这一本质，在这一语境下似乎被置盐放弃了，因为他修正后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定理仅仅依据剩余产品的实物数量来定义剥削，而不涉及其中所凝结的劳动实体量，连斯蒂德曼也会对此表示赞同。

阿姆斯特朗、格林和哈里森也赞同在联合产品的情况下“价值无法归属于单个商品”。[23] 然而，他们试图将劳动力的价值定义为一组生产过程中所凝结的总劳动，而这组生产过程是生产出至少包含工资商品束且伴随尽可能少的额外联合产品所必需的。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剥削率以劳动价值的形式呈现出来。正如他们承认的那样，“这种方法并不完善”。[24] 它倾向于系统性地低估剥削率，而且不可能非常精确。联合生产的相互关联越深，他们关于剥削率的定义就越失去意义。

希梅尔维特和莫恩从不同于鲁宾学派观点的角度展开论述。在他们看来，斯蒂德曼作为一个斯拉法主义者，并不关心在商品交换中将不同种类的有用具体劳动通约为抽象劳动的社会逻辑。因此，他无法理解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利润率的竞争性平均化而对劳动时间进行第二次通约的逻辑。导致正利润伴随负剩余价值的反常现象，“源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基本概念与其在资本主义竞争中充分展开的全部后果之间的矛盾”。[25] 希梅尔维特和莫恩试图通过强调马克思价值概念从商品价值向生产价格的发展来反驳斯蒂德曼。然而在他们的论述中，并不清楚关于联合生产问题的反常现象为何以及如何源于价值概念发展中的矛盾。这些反常现象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被视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真实存在的矛盾。在我看来，希梅尔维特和莫恩所说的第一次“通约”基本上包含着一种误解：即与具体劳动不同，抽象劳动若离开商品交换就无法存在。[26] 与危机的逻辑分析相比，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逻辑展开本身是否能够确立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矛盾，基本上也是值得怀疑的。

总之，只要反批评者仅仅坚持一种将价值视为只能由生产的实物数据决定的技术性方法，他们就无法令人满意地克服斯蒂德曼所强调的联合生产难题。希梅尔维特和莫恩对市场作用的关注，并没有与这种方法连贯地结合并加以理论化，以解决该问题。

另一种解决方案

在我看来，在近期的这场争论中所缺失的，是对马克思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概念的正确理解。古典学派的一个根本缺陷在于，它没有分析价值形式的发展，而专注于价值的定量分析。作为新李嘉图学派的斯蒂德曼对联合生产问题的提出以及随后的争论，都未能免于这一缺陷。正如我们在前面各章中所看到的，宇野弘藏恰恰强调了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重大意义，并将其提炼为流通原理论。[27] 他还将劳动过程和劳动的二重性阐明为对任何社会形式都适用的共同经济规范或法则。接着，他试图论证价值规律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运动规律的逻辑必然性——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社会劳动过程中的共同经济法则必须完全通过价值形式贯彻下去。从这一观点出发，由价值形式构成的商品市场不应被忽视，而必须被视为价值规律运行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拓展这一观点，我们可以为联合生产问题提供如下另一种解决方案：

斯蒂德曼是从假定存在与不同联合产品数量相同的不同生产技术这一前提中，推导出负价值和负剩余价值的。这一假定显然是武断的。即便实际上存在不同的生产技术，也必须选定其中一种作为社会劳动配置标准的代表性技术。让我们回到斯蒂德曼的数字例子。如果我们计算过程I和过程II中一单位劳动的净产品，过程I得到的是（A 1，B 1），过程II得到的是（A 3，B 2）。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更有效率的过程II作为经济生活的共同规则必定会越来越普遍地被采用。然而，如果过程II在一段时期内仅处于有限的使用中，而过程I占据着压倒性的主导生产条件，那么在社会劳动配置中，过程I就必须被视为A和B的标准生产条件。在商品经济中，只要满足市场上需求波动的支配性供给条件是过程I，那么根据我将在下一章第7.2节中更为一般地讨论的市场生产价格理论，A和B的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就必定由该技术过程所调节。[28]

那么，让我们假定过程I是当前的代表性生产条件。由于在该过程中一单位劳动获得净产品（A 1，B 1），因此一单位A和一单位B合在一起所包含的凝结劳动量显然必定是 ℓ₁+ℓ₂=1。在该方程的约束下，ℓ₁ 和 ℓ₂ 各自都可以介于0和1之间。在各种社会形态中，都不存在确定比率 ℓ₁/ℓ₂=𝛼 的共同技术规则。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认识到，在联合产品之间分配劳动实体具有一种基本的自由度或弹性，正如在支配社会剩余劳动方面存在弹性一样。例如，在没有市场价格的公社式计划经济中，当就特定的社会需要排序相对于给定的技术生产过程达成共识，决定相比于B更鼓励A的直接或间接消费时，比率 𝛼=ℓ₁/ℓ₂ 就可以降低。通过观察由比率改变所引起的消费和生产反应，可以将该比率调整到一个适当的水平。

一般而言，只要我们能够切合实际地假定各个产业部门中暂时的代表性生产条件是可以确定的，并且同一种产品不在不同的产业部门中生产，那么一旦分配比率（如 𝛼）以某种方式确定下来，分配给每单位联合产品的劳动实体量就可以在社会实物生产条件的基础上得以确定。此外，我们在理论上可以利用诸如 𝛼 这样的比率，将一个联合生产部门化归为技术构成相同、规模随这些比率而异的各个独立的单一生产部门。在联合生产的使用价值之间分配劳动实体的这些比率，绝非仅仅由生产的实物体系所决定。它们也不是从个人主观效用函数中推导出来的。作为一种共同的经济法则，它们是结合生产的技术体系与社会需要体系共同决定的，并且始终或多或少具有弹性或自由度，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还包括社会和政治决策。

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原理论中，在联合产品中分配劳动实体的这些比率，是通过货币的职能，以无政府状态的方式经由商品价值尺度的形式决定的。正如我们在本书第4章第4.1节中所讨论的，用货币对商品进行重复购买迫使商品产品的所有者修正其武断的价格，并将价格的重心揭示为商品价值的形式。货币作为商品价值尺度的这一职能，包含着在各产业部门之间调整劳动配置以满足物质需要的社会体系的市场机制。这同时也澄清了各个产业部门中支配性的或代表性的供给技术条件。货币在市场上衡量价值的这种职能，还充当了一种根据联合生产商品的均衡价格水平比例，决定在它们之间分配劳动实体之比率的机制。正是在这种非常有限的语境下，正如我们在第5章第5.2节中所指出的，我们看到了鲁宾式价值理论的某种相关性——该理论总是通过价值的价格形式来定义抽象劳动。

我们这里的立场绝不意味着商品产品中的价值实体可以通过其流通过程或需求程度来创造或增加。例如，在上述情形中，联合生产的商品A和B的价值实体各自必须介于0和1之间，且两者的总和必须为1。这些条件从根本上约束了它们在市场中均衡价格的形成。这些价格以及它们的比率，当然还会进一步受到来自不同产业部门的替代品生产价格的制约（如果存在替代品的话）。虽然斯蒂德曼上面的数字例子很简单，但在更一般的情形下，联合产品A和B在再生产过程中是与其他产业部门相互关联的。只要 𝛼 能够影响直接或间接重新用于再生产A和B的其他产品中所包含的凝结劳动量，A和B中的总劳动价值实体（ℓ₁+ℓ₂）就可能会随着其比率 𝛼 的不同而发生某种改变。举例来说，假定B只是作为斯拉法意义上的“非基础产品”被消费，而A则直接或间接用于A和B的生产资料再生产过程中。那么，𝛼 的下降就会或多或少地减少总劳动实体（ℓ₁+ℓ₂）。因此，严格来说，在联合产品之间分配劳动实体的比率，可能会由于生产资料中物化劳动估计量的变化而影响凝结劳动的总量。这一效应不应被解释为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困难。在我看来，这一效应意味着，从生产资料转移而来的凝结劳动时间的社会估计量，将随着由 𝛼 的改变所引起的社会再生产条件的变化而改变，这正如生产技术条件的改变要求对过去凝结的劳动时间进行重新估计的情形一样。

无论如何，雇佣劳动者必需的生活资料以及社会剩余产品中所凝结的劳动量，从而剩余价值率，即便在某些商品属于联合生产的情况下，也总是可以确定为正数的。只要在联合产品之间分配劳动量的比率是通过货币在市场中衡量商品价值的职能决定的，这一结论就成立。在极端情况下——例如整个社会只包含一个同时联合生产商品A和B的单一产业部门——关于剥削率的这种联合生产解决方案可能是没有意义的。虽然当我们遵循像李嘉图谷物利润率理论这样的模型时，这种情况是可以设想的，但它过于简单化，以至于与联合产品价值实体的确定并不相干。尽管斯蒂德曼有所主张，如果我们排除固定资本的情况（因为残余固定资本在其利用过程中并不是真正联合生产出来的，因此其价值实体应当区别对待），那么联合生产只占许多产业部门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在整个社会中远非处于支配地位。因此，在联合生产产业部门更为现实的社会地位的基础上，我们关于联合产品价值及相关剥削率的解决方案是切实可行的。

总之，斯蒂德曼为了展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反常”而提出的联合生产问题，反而揭示了新李嘉图学派片面抽象的技术主义价值理论方法的狭隘局限。为了克服这些局限性以及该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中所引起的一些混乱，对马克思独特的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理论的正确理解是十分必要的。从这一视角来看，必须通过阐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特定形式和机制（包括市场的作用）来解决联合生产问题，这些形式和机制确定了联合产品之间的劳动实体分配（尽管这种分配在技术上是不确定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必须通过考察该问题相对于跨历史的共同社会经济法则所具有的含义来完成。在我看来，这一解决方案不仅能澄清联合生产问题中的争论，而且还能在这一特殊案例中积极地揭示出：资本主义是如何以历史特有的方式，在无政府状态下不自觉地对待社会劳动的。

6.3 再生产图式与价值规律

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

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表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再生产过程的基本物质条件。这些图式是以价值形式的均衡条件构建起来的。图式中所展示的条件不可能被静态地维持。然而，只要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确实存在，它就必须通过无政府状态的波动和震荡，或多或少地满足这些条件。事实上，在劳动力商品可以在市场上充分获得的前提下，资本在原则上能够生产出维系完整的社会再生产所需的全部社会必要产品。市场上价格的无政府状态波动并不必然对资本主义再生产造成单方面的破坏性影响。通常情况下，它反而充当了一种信号，促使资本重新调整其生产的社会内容，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活劳动和物化劳动）重新导向各个生产部门，以满足对产品的社会需求。

社会需求本身从根本上是在商品产品中所包含的凝结劳动时间的基础上，在资本价值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规律的运行取决于在资本再生产过程中重新调整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社会关系的可行性。特别是，维系社会新陈代谢所根本必需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必须在两大生产部类中生产出来，相互供应对方所需。一切社会共有的经济规范要求，必须按照技术上对其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维系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再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必须通过价格形式来满足这一规范，以此作为价值规律的实体内容。因此，价值规律的绝对基础就在于：在价格形式下，按照必要劳动时间来维持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再生产的社会必然性。

马克思在其再生产图式中用简单的数字例子阐明了资本主义商品产品再生产的这些社会关系。这些图式是通过拓展F. 魁奈的《经济表》构建起来的，[29] 并在理论上先驱性地预示了后来W. 里昂惕夫式的投入产出分析。然而，与魁奈和里昂惕夫不同的是，马克思在这些图式中不仅看到了再生产的物质条件，而且看到了在价格形式下产品中所凝结的劳动时间的必然社会关系，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的社会内容。这些图式展示了维持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再生产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如何在资本的全年商品总产品中准备出来，以及这批产品如何通过价值关系进行交换，从而使资本在下一年的生产过程成为可能。因此，再生产图式的基本视角处于商品资本的循环 C′−M−C…P…C′ 之中。

整个社会生产过程分为两大部类：第Ⅰ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第Ⅱ部类生产消费资料。马克思首先假定简单再生产，其中剩余价值（s）全部被资本家消费，其结果就是原样重复相同规模的再生产。简单再生产中所展现的社会关系，构成了进一步分析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在《资本论》第2卷第20章马克思关于简单再生产的数字例子中，“这些数字可以表示几百万马克、法郎或英镑”（第2卷，第473页），因此这里我们不妨用百万英镑来表示。

例如，社会全年的商品总产品为9000，其中6000是第Ⅰ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3000是第Ⅱ部类生产的消费资料。假定两大部类中不变资本（c）与可变资本（v）之间的资本构成均为4:1，剩余价值率（𝑠’=𝑠/𝑣）均假定为100%。还假定资本每年周转一次，固定资本跨多年的特殊周转暂且略去。那么，简单再生产过程中两大部类商品产品的价值关系必定如下：

I6000&=4000c+1000v+1000sII3000&=2000c+500v+500s


在第Ⅰ部类的6000商品产品中，4000 c 通过该部类资本家之间的交易，用于该部类内部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在第Ⅱ部类的3000商品产品中，500 v 由工人消费，500 s 由同一部类的资本家消费。第Ⅰ部类剩余的2000（1000 v + 1000 s）就价值构成而言是由第Ⅰ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消费的，但却是在生产资料形式上生产出来的。而第Ⅱ部类的2000 c 就价值构成而言是用来补偿生产资料的，但却是在消费资料形式上生产出来的。因此，这两部分，即（1000 v + 1000 s）与2000 c，必须通过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易在两大部类之间进行交换。正如马克思所概括的（第2卷，第478页），简单再生产的基本条件通常归结为 I(𝑣+𝑠)=II𝑐，因为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第Ⅰ部类产品必须恰好等于两大部类所消耗的生产资料，即 I(𝑐+𝑣+𝑠)=I𝑐+II𝑐；或者换个角度说，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第Ⅱ部类产品必须恰好等于两大部类的 v + s，即 II(𝑐+𝑣+𝑠)=I(𝑣+𝑠)+II(𝑣+𝑠)。两大部类内部及两大部类之间的所有交易，都是通过资本家所持有的用于购买劳动力或生产资料及消费资料的货币支出来进行的。货币在这里发挥流通手段的职能，并部分通过工人的工资支出返回到作为起点的资本家手中，以便在下一年以同样的方式使用。[30] 显然，在上述例子中，获得了物质构成补偿的两大部类资本——第Ⅰ部类（4000 c + 1000 v）与第Ⅱ部类（2000 c + 500 v）——在下一年年底能够再次生产出价值同样为9000的同量商品总产品。

通常，资本家并不会消费掉全部剩余价值。作为人格化的自行增殖的资本，他们必定会力图积累一部分剩余价值，以便尽可能扩大再生产。这里假定资本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追加劳动力是可以获得的。按照《资本论》第2卷第21章马克思的例子，为适应扩大规模的再生产，两大部类第Ⅰ和第Ⅱ的商品产品的价值关系可以表述如下：

I6000=4000c+1000v+1000sII2250=1500c+375v+375s}Total=8250


假定第Ⅰ部类剩余价值的一半用于积累，并按相同的构成追加到原资本中，以扩大下一年的生产规模。为了配合第Ⅰ部类的这种积累（即追加 400𝑐+100𝑣），第Ⅱ部类也必须进行积累。下一年第Ⅰ部类的消费总量将不再是 2000=1000𝑣+1000𝑠，而是 1600=1000𝑣+100𝑠(𝑣)+500𝑠(𝑘)，其中 𝑠(𝑣) 和 𝑠(𝑘) 分别是用作追加可变资本的剩余价值部分和资本家的消费部分。为了与来自第Ⅰ部类的这一数额为1600的消费资料需求保持平衡，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必须从1500c增加到1600，即从剩余价值中追加 100𝑠(𝑐)。与第Ⅱ部类不变资本的这一增量相对应，必须从第Ⅱ部类的剩余价值中将 25𝑠(𝑣) 追加到第Ⅱ部类的可变资本中。于是，两大部类的商品产品价值现在重新划分如下，为下一年的扩大再生产做准备：

I6000=4000c+400s(c)+1000v+100s(v)+500s(k)II2250=1500c+100s(c)+375v+25s(v)+250s(k)}


在这一图式中，4000𝑐+400𝑠(𝑐) 通过资本家之间的交易用于第Ⅰ部类内部，以补偿和扩大其自身的不变资本；375𝑣+25𝑠(𝑣)+250𝑠(𝑘) 则通过其内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易在第Ⅱ部类内部消费掉。其余部分，即第Ⅰ部类的 1000𝑣+100𝑠(𝑣)+500𝑠(𝑘)=1600 与第Ⅱ部类的 1500𝑐+100𝑠(𝑐)=1600，在两大部类之间进行交换，正如简单再生产情形中的 I (𝑣+𝑠)=II𝑐 一样。其结果是，第二年的生产资本将变为第Ⅰ部类 4400𝑐+1100𝑣 和第Ⅱ部类 1600𝑐+400𝑣。

它们将在第二年年底带来第Ⅰ部类6600和第Ⅱ部类2400的商品产品，总计9000，超过了第一年商品产品的价值8250，从而实现了扩大规模的再生产。

任何社会形式下的扩大再生产都必然要通过扩大生产资料的生产来进行。这一一般的经济规范在资本的价值关系中表现为条件 I (𝑣+𝑠)>II𝑐，以取代简单再生产的条件 I (𝑣+𝑠)=II𝑐。因此，扩大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就是 I (𝑣+𝑠)>II𝑐（第2卷，第590页）。这是因为，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第Ⅰ部类产品必须大于两大部类所消耗的生产资料，即 I (𝑐+𝑣+𝑠)>I𝑐+II𝑐；或者换言之，以消费品形式存在的第Ⅱ部类产品必须小于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社会总和，即 II (𝑐+𝑣+𝑠)<I(𝑣+𝑠)+II(𝑣+𝑠)。更精确地说，均衡扩大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可以概括为一个等式 I𝑣+𝑠(𝑣)+𝑠(𝑘)=II𝑐+𝑠(𝑐)，正如上述数字例子所展示的那样。

再生产图式中的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

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连同对货币流通或固定资本折旧与重置的社会关系等的进一步详细考察，经常被用作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理论基础。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生产过程的特有性质并没有完全展现在再生产图式之中。特别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劳动力商品的机制并没有直接包含在图式中。图式在那里假定，资本能够在市场上通过支付必需的生活资料而获得所需数量的工人。如果我们对比《资本论》第1卷中的资本积累理论与第2卷中的再生产理论，显然是前者探讨了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特有性质及其确保劳动力商品必要供给的内在困难。再生产图式中的均衡条件可能会由于资本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而不断被打破，但只要假定劳动力商品可以通过换取必需的消费资料而在市场上获得，那么这种不平衡也可以在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过程中通过价值规律的运行而不断得到重新调整。因此，再生产图式只能表明，经济危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是可能的。

再生产图式的功能在于表明，资本主义生产能够通过满足一切社会共有的基本再生产物质条件而持续存在，而不是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31] 图式特别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自觉充当年产品和劳动力分配尺度的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伴随着物质再生产的社会必然性，表现为商品的价值实体。就此而言，价值规律建立在物质再生产的一般经济规范之上，而这种物质再生产是通过对过去劳动时间和现行劳动时间的社会支配来维持的。作为价值形式的价格，必须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实际贯彻价值规律的这一社会基础。

遵循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对价值概念的定义，再生产图式中的价格通常被假定为与商品产品中所凝结的劳动时间量成正比。其结果是，图式中的均衡条件在理论上被理解为意味着劳动时间的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自觉实现、而非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无政府状态的市场机制实现的一般经济规范，可能会被理解为必然包含劳动时间等价交换的社会必然性。这将在理解价值规律必然性的社会内容以及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应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的方式这两方面，成为理论混乱的根源。无论如何，这种混乱都与忽视产品中所凝结的劳动时间交换社会关系中的弹性空间有关。因此，让我们探讨一下，再生产图式中所概括的经济条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包含劳动时间的不等价交换。

当假定简单再生产时，所有剩余产品都被消费掉，两大部类第Ⅰ和第Ⅱ必须以相同的技术构成每年维持完全相同规模的再生产。显而易见，在这些条件下，两大部类每年所消耗的生产资料总量，必须由第Ⅰ部类相同数量的年产品来补偿——不仅在实物数量上相同，而且在凝结的劳动时间上也相同。无论该经济是否处于商品秩序之下，这都必然成立。因此，如果我们把每年消耗的生产资料中的劳动时间量记为 𝑐ᵢ，把必需消费资料中的劳动时间或必要劳动时间记为 𝑣ᵢ，把剩余劳动时间记为 𝑠ᵢ，并将它们的总量记为 𝑎ᵢ（例如，一个单位可以是10亿小时；𝑖=1,2），那么社会条件必定如下：

a1=c1+v1+s1=c1+c2(6.12)


v1+s1=c2(6.13)


尽管传统观念如此，方程（6.13）所表达的关系在社会层面上并不要求两大部类之间以生产资料形式和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劳动时间进行等价交换。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所看到的，在一般的经济规范中，关于剩余劳动的支配必定存在根本的弹性或自由度。就此而言，在一定限度内的劳动时间不等价交换并不会破坏简单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当维持第Ⅱ部类再生产所必需的、凝结着 𝑣₁+𝑠₁=𝑐₂ 十亿劳动小时的生产资料从第Ⅰ部类转移到第Ⅱ部类时，只要从第Ⅱ部类转移出去的数量保持在 𝑐₂+𝑠₂ 十亿小时的上限之内，多于凝结着 𝑐₂=𝑣₁+𝑠₁ 的消费资料就可以对应地从第Ⅱ部类转移到第Ⅰ部类，而不会缩减第Ⅱ部类的再生产规模，这仅仅会增加第Ⅰ部类对剩余产品的消费。反之，为了换取包含 𝑐₂=𝑣₁+𝑠₁ 十亿劳动小时的生产资料，从第Ⅱ部类转移出去的消费资料数量也可以少于凝结着 𝑐₂ 百万劳动小时的数量，从而相应地增加第Ⅱ部类对剩余产品的消费并减少第Ⅰ部类的消费。只要从第Ⅱ部类的转移量高于补偿凝结着 𝑣₁ 十亿劳动时间的必需消费资料所需的最低数量，这种交易就不会破坏简单再生产的物质条件。在朝向任一方向的这些限度之内，价值为 𝑠₁+𝑠₂ 的消费资料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分配方式，而不会危及简单再生产的基本条件。

现在让我们假定，社会再生产完全被资本所包容，因此维持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配置必须通过价值形式或价格形式来进行。进一步假定第Ⅰ部类的产品以英镑标价，名义上等于所凝结的劳动实体（以十亿小时计）的 x 倍，而第Ⅱ部类的产品也以英镑标价，等于其劳动实体的 y 倍。因此，整个第Ⅰ部类的资本家作为其年产品的价值形式获得 𝑎₁𝑥 十亿英镑，第Ⅱ部类的资本家从其年产品中获得 𝑎₂𝑦 十亿英镑。从这些总销售额中，必须支出 𝑐₁𝑥 十亿英镑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并且必须支出 𝑣₁𝑦 十亿英镑作为劳动力的价格。因此，第Ⅰ部类资本家以货币形式获得的剩余价值量必定是 𝑎₁𝑥−(𝑐₁𝑥+𝑣₁𝑦) 十亿英镑。在简单再生产模型中，这一数额加上第Ⅰ部类工人获得的 𝑣₁𝑦 十亿英镑的总和，被指定用于购买第Ⅱ部类生产的消费资料。那么其总量必定如下：

a1x−(c1x+v1y)+v1y=(a1−c1)x=(v1+s1)x(6.14)


另一方面，第Ⅱ部类必须花费 𝑐₂𝑥 十亿英镑购买第Ⅰ部类的产品，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因此，当下列方程成立时，两大部类之间相互进行的买卖就能实现平衡：

(v1+s1)x=c2x(6.15)


只要前面的方程（6.13）有效，该方程的成立就与 x 或 y 的大小无关。通过（6.15）中所表达的价格层面的交易，第Ⅱ部类能够以包含 (𝑣₁+𝑠₁) 十亿小时的新生产的生产资料，来等量补偿消耗掉的包含 𝑐₂ 十亿小时的生产资料。因此，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形下，即使两大部类产品的价格并不与其劳动实体成比例，从而 𝑥/𝑦=𝑘 不等于1，方程（6.13）即 𝑣₁+𝑠₁=𝑐₂ 也必须作为产品社会供求平衡的基本条件而成立。

然而，方程（6.13）𝑣₁+𝑠₁=𝑐₂ 所表达的关键关系并不必然要求通过价格在两大部类之间进行劳动的等价交换。第Ⅱ部类必须始终支出 𝑐₂𝑥 十亿英镑，从第Ⅰ部类购买凝结着 (𝑐₂=𝑣₁+𝑠₁) 十亿小时劳动实体的生产资料。随后，第Ⅰ部类将等额的货币 (𝑣₁+𝑠₁)𝑥 十亿英镑投回第Ⅱ部类，以购买作为劳动力价格的消费资料以及用于资本家剩余价值支出的消费资料。由于第Ⅱ部类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实体为其价格的 1/𝑦，因此第Ⅰ部类通过这些交易所获得的劳动实体必定是 (𝑣₁+𝑠₁)𝑥/𝑦 十亿小时。除了在 𝑥/𝑦=1 的情况下，这通常与 (𝑐₂=𝑣₁+𝑠₁) 十亿小时并不一致。两者的差额可以写为：

(v1+s1)x/y−(v1+s1)=(v1+s1)(k−1)(6.16)


由于理论上第Ⅰ部类的工人无论 k 的大小如何，都必须通过 𝑣₁𝑦 十亿英镑的工资获得以生活资料形式表现的必要劳动时间即 𝑣₁ 十亿小时，因此公式（6.16）展示了第Ⅰ部类的资本家通过价格关系额外获得的剩余劳动时间量（在 𝑘>1 的情形下），或者反之转移给第Ⅱ部类的剩余劳动时间量（在 𝑘<1 的情形下）。前一种情况的上限由 𝑠₂ 给出，后一种情况的上限由 𝑠₁ 给出。因此，只要简单再生产的社会条件得以维持，k 的大小就必须处于以下范围之内：

−s1&<(v1+s1)(k−1)<s2∴v1/(v1+s1)&<k<1+s2/(v1+s1)(6.17)


不用说，在这一范围内 𝑘=1 的特殊情形下，公式（6.13）𝑣₁+𝑠₁=𝑐₂ 所表达的相应劳动量关系，必定同时包含通过价格在各部类之间进行的劳动等价交换，而不会引起剩余劳动跨部类的任何额外转移。（一般读者可以跳过以下直至不等式（6.22）的各个段落。）

当扩大再生产进行时，每个部类产品中所凝结的剩余劳动时间 𝑠ᵢ 必须划分为 𝑠ᵢ₍{c}₎+𝑠ᵢ₍ᵥ₎+𝑠ᵢ₍ₖ₎。前两项 𝑠ᵢ₍{c}₎+𝑠ᵢ₍ᵥ₎ 用于扩大再生产规模所必须确保的追加生产资料和必需生活资料。在这种情况下，第Ⅰ部类的产品既必须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又必须为两大部类提供追加的生产资料。因此，就劳动时间而言，必须存在如下关系：

a1&=c1+v1+s1(c)+s1(v)+s1(k)a1&=c1+s1(c)+c2+s2(c)v1+s1(v)+s1(k)&=c2+s2(c)(6.18)


显然，作为扩大再生产的基本条件，这里必须存在关系 𝑣₁+𝑠₁>𝑐₂。让我们在此像前面简单再生产的情形一样假定，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产品以英镑表示的价格分别等于其劳动实体的 x 倍和 y 倍。第Ⅰ部类用于从第Ⅱ部类购买商品的货币量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在扩大再生产中支付的工资即 𝑣₁𝑦+𝑠₁₍ᵥ₎𝑦，另一部分是产品总价格扣除扩大再生产必需的支出后剩余的资本家消费部分，即 𝑎₁𝑥−(𝑐₁𝑥+𝑣₁𝑦+𝑠₁₍_{c}₎𝑥+𝑠₁₍ᵥ₎𝑦)。因此，该数额必定如下：

a1x−(c1x+v1y+s1(c)x+s1(v)y)+v1y+s1(v)y&=(a1−c1−s1(c))x&=(v1+s1(v)+s1(k))x(6.19)


而第Ⅱ部类为了补偿和追加生产资料，必须购买 (𝑐₂+𝑠₂₍_{c}₎)𝑥 十亿英镑的生产资料。因此，为了使两大部类的买卖相互平衡，下列方程必定成立：

(v1+s1(v)+s1(k))x=(c2+s2(c))x(6.20)


只要上述方程（6.18）有效，方程（6.20）的成立就与 x、y 或 𝑘=𝑥/𝑦 无关。因此，即使价格形式并不直接与劳动实体成比例，产品中所凝结的劳动实体的这种部类间关系的存在，也是扩大生产过程的基本条件。如方程（6.18）所展示的劳动实体，必须以生产资料的形式，通过其以英镑表示的价格为劳动实体的 x 倍，从第Ⅰ部类转移到第Ⅱ部类。当第Ⅰ部类的资本家和工人花费同等数额的货币从第Ⅱ部类购买其消费资料时，所获得的劳动实体必定是其价格的 1/𝑦。从第Ⅰ部类转移到第Ⅱ部类与反过来从第Ⅱ部类转移到第Ⅰ部类的差额必定如下：

(ν1+s1(ν)+s1(k))x/y−(ν1+s1(ν)+s1(k))=(ν1+s1(ν)+s1(k))(k−1)(6.21)


显然，当 k 大于1时，（6.21）中所定义的剩余劳动量从第Ⅱ部类转移到第Ⅰ部类；当 k 等于1时，实现劳动的等价交换；而当 k 小于1时，（6.21）中的剩余劳动量则反过来从第Ⅰ部类转移到第Ⅱ部类。因此，k 的最大可能范围必定处于如下不等式之内：

1−s1/(ν1+s1(ν)+s1(k))<k<1+s2/(ν1+s1(ν)+s1(k))(6.22)


简单的数字例子将阐明我们上面的考察。既然马克思在再生产图式中假定劳动实体与价格成正比，那么让我们把马克思关于简单再生产的数字例子重新定义如下，以十亿劳动时间而非直接以英镑表示：

I6000&=4000c1+1000ν1+1000s1―II3000&=2000c2―+500ν2+500s2


很明显，上面（6.13）中所表述的数量关系，在两大部类中带有下划线的数字之间在这里是成立的。如果在此应用不等式（6.17），k 的可能范围就界定为 0.5<𝑘<1.25。假定 𝑘=1.1，𝑥=0.11 且 𝑦=0.1，那么总产品的价格、成本以及利润（𝑝ᵢ）以十亿英镑计必定如下：

I660&=440c1x+100ν1y+120p1II300&=220c1x+50ν2y+30p2


在第Ⅱ部类资本家获得的300十亿英镑中，必须支出220十亿英镑以购买第Ⅰ部类中凝结着2000十亿劳动小时的生产资料，并且必须向第Ⅱ部类同一部类的工人支付50十亿英镑，使他们能够购买包含500十亿劳动小时实体的必需生活资料。通过这些交易，第Ⅱ部类的资本家能够完全重复与前一年相同的生产规模。类似地，第Ⅰ部类的资本家通过用440十亿英镑相互购买包含4000十亿劳动小时实体的生产资料，并通过向工人支付100十亿英镑使他们重新获得包含1000十亿劳动时间的必需生活资料，也能够维持与前一年相同的生产规模。在扣除维持再生产所必需的这些成本项目之后，第Ⅰ部类的资本家从其产品总价格中所获得的利润为120十亿英镑，第Ⅱ部类的资本家获得的利润为30十亿英镑，作为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结果，第Ⅰ部类的资本家获得了包含1200十亿劳动时间的剩余产品用于消费，比其商品产品中所凝结的剩余劳动时间多了200十亿小时；而第Ⅱ部类的资本家则反过来比其商品产品中所凝结的剩余劳动时间少了200十亿小时。通过价格形式在各部类之间对剩余劳动时间进行这种重新分配，并不会妨碍社会再生产的维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的剩余产品完全退出再生产，纯粹由资本家消费掉。

然而，如果假定资本同样每年周转一次，且同样略去固定资本的特殊周转，那么在上述数字例子中，利润率 𝑝’ᵢ=𝑝ᵢ/(𝑐ᵢ𝑥+𝑣ᵢ𝑦) 必定变得不平均；即在第Ⅰ部类中为22.2%，在第Ⅱ部类中为11.1%。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处理剩余劳动成果的空间将更加灵活和自由。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剩余产品的分配必须符合资本通过彼此竞争使各部类和产业部门之间的利润率趋于平均化的趋势性运动。在上述情况下，资本倾向于从第Ⅱ部类流向第Ⅰ部类以获取更高的利润率，从而引起市场价格的变化，并使利润率趋于围绕20%的重心平均化，使两大部类产品的相对价格比率 𝑘=𝑥/𝑦 趋势性地围绕1波动。在这一情形下，使利润率平均化的标准价格之所以恰好能实现劳动实体的等价交换，显然是因为假定了两大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𝑣ᵢ/𝑐ᵢ）相同——具体而言均为 14。正如我们所讨论的，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逻辑基础上证明劳动等价交换作为价值规律实体内容的社会必然性，我们必须要么假定不存在剩余劳动，要么假定资本的构成和周转期完全相同（如本例所示）。

不用说，各部类之间的资本构成（以及资本周转期，它对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效率具有与资本构成类似的影响）在现实中不可能完全相同。马克思也给出了资本构成不平均的再生产图式数字例子。例如，他的“扩大规模再生产的初始图式”见如下数字：

I&4000c+1000v+1000s=5000II&1500c+750v+750s=3000


在这一例子中，第Ⅱ部类的资本构成（v2/c2=12）是第Ⅰ部类资本构成（v1/c1=14）的两倍，在直接与劳动实体成比例的价格下（即导致劳动等价交换的价格下），利润率将分别为 𝑝’₁=20% 和 𝑝’₂=33.3%，显然是不同的。让我们假定该图式中的数字是以十亿劳动时间计，并且在平均化的利润率下，两大部类第Ⅰ和第Ⅱ的商品产品以英镑表示的价格分别名义上为其所凝结劳动实体的 x 倍和 y 倍。那么必定同时存在下列方程：

(4000x+1000y)(1+p′)&=6000x(1500x+750y)(1+p′)&=3000y


仅在正数解的范围内求解这些联立方程，我们得到 𝑝’=22.8%，且 𝑘=𝑥/𝑦=1.1287。因此，如果 𝑦=0.1，则 x 必定为0.11287。这就必定发生将第Ⅱ部类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转移到第Ⅰ部类的劳动不等价交换。根据马克思的假定，即第Ⅰ部类 𝑠₁ 的一半用于积累并按相同的资本构成追加到初始资本中，每个部类的剩余价值必须划分如下，以使下一年实现均衡的扩大规模再生产成为可能：

I&6000a1=4000c1+1000v1+400s1(c)+100s1(v)+500s1(k)II&3000a2=1500c2+750v2+100s2(c)+50s2(v)+600s2(k)


这些劳动实体项目将通过如下符合我们上述计算的价格进行资本主义交易：

I677.22a1x&=451.48c1x+100v1y+45.15s1(c)x+10s1(v)y+&70.59p1(k)II300a2y&=169.3c2x+75v2y+11.29s2(c)x+5s2(v)y+39.41p2(k)


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关系包含了劳动的不等价交换，将205.9十亿小时的剩余劳动从第Ⅱ部类转移到第Ⅰ部类。但在这些价格下，两大部类的实际供求实现了平衡，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相互得到了保证，并且利润率得以平均化。

价值规律的社会基础

让我们从价值规律的角度，简要概括一下我们在再生产图式分析中所发现的内容。再生产图式阐明了维系社会物质再生产的劳动配置基本社会规范。特别是，只要技术条件不发生改变，在第Ⅰ和第Ⅱ部类产品中所凝结的劳动时间之间就必定存在如下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简单再生产表现为 𝑣₁+𝑠₁=𝑐₂，而扩大再生产表现为 𝑣₁+𝑠₁>𝑐₂ 或 𝑣₁+𝑠₁₍ᵥ₎+𝑠₁₍ₖ₎=𝑐₂+𝑠₂₍{c}₎。社会年产品中所凝结的劳动量之间的这些关系，就其本质而言作为一切社会共有的普遍经济规范的一个方面必定成立，并且基本上独立于商品经济中的价值关系。资本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的绝对基础，就表现在完全通过商品的价值关系来实现这种劳动配置普遍经济规范的社会必然性之中。一般而言，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第5章第5.2节中所指出的，价值规律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该规律的基本基础在于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决定价值实体。由价值调节商品交换，连同劳动配置的调整，则应被视为该规律运行的结果。这三个方面——即由劳动决定价值、调节交换以及调整劳动配置——在排除剩余劳动的模型中，或者在各产业部门资本构成与周转期相等的模型中，是完全清晰明了的。在这些模型中，调节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交换的标准价格直接与商品产品的劳动实体成正比，而在现存生产技术条件下满足社会需要所必需的劳动配置，则是围绕这种标准价格趋势性地实现的，从而实现了劳动的等价交换。然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价值增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对剩余劳动的剥削，并且资本的构成以及周转期不可能保证是均等的。因此，调节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的这一方面，绝不能等同于在商品产品中实现劳动实体等价交换的社会必然性。两大部类商品产品中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平衡（简单再生产表现为 𝑣₁+𝑠₁=𝑐₂，扩大再生产表现为 𝑣₁+𝑠₁₍ᵥ₎+𝑠₁₍ₖ₎=𝑐₂+𝑠₂₍{c}₎），并不必然要求价格直接与劳动实体成正比，而是可以通过在将一部分剩余劳动从一个部类转移到另一个部类所允许的范围内导致劳动不等价交换的价格来应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

尽管如此，正如关于复杂劳动和联合生产的理论争论无法否定由再生产商品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决定价值实体一样，通过价格在剩余劳动范围内确认劳动的不等价交换，也绝不能否定这一决定。由价值调节商品交换，在现实中并不是由直接与其劳动实体成正比的价格来执行的，而是由与劳动实体具有某种特定关系的价格来执行的。价值规律在调节商品交换方面的运行在逻辑上依然清晰可见，因为通过标准价格进行劳动不等价交换的最大范围必定处于跨部类或跨产业部门的剩余劳动转移之内。换句话说，作为价值形式的标准价格必须在相互关联中加以确定，以使每个部类或产业部门至少能够补偿商品产品中所凝结的劳动实体部分 𝑐ᵢ 和 𝑣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劳动力商品价值形式的工资，在理论上必须处于使工人能够买回包含必要劳动时间的必需消费资料的水平，而无论商品产品的价格可能与其实际劳动实体发生何种偏离。作为一种不由资本生产的特殊“简单”商品，劳动力对于价值规律具有基本的关键地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消费和生产社会过程中，特别是在劳动力商品与其等价的必需消费资料之间，必定存在劳动等价交换的社会必然性。这种关于劳动力价值的劳动等价交换社会关系（事实上自古典学派以来就已被承认），是劳动价值论以及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理论的根本基础。如果我们因为商品产品的价格可能发生偏离而将立场转向新李嘉图主义式的理论，并仅仅根据生产的实物数据来确定价格，我们自然就会忽视资本主义核心阶级关系的秘密——即剥削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过程。

从调整劳动配置的角度来看，跨产业部门或部类的不等价交换的弹性范围，对于价值规律作为通过无政府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组织物质再生产的原则而发挥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在耗费劳动的社会关系中没有这种弹性，那么资本主义通过具有不同资本构成和周转期的各产业部门之间利润率的平均化来分配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的方式，就必然会证明与价值规律是不相容的。资本之间通过形成具有各部门平均利润率的生产价格而展开的竞争，并不像传统的劳动价值论通常所设想的那样是一种偏离。相反，它是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中调整劳动配置以适应社会需要体系的具体机制。在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中，无论是过去劳动还是当下劳动的不断发生的错配，也都在以围绕一般平均利润率波动的利润率为导向的资本竞争中不断得到重新调整。就此而言，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与效率并不在于它能够静态且毫无差错地实现理想的劳动配置，而在于它具有不断重新调整的功能。只要价值规律在剩余劳动范围内普遍包含着劳动不等价交换的空间，它的实体内容就必定能够与市场上价格和利润率的这种不断波动相兼容。

价值规律的这些方面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必须予以仔细考虑，正如我们将在第10章中所讨论的。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经常被用作社会主义计划的参照框架。既然这些图式包含了对人类社会普遍经济规范的深刻洞见，那么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经济也确实是有用的。例如，物质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如简单再生产的 𝑣₁+𝑠₁=𝑐₂ 以及扩大再生产的 𝑣₁+𝑠₁₍ᵥ₎+𝑠₁₍ₖ₎=𝑐₂——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两大部类产品中所凝结的劳动而言也必须存在。然而，正如我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看到的那样，社会主义制度下两大部类产品劳动含量的平衡关系并不要求劳动的等价交换。跨部门的产品相互转移必须实现对简单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补偿，以及在扩大再生产情形下必需物品的追加供应，但任何形式的社会都不必为了实现劳动的等价交换来分配物化剩余劳动。处理剩余劳动的灵活性或自由度当然不应被滥用来扭曲收入平等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或各个产业部门的合理均衡增长，但它无疑会在许多方面为社会主义建设过程赋予基本的弹性。摆脱了资本主义通过资本竞争以平均化利润率来分配剩余劳动的原则，社会主义经济在支配社会剩余劳动方面基本上将拥有更广泛的自由度。在进一步探讨将在最后一部分即第四篇中讨论的资本主义原理论对社会主义的可能启示之前，我们还必须在接下来的第三篇中进一步考察资本的完整运动——作为在资本之间分配剩余价值的具体机制，在其现实形式中贯彻价值规律的运行。


第三篇 作为具体机制的资本运动

作为具体机制的资本运动

当商品经济的诸形式包揽了社会生产过程时，资本主义便得以确立。商品经济中价值形式在数量上的可通约性表现为价格，但不应将其与凝结在社会产品中的劳动时间那种更为实体性的可通约性混同起来。一旦从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的角度阐明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结构，那么无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核心领域，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时间的社会关系及其根据社会需要的调节，显然都可以与价值形式分离开来，并且可以在脱离价值形式的情况下去设想。商品经济特有的价值形式，起源于处于那些社会核心劳动与生产过程之外的社会间经济关系。资本主义是一种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中，商品经济这种原初处于外部的社会间形式被转化为了内部的经济秩序。通过将劳动与生产的社会过程囊括在内，资本主义中的价值形式必然与死劳动和活劳动的社会关系相联系，并必然受到这些关系的调节。由此证明，再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量就是价值实体，它在背后调节着价值形式。与此同时，再生产雇佣工人必需的消费资料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可以通过实际工资内容的实物数据以及生产的技术条件来确定——规定了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实体。超出这一界限的社会剩余劳动，相应地必然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社会源泉。对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社会机制的分析，不仅阐明了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物质基础，而且为人类历史上一切阶级社会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参照系，从而也为超越阶级社会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奠定了理论基础。

资本对剩余劳动的榨取决不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社会关系。价值形式似乎将个人平等地视作大体按照应有价值进行交换的商品所有者，它在商品流通的表面之下掩盖了剥削剩余劳动的实体性社会过程。工资往往被看作是工人所付出劳动的正当报酬和足额报酬。相应地，利润、地租和利息被设想为资本、土地和借贷资本为经济活动提供服务或作出贡献而在市场上确定并提供的公道数额或价格。对主要收入范畴的这种看法，不仅流行于日常“常识”之中，而且盛行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这种观点绝非没有任何实际现实性或合理功能的单纯欺骗性意识形态。相反，资本主义的日常经济生活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点之上的，而并不需要洞察劳动量的社会关系。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认识到，来自资本和土地的收入形式在组织和维持资本主义经济再生产过程方面具有某种合理的功能。当然，这种传统观点也存在着软肋与缺失。其中，除了市场评价之外，它无法提供自洽的理论来为劳动、资本、土地和借贷资本等异质的经济主体界定可通约的价值；它总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着理论上的循环定义。因此，它无法解释剩余价值与各种收入之可通约的共同源泉。从这种传统立场出发，考察人类社会以不同方式组织共同劳动与生产过程的漫长历史发展，进而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社会历史的分析，在理论上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历史科学，去探究价值形式背后劳动量的实体性社会关系，以及剩余价值生产的社会机制，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基本运动规律的研究仍只走到半途。在阐明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社会实体之后，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更为具体的形态与机制。这里有四个相互关联的方面需要考察。第一，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主要收入范畴，如资本主义经济日常意识中所呈现的利润、地租、商业利润、利息、股息，必须结合社会剩余劳动来审视其合理根据，或者说将它们作为剩余价值分配的具体形式来考察其合理性。第二，与分配剩余价值的这些具体形式相对应，具体的资本形态——例如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银行资本、股份资本——以及土地所有者在资本主义中的社会地位，都需要在它们彼此的相互关系中予以阐明。第三，价值规律在调节价值形式运动和调节劳动配置方面的实际运作，也必须通过剩余价值和资本的这些具体形式来加以考察。第四，尽管剩余价值和资本的具体形式通常在发挥积极促进资本主义经济效率的功能方面具有合理性（正如新古典主义者往往片面强调的那样），但这些形式同时也充当了具体机制：通过这些机制，以商业周期与周期性危机形式表现出来的资本积累的实际过程不可避免地向前推进，并最终导致资本价值充满矛盾的自我毁灭。我们必须考察资本积累这种实际过程的基本逻辑，以及它对价值规律运作的理论意涵。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或多或少探讨了这四个方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被置于“一般资本”框架之外的资本间竞争的基本理论，以及进一步处于“资本；一般资本、竞争、信用与股份资本”框架之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所有制经济地位的基本理论，都必然被纳入到了这一理论体系之中。然而，第三卷是《资本论》三卷中未完成度最高的一卷，它主要基于马克思在1863—1865年间写成的手稿，早于他为出版而撰写第一卷的时间。该卷很大程度上的争议性至少部分源于这一事实。除了前几卷中已经提出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特别是关于价值规律运作的逻辑内容——之外，这也必然源于此处所要探究的理论困难。在我们前几篇的研究——特别是聚焦于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之区分——的基础之上，我们现在具备了条件，可以在第7章中通过所谓的“转形问题”、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理论以及地租理论，更为恰当地讨论资本间竞争的形式与功能。随后，在第8章中，商业资本、信用制度和股份资本的形式与作用，将被作为资本运动的更高级资本主义组织形式予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原理论的一个核心议题无疑是资本积累、商业周期与危机的理论，这部分内容在下文中被特意保留到第9章，以便在那里集中阐述。该章必须在原理论中处理资本主义经济最具体的动态机制。


第7章 资本间的竞争

7.1 价值规律与生产价格

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

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关于资本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理论的基础上，第三卷“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旨在“发现和阐明从作为总体的资本运动过程中产生的具体形式”，逐步考察各形式“在不同资本的相互作用中，即在竞争中”的表现（第III卷，第117页）。该卷前两篇考察“支配一般利润率和由其决定的所谓生产价格的规律”，将其作为“资本主义竞争的基本规律”（第III卷，第127—128页）。随后各篇所阐述的剩余价值分配形式，如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阐明了以生产价格为轴心展开的资本主义竞争规律借以贯彻的具体机制。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在于价值规律与支配生产价格规律之间的逻辑一致性。马克思显然意在表明，资本主义竞争的形式与机制不仅与价值规律相一致，而且对于价值规律的社会运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在《资本论》最末篇回顾其全部分析时，马克思这样写道：

“……产品作为商品以及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这两种……性质，产生了价值的全部规定和价值对全部生产的调节。在价值的这种极其特殊的形式中，劳动只作为社会劳动起作用；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劳动的分配及其产品的相互补充或新陈代谢，它对社会机制的从属和纳入，听任各个资本主义生产者的偶然的和互相抵消的动机去支配。因为这些人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相互对立，每个人都力图按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商品（在生产调节上也似乎只受任性支配），所以内在规律只有通过他们的竞争，通过他们相互施加的压力来实现，而彼此的背离就是通过这种竞争和压力而相互抵消的。在这里，价值规律只是作为内在规律，作为对各个主体来说像盲目的自然法则一样起作用，并且在偶然的波动中维持着生产的社会平衡。”（第III卷，第1020页）

古典学派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视为自然和谐的事物秩序，因而其劳动价值论无法在理论上关注处置社会劳动的历史特定价值形式。因此，它未能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一致地构建生产价格理论。马克思克服了这一缺陷，将生产价格展示为资本间竞争的一种基本形式，而价值规律正是通过这种形式实际发生作用的。区分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在此对于理解劳动价值论与以生产价格形式表现的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之间的逻辑一致性至关重要。正如我们所见，在与社会的一般经济规范相符合的前提下，如何处理产品中凝结的剩余劳动部分，存在着技术上未定性的弹性或自由度。通过阐述资本主义分配剩余劳动的基本原则的生产价格理论，作为价值形式的标准价格受到劳动实体的整体调节得以澄清。价值规律的实际运转表现在资本间的竞争过程中，在该过程中，波动的市场价格在背后反复受到基于生产技术条件和实际工资决定的价值实体的引导与调节。市场上看似偶然的价格波动对价值规律而言并非外部扭曲，而是在无政府状态的商品经济中调节劳动分配以满足社会对各种使用价值需求体系的不可或缺的机制。在供求脱节必然不断发生的无政府市场经济中，若没有劳动分配重新调整的过程，价值的劳动实体在背后对价格的调节就无法真正奏效。

只要生产价格在这种波动的市场中充当资本主义竞争的基本形式，它们在质上就必然表现为与市场价格同一量纲，即用货币量来衡量。正如《资本论》第一卷前两篇的价值形式理论所阐明的那样——那里展现了价格形式的逻辑形成以及资本以货币形态获取剩余价值的总公式——包含成本价格和利润等范畴要素的生产价格，可以被理解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体价值形式。

马克思实际上是通过考察“成本价格和利润”来开启他的生产价格理论的。他对成本价格作了如下定义：商品价值中“补偿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格和所使用的劳动力价格的部分，只是补偿商品使资本家自身耗费的东西，所以对资本家来说，这是商品的成本价格”（第III卷，第118页）；或者，“商品的成本价格决不只是一个仅仅存在于资本家账簿上的范畴。这部分价值的独立化，在商品的实际生产中不断发生实际的影响，因为这部分价值必须通过流通过程不断由商品形式再转化为生产资本形式，也就是说，商品的成本价格必须不断重新买回在商品生产中消费掉的生产要素。”（第III卷，第118—119页）。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此将成本价格定义为商品价值中用于补偿所消耗的生产资料和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格所必需的部分。他显然是在商品价值的价格形式中考察资本主义竞争基本规律的基本概念。同时，作为价值形式的成本价格被理解为通过流通过程重新买回生产商品所消耗的生产要素所必需的部分。在这方面，成本价格确实呈现出一种资本主义定价的基本形式，它受再生产每种商品所需的劳动实体数量的调节。这是因为，成本价格的确定必须与其功能相一致，即让处于既定代表性生产条件下的各部门资本家能够补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及其价值实体（𝑐ᵢ+𝑣ᵢ）。通过这一功能，成本价格还使资本家能够通过连续的生产过程不断重新获得其商品产品的全部价值实体（𝑐ᵢ+𝑣ᵢ+𝑠ᵢ）。

还必须指出，上述成本价格定义的适用性并不局限于假定商品价格与凝结在其中的劳动时间量成直接比例的场合。换句话说，上述成本价格的定义可以脱离将价值规律内容常规地理解为商品中凝结劳动的等量交换。我们可以沿着这一思路构建生产价格理论，不依赖于将价值规律视为劳动等量交换的概念，而是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竞争领域中从背后反映价值劳动实体之调节性社会关系的具体价值形式。与将成本价格作为具体价值形式的处理相对应，马克思将利润也呈现为在流通过程中以价格形式表现出来的价值形式。他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章“利润率”的开篇回到了资本的总公式 M - C - M'。例如他指出：“剩余价值本身表现为不是通过无偿占有劳动时间生产出来的，而是表现为商品的出售价格超过它的成本价格的余额”（第III卷，第135页）。从成本价格和利润概念出发的生产价格理论，沿着这一探讨思路，可以被表述为价值形式在资本主义竞争领域中联系着价值实体的社会调节的具体化或展开，而不是表述为从价值的劳动实体或与该实体成直接比例的一套价格（即价值价格）向另一套价格转形的理论。

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彻底贯彻并完成这一思路。这是因为他在《资本论》开篇部分抽离了价值形式，将价值片面地定义为人类劳动的结晶，并在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结构的全过程中始终假定劳动的等量交换为价值规律的内容。因此，马克思也将成本价格定义为商品价值（𝑎ᵢ=𝑐ᵢ+𝑣ᵢ+𝑠ᵢ）内部的“补偿价值”（𝑐ᵢ+𝑣ᵢ），预先假定了与商品中凝结的劳动实体直接成比例的价值价格。与此相应，当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𝑠ᵢ）被设想为预付总资本的产物时，便被直接定义为利润。因此，商品价值 = 成本价格 + 利润（第III卷，第127页），或者，“剩余价值或利润，正好在于商品价值超过它的成本价格的余额，换句话说，在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量超过实际给付报酬的劳动总量的余额”（第III卷，第133页）。

只要成本价格和利润被这样当作可以直接按劳动时间衡量的商品价值实体内部的划分，资本作为利润所获取的剩余价值，就会正好等于在各自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剩余劳动。结果，按通常术语在下文中简称为“利润率”的相对于预付总资本的年利润率，在各不同工业部门之间必然会有所不同，因为由于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和/或周转期不同，相对于预付总资本所雇用的工人数量各不相同。我们在这里可以合理地假定，通过资本与工人之间的竞争，工作日的长度以及实际工资，从而剩余价值率（𝑠ᵢ=𝑠ᵢ/𝑣ᵢ）在各部门之间趋于均等。然而，没有任何理论理由去指望具有不同技术基础的各部门之间，资本有机构成（𝑣ᵢ/𝑐ᵢ）或资本周转期会趋于均等。只要价值规律在此被等同于商品中凝结劳动的等量交换，那么资本构成较低、以既定资本量雇用更多劳动的部门，或周转较快的部门，就必然获得比其他部门更高的利润率。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八章“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不同构成和由此引起的利润率的差别”中考察了这些问题，并将有待进一步澄清的问题总结如下：

“因此，我们已经证明，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与资本的不同有机构成相适应，并且在指明的界限内，也与资本的不同周转时间相适应，占统治地位的是不平等的利润率；所以，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只有在资本具有相同有机构成的前提下——假定周转时间相等——利润与资本量成直接比例、等量资本在同等时间内提供等量利润的规律，才作为一般趋势而有效。上面的论述是以我们一直作为基础的同一个前提为依据的：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但是毫无疑问，在现实中，把互相抵消的非本质的偶然情况撇开不谈，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平均利润率并不存在这种差别，而且如果这种差别存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就会被废除。因此，价值理论在这里似乎与现实的生产现象不相容，人们似乎必须放弃对这些现象的理解。”（第III卷，第252页）

这里指出的将价值规律理解为劳动等量交换与不同资本有机构成或周转时间的部门间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之间的不相容性，自古典学派以来一直是劳动价值论的一个关键问题。马克思的解决方案在接下来的第九章“一般利润率（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和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中提出，该章从表7.1开始分析，其中假定资本周转均为每年一次。

表7.1




	
	资本
	剩余价值率
%
	剩余价值
	产品价值
	利润率
%





	I
	80c + 20v
	100
	20
	120
	20



	II
	70c + 30v
	100
	30
	130
	30



	III
	60c + 40v
	100
	40
	140
	40



	IV
	85c + 15v
	100
	15
	115
	15



	V
	95c + 5v
	100
	5
	105
	5







基于这个数值示例，马克思进一步定义了平均利润率，进而定义了生产价格：

“如果我们把500看作一个单个资本，I—V只是它的不同部分……那么，500这个资本的平均构成就是：500=390𝑐+110𝑣，按百分比计算就是 78𝑐+22𝑣。如果把每个100的资本都只看作总资本的五分之一，它的构成也就是 78𝑐+22𝑣 这个平均构成；同样，平均剩余价值22归每个100的资本所有，平均利润率就是22%，而这个由500的资本生产出来的总产品的每一个五分之一的价格就是122。（第III卷，第255页）。综合起来看，商品按高于其价值 2+7+17=26 出售，并按低于其价值 8+18=26 出售，因此，当剩余价值被平均分配时，即通过对100的预付资本加上22的平均利润而加入商品I—V各自的成本价格中时，上述价格与价值的背离就相互抵消了。——从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利润率中得出平均数，并且把这个平均数加到不同生产部门的成本价格上而产生的价格，就是生产价格。”（第III卷，第257页）

用一般术语来表述马克思这里的定义：第 i 个部门的年商品产品价值 𝑎ᵢ=𝑐ᵢ+𝑣ᵢ+𝑠ᵢ 转形为生产价格 𝑃ᵢ=(𝑐ᵢ+𝑣ᵢ)+𝑟(𝑐ᵢ+𝑣ᵢ)，即成本价格加平均利润，其中平均利润率定义为 𝑟=∑𝑠ᵢ/∑(𝑐ᵢ+𝑣ᵢ)。按照这种程序，马克思关于总量的两个命题恰好成立，即“所有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总和必然等于剩余价值的总和；社会总产品的生产价格总和必然等于它的价值总和”（第III卷，第273页），或者写作 ∑𝑝ᵢ=∑𝑠ᵢ 以及 ∑𝑃ᵢ=∑𝑎ᵢ，其中 𝑝ᵢ 表示第 i 个部门的年平均利润。

因此，在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中存在着两条讨论思路。在第一条思路中，成本价格和利润从一开始就被展现为以一定货币量衡量的发展了的价值形式。如果我们遵循并拓展这一思路，我们或许能够将生产价格视为价值形式从简单且一般的商品流通形式向属于资本主义竞争领域的具体形式的转形，而不是视为从价值的劳动实体出发的转形。在第二条思路中，成本价格和利润被定义为价值劳动实体内部的重新分割，而生产价格则被展现为价值劳动实体（或与该实体成直接比例的一套价格）向为了使利润率平均化而形成的另一套价格的转形。沿着这第二条思路，成本价格、利润和生产价格的量纲或单位是含糊不清的。生产价格（例如从上述表7.1推导出的数值示例中的122）以及成本价格和利润，似乎可以直接从劳动实体中推导出来，并在同一量纲上与劳动实体进行比较，尽管有时它们也被指定为从价值价格推导出的英镑数额。

由于第二条思路占据主导，第一条思路未能得到充分的拓展和运用，从而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颇具争议的问题。例如，在从上述数值示例出发推导生产价格的过程中，一般利润率和平均利润是通过将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视为“单个总资本”（第III卷，第256页）或“股份公司中的股东”（第III卷，第258页），定义为剩余价值在这些资本之间的平均分配。至此，作为个别资本家竞争形式的成本价格和出售价格在某种程度上被忽略了，并被处理得仿佛可以直接按劳动实体来衡量一样。然而，如果不联系价值形式，利润概念以及平均利润率概念本身就无法从基础价值理论中得到恰当的推导。马克思将《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篇定名为“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并似乎试图从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剩余价值的功能本身来推导出利润概念。他在这一背景下自问，为什么剩余价值在转化为利润时，被设想为不仅是可变资本的产物，而且是预付总资本的产物；随后他解释原因如下：“全部资本在物质上都参加了劳动过程，即使它只有一部分参加了价值增殖过程。这也许正是它对成本价格的形成只贡献一部分，而对剩余价值的形成却贡献全部的原因。”（第III卷，第126页）。这里给出的理由缺乏说服力。从资本在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中的功能来看，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区分以及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分，在理论上都不容忽视。因此，马克思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因为劳动力价格在一极表现为工资的转化形式，所以剩余价值在另一极就表现为利润的转化形式。”（第III卷，第127页）。但是，正如我们在第5章第5.2节所论证的那样，将工资视为全部劳动的全额报酬这一概念本身很难“从生产关系中”推导出来，最好被视为起源于比资本主义生产更广泛、更古老的一般商品经济形式。同样地，正如我们在第4章第4.3节讨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理论时所论述的那样，利润在一般商品经济形式中也是完全可以设想的。

资本主义生产并没有创造利润形式或使利润率平均化的资本主义竞争，尽管在《资本论》的理论体系中它们似乎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转化形式所特有的。因此，生产价格理论的任务必须重新予以审视。它的任务绝不应当是从剩余价值的劳动实体中推导出利润和平均利润的形式，而应当是在劳动量实体关系的基础上，分析资本主义从一般商品经济中所继承的这些形式所受到的社会调节。伴随着这一问题，马克思坚决地假定价值规律的内容就是商品中凝结劳动的等量交换。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八章末尾，不得不从“现实的生产现象”中、即从价值理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之外，把各部门间利润率平均化的规律引入进来。马克思身上显然存在着李嘉图价值理论残余所导致的理论局限。因此，马克思对生产价格的阐述虽然无疑克服了李嘉图理论的一个根本弱点，但仍不得不给我们留下与价值规律内容有关的、有待澄清的进一步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尤为关键，而马克思本人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两个问题。

第一，如果资本的商品产品的标准价格被证明是生产价格，那么来自资本构成不同、周转期不同的各生产部门的商品产品之间，尤其是就凝结在其中的剩余劳动部分而言，劳动的等量交换就不能成立。只要商品按其价值交易被设想为在实质上等同于劳动的等量交换，那么“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即按照它们包含的价值的比例，按照它们的价值价格相互交换），还是按照这样一些价格出售，这些价格使它们的出售在为生产它们而预付的等量资本上提供等量利润，乍看起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第III卷，第275页）。回顾起来，马克思进一步自问：“那么，商品按照它们的实际价值的这种交换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同上）。这实质上就是自庞巴维克以来被反复批评为《资本论》第一卷与第三卷之间矛盾的焦点。马克思在此提出，作为“关键点”的是占有各自生产资料的简单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这种通过历史上先于资本主义生产价格的简单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来展现商品按其价值交易的现实性的观点，被恩格斯在其《〈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中予以发挥，并在希法亭对庞巴维克的反批评中也得到了强调。尽管从那时起这就被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它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原因之一是，简单商品生产者除了在一个假想的无阶级社会中之外，不可能构成完整的社会形态；而正如第4章第4.1节所讨论的，价值实体以及价值规律的运转必须伴随着通过商品交换在全社会范围内分配劳动的必然性来展现。甚至作为对《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一种解释，该观点也站不住脚，因为在生产价格理论之前，《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对资本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全部考察，都是牢固建立在价值规律之上的。价值规律首先必须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运动规律——商品经济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才转变为一种完全的社会经济秩序。因此，在近期关于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论争中，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避免在传统的历史—逻辑转形理论中解释价值与生产价格的关系。

因此，价值规律必须被展示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交换的实际有效规律。在入门性解释中为了行文简便起见，我们尽可以假定各部门之间具有相等的资本构成和周转期，以此将价值规律展示为商品产品间劳动的等量交换。然而，正如我们在第5章第5.2节中所考察的那样，这种解释以及另外三种将价值规律展示为劳动等量交换的似是而非的解释，都依赖于明显不切实际的假说，在证明价值规律的实际有效性方面仍不令人满意。就此而言，马克思本人在此注意到的关于按价值进行商品交换的实际有效性问题，在资本主义原理论中仍然有待解决。正如在前几章中所阐述的，我本人试图通过承认商品产品中凝结的剩余劳动部分具有根本的弹性或自由度，从而更清晰地区分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并更加一致地阐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其目的当然正在于克服这一问题及其他问题。虽然这确实需要重构原理论，但我相信读者会判断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精髓究竟是因此丧失还是得到了加强。

第二，只要把成本价格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价值（𝑐ᵢ+𝑣ᵢ+𝑠ᵢ）内部的一个部分（𝑣ᵢ+𝑠ᵢ），马克思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理论就是不完备的，似乎停留在半途。设想所有资本家都按生产价格出售其商品产品，却按价值或价值价格购买生产要素，这显得自相矛盾。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仍然存在着如何一致地将成本价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问题。这一问题可能会危及马克思关于利润与剩余价值之间以及生产价格与价值之间的两个总量相等命题。马克思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阐明生产价格总额等于价值总额之后这样说道：“这似乎同下述事实相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资本的要素通常是在市场上购买的，因此它们的价格包含一个已经实现的利润，从而包含一个生产部门的生产价格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利润，所以一个产业部门的利润会进入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成本价格。”（第III卷，第259—260页）。在另一处，他更明确地指出了同一个问题：“必须牢记成本价格的这种修正了的意义，因此也要牢记，如果把商品的成本价格等同于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那就总是可能发生错误。”（第III卷，第265页）。成本价格的修正当然不仅限于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部分。“至于可变资本，工人为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所必须工作的时数所表现的价值产品，同平均日工资固然总是相等的；但由于必需生活资料的生产价格同它们的价值相背离，这个时数本身就发生了变形。”（第III卷，第261页）。在必需生活资料的生产价格与其价值发生背离的情况下，“工人为了买回这些商品（补偿这些商品），就必须工作较长或较短的时间，从而必须提供较多或较少的必要劳动，这与必需生活资料的生产价格同它们的价值相一致时的情形不同。”（第III卷，第309页）。

正如我们在第5章第5.2节中已经提及的，马克思在这里关于必要劳动的长度会随着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形而改变的论述听起来很奇特，因为他的生产价格理论基本上是为了在总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基础上，展示剩余价值通过竞争在资本家之间分配的形式。若认为资本家之间使利润率平均化的竞争作为重新分配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竟会同时影响到更为根本的剩余价值生产关系本身，这是令人困惑的。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当名义工资滞后于商品产品价格体系的变动时，工人可能不得不工作较长或较短的时间。但这种滞后及其调整过程必然处于生产价格理论的任务之外。《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实质内容的分析，在量纲上是可以与第三卷的剩余价值分配理论相分离的，并且在第三卷的分析中完全可以假定它们依然有效。因此，我们在这里应当认为，随着商品产品的标准价格具体化，工人必然按照包含必要劳动时间的必需生活资料的生产价格来获取工资。马克思在这一点上的奇特混乱，部分源于上述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但无疑也源于他对按照生产价格来定义成本价格的确切程序及其结果的分析不够完备。

转形问题论争

自19世纪末以来，围绕上述两个问题的争论断断续续从未停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特别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一些西方学者讨论的焦点集中在第二个问题上，即如何一致地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包括成本价格的要素）。在关于转形问题的西方争论的第一阶段，第一个问题尚未触及，所有参与者——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把劳动价值论或价值价格假定为辩论的既定前提。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争论第二阶段，随着参与者人数和论争内容的极大扩展，争论的范围不再局限于第二个问题。在斯拉法1960年出版《用商品生产商品》之后新李嘉图学派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复兴，引发了跨越这两个问题的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论争的重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新李嘉图学派和广义的新古典学派之间共同的三角战场。继关于将成本价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第一阶段争论之后，最近第二阶段的争论越来越根本地探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本身的稳健性、一致性和现实有效性。从转形争论中衍生出来的关于联合生产问题和熟练劳动问题的争论，在这一背景下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立场的焦点和关键所在。既然我们在前几章中已经讨论了涉及第一个问题的这些争论方面，那么在此就让我们集中讨论第二个问题。

正如庞巴维克被公认为第一个问题争论的显赫发起人一样，发起第二个问题争论的则是L. 冯·鲍特凯维茨（1868—1931）。[1]尽管鲍特凯维茨对该问题的处理在三十多年里并未引起太多关注，但在1942年P. 斯威齐于《资本主义发展论》第7章中将其推崇为对该问题的一项实质性贡献，自那以后便成为公认的论争起点。因此，让我们首先简要回顾一下鲍特凯维茨—斯威齐（B–S）解法。

假定存在三个主要的生产部类。第I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第II部类生产工人的生活资料，第III部类生产资本家的消费品或奢侈品。使用本章上一目相同的符号，简单再生产在价值方面的关系可描述如下：

Ic1+v1+s1=c1+c2+c3IIc2+v2+s2=v1+v2+v3IIIc3+v3+s3=s1+s2+s3(7.1)马克思对生产价格的定义是$Pi=(ci+vi)+r(ci+vi)$，其中平均利润率定义为$r=∑si/∑(ci+vi)$。成本价格$(ci+vi)$是按价值计量的，尚未转化为生产价格。为了消除这一遗留的不完备性，B–S引入了三个未知数$x$、$y$、$z$，分别表示第I、II、III部类商品产品的生产价格与价值的比率。例如，假定在包括成本价格要素在内的完全转形完成时，生产资料的生产价格为其价值的$x$倍。以生产价格表示的方程组必然如下所示：

\begin{aligned} \text{I} \quad & c_1x + v_1y + r(c_1x + v_1y) = (c_1 + c_2 + c_3)x \ \text{II} \quad & c_2x + v_2y + r(c_2x + v_2y) = (v_1 + v_2 + v_3)y \ \text{III} \quad & c_3x + v_3y + r(c_3x + v_3y) = (s_1 + s_2 + s_3)z \end{aligned} \quad (7.2)

在三个方程中有四个未知数（𝑥,𝑦,𝑧,𝑟）。为了得到唯一解，要么需要增加一个方程，要么需要减少一个未知数。B-S建议通过设 𝑧=1 来减少未知数，假定“生产一单位货币商品（被归类为奢侈品——伊藤诚注）所必需的劳动单位数将在两个核算体系之间提供直接联系”。[2]

为了简便起见，补充如下记号：1+𝑟=𝜎，𝑣ᵢ/𝑐ᵢ=𝑓ᵢ，(𝑐ᵢ+𝑣ᵢ+𝑠ᵢ)/𝑐ᵢ=𝑔ᵢ。于是，由方程 (7.1) 和 (7.2)，我们得到：

I&σ(x+f1y)=g1xII&σ(x+f2y)=g2yIII&σ(x+f3y)=g3(7.3)由(7.3)中的前两个方程，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非负且与方程一致的解，如下所示：

\sigma = \frac{-(f_2g_1 + g_2) + \sqrt{(f_2g_1 + g_2)^2 + 4(f_1 - f_2)g_1g_2}}{2(f_1 - f_2)}$$

一旦确定了 𝜎，就可以容易地由 (7.3) 中的方程推导出 x 和 y。B-S设立了如下数值示例来展示解的结果：

表7.2 价值计算




	生产部类
	不变资本
ci
	可变资本
vi
	剩余价值
si
	产品价值
ai





	I
	225
	90
	60
	375



	II
	100
	120
	80
	300



	III
	50
	90
	60
	200



	总计
	375
	300
	200
	875






根据这些数值并在 𝑧=1 的条件下，推导出 𝜎=5/4，𝑟=25%，𝑥=32/25，𝑦=16/15，因此有：

表7.3 价格计算




	生产部类
	不变资本
cix
	可变资本
viy
	利润
pi
	产品价格
Pi





	I
	288
	96
	96
	480



	II
	128
	128
	64
	320



	III
	64
	96
	40
	200



	总计
	480
	320
	200
	1000







鲍特凯维茨作为现代李嘉图主义者，基于这些分析对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持相当批判的态度。一方面，一般利润率 r（或上述 𝜎）的决定与表现在 𝑓₃ 和 𝑔₃ 中的奢侈品生产部类的生产条件无关，而在马克思的表述中，一般利润率取决于包括第III部类在内的社会总资本的生产条件。正如鲍特凯维茨所指出的，令人惊讶的是李嘉图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李嘉图指出，不进入工人消费的那些商品的生产条件的改变，不会影响利润率的高低。近期斯拉法在其“非基础商品”概念中也对同一点作出了表述。鲍特凯维茨还批评了马克思关于总价值等于总价格的命题。例如在表7.3中，总价格1000超过了总价值875，这是因为第III部类中货币商品的生产是在低于社会平均的资本有机构成下进行的。在假定 𝑧=1 且第III部类的资本构成较低的情况下，在利润率平均化的价格体系中，货币商品的购买力必然因其他商品价格的总体提高而低于价值体系中的购买力。

与此相反，斯威齐认为鲍特凯维茨对该问题的处理在实质上并不违背马克思的理论，而是使劳动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形的逻辑更加一致的一项重要贡献。斯威齐的看法基本上是公正且具有积极合理性的。我们应当赞同斯威齐的看法，即鲍特凯维茨对马克思关于第III部类（奢侈品）资本构成在决定一般利润率中所起作用的批评在逻辑上是正确的。“马克思在这一点上对李嘉图的批评是不成立的。”[3]然而，这一点远未对马克思关于价值、剥削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理论体系构成致命打击。在实践中，除了军工产业外，仅供资本家消费的工业部门相对较少且并不重要。此外，这类产业的技术变革不可能孤立存在，总会以某种方式应用到其他产业中去，反之亦然。至于鲍特凯维茨对马克思关于总价值与总价格相等命题的批评，斯威齐为马克思辩护道：

“必须认识到，总价值与总价格之间的这种背离并不涉及任何重大的理论问题。这纯粹是一个记账单位的问题。如果我们在价值体系和价格体系中都使用劳动时间单位作为记账单位，总数就会是相同的。既然我们选择使用黄金（货币）单位作为记账单位，总数就会出现背离。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价格体系的比例……都会是一样的，重要的是体系各要素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而不是表达它们的绝对数字。”[4]

然而，依然存在一个成为后来争论根源的问题。如何理解价值体系和价格体系的记账单位，绝非无足轻重的约定俗成之事。当 B-S 假定 𝑧=1 时，一单位黄金（例如称为一美元的三十五分之一盎司）被设想为价值以及价格的单位。用黄金单位或以美元来衡量价值究竟意味着什么？可能存在两种解释：（1）假定一单位黄金是由一小时劳动时间生产出来的，因为价值在实质上必须用劳动时间单位来衡量。或者（2）假定凝结在一单位黄金中的某一劳动时间量为一个价值单位。但这两种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没有任何理论或技术上的理由可以保证假说（1）。在（2）中，价值实体的计量单位将是不稳定的，会受到生产条件变动的影响。此外，尽管斯威齐建议将劳动时间单位作为在价格体系中恢复价值总额与价格总额相等的手段，但这在含义上是不清晰的，在理论上也是不妥当的。

按照我们对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之区分的理解，价格作为一种价值形式，必须用货币商品黄金的实物量来表现和衡量，而处于其背后的价值实体则必须用劳动时间单位来衡量。在 B-S 解法中存在着跨越这些不同量纲的混淆。总价值与总价格之间的背离有待进一步考虑。而且，如果货币商品黄金生产中的资本构成脱离了其他剩余产品生产中的资本构成，总剩余价值与总利润之间的相等就无法得到保证。因此，直到20世纪50年代西方转形争论第一轮的焦点，就在于如何使 B-S 类型的解法与马克思关于两组总量相等的命题相契合。

例如，J. 温特尼茨断言，应当增加第四个表示总价值与生产价格总额相等的方程 𝛴𝑐ᵢ+𝑣ᵢ+𝑠ᵢ=𝛴(𝑐ᵢ𝑥+𝑣ᵢ𝑦+𝑠ᵢ𝑧)，而不是设 𝑧=1，以获得符合马克思体系精神的恰当解。[5] K. 梅支持这一观点，并进一步证明 B-S 类型的解法实际上并不依赖于简单再生产或三部类模型的假定，而是可以推广到扩大再生产的 n 部门模型中。[6]尽管这种推广无疑是一项贡献，但温特尼茨和梅的解法通常无法满足总剩余价值与总利润相等的另一必要条件。为了满足这一条件，R. 米克代之以 𝛴𝑠ᵢ=𝛴𝑠ᵢ𝑧 作为第四个方程。[7]然而这样一来，总价值与生产价格总额的相等一般就无法得到保证。F. 塞顿总结了这一辩论，并指出如果第III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等于社会平均构成，那么所有提出的条件——包括（1）𝑧=1、（2）𝛴(𝑐ᵢ+𝑣ᵢ+𝑠ᵢ)=𝛴(𝑐ᵢ𝑥+𝑣ᵢ𝑦+𝑠ᵢ𝑧) 以及（3）𝛴𝑠ᵢ=𝛴𝑠ᵢ𝑧——都可以同时得到满足。[8]然而正如塞顿本人所承认的，这种假定显然缺乏普遍性。马克思价值理论和生产价格理论的普遍妥当性依然悬而未决。

H. D. 迪金森插话指出，为了决定一般利润率和相对价格（B-S 方程中的两个比例 𝑥∶𝑦∶𝑧），第四个条件是不必要的。[9]按照迪金森的看法，从相对价格获得实际价格所需的计价标准的大小并不重要，而试图使总价格与总价值相等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是不同量纲的量，必须用不同的单位来衡量。这是一句敏锐的评论。

然而，量纲上的差异绝不能是简单的割裂，而应当在解决转形问题时扎根于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的理论之中。货币商品黄金不能被视为形式上的计价标准——即某种为了记账方便而引用的东西。它在价值实体与作为价格的价值形式之间的作用和地位必须在理论上予以澄清。马克思在他关于两组总量相等的命题中究竟意在表达什么，或者这是否真正具有合理意义，也依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考察的问题。转形争论的第一轮因此并未达成十分令人满意的结论，对马克思价值理论与生产价格理论的普遍妥当性（尤其是在它们的实际联系上）留下了怀疑的空间，尽管这场争论为我们理解该问题的深度和技术层面作出了引人入胜的贡献。

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第二轮争论中，分析的广度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劳动价值论本身的现实有效性受到了严肃的重新审视，包括新古典学派和新李嘉图学派在内的各派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此提出了质疑。P. 萨缪尔森代表了近期新古典学派对马克思价值与生产价格理论进行批评的一个典型例子。在他看来，马克思作为商品产品相对价格理论的劳动价值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剩余价值不存在，或者所有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都相等的条件下才能成立。[10]此外，马克思将成本价格要素按价值计量的生产价格理论，只有在存在“相等的资本内部构成”时才成立，即保持投入到每个产业的各种产品的比例与这些产品在整个社会总产出中的比例完全相同，并且工人生活资料内容中的物品比例也完全相同。这种情况显然缺乏普遍性。此外，在萨缪尔森看来，在 B-S 类型的论述中将成本价格的所有要素都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转形程序并没有多大意义。基于作为投入产出数量实物关系的既定技术体系，我们当然可以通过确定从每种商品中凝结的劳动价值出发的转形比率来推导出生产价格。然而，其结果与直接基于由技术决定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物体系的价格方程组的解完全一样。因此，《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价值分析不过是一条不必要的弯路。森岛通夫跟进了这一讨论，并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萨缪尔森对马克思的批评。森岛借助置盐信雄的研究成果，在表述剩余价值率与一般利润率之间的关系时比萨缪尔森更倾向于肯定马克思的意图。但他强调指出，马克思将成本价格按价值定义的生产价格概念，必然受到产业之间必须“线性相关”这一非常苛刻条件的限制，尽管在数学上这比萨缪尔森的“相等的资本内部构成”条件要稍微宽泛一些。[11]此外，基于处理异质劳动、联合产品或固定资本的理论困难，他最终建议放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转而采用冯·诺伊曼类型的理论模型。[12] I. 斯蒂德曼响应了这些批评，支持斯拉法的价格理论。除了我们已经见到的他对涉及异质劳动和联合产品问题的批评之外，斯蒂德曼还断言劳动价值论是多余的，理由是生产价格作为均衡价格完全可以从生产过程的实物数据中推导出来。[13]

在这些批评中显而易见的是，自鲍特凯维茨以来的狭义转形问题，已经与自庞巴维克以来更为根本的价值论争结合或融合在一起。然而，与庞巴维克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而彻底否定在理论上承认商品产品中所凝结劳动价值的可能性不同，这些近期的批评者除了异质劳动或联合生产等特殊问题外，都承认了这种可能性。从劳动价值推导生产价格的 B-S 类型程序也没有被指斥为在逻辑上有错。因此，只要我们既确信经济理论（在古典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传统中）的任务是揭示价格背后基于人类劳动的社会关系，又确信在 B-S 类型的程序中基于劳动价值来确定包括成本价格在内的生产价格在逻辑上的可行性，那么萨缪尔森和森岛为了表明马克思将成本价格按价值定义的生产价格概念只能在极其狭隘的限定条件下成立而进行的批判性考察，似乎就没有太大的意义或要领了。因此，马克思主义学派所需要的，除了解决关于异质劳动和联合生产的特殊问题之外，正是澄清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有效性与意义，以及能够通过劳动价值一致地定义生产价格的程序。A. 梅迪奥、D. 莱布曼、M. 德赛、D. 亚菲和A. 谢赫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试图通过强调以下几点来回应这些要求。

第一，与新古典学派或新李嘉图学派相比，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不仅仅是关于商品产品相对价格的理论。它首先是关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理论，而剩余价值生产过程正是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关系的经济基础。此外，特别是为了澄清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特定性质，对作为所有社会共有的普遍经济规范的劳动过程进行理论关注是不可或缺的。鉴于这些要点，劳动价值论绝非多余，而是社会与历史经济理论极为重要的基石，尽管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其内容并不必被理解为商品产品中所凝结劳动的严格等量交换。

第二，在共同承认劳动价值论作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的有效性的基础上，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强调了价值理论与生产价格理论之间在量纲和任务上的区别。例如，德赛强调了可见的价格领域与不可见的劳动价值领域之间的量纲差异，从而强调了价值与价格的不可公度性。[14]如果他把生产价格置于价值形式发展的脉络之中，他的立场就会与日本宇野学派的一些学者几乎完全一致。在这种立场下，如何使 B-S 类型的转形程序与马克思关于两组总量相等的命题相统一的问题，就可以像迪金森的处理那样被回避掉，尽管在我看来这并未在实质上得到积极的解决。

第三，价值概念得到了重新审视，从而不仅包含商品中凝结的劳动价值，而且包含交换价值或价值形式。然而，如果把交换价值或价值形式直接理解为劳动时间，使其与价值实体处于同一量纲，那将是具有误导性且不正确的。例如，从鲁宾学派的观点出发，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交换价值是商品经济中衡量劳动时间的一种特定方式。这样一来，生产价格作为交换价值的发展形式，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市场上衡量的劳动时间的等量交换。[15]这种立场是对劳动价值论的严重扭曲，因为它颠倒黑白地将劳动实体看作由市场定价所决定的，并且未能澄清在客观可决定的凝结于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基础上（独立于市场）决定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那一过程的内在结构。

当交换价值或价值形式按照货币中凝结的劳动时间来计算时，也可以直接按劳动时间来理解。亚菲提出了这一思路，并认为生产价格作为价值的变形形式，应当与价值体系具有相同的量纲。他进一步强调，在 B-S 类型的转形程序中，总价格必须等于总价值，理由是在流通过程中不能创造新价值。[16]这种论证是软弱无力的，如果不涉及货币商品黄金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构成必须为社会平均构成这一必要的特殊前提条件，就不足以支持该结论。此外，尽管在亚菲的处理中总利润与总剩余价值在量纲上可通约，但二者必然变得不相等。莱布曼主张剥削率在价值体系与价格体系之间应当保持不变，并且不介意放弃关于两组总量相等的两个命题。[17]

另一条可能的理论出路是在量纲上区分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并将生产价格定位为以货币实物量衡量的发展了的价值形式。谢赫试图沿着这一思路探索，并认识到转形问题实际上并不关涉从价值向价格的转形，而是确实要求从作为一种价值形式的直接价格向作为另一种价值形式的生产价格的转形。流通过程中价值形式的转形不可能引起总价值和总剩余价值的任何实质性改变，除了剩余价值在各资本之间分配的改变。B-S 类型的转形程序适用于将直接价格转化为生产价格。谢赫在求解方程组时预先假定了两组总价格的相等（或者在这些价格体系中总剩余价值与总利润的相等）。他还表明，马克思自己的转形程序在以下意义上作为迈向正确生产价格的第一步是完全正确的：[18]如果我们把按马克思程序得出的生产价格反馈到成本价格的各要素中，以获得更正确生产价格的第二步，并继续对成本价格和生产价格进行这种反复修正，那么我们必然会得出与 B-S 类型程序之解完全相同的结果。谢赫在这方面的论证与置盐此前对同一点的处理在实质上是一致的，[19]尽管他们的研究是独立完成的。在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的量纲区分上，这与贯穿本书的我们自己的观点十分相近。在我看来，对他而言仍有待考虑的是两个问题。首先，正如我们关于价值规律的实质内容所论证的那样，如何证明直接价格或与商品中所凝结劳动直接成比例的价格的实际有效性，仍然是一个问题。其次，只要假定直接价格与生产价格相等，谢赫事实上也就对货币商品黄金的生产过程预先假定了社会平均资本构成的特殊情况。这种情况是不能普遍化的。此外，谢赫的程序一般所必然导致的原直接价格中的总剩余价值与生产价格中的总利润之间的背离（或者当总剩余价值与总利润假定为相等时，一套价格的总额与另一套价格总额之间的背离）究竟意味着什么，也是不明确的。

因此，鉴于转形问题目前取得的进展和尚存的局限性，必须进一步澄清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价值实体与生产价格之间的结构关系，尤其是在马克思关于两组总量相等的命题中意在表达什么的语境下。

重新审视生产价格理论


为了构建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生产价格理论，我们不妨尝试阐明价值在维度上不同的各个概念之间的结构性逻辑关系。依我之见，要解决令人困惑的转形问题，我们必须考察价值三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仅仅考察（1）价值实体，即在给定的生产社会与技术条件下物化在商品产品中的劳动量，如何决定（2）作为价值形式的生产价格，这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分析（3）各阶级和产业部门通过生产价格，作为获得的价值实体究竟能够获取多少劳动量。作为价值形式的生产价格，不仅由基于物质生产条件的价值实体所决定，而且还充当了分配价值的劳动实体的媒介。因此，自鲍特凯维茨以来以各种方式使用的关于价值与生产价格关系的两张表的传统分析，已不再足够。三张表是绝对必要的。让我对B-S给出的表格进行重新表述（表7.4、7.5、7.6），以便用最简练的形式展示我对这一问题的自身解决方案。[20]

表7.4指明了各生产部类商品产品中所生产并包含的劳动实体。这里采用了B-S“价值计算”中的同一数值例，并补充了一个量纲单位——百万小时，以契合其作为价值实体的内容。该表中的劳动量是由生产技术条件以及受雇工人必要消费资料（包含社会与文化因素）的物质数据所给定的。值得注意的是，一般利润率r的决定独立于x、y、z的绝对水平。

表7.5展示了一组生产价格，它们是在表7.4所列物化于商品产品中的价值实体基础上形成的。该表对应于B-S中的“价格计算”，尽管这里也应当补充其量纲单位。假定三十五分之一盎司的货币商品黄金在社会上被称为一美元，且表7.5中的价格单位为百万美元。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生产三十五分之一盎司黄金需要两小时的（物化与活）劳动，那么z就必然是12（美元/小时），而不是B-S中的1。因此，表7.5中的数值规模就必须缩小到B-S“价格计算”表的一半。数值x、y、z被称为价格-劳动系数。

表7.6指明了通过表7.5中的生产价格所获得的价值实体。这里的量纲单位同表7.4一样，必须再次是百万小时。

在表7.4和表7.5中，总价值𝛴𝑎ᵢ与总价格𝛴𝑃ᵢ之间，或者总剩余价值𝛴𝑠ᵢ与总利润𝛴𝑝ᵢ之间，通常并不存在等同关系。此外，剩余价值率𝛴𝑝ᵢ/𝛴𝑣ᵢ以及

表7.4 生产的价值实体（𝑎ᵢ）（百万小时）




	生产部类
	不变资本
ci
	可变资本
vi
	剩余价值
si
	产品价值
ai





	I
	225
	90
	60
	375



	II
	100
	120
	80
	300



	III
	50
	90
	60
	200



	合计
	375
	300
	200
	875







si/vi=23，𝑎ᵢ=𝑐ᵢ+𝑣ᵢ+𝑠ᵢ。根据本表中的数值，一般利润率r被确定为25%。假定z=12，则x=1625，y=815。

表7.5 生产价格（𝑃ᵢ）（百万美元）




	生产部类
	cix
	viy
	pi
	Pi





	I
	144
	48
	48
	240



	II
	64
	64
	32
	160



	III
	32
	48
	20
	100



	合计
	240
	160
	100
	500







𝑝ᵢ=𝑟(𝑐ᵢ𝑥+𝑣ᵢ𝑦)，代表平均利润。

𝑃ᵢ=(𝑐ᵢ𝑥+𝑣ᵢ𝑦)+𝑝ᵢ，代表生产价格。

𝑐ᵢ𝑥和𝑣ᵢ𝑦代表以生产价格表示的各部类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因此，二者的总和（𝑐ᵢ𝑥+𝑣ᵢ𝑦）就是成本价格。

表7.6 获得的价值实体（𝑎’ᵢ）（百万小时）




	生产部类
	ci
	vi
	si′
	ai′





	I
	225
	90
	96
	411



	II
	100
	120
	64
	284



	III
	50
	90
	40
	180



	合计
	375
	300
	200
	875







𝑠’ᵢ=𝑝ᵢ÷1/𝑧=∑𝑠ᵢ×𝑝ᵢ/∑𝑝ᵢ, 𝑎’ᵢ=𝑐ᵢ+𝑣ᵢ+𝑠’ᵢ.

总利润与总工资之比𝛴𝑝ᵢ/𝛴𝑣ᵢ𝑦，或者以劳动实体表示的总剩余价值与总资本之比𝛴𝑠ᵢ/𝛴(𝑐ᵢ+𝑣ᵢ)与以价格表示的利润率𝛴𝑝ᵢ/𝛴(𝑐ᵢ𝑥+𝑣ᵢ𝑦)，在这些表格中通常也是不一致的。尽管在此点上针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存在种种批评，并给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带来了持续的困惑，但现在这已不足为奇，因为进行比较的总量与比率属于不同的量纲级次，并且是用不同的单位计算的。必须指出的是，通过生产价格所获得的价值的劳动实体，并不与表7.5中的价格（及其组成部分）直接成正比例。只要各部类的资本家继续其生产，他们就必须把按生产价格出售商品产品所获得的货币重新投入，并必须重新购买所消费的生产要素。在成本价格中代表不变资本价格部分𝑐ᵢ𝑥的货币，必须用于重新购买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以劳动小时计包含价格的1/𝑥，即𝑐ᵢ小时的价值实体。在成本价格中作为可变资本价格部分𝑣ᵢ𝑦所获得的货币，也必须用于重新购买工人的劳动力，使他们能够以劳动小时计获得相当于工资1/𝑦的劳动量，作为其必要消费资料的价值实体。这样，各生产部类就能雇佣相同数量的工人，而这些工人又会在下一年通过他们的活劳动，重新补充可变资本的劳动实体𝑣ᵢ以及剩余价值的劳动实体𝑠ᵢ。因此，表7.4中的𝑐ᵢ和𝑣ᵢ连同其合计数，在表7.6中以相同数量重新出现在各自对应的项目中，代表了今年按生产价格进行交易所获得的价值实体。

相应地，物化在社会剩余产品中的剩余劳动，表现为通过利润形式进行社会化处理的唯一价值实体部分。与𝑐ᵢ和𝑣ᵢ不同，这一价值实体部分𝑠ᵢ无须由各部类按其自身生产的原有数量重新获取。资本间的竞争通过以生产价格的形式拉平各产业的利润率，决定了剩余价值实体的分配。在此假定简单再生产以及第Ⅲ部类具有同等资本构成（或单一产品）的前提下，通过平均利润𝑝ᵢ所获得的剩余产品的价值实体量，最终与表7.6所示按𝑝ᵢ直接成正比例的全部剩余价值实体的社会分配相一致。将由此产生的剩余价值分配额𝑠’ᵢ加到𝑐ᵢ和𝑣ᵢ上，我们就得到了表7.6中各生产部类所获得的价值实体𝑎’ᵢ。

将由此得出的表7.6与表7.4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第Ⅰ、Ⅱ、Ⅲ部类各自把物化在其产品中的3.75亿、3亿和2亿劳动小时，转换为4.11亿、2.84亿和1.8亿劳动小时。结果，表7.6中𝑎’₁与𝛴𝑐ᵢ、𝑎’₂与𝛴𝑣ᵢ、𝑎’₃与𝛴𝑠’ᵢ之间的相等关系不再成立，而表7.4中相应项目之间的类似相等关系确实成立。这并非什么反常现象，因为表7.6代表的是社会交换的结果，而不是其初始条件。其中的𝑠’ᵢ仅仅被消费掉了，而𝑐ᵢ和𝑣ᵢ则毫无损失地得到补充，并用于在随后的时期中再生产出与表7.4相同的价值实体。

表7.5中作为价值形式的生产价格，从根本上是由表7.4中基于客观生产条件的价值实体所调节的。尽管生产价格与价值实体属于不同的级次，名义上不可能相等，但现在已经很清楚：总价格与总利润不过是总价值实体或剩余价值实体在具体的价值形式上的表现。作为生产价格的中间价值形式，不可能改变如表7.4和表7.6所示生产和交换的总价值实体与总剩余价值实体。因此，通过比较表7.4与表7.6，我们认识到，马克思在关于总价值与总价格相等以及总剩余价值与总利润相等的命题中的意图，绝非那般不合理或自相矛盾。依我之见，通过区分价值实体与价值形式之间的不同维度，马克思在该命题中所试图表达的实质内容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连贯一致的证明。

即使将模型扩展至n个部门，表7.4、7.5和7.6的基本逻辑结构也将保持不变。正如塞顿和梅迪奥等人所指出的，在三部门模型中给出的B-S型解法，已被证明可以应用于扩展的n部门模型。[21]尽管塞顿或梅迪奥要么任意地假定一个计价物，要么假定一个理想复合体作为计价物，但在金本位制度下，价值实体与生产价格之间的数值联系，原则上能够更客观地由作为价格标准的货币商品黄金的物理单位，以及生产黄金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共同决定。通过上述例子中诸如z=12这样的联系，对应于商品产品的价值实体的生产价格绝对水平得到了系统性的确定。这一价格水平还必须确保第Ⅲ部类生产黄金的资本获得一般利润率。[22]特别是，在这样的生产价格下通过各种商品产品的交易，来补充各部类所消费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实体的社会功能，在扩展的n部门模型中无疑同样保持不变且依然有效。

在n部门模型中，假定所有部门的资本家消费相同构成的商品（仍保持简单再生产），那么所生产的价值实体与通过生产价格所获得的价值实体之间的所有关系，就必然具有与表7.4—7.6相同的性质。当资本家消费的商品构成存在差异时，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实体𝑠’ᵢ就不能与各部门的利润𝑝ᵢ成正比例。这也会引起𝑎’ᵢ，即各部门所能获取的价值实体的变动。但所有其他项目将保持不变，包括∑𝑠’ᵢ和∑𝑎’ᵢ。当通过𝑝ᵢ支配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被用于扩大再生产规模时，情况也是如此。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生产价格的分析假定了稳定的技术生产条件，这些条件在一段时期内（即使并不持久）客观地决定了价格背后价值实体的社会关系。然而，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绝不能仅仅是一种静态理论。市场中的动态运动，包括各种不平衡以及价值的毁灭，必须在生产价格理论之外作进一步的考察。

即使在技术生产条件稳定的情况下，资本之间的无政府状态竞争也会导致商品供求之间不断的失衡，并引发市场价格的波动。从价值实体的角度来看，市场价格对生产价格的这种偏离通常只引起𝑠’ᵢ以及相应的𝑎’ᵢ的变动，尽管它们有时具有更大的破坏性，特别是在商业周期和危机的过程中。市场价格对生产价格的偏离，本身并不意味着对价值规律的否定，也不意味着对按价值的劳动实体调节价格的否定。相反，它构成了贯彻价值规律的具体机制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从本质上看，生产价格的调节预设了这样一个社会过程：根据同样具有无政府性质的需求波动，来调整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无政府状态的错误配置。商品产品市场价格的不断运动代表了劳动配置的无政府状态紊乱，但同时也引导着资本去纠正这种紊乱。生产价格实际上仅仅表现为市场价格这些波动的重心。[23]

价值的价格形式由此具体地分化为波动的市场价格与作为重心的生产价格。二者结合在一起，作为具体的价值形式，构成了调节价值实体的必要机制。正如我们所见，社会价值实体中𝑠ₜ范围内的弹性，既允许又必然要求通过这些具体的价值形式，对劳动配置进行无政府状态的扰动与再调整。

7.2 市场生产价格

具体表现为市场价格波动的资本间竞争，倾向于通过形成作为市场价格重心的生产价格，来拉平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利润率。然而，同样的竞争却无法拉平每个生产部门内部各个个别资本由于生产和流通过程条件不同而形成的利润率。由于某一生产部门的各个资本往往在市场上以相同的价格出售其商品产品，它们生产和流通条件的差异，或者由此造成的成本差异，必然会造成它们利润率的差异。虽然我们迄今为止抽象掉了这些差异，但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如何确定各部门中代表性的生产和流通条件，以此作为理论基础来考察资本主义竞争如何拉平利润率。

这一问题，特别是在不同生产条件方面，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10章中提出的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理论直接相关。让我们首先从流通条件可能存在的差异这一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24]

一般而言，在处于无政府状态且波动的市场中，资本周转除了生产期间之外，必然总会有或长或短的流通期间。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和第二篇中所分析的那样，资本的总周转期间不仅包括生产时间，还包括流通时间。每个产业资本在其循环中都必须分化为生产资本和流通资本。伴随着在流通中作为商品和货币发挥职能或存在的流通资本，流通费用或多或少是必要的。由于商品和货币所处的地位不同，售卖过程比购买过程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费用，因此以待售商品形式存在的流通资本C' - M'通常需要更多的流通费用。马克思将流通费用划分为三类，即纯粹流通费用、保管费用和运输费用。与簿记和广告费用等仅为商品经济所特有的faux frais（纯粹非生产费用）的纯粹流通费用不同，保管费用和运输费用的一部分在实质上属于在流通领域继续进行的生产过程，因此就像生产费用一样会增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体。其余的保管与运输费用，连同纯粹流通费用一起，源于单纯的价值形式变化，不能进入商品的价值实体。这类流通费用是必须由一部分剩余价值来弥补的faux frais。

因此，在各个资本之间以利润形式进行分配的社会剩余价值，实际上相应地减少了。设作为faux frais的流通费用为（D），代表全部流通费用，因为从实质价值增殖的角度来看，其余部分的费用其职能恰如生产费用一样。那么，通过利润进行分配的剩余价值实体将是(𝑠−𝐷)。此外，在具体的竞争过程中，资本不仅必须把生产费用算作投资资本的一部分，而且必须把流通费用也算作投资资本的一部分。通过追加流通费用来经办的这部分流通资本（B），与生产资本（A）不同，并不创造任何剩余价值。流通资本的价值实体是由发挥生产资本职能的价值转化不断提供的，而后者又是通过流通中的价值重新转化为生产要素而得到补充的。因此，它不同于流通费用，不需要从剩余价值中扣除，但如果由于流通环节的停滞而相对增加，则会降低利润率。界定利润率的价值实体的社会关系不能简单地是𝑟=𝑠/𝐴=𝑠/(𝐶+𝑉)，而必须是𝑟=(𝑠−𝐷)/(𝐴+𝐵+𝐷)，尽管要精确地得出价格形态的利润率，实际上必须将上一节中的价格-劳动系数（如x、y、z）乘入项目s、A、B、D的构成要素之中。

当某一产业部门中流通资本与流通费用的相对量（𝐵ᵢ、𝐷ᵢ）发生变动时，即使基于稳定的生产条件商品产品价格保持不变，该产业的利润率（𝑟ᵢ）也必然会随之变动。我们该如何理解包含流通中资本与费用的这种可能变动在内的利润率平均化的基础呢？对此有三个因素需要考虑。第一，即使在流通过程中，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必然存在某些技术性的决定条件。只要纺纱业在每个月大致均匀地生产性消费棉花，那么每年收获一次的棉花中大约有一半必须在两次收获之间的年中储存起来，通常以流通过程中的商品资本形式存在。这就是产业间由技术决定的生产条件如何能够成为支配流通资本相对规模的基础的一个例证。除了这种生产条件之外，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间还必然存在某种分层的结构，这种结构在给定的时期内或多或少是稳定的，这不仅取决于商业习惯，部分还取决于通信和运输系统的技术发展水平。第二，只要流通期间或流通资本的相对规模超过了技术上的必要限度，其波动表面上看就依赖于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市场，缺乏任何客观标准。然而，由于流通期间和流通资本的规模可以通过降价抛售来缩短，因此它们并非独立于市场价格的运动。为了缩短停滞流通的延长期间而降低售价，很可能会降低相关产业的利润率。然而，接下来按照利润率的变动而缩减生产（或其增长率），最终会改善这些产业的市场状况，使它们能够以更好的价格更快地售出商品。既然市场价格波动的重心在于生产价格，那么流通期间和流通资本的相对规模因此也必然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受到间接调节。第三，商业资本往往会增加对那些容易且迅速售出的商品的购买，这反映了供给的相对短缺，从而有助于加快此类商品生产的扩张。这反过来促进了供求不平衡的重新调整，从而有助于使流通期间正常化，尽管通过主要缩短处于有利市场条件下的这类商品的流通期间，它直接看来似乎加剧了不平衡。

因此，波动的市场价格与生产价格的结合，而非静态的价格体系，在此表现为价值规律通过资本主义竞争发挥作用的必要机制，从而使同时存在于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资本在各个产业之间的利润率趋于平均化。伴随流通资本的流通费用，也会通过随着流通资本不断进行的无政府状态波动而趋于正常化。[25]

那么，在每个产业部门内部相互竞争的资本之间，流通期间和流通费用可能存在的差异又该如何看待呢？在任何产业中，各个资本在流通期间的长短以及伴随的流通费用方面，似乎存在着许多偶然的差异。特别是当假定同一产业的同种商品具有完全相同的价格时，该商品的购买者就会相当偶然地流向各个不同的资本家，从而可能使他们的售卖期间长短各异。即便在对整个产业起技术性决定作用的流通条件约束之下，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然而，只要商业资本从各个产业资本手中统一接管售卖过程，流通期间和伴随费用的个别差异就能大幅缩小。我们将在第8章重新回到商业资本的这一社会职能上。此外，同一种商品产品的价格运动，并不会仅仅表现为围绕生产价格在完全统一的水平上波动，而且还会包含着不断脱离生产价格的无政府状态的个别偏离。与实行社会价格管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同，这种个别的定价偏离在无政府状态的商品经济中是不可避免的。除了对整个市场状况的了解总是存在信息不完全之外，个别资本家还可以主动将定价作为促进其售卖的武器，对未来进行投机，特别是当其流通期间比同产业其他资本家令人不满地拖得更长时更是如此。这种加快个别流通期间的方式虽然不会消除其差异，但会倾向于消除任何反常的延长。同种商品的价格无差异律，以波动的市场价格形式，作为各个个别资本这种无政府状态定价的综合体贯彻自身。在竞争资本之间通过个别定价促使售卖期间趋于正常化的过程中，价格无差异律在具有类似普遍生产条件的同一产业资本之间，将总是大致拉平其利润率。

在某一产业内部各资本生产条件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价格无差异律会导致其利润率的分化。由于技术装备、生产规模或土地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不同生产条件，固然是可变的，但无法通过波动的市场价格趋于均等化。具有代表性生产条件的资本之间的竞争，会通过形成作为波动市场价格重心的生产价格，使它们在各个产业之间的利润率趋于平均化。而这同一竞争过程，又必然会根据各产业部门内部不同的生产条件产生出各种不同的利润率。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许多资本具有不同生产条件的各个产业中，应当如何界定生产价格或基本的生产条件？

马克思的市场价值理论在本质上涉及的就是这一问题。尽管《资本论》第三卷第10章位于生产价格理论之后，但它主要还是从市场价值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一问题似乎无须涉及跨产业部门的资本间竞争即可加以分析。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第Ⅲ卷，第300页），对市场价值的分析在作了必要的限制后，也可以适用于生产价格，或者说适用于“市场生产价格”。根据每个生产部门内部各个资本之间的竞争，市场生产价格的概念表现为生产价格的具体化。既然我们坚持认为生产价格是价值的发展形式，而不是对价值概念的脱离性修正，那么市场生产价格也不应当被看作是对市场价值的独立修正，相反，完全可以在生产价格理论之后直接予以论述，而无须经过市场价值这一中介概念。这样至少可以解决马克思市场价值理论中的一些困难。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存在着两三种明显不同的市场价值概念。他假定在生产同类商品的某个产业领域中存在三种不同的生产条件：较好的、中等的和较差的。由较好条件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小于平均价值，而由较差条件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大于平均价值。马克思关于市场价值的第一种概念可称为“技术平均”论，其中市场价值被定义为“一个部门所生产的商品的平均价值”（第Ⅲ卷，第279页）。在这一概念中，作为某生产领域个别价值加权平均数的市场价值，可能与任何实际存在的个别价值都不相吻合。在马克思的第二种概念中（可称为“绝大多数”论），市场价值被视为实际“在这个部门的平均条件下生产的、构成该部门的大宗产品的商品的个别价值”（第Ⅲ卷，第279页）。与这两种以某种方式由技术生产条件决定市场价值而无须诉诸市场供求状况的概念相反，马克思的第三种概念在决定市场价值方面赋予了需求决定性的作用，可以称之为“供求”论。例如，这种概念表述如下：“如果需求非常强烈，以致当价格由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调节时也不降低，那末，这种在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就决定市场价值。……如果商品量过大，不能按市场价值全部找到销路，那末，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就决定市场价值”（第Ⅲ卷，第279—280页）。

无可否认，这三种类型的概念是不容易统一起来的。乍看起来，第一种概念似乎是物化劳动价值论最恰当的应用，因为它将市场价值界定为相关生产领域中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的精确社会平均值。按照这种概念，拥有较好技术条件的生产者能够按高于其个别价值的价格出售其商品产品，他们所获取的超额剩余价值可以被看作是该领域内在低于平均条件下经营的其他生产者的劳动价值的转移。然而，这一概念在决定市场价值时缺乏与市场动态的任何内在联系。显然，正如第三种概念所表明的那样，马克思在此意图将市场的这种作用引入他的价值理论中。实际上，第一种概念中个别价值的技术平均数可能无法充当波动市场价格的重心，因为数学平均数可能并不代表由实际生产条件决定的任何具体的个别价值。例如，如果该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绝大多数生产者所生产商品的个别价值小于技术平均价值，那么与平均价值一致的市场价格就不会稳定市场的供求，而是会随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者供给的相对迅速增加而趋于下降。马克思关于市场价值的第二种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似乎不受此类问题的影响。然而，利用以土地为代表的各不相同且受限制的自然条件生产的商品的市场价值，不能由占支配地位的大多数条件来调节，而必须由土地的边际条件来调节，正如我们将在级差地租理论中更详细地看到的那样。

地租理论的基础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马克思关于市场价值的第三种概念。然而，这种“供求”论往往片面强调需求作为市场价值决定因素的作用，而没有充分考察供给在调节价格方面的反应。结果，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理论界限变得模糊不清。这一理论很容易与鲁宾学派联系在一起，后者高度重视市场中对劳动价值的社会评价。虽然在市场价值理论中确实必须考虑市场的作用，但客观的技术生产条件调节价值的更为基础的作用不应被忽视，而应当通过市场的运动得到具体的澄清。从这个观点来看，马克思关于市场价值的片面需求导向概念以及静态技术概念，连同它们之间的不一致性，都必须予以纠正。

市场价值表现为市场价格的重心。在此，再次必须把握市场价值与市场价格作为具体展开的价值形式之间的概念区分与关联，才能达成正确的理解。由于在商品经济中不存在直接确定各个领域代表性生产条件的社会手段，因此对应于代表性生产条件之市场价值，必须通过市场价格的无政府状态波动来探寻。因此，正如宇野弘藏所界定的那样，市场价值是通过市场中介决定的社会价值，并且“取决于商品的供给能够根据对该商品的波动需求进行调节所依凭的生产条件”。[26]实际上，只要波动的需求主要通过最坏的生产条件来加以调节，那么由强劲需求所推高的价格就会由在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调节。这适用于以土地为代表的受限制的自然条件，正如在级差地租理论中那样。否则，被强劲需求拉高的价格最终会被来自占主导地位的和较好生产条件的供给增加拉低。因此，只要涉及技术上可改进的生产方法以及相关的资本规模，市场价值调节市场价格通常取决于占支配地位的大多数生产条件。可以想见，正是在生产方法的革新过程中，调节市场价值的支配性生产条件在一段时期内可能是未确定的，并伴随着不稳定的价格下跌运动。随着任何新确立的主导性生产方法的巩固而出现的市场价值的变动，是无法直接识别的，而必须再次通过波动的市场价格去探寻。

因此，依我之见，马克思在他那些不同的市场价值概念中所试图表达的内容，可以整合为一个单一的概念：即通过市场中介决定的社会价值，反映了为满足波动需求而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条件。在这种重新表述中，级差地租理论可以被看作是市场价值理论的扩展发展，而不是修正。重新表述的市场价值概念可以直接与市场生产价格概念相一致，尤其是摆脱了将市场价值定义为相关生产领域中物化的个别劳动价值的技术平均数这种做法。只要市场价值通过波动的需求表现为市场价格的重心，它就因而展现了跨多个生产部门的资本主义竞争的代表性生产条件。构成生产价格的成本价格和平均利润，必须建立在主导各领域以满足市场波动需求的这种代表性生产条件的基础之上。上述界定的市场生产价格，从跨产业领域的资本主义竞争角度来看，不过是市场价值的一个具体形态。当某种商品之市场价格高于由这种代表性条件决定的市场生产价格时，拥有这种条件的资本家就会获得高于一般利润率的利润率，这因而促进了市场上该商品供给的迅速扩张，从而拉低了其市场价格以及该商品生产者的利润率。围绕市场生产价格运转的市场价格运动，由此构成了根据对各种商品产品的社会需要体系分配社会必要劳动的具体调节机制；与此同时，它通过市场揭示了各领域作为使产业部门间利润率趋于平均化的资本主义竞争基础的社会标准生产条件。

使产业领域之间的利润率趋于平均化的同一资本主义竞争，相反地，必然总是在每个领域内部具有不同生产条件的各资本之间留下利润率的差异。因利润率高于一般利润率而产生的超额利润，归属于那些生产条件优于调节市场生产价格的代表性条件的资本。相反，只要市场生产价格在波动的市场中占据主导，生产条件劣于代表性条件的资本所获得的利润率就必然低于一般利润率。因此，力图尽可能获取更高利润率的资本主义竞争，倾向于促使技术上可变动的生产条件从较差转向较好。调节市场的生产条件最终会在资本之间的这种竞争过程中发生改变。当然，资本在一段时期内改变其生产方法存在着惰性或摩擦，例如尚未充分折旧的现有固定资本的限制。否则，较好的生产条件就会极其容易且迅速地被模仿和传播，以至于即使在短时期内也无法成为获取超额利润的结构性稳定基础。尽管如此，只要生产技术方法或生产规模等生产条件的差异就其本质而言可由资本转移和模仿，因这种差异而产生的超额利润就具有暂时的性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并消失。因此，这种类型的超额利润不可能构成阻碍资本主义竞争拉平利润率过程的根本障碍，并且它实际上是由拥有较好生产条件的资本家所获得的。

与市场价值“技术平均”论的情况相反，我们无须把拥有较好生产条件的个别资本所获得的超额利润的实质来源，局限于在同一产业领域中所榨取的剩余劳动。即使在不存在劣于标准生产条件的资本、因而在同一领域内不存在价值实体的对等转移的情况下，这种超额利润在逻辑上也是可以设想的。正如我们在第5章第5.2节关于采用改进生产方法的资本所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的讨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类型的超额利润实体，也可以是其他产业领域中所榨取的剩余劳动的转移，恰如某部分平均利润的实体那样。就其本质而言，通过技术上优越的生产条件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实体，包含着改进和更新生产方法的社会必要劳动成本的作用，这一成本或多或少对一切社会形式（包括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共同的。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只要资本主义是在服从于超额利润的个人主义致富术形式的前提下来应对改进生产方法的劳动成本，它就绝不会自觉地为了工人自身的福祉或为了与更广阔的自然生态和谐相处而推进生产方法的发展。

7.3 地租与土地所有权

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形式

与从较好的技术生产条件中所获得的超额利润相反，基于可垄断的土地自然条件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并不受仅限于资本之间竞争过程的利润率平均化的支配。[27]这是因为，涉及可垄断的土地自然条件的生产条件差异，与技术条件所造成的差异不同，资本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是不易改变或转移的。当然，土地的较好条件并非绝对不可改变，而是会在技术发展过程中发生转移。例如，化肥的使用或运输系统的发展，就极大地影响了土地等级的差异或投资于土地的资本的相对成本。然而，土地等级的变化往往产生于直接利用土地的资本所无法控制的外部原因，并且与技术生产方法的改变相比，通常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效果。因此，可垄断的土地自然条件的差异，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必然表现为资本间竞争的一个稳固而确定的外部前提条件。由土地自然条件的这种差异所产生的超额利润，原则上应当被排除在资本之间拉平自身利润率的竞争之外，并必须转化为级差地租。这就界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秩序下土地所有权的基本地位与经济形式。

在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中，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土地所有权，始终居于生产关系的核心地位，并充当了统治性的地主阶级有效地占有直接生产者的全部剩余产品或剩余劳动的社会基础。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所有权不再能成为生产关系的核心。它的经济实现原则上限于占有社会剩余产品的一部分，并且是以对资本最初获得的剩余价值进行二次再分配的形式实现的。尽管如此，以私有制形式存在的土地所有权垄断，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并且至今仍然是它的牢固基础”（第Ⅲ卷，第754页）。正如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提醒我们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以直接生产者不再处于只属于土地的附属物（农奴、隶农、奴隶等形式）的地位为前提，另一方面以人民群众被剥夺了土地为前提”（第Ⅲ卷，第753—754页）。现代土地私有制由此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历史给定前提。它与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的形成相结合，这些工人是“双重意义上的自由”（第Ⅰ卷，第272页）：他们既能自由地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来支配，又没有任何其他可以出卖的商品，自由得一无所有，摆脱了实现其劳动力所需的一切生产资料。正如我们无法从一般的商品经济发展逻辑中推导出具有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与形成一样，我们在理论上也无法从资本自身运动的逻辑中内在地推导出对土地的私有垄断。在此，必须将此前封建土地所有权解体并转化为现代私有制的历史过程作为一个给定的前提。因此，资本若不向土地所有者提供称为地租的某种支付并获得其准许，就无法自由利用土地，正如工人们不再拥有任何以先前的封建传统或习俗的名义自由利用土地的权利一样。因此，资本在原则上真正能够实现的，并不是创造地租或土地所有权的形式。相反，资本是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使地租水平进而使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价值受到限制，以契合其自身的运动规律。

受制于资本运动规律的土地所有权地位，基本上体现在级差地租的原理之中。将一部分剩余价值以级差地租的形式转化为地租，被解释为市场生产价格规律的扩展，而不是背离；该规律使各产业领域中拥有优于代表性生产条件的资本产生超额利润。在某种意义上是资本对土地所有权的一种妥协的绝对地租，是在级差地租的基础上出现的，并且正如我们稍后将讨论的那样，受到级差地租运动的限制。资本通过将级差地租与绝对地租形式的地租范围限制在其运动规律之内，更为具体地将现代土地私有制形式转化为了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28]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的基本地租理论，在更具体的研究层面上，不仅必然可以作为分析涉及小农或城市租户的其他类型现代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作用的参照框架，而且也必然可以作为分析前资本主义历史形式的土地所有权的参照框架。

级差地租

马克思在一般性地解释级差地租时，举例说明了由自然瀑布而非蒸汽机驱动的资本主义工厂的超额利润是如何转化为地租的。按照该例，一个国家的工厂主要由蒸汽机驱动。在某个产业领域（比如棉纺织业）中采用蒸汽机的一般且具有代表性的生产条件下，生产一定数量的商品需要100的资本，在一般利润率为15%的情况下，其市场生产价格为115。如果利用某块土地上的自然瀑布的资本，生产相同数量的同种商品其资本成本为90，那么该资本的个别生产价格就是103.5（90+90×0.15）。只要利用瀑布的资本也按115的市场生产价格出售该商品，那么在该数量的商品上就可以获得高出平均利润11.5的超额利润。只要带有瀑布的可垄断土地自然条件过于有限，不足以满足对该商品的社会需要，并且假定由蒸汽机驱动的工厂能够根据波动的社会需求调整其产量，那么作为市场价格重心的市场生产价格就必然保持在115。

在这些情况下，每定额商品11.5的超额利润，必然通过资本之间的竞争转化为级差地租。如果支付的地租水平低于每定额商品11.5，利用带瀑布土地的资本就会保留高于一般利润率的某些超额利润。于是，向土地所有者提出更高租金的竞相投标必然会推高地租水平。相反，如果土地所有者坚持索要高于11.5水平的地租，那么就不会有资本家前来租用这块土地。土地所有者因而被迫降低其开出的地租水平。因此很明显，决定级差地租水平的是资本的竞争，而不是土地所有者的索求。土地所有者处于被动的地位，仅仅接受由资本运动规律所决定的地租水平。

在上述例子中，由于瀑布而产生的超额利润，因而级差地租，可能会随着蒸汽机效率的提高而减少并最终消失。带有瀑布的土地因而可能不再被使用。然而，土地在肥力和地理位置等自然条件上的差异，通常必然以某种方式保留下来，从而带来转化为级差地租的超额利润。正如上述例子中利用带瀑布土地的资本获得超额利润一样，利用优越的可垄断土地自然条件的资本所获得的超额利润，也会通过资本间的竞争转化为级差地租。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级差地租的概念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种形式，即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

级差地租Ⅰ说明了等量资本投资于不同等级的土地时，如何获得超额利润并转化为地租；而级差地租Ⅱ则涉及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集中投入等量资本时的生产率差异。级差地租的基本逻辑体现在马克思关于不同肥力等级土地上小麦农业生产的数值例中。由于这一逻辑很容易适用于按位置划分等级的土地，使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以及农业资本的运营成本发生分化，因此让我们遵循马克思的简单例子。[29]假定投入50先令的同等资本投资额会获得不同的收成。通过排除因使用的生产技术不同而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同等数额的资本将投资于面积大致相等的土地上。在四种等级土地上的结果被马克思用作展示级差地租Ⅰ逻辑的出发点（第Ⅲ卷，第791页）。

表7.7




	土地类型
	产品
	预付资本
	利润
	地租



	夸特
	先令
	先令
	先令





	A
	1
	60
	50
	10
	—



	B
	2
	120
	50
	70
	60



	C
	3
	180
	50
	130
	120



	D
	4
	240
	50
	190
	180



	合计
	10夸特
	600先令
	200先令
	400先令
	360先令







在表7.7所代表的经济中，假定一般利润率为20%，50先令的预付资本可获得10先令的平均利润。只要土地类型A目前是决定表中农产品小麦市场生产价格的调节性自然条件，那么投资于土地类型B、C和D的资本，就会在10先令的平均利润之外，各自获得60先令、120先令和180先令的超额利润。这些数额的超额利润必然转化为级差地租，正如在前一个案例中利用带瀑布的有利土地的资本所获得的超额利润那样。

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李嘉图错误地认为土地开垦总是伴随着报酬递减规律，从最好等级的土地向较差等级的土地演进。土地等级的顺序在历史上和实际上完全可以设想为按照下降顺序、上升顺序或混合顺序形成。技术和交通运输的发展，以及土地所有者社会态度的变化，往往改变了可利用土地的等级。然而，作为这种发展的结果，目前必然暂时存在下列支撑表7.7的社会条件：


	(i) ——在给定的资本技术条件下，来自四种类型中最坏土地类型A的小麦供给，对于满足小麦的社会需要是不可或缺的。

	(ii) ——土地类型A代表了小麦再生产的自然条件，这种条件允许灵活地调整供给以满足波动的需求。换言之，当暂时对小麦的社会需求增加或减少时，在同类土地类型A上供给能够增加或减少。

	(iii) ——相反，较好的土地类型B、C、D目前受到限制，资本无法在这些类型的土地上扩大耕种。否则，上述条件（i）和（ii）就无法得到保证。



只要在这些社会条件下，土地类型A目前代表了满足小麦波动需求的供给自然条件，支配性的小麦市场生产价格就是由该类土地上的生产条件决定的。在这种市场生产价格决定的基础上，投资于较好土地类型B、C、D的资本，通过按起支配作用的市场生产价格出售其产品，就必然获得超额利润，并且如表7.7所示，这种超额利润必然转化为级差地租。

在级差地租理论中，这里似乎存在两个相关的问题，它们一直是反马克思主义批评所偏爱的靶子，特别是鉴于市场价值的“技术平均”论以及对劳动价值论的片面技术性进路。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技术平均”市场价值论中，人们认为正是某一产业领域所生产商品中物化的社会平均劳动量决定了其市场价值。拥有优于平均技术生产条件的资本所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随后被视为来自该领域内技术条件较差的资本的剩余劳动转移。级差地租理论似乎在两个要点上与这些普遍观念相矛盾：第一，它根据所使用的最劣等“边际”土地生产条件来定义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第二，它的超额利润概念并没有伴随着来自同一领域内生产条件较差资本的对等剩余劳动转移。

根据我们在上一节中的论证，第一点已不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的概念，绝不是某种商品个别劳动价值的机械平均，而是市场价格的重心，它以无政府状态的方式揭示出：满足变动中社会需求的当前必要商品数量，是在何种生产条件下得到弹性供给的。对某种商品的社会需求规模的变动可能会影响调节性生产条件的转移，但并不总是如此。一般而言，在短期内，通过市场波动来调节市场生产价格的生产条件，暂时可以被视为独立于社会需求的边际变动。因此，当以这种方式重新表述时，由上述土地类型A的自然条件来决定小麦的市场生产价格，与一般的市场生产价格理论完全不存在任何矛盾，也绝非实质性的修正。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决第二点呢？让我们确切地确认问题究竟何在。马克思在此引入了一个“实际生产价格”（real production price）的概念，在表7.7的案例中，10夸特小麦的实际生产价格是240先令，即每夸特24先令。这意味着，在四种土地类型上总共投入200先令的资本，并按20%的一般利润率计算，实际生产出了10夸特小麦。这10夸特小麦不是按240先令出售，而是按600先令出售，因为市场生产价格是由A的生产价格（即每夸特60先令）决定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通过竞争而产生的市场价值的决定；竞争产生出一种虚假的社会价值”（第Ⅲ卷，第799页）。这种“虚假的社会价值”概念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在马克思的基本立场中，资本之间的竞争不可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价值，并且一般而言社会价值不可能是虚假的。鲁宾学派可能会争辩说，在这种情况下600先令的市场价值代表了在市场中所估价的相应劳动价值。另一种表面上相反的观点认为，“虚假的社会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由较好生产条件下的强化劳动创造出来的，恰如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实现的由改进生产技术方法所带来的超额剩余价值那样。[30]依我之见，这两种立场都对劳动价值作了虚构的解释，脱离了物化在商品中的实际劳动时间，因而是缺乏说服力的。

马克思本人也认识到，“虚假的社会价值”并不代表物化在产品中的实际劳动时间量，他这样论证道：“如果我们设想资本主义社会形式已经被废除，社会已经组织成一个按照计划自觉进行工作的联合体，那么这10夸特就代表着相当于240先令所包含的独立劳动时间量。因此，社会不会按照它实际包含的劳动时间的212倍来购买这种产品；地主阶级的基础就会由此消失”（第Ⅲ卷，第799页）。那么，要转化为级差地租的“虚假的社会价值”的源泉，仍有待解释。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作为消费者为农产品付出过多的地方，这对它在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时间的实现是一个减量，但这对社会的一部分人即土地所有者却构成一个增量”（第Ⅲ卷，第800页）。

假定10夸特小麦中包含的劳动时间量为480小时，或者以240先令的实际生产价格来表示的价格-劳动系数为12（即假定小麦生产处于第Ⅱ部类，在我们本章第7.1节后半部分关于转形问题的三张表［表7.4—7.6］进路中，y=12）。在假定这10夸特小麦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消费资料一部分的情况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作为劳动力价值形式的工资，必须包含600先令（而不仅仅是240先令）作为按市场生产价格购买这一数量小麦的部分。通过劳动力价值形式的这一部分，工人们收回的是其必要劳动时间的480小时，而不是1200小时。作为消费者的工人所支付的600先令与作为“实际生产价格”的240先令之间的差额，构成了要转化为级差地租的超额利润。因此，从价值形式的角度来看，在这种情况下雇佣工人作为消费者似乎支付了360先令的级差地租。然而，在价值形式的背后，工人们必须获得包括相当于劳动力价值实体的必要劳动时间在内的必要生活资料，而这在原则上是不能被级差地租所削减的。[31]因此，根据我们关于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的理论区分，我们可以确信：级差地租的实体不应被看作是对劳动力价值实体的瓜分，而应被看作是在价值形式背后，通过劳动力商品与小麦的社会交易以及地租支付所实现的社会剩余劳动的转移。


由于李嘉图没有区分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他直接根据最劣等的土地条件来规定小麦的价值，进而规定劳动（劳动力）的价值。在上述例子中，市场价值形式（600先令）在理论上无法与真正的价值实体（即实际体现在小麦中的劳动时间量）区分开来。马克思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运用其笨拙的“虚假的社会价值”概念，并未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市场价值“技术平均”论同样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宇野对市场价值理论的重新表述，以及他对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的彻底区分，指明了前进的方向。[32] 从我们重构的市场价值形式的视角来看，由A级土地的生产条件所决定的小麦主导生产价格，便不再具有特殊性。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作为波动中的市场价格的重心，揭示了能够弹性满足社会需求的生产条件；这一普遍概念完全适用于小麦的主导价格。然而，从价值实体的视角来看，基于可垄断的土地自然条件而产生的生产条件差异，则必须另作处理。在生产技术条件方面，通过波动的市场显现出来的某一生产部门的代表性条件，必然是界定体现在该部门商品产品中的价值实体（即劳动时间量）的标准基础。这种代表性的生产技术条件，即使在耕种同一A级土地的各个资本之间，以及在其他土地级别上，也必须在社会层面得到确认。撇开生产技术条件的这种代表性不谈，我们绝不能仅仅因为A级土地在此充当了市场生产价格的调节性土地条件，就直接把A级土地的自然条件当作界定土地产品中所体现的价值实体的社会标准基础。因此，与李嘉图以来关于土地产品价值的传统观念相反，土地产品的价值实体——而非其形式——必须由土地的总体条件或平均条件来决定，而不是由最劣等的边际条件决定。

正如我们所见，在级差地租Ⅰ的基础上，当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投入具有不同生产率的资本量时，就会产生级差地租Ⅱ。每一单位的连续投资必须彼此可分且相互独立，以便由不同生产率所形成的超额利润能够转化为级差地租Ⅱ。例如，在复种中追加的一单位种子、肥料和劳动力，很容易与同一块土地上的先前投资单位区分开来。与此相反，生产方式的发展往往伴随着资本投资单位的扩大，而这种投资单位是无法进行局部拆分的。在技术发展的这种情况下，投资单位扩大的效果只能作为整体以级差地租Ⅰ的形式计入。

级差地租Ⅱ的最简单情况可以说明如下（参见第3卷，第816页）。假定表7.7中级差地租Ⅰ的情形：其中A级土地调节市场生产价格为60先令，包含10先令的平均利润。如果不是投入1个单位，而是在同一块1英亩的D级土地上连续投入4个单位各50先令的独立资本，使得在同样由60先令调节的市场生产价格下，第一次投资产出4夸特，第二次产出3夸特，第三次产出2夸特，第四次产出1夸特，那么第一次投资将产生180先令的超额利润，第二次产生120先令，第三次产生60先令。这些总计360先令的超额利润，必须通过资本间的竞争转化为级差地租，正如表7.7中对D、C、B级土地进行资本投资所产生的超额利润一样。

在同一块土地上进行这种能够产生级差地租Ⅱ的连续资本投资的可能性，是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土地自然限制的一种手段。资本通过追加投资，甚至可以在较优土地级别的原有租佃地范围内增加农产品的供给。当通过连续投资所增加的小麦供给与社会需求相比足够大时，表7.7中最贫瘠的A级土地就可能变得不再必要而被排除在耕作之外。如果A级土地——连同在D级土地上的第四次投资——确实因此被排除，从而使B级土地成为小麦市场生产价格的调节性条件，那么转化为级差地租的超额利润结构就会发生改变，如表7.8所示。

在市场生产价格降低的情况下，通过提高耕地中最劣等级的水平（在本例中由A升至B），以级差地租形式转移给土地所有者的剩余价值量通常可以减少。相反，在资本积累过程中，随着社会供求的增加，当耕地中最劣等级的水平降低时（例如从B降到A），级差地租通常会增加。

因此，土地所有者阶级仅仅通过被动地

表7.8




	土地
类型
或
在D上的
连续
投资
	产品
	预付
资本
	利润
	地租



	夸特 先令
	先
令
	先
令





	B III
	2
	60
	50
	10
	—



	C II
	3
	90
	50
	40
	30



	D I
	4
	120
	50
	70
	60



	合计
	9 夸特
	270 先令
	150 先令
	120 先令
	90 先令







体现资本积累社会过程的结果，境况就可能变得更好。此外，当租期结束时，土地所有者往往不仅能收回其土地，还能收回融入土地的资本投资的效果（如土壤改良、灌溉或农场建筑物），以及融入土地的资本或“土地资本”（la terre-capital）（第3卷，第756页）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通过在租佃土地上进行连续的追加投资，资本家可以为自己获取超额利润，而这种超额利润只有在租期结束后才会转化为级差地租。因此，土地所有者倾向于尽可能缩短租期，而资本家则抵制缩短并试图延长租期。同时，资本家倾向于避免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更愿意通过较短的周转期投资来为自己获取超额利润。租期的这种影响是资本主义下农业生产发生扭曲的根源，也是对土壤和土地生态条件的威胁。

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假定耕种中最贫瘠级别的土地不会产生任何可转化为级差地租的超额利润。然而，如果在最贫瘠级别的土地上进行具有不同生产率的连续投资成为满足社会需求的必要条件，那么即使在耕地中最劣等级别上也会出现级差地租Ⅱ。例如，如果表7.7中对A级土地的第一次投资不再足以满足社会对小麦的需求，那么以同样的50先令资本在1英亩A级土地上仅产出0.8夸特的生产率较低的第二次投资，就会成为小麦市场生产价格的调节性条件。这样，市场生产价格就必须上涨到75先令（60先令/0.8夸特），从而在最贫瘠的A级土地上产生15先令的超额利润并转化为级差地租Ⅱ。将市场生产价格调节在低于对A的第一次投资水平上的投资，也可能不是在A上进行，而是在较高的B级、C级或D级土地上的某处进行。无论如何，通过级差地租Ⅱ的运动，即使是耕作中最贫瘠的土地也被赋予了产生级差地租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所有类型的耕地都可能产生级差地租。然而，只要我们像李嘉图那样仅仅观察级差地租的逻辑，就没有任何理论保证最劣等的土地一定能产生转化为地租的超额利润。既然土地所有者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免费将其土地租借给资本家，我们就必须遵循马克思关于绝对地租的分析，看到超出李嘉图理论界限的另一种可能的地租形式。

绝对地租

正如我们所见，关于级差地租，“土地所有权只是引起了商品价格中一个部分的转移，这个部分是在土地所有权毫无作为的情况下产生的（宁可说是由竞争对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的规定所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权不是创造这个价格组成部分的原因，也不是创造它所预先假定的价格上涨的原因。但是，如果最劣等的A级土地在耕种时——即使耕种能提供生产价格——也必须在能够提供超过这个生产价格的余额即地租时才能进行耕种，那么，土地所有权就是这种价格上涨的创造性基础。土地所有权本身创造了这种地租。”（第3卷，第889页）。因此，绝对地租表现为超额利润的转化，而这种超额利润源于土地所有者拒绝免费租借其土地（哪怕是最贫瘠的土地）。

例如，如果前面表7.7中A级土地的土地所有者在每英亩得不到至少5先令地租的情况下就不肯出租其土地，那么确保小麦供求平衡的主导市场价格就必须从60先令上涨到65先令。在最劣等的A级土地上经营的农业资本家现在就能获得每英亩5先令的超额利润，并将其转化为地租。当较高等级土地的原有租佃地上的追加投资以每夸特65先令的生产价格生产小麦而不产生地租时，这看起来似乎就像是最劣等耕地上的级差地租Ⅱ。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种追加投资在这里之所以能够进行，仅仅是因为最劣等A级土地的土地所有者施加了限制，从而将主导价格提高到了65先令。当小麦的主导价格由此变为65先令时，表7.7中转化为地租的超额利润在B级土地上必须从60先令增加到70先令，在C级土地上从120先令增加到135先令，在D级土地上从180先令增加到200先令。总计起来，包括A级土地上新产生的5先令在内，它将从360先令上升到410先令。B、C和D级土地上的地租结构与表7.7中的级差地租非常相似。地租的增加额（在本例中为50先令）具有绝对地租的性质，是由土地所有权所产生的。当然，由土地所有权所“产生”的，不可能是以绝对地租形式获得的价值实体或物化劳动时间，而必然仅仅是价值形式或提高了的价格的一部分，正是它使得能够产生转化为绝对地租的超额利润。

在某些情况下，土地所有者对耕种其土地的限制不仅存在于最劣等的土地上，而且也存在于较优等的土地上。土地所有者拒绝耕种的原因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他们可能会避开在当前市场形势下可获得的租佃条件，更愿意等待不久的将来可能出现的更优条件，特别是在租期通常固定为多年的情况下。土地所有者（尤其是大土地所有者）不必像资本家那样唯利是图，他们可能会把一部分土地（甚至是较优级别的土地）用于奢华目的，例如保留用于养鹿场的广阔住宅林苑。只要较优级别土地的一部分按照土地所有者自身的意愿这样被排除在耕种之外，土地产品的市场调节价格就会相应提高，从而由比原本情况更为劣等的土地级别来调节。除了土地所有者即使对耕种中最劣等的土地也索要某种地租之外，这种影响还会增加正在使用的土地的地租。这样增加的地租部分在性质上属于绝对地租，是由土地所有权“产生”的，尽管与级差地租的情况一样，它也是从市场调节价格与个别生产价格之间产生的超额利润形式中获得的。

绝对地租在本质上是资本向土地所有权做出的一种妥协，即面对土地所有者有权拒绝在其土地上进行投资的私有权利，资本将一部分剩余价值作为沉重的社会支出转移给土地所有权。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将土地私有制维持为其自身存在的生死攸关的历史前提，它就是对各资本而言不可或缺的负担。

然而，资本在社会层面上处理绝对地租这一负担时，是将其作为由完全相同形式的超额利润转化而来的、附属于级差地租的范畴来对待的。此外，资本也不会无限制地接受绝对地租的妥协或负担。

马克思将绝对地租的理论界限定在“价值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第3卷，第898页）的范围之内，其假定是：由于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普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农产品的价值（或价值价格）高于其生产价格。换言之，绝对地租的实体被马克思设想为“不过是农业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是这个剩余价值转化为地租，是它被土地所有者攫取”（第3卷，第898页）。在这一语境中，马克思倾向于把他对李嘉图理论缺陷的两方面批判结合起来：一方面是李嘉图未能区分价值与生产价格，另一方面是未能将绝对地租与级差地租辨别开来。尽管马克思在提出生产价格理论和绝对地租理论方面显然超越了李嘉图，但他将这两种理论结合起来用以界定绝对地租的界限或源泉的做法，却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33] 原因之一在于，按照马克思的定义，当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时，绝对地租就无法存在（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近期发展中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在各个工业部门中为资本投资而租用土地的情况，绝对地租通常也无法存在，然而土地所有权在任何工业部门中无疑都会绝对地要求并设法获取超出纯粹级差地租的某种地租。原因之二在于，价值或价值价格本身不能充当资本主义商品产品定价的标准或上限，而且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绝对地租的范围必须保持在相关土地上所体现的剩余价值的劳动实体之内。在我们关于价值和生产价格的理论视角中，绝对地租在实质上是否构成受雇于相关土地上的工人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也无关紧要。

那么，撇开土地产品的劳动价值不谈，绝对地租的上限究竟在哪里？在我看来，通过在原有租佃地上追加资本投资从而可能增加的土地产品供给，构成了绝对地租的上限。由于投资受到限制导致土地产品（以我们例子中的小麦为例）价格上涨，在原有租佃地上进行生产率较低的追加资本投资便成为可能，而且这些投资不会产生绝对地租。另一方面，暂时无须支付追加地租就能在原有租佃地上增加土地产品供给的可能性，必然会限制土地所有者索要越来越多数额的绝对地租的要求。例如，在我们前面的例子中，由于最劣等A级土地的土地所有者施加限制并将主导价格提升到该水平，才使得在较优的B级、C级或D级土地上以每夸特65先令的生产价格生产小麦的较低生产率追加投资成为可能。然而，在另一方面，只要具有这种生产率的追加投资仍能在较优土地级别的原有租佃地上扩大，A级土地的土地所有者就无法通过进一步推高主导价格来索要超过每英亩5先令的绝对地租。

因此，无论在质的表现形式上还是在量的限制上，绝对地租普遍受制于级差地租的运动。在这一方面，绝对地租在理论上是可以与垄断地租区分开来的；垄断地租不受这种普遍限制的约束，而是“宁可说是由购买者的需求和支付能力决定的”（第3卷，第898页），如某些适宜生产特殊葡萄酒的葡萄园的情形那样。就其本身而言，垄断地租可以置于资本主义经济中地租原理的研究之外，以便在更具体的层次上进行分析。原则上，正如我们在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这两种“正常”形式（同上）中所见，资本通过自身的运动决定了向土地所有权妥协转移某些剩余价值部分的形式和界限。围绕一般利润率展开的资本间竞争的基本逻辑，丝毫没有因支付这些形式的地租而发生扭曲，相反，正是通过它们得以贯彻落实的。


第8章 资本的动员

资本之间通过市场价格波动的过程在各产业部门间形成一般利润率和市场生产价格的竞争，展示了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价值规律的具体展开形式。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不断在各个部门错误配置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导致商品供给过剩或短缺。这种劳动的错误配置通常并非不可解决。在市场价格运动的引导下，它通常在资本主义生产扩大的过程中被反复重新调节。当某些部门因以高于市场生产价格的市场价格出售产品而获得超额利润时，就表明商品产品相对于社会需求出现了供给短缺。这时，这些部门主要通过在平均利润之外将超额利润进行再投资，从而加速扩大生产。商品产品供给过剩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反映有利市场行情的商品产品售卖时间的缩短，通常会伴随市场价格的上涨并产生类似的效果，而售卖时间的延长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1]

在给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调节劳动的分配以适应社会需求体系，这一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一般经济规则，在资本间的竞争过程中正是通过无政府状态的市场机制得以贯彻的。资本主义绝非片面地是一种破坏性的或打破平衡的经济秩序，而且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也是一种有效率的秩序，因为它通过重新调节自身对劳动的错误配置来扩大生产。资本之间为获取更高的个别利润率而竞争，并由此导致各产业间利润率的平均化，这构成了资本在生产扩大过程中调节劳动分配的基本机制。

如果资本仅仅停留在个别产业资本的形态上，那么伴随生产扩大的这种资本间竞争过程就不可能达到应有的顺畅与高效。利润率较低的个别产业资本无法迅速脱离自身所属的产业部门并转移到利润率更高的其他部门，这主要是因为它们通常拥有尚待折旧的固定资本。由于放弃现有固定资本可能带来的资本损失，加上安装新厂房和设备必须积累可观的资金，通常会减慢个别产业资本在各产业间的流动性。因此，需要其他资本形式，特别是将游资动员到资本的竞争性扩大过程中，作为资本运动的更高机制，以使利润率平均化并更有效率地扩大其生产。商业资本、借贷资本、银行资本和股份资本的基本形式和积极职能，从根本上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

8.1 商业资本

商业资本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资本种类，其活动集中于流通过程中的商品经营而不介入生产过程。[2]商业资本的独特形式和职能，在理论上必须与其运输和保管职能区分开来，尽管商业资本往往也执行这些职能，但运输和保管可被视为在流通过程内继续进行的生产过程（第3卷，第379页）。[3]在其纯粹的主要形式中，商业资本的运动表现为 M - C - M' 形式，即为了更贵地卖出而购买商品。就此而言，它与古老时期就广泛存在于商品流通中的商人资本公式具有相同的流通形式，正如我们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理论（第4章第4.3节）中所讨论的那样。然而，其社会存在基础不同于商人资本，它取决于通过促进产业资本的运动来占有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商业资本在促进产业资本运动方面的社会职能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第一，商业资本通过加速资本周转并缩短资本流通时间、减少资本流通费用，来促进资本的生产扩大。由于资本在流通过程中并不生产剩余价值，因此节约流通费用和流通时间，就能在同等程度上提高整个资本价值增殖的效率。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由于分工，专门用来买卖的资本，比工业资本家自己经营他的企业的全部商业部分时所需要的资本要小。”（第3卷，第388页）。用于交易簿记费用、仓库与店面维护费用、广告费用以及运输费用等流通费用的资本，通过集中到商业资本手中可以大幅减少。即使在商业资本的活动中这类流通费用的绝对数额有所增加，整个资本的价值增殖效率也仍会因非生产性流通资本的相对减少而得到提高。只要通过商业资本在其中的投入，流通资本的总量和流通费用在社会层面上得到减少，对一般利润率的积极效应就会依然存在。[4]

商业资本为什么以及如何在社会层面上加速流通时间，从而通过其活动使整个流通资本缩减？在一个假设作为消费者的工人或资本家几乎没有储蓄的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业资本加速并扩大总销售的余地似乎微乎其微。只要社会再生产的规模和引致的总收入是给定的，商业资本加速某些商品的销售就必然会减缓其他商品的销售。即使在一个大部分收入倾向于被储蓄起来的社会中，商业资本的推销努力在降低整个储蓄率方面的效果也是不能确定的。[5]在均衡静态的社会再生产条件下，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之间的“分工”不会非常有效。然而，均衡静态的状况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它只能作为一种纯粹的抽象而存在。

在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劳动的无政府状态的错误配置以及由此导致的供求之间或社会需求与生产之间的不平衡，在各产业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不断发生且不可避免。鉴于可能实现的生产扩大，这种劳动与资源错误配置所导致的低效率——既表现为一组商品的过剩供给，又表现为另一组商品的短缺——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拥有固定资本的产业资本通常无法迅速脱离生产过剩的产业而进入其他产业以增加短缺商品的生产，但没有生产过程的商业资本却能灵活得多地四处转移。商业资本倾向于增加对那些恰好相对于社会需求供不应求、因而在市场上容易售出的商品产品的购买。这种活动加速了生产这些商品的部门中产业资本的周转，显然比所有资本都仅仅采取产业资本形式时能够更顺畅地促进生产的扩大。商业资本通过加速那些未能满足需求的产业部门的生产扩大，并通过促进对错误配置的劳动的重新调节，从而带动社会需求的增加，间接地促进了供给过剩部门的销售。

第二，与上述第一项职能密切相关的是，商业资本还通过其对商品产品的选择性购买，促进了各产业部门间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随着短缺商品由于购买增加而加速扩大生产，对这些产品的过剩需求最终将消失，而且比本来可能的速度更快。因需求过剩而上涨的这些产品的市场价格，以及由这种价格获得的超额利润，也将随之更快消失。商业资本还通过间接推动整个生产的扩大和衍生的社会需求，有助于化解其他产业中的供给过剩。低迷的市场价格以及随之而来的低于一般的利润率，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就会以快得多的速度被拉升。因此，商业资本构成了资本主义机制的一部分，该机制在以一般利润率为中心波动的利润率的引导下，通过各产业间资本的竞争，自发地调节劳动的社会分配。在各个生产部门内部，商业资本通过集体接管流通费用或分担售卖时间的责任，减少了个别生产者之间在流通费用或售卖时间上的偶然差异，从而使产业资本之间进行利润率竞争的基础客观得多。

商业资本自身也参与围绕一般利润率展开的竞争。通过把许多产业资本——特别是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的产业资本——的销售过程集中起来，个别商品在流通费用或售卖时间上的个别的、偶然的、随机的差异，在商业资本手中往往或多或少地相互抵消。因此，商业资本竞逐利润的基础不可能是片面偶然和随机的。此外，竞争不仅在商业资本之间进行，而且在商业资本与具有利润率平均化竞争的坚实技术基础的产业资本之间进行。在更高利润率前景的引导下，除了短期内现有固定资本等障碍外，并不存在把资本从商业转移到产业或相反方向的根本障碍。因此，商业资本的利润率也受制于形成一般平均利润率的资本间竞争规律。

产业资本将一部分剩余价值让渡给非生产性的商业资本，其资本主义依据在于商业资本的社会职能：它节约了流通费用和整个流通资本，从而使扩大剩余价值的生产规模成为可能。个别产业资本当然可以自行完成销售过程。个别产业资本将自己的商品产品以批发价格卖给商业资本（该价格低于最终可售价格，留有商业利润的空间），仅仅是因为它们认为这种批发比自己零售更有利可图。这里通常可以假设最终售价就是市场生产价格。产业资本向商业资本售卖商品的批发价格必须低于市场生产价格，以便使商业资本在按个别商品的平均核算中能够获取平均利润并补偿流通费用。换句话说，商业资本必须从其支付的批发价格与所收到的市场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中，获取平均利润并按平均核算补偿必要的流通费用。通过将商品产品卖得便宜这么多，产业资本由于其周转加速或者流通费用大大减少乃至免除，仍能获得更高而不是更低的利润率。或者毋宁说，正是因为产业资本预期会产生这种效果，它才会把产品批发给商业资本。

在马克思对商业资本的处理中存在着一些理论上的复杂情况或混乱，包括涉及产业资本向商业资本收取的批发价格概念的数字算例。这些也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困扰之源。

第一，马克思所构造的数字算例，仿佛一般利润率会因商业资本的加入而降低。他首先假定一年内预付的产业资本总额为 720𝑐+180𝑣=900，剩余价值率 𝑠’=100%。那么商品产品的价值或总生产价格必定是 1080=720𝑐+180𝑣+180𝑠，利润率将是 20%。当投入 100 的商业资本时（它只在流通领域运动而不生产任何剩余价值），总社会资本 1000 上的利润率必然降低至 18%。产业资本现在以 1062=720𝑐+180𝑣+162𝑠 的价格批发其产品，在其自身 900 的资本上获得 18% 的平均利润。商业资本以此价格购买这些产品，并在市场上按其价值或生产价格 1080 出售，通过一年内 10.62 次的买卖周转，在其 100 的资本上获得 18% 的平均利润。这个算例显然与马克思自己的正确观察相矛盾，即商业资本通过缩短周转时间，“增加了剩余价值对预付资本的比率，从而提高了利润率”（第3卷，第393页）。问题出在最初的假设上。正如马克思后来修正指出的，“为了脱离商业资本的独立经营［作为流通资本——伊藤诚注］，所需要的追加资本大概是200，这样，由产业资本家预付的总额不是900，而是1100”（第3卷，第405页）。这样一来，通过商业资本的独立经营，利润率非但没有从 20% 下降，反而从 16.36% 上升到 18%。
第二，马克思在论述时，仿佛商品产品的价值或总生产价格可以通过加上商业资本预付的流通费用而增加。他提出了这样一种情况：除了用于向产业资本购买商品的 100 商业资本外，还为流通费用进一步预付了 50 的追加商业资本。于是，“180的全部剩余价值，现在要在900生产资本和150商业资本即总额1050的资本之间进行分配。这样，平均利润率就会下降到 1717%。产业资本家以 900+15427=105427 把商品卖给商人，商人则以1130（1080加他必须收回的费用50）把商品卖出。”（第3卷，第406页）。在这种背景下，C. 帕尼科将此解释为：马克思关于售卖价格的概念将变得不等于价值，而是因“用于执行必要流通行为”所预付的资本而提高 B 个单位。[6]尽管 B. 法因在反对帕尼科的解释时，本应认识到马克思自身在这方面的未完备性，但法因正确地指出：流通费用不仅必须作为追加预付资本加到利润率的分母中，而且还必须作为分子从剩余价值中扣除，以便使商业资本的售卖价格保持在商品价值水平上。[7]平均利润率将是 (180−50)÷(900+100+50)=12.38%，而不是 1717%。产业资本将以 900+111.42=1011.42 的价格批发商品，而商业资本以 1080 的价格出售商品，在流通费用上支出 50，并通过售卖价格与购买价格之间的差额（1080−1011.42=50+18.58）获得 18.58（150 的 12.38%）的平均利润。我们在这里还应注意到，如果没有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就不得不花费超过 50 的流通费用，因此正如上面第一点所讨论的那样，12.38% 的利润率非但没有降低，反而因商业资本的作用而提高了。
第三，在《资本论》第3卷第17章后半部分中，马克思对商业资本的可变资本的处理构成了理论复杂性的进一步来源。例如马克思指出：“因为商人本身的劳动时间和劳动，虽然会为他在已经生产的剩余价值中争得一份份额，但并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那末，他为购买商业劳动力而支出的可变资本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这个可变资本是不是应该算作商人预付的商业资本的支出费用的一部分呢？”（第3卷，第408页）。宇野弘藏将这一问题重新表述为商业资本的一种特殊的拜物教特征。按照宇野的看法，“商业劳动是‘资本家’可以从事的唯一劳动”，[8]而且商业劳动的费用同其他纯粹流通费用一样，在个别情况下各不相同，因此与其他的生产费用不同，在产业资本家手中它并不是要求获得平均利润的客观资本预付，而仅仅是对剩余价值的扣除。于是，纯粹流通费用——尤其是商业劳动的费用——只有通过资本作为商业资本的拜物教形式，才转化为索取平均利润的资本。尽管在商业雇佣劳动的资本投入与管理薪酬（包括中高层商务人士和经理人的利润分成）之间的区分上可能存在着实际的复杂性，但这在原理论中无法适当地进行任何详细分析。撇开这种现实的复杂性不谈，在我看来必须认识到，不仅限于商业资本，产业资本本身就已经在某种客观程度上，基本上把纯粹流通费用既作为资本的一部分，又作为对剩余价值的扣除来处理了，正如我们在第7章第7.2节中所论证的那样。

在处理了马克思著作中的这些理论问题之后，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商业资本具有通过提高整个资本的流动性，从而同时节约流通费用和流通资本的社会职能。然而，商业资本在促进生产扩大以及促进资本间竞争从而使利润率平均化方面的积极职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些职能只有在整个产业资本的外延积累过程能够毫无严重困难地持续进行时才是有效的。当资本积累变得过度且难以继续顺畅扩大时，商业资本的职能就会转向对社会再生产具有投机性、扰乱性乃至破坏性的操作，正如我们将在第9章中看到的那样。即使撇开其运作方式的这种逆转不谈，商业资本在产业资本扩大过程中通过动员并节约流通中的资本量及其费用来促进产业资本运动的职能，也还远未完备。一方面，商业资本不能从产业资本手中接管商品销售的全部过程。产业资本之间常常直接进行交易，即使它们对广大最终消费者的直接交易并不那么频繁。商业资本还往往避免经营市场上日益过剩的商品。另一方面，商业资本无法将产业资本周转中存在的闲置货币资本动员起来用于生产扩大。

信用制度是一种克服了商业资本职能的上述局限性的、用于动员资本的更高且更全面的机制。

8.2 信用制度

研究路径

在构建信用制度和利息的原理论时存在方法论问题。第一，包括银行信用的主要形式与职能在内的信用制度，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我们试图推导适用于资本主义所有历史阶段的信用制度的一般本质和职能，那么这种理论就会变得过于形式化和抽象，以至于无法阐明信用制度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运作机制。在分析诸如信用制度这样具体的资本主义机制时，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抽象的现实基础。因此，如果我们在这一问题上选择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我们就必须选择19世纪中叶的自由主义阶段。这是因为在那个阶段，英国的信用制度作为个别资本之间竞争的内在机制被构建并运作得最为典型。当时，无论是在工业还是银行业中，巨型垄断公司都尚未占据重要地位。[9]典型的商业周期和危机通过信用制度的运作在那里有规律地发生。因此，马克思基于他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切身体验来构建信用制度原理论的尝试，即使在今天也不能被视为过时。

第二，在论述信用制度之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前四章中阐述了生息资本形式以及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利润的分割。然而，正如利润形式一样，利息和生息资本的形式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新创造的，马克思本人在该篇最后一章已经说得十分清楚。这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一个历史事实。因此，正如我们在本卷第4章第4.3节中所讨论的那样，我们最好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之前，在一级一般商品经济中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理论中来界定生息资本形式。这样我们在此就可以免去重新阐述生息资本形式的理论。此外，尽管第5篇前四章相比该篇后面的章节在文风上更为完整，但其中关于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利润的理论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实质性困难。例如，利息在那里首先被表现为既不作为产业资本家也不作为商业资本家发挥职能的“货币资本家”与没有任何资本的“职能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尽管古典学派过去常常将利息定义为被称为“货币利害关系者”或“货币资本家”的特定社会阶级的独立经济基础；但利息不同于工资、利润或地租，它不可能是一种专门局限于诸如食利者型货币资本家等特定社会阶级收入的确定剩余价值形式，而基本上毋宁倾向于作为产业资本家与商业资本家之间通过信用制度对剩余价值进行内部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发挥作用。一个完全没有自己资本的单纯“职能资本家”，在理论上也过于抽象而脱离实际。此外，将利润质地区分为利息和企业利润从而抹杀了预付资本利润概念的做法，若要基于资本运动的某种现实形式或机制来进行理论建构，也显得过于抽象。（尽管认为资本自然会带来利息、其余利润则是作为一种企业家才能的工资或报酬而获取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符合资产阶级社会的庸俗拜物教观念。[10]）因此，利息作为剩余价值一种形式的原理论，最好直接在信用制度的形式和职能内部进行分析，而不是在抽象的生息资本理论中进行分析。[11]

第三，与上述观点相关，马克思倾向于将银行在信用制度中的作用视为诸如“货币资本家”等各种外部货币贷放者与作为借款者的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之间的中介。结果，信用制度未能被理论化为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即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之间——彻底的内在机制，利息的基本运动也未能被解释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彻底由内部决定的运动。另一方面，在《资本论》第2卷中，马克思指出，诸如折旧基金、积累准备金或防范价格波动的准备金，以及在流通期间维持生产过程连续性的基金等闲置货币资本，必然或多或少地伴随着资本周转，并指出这种闲置货币资本构成了信用制度的基础。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动员了从产业资本运动内部形成的这种闲置货币资本。尽管银行在现实中利用了来自中产阶级和食利者阶层的外部存款，但只要这些借贷货币资本被贷出并加入产业资本和附随的商业资本中，它在某种意义上就内在化并服从于产业资本和附随商业资本的运动，并且随着它与其他闲置货币资本一起流回银行，必然在资本周转中被重新创造为闲置货币。从资本周转中借贷货币基金的这种内在创造和再创造，对于商业周期过程中货币市场的运动也是决定性的。因此，信用制度的原理论最好被阐明为在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之间动员闲置资本的资本内在机制。

铭记这些方法论上的澄清，“我们在这里只考察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第3卷，第525页），将其作为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基本主要形式。这样，被简化或纯化的原理论无疑将为在更高、更具体的研究层次上分析包括国家债务或消费信用等各种其他社会关系经济形式在内的资本主义信用，提供一个标准的参照框架。

商业信用

商业信用是“处于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家互相给予的信用。这是信用制度的基础。它的代表是汇票，即一种有一定支付期限的期票，一种延期支付的凭证。”（第3卷，第610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信用制度的自发基础存在于简单商品流通中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以及债权人和债务人的相应关系中，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它被“扩大、普遍化和发展”了（第3卷，第525页）。

让我们假定直接或间接参与一系列再生产过程的四个资本家，即棉织品制造商（A）、纺纱商（B）、原棉商（C）和棉花种植农（D）。当 A 在没有足够现金的情况下，想要向 B 开出一张本票来购买一定数量的棉纱时，就可以形成一种简单类型的商业信用。B 可以将该期票背书转让给 C 以购买原棉，而不是等待 A 在到期日（比方说三个月后）延期付款。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汇票被作为商业信用的一种更典型、更普遍的形式加以利用。如下面的图8.1所示，在这种情况下，汇票由 B 开出，指令 A 在三个月后的到期日向 C 支付一定数额的货币。当汇票被 A 承兑后，B 将汇票转交给 C，从而抵消了自己的债权和债务。C 接受该汇票，作为其对 B 的债权转移为对 A 的债权。然而，如果 A 在到期日无力偿付，C 可以立即要求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的 B 进行支付。因此，B 一方债权和债务的抵消仍然使他保留着承担连带责任的义务。如果棉花种植农 D 在批发原棉时接受该汇票，商贩 C 也会通过背书使用该汇票来表示承担同样的连带责任。这样，A 对 C 的债务就会进一步转化为对 D 的债务。

Figure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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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展示了四个主体之间的汇票流通：A（纺织品制造商）、B（纺纱商）、C（商贩）以及D（棉花种植农）。各方水平排列。箭头指示商品和汇票的流动：


	从 B 到 A：棉纱

	从 C 到 B：原棉

	从 D 到 C：原棉

	从 A 到 C：汇票

	从 C 到 D：汇票（以虚线箭头指示）



在各方下方，标注了各自的角色：


	A：承兑人

	B：出票人

	C：收款背书人

	D：持票人



这样，汇票就作为用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之间商品交易的基本资本主义信用货币而流通。虽然它是一种私人的支付承诺凭据，但除了承兑人之外，出票人和背书人的连带责任促进了它的流通。而且，既然它是在现实资本家之间根据其自身意愿和需要发行和接受的私人支付承诺，它就能够相对独立于诸如影响货币供应量等外部环境或规定，弹性地扩大它们之间的交易。[12]

商业信用促成了流通资本的协作式节约，从而便利了再生产的扩大。在上述案例中显而易见的是，流通中的商品资本——棉纱和原棉——被动员起来以比没有商业信用时更快的速度扩大制造资本家 A 和 B 的再生产。对于像 A 和 B 这样的资本家来说，为了在其商品产品的售卖期间维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而必须准备的一部分闲置货币资本，也可以通过经由商业信用的反复交易而得以节省。使用汇票进行销售的资本家也会获益，因为他可以节约诸如保管等流通费用，或者减少防范价格波动的货币准备金。此外，正如上述案例中 C 所做的那样，他也可能利用该汇票向其他资本家购买所必需的商品，从而进一步延长商业信用的链条。

商业信用链条的这种延伸就其本质而言并非没有限度。正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那样，它具有内在的逻辑局限性，因此必然总是在链条中留下一个末端资本家，在汇票到期前充当最终持票人。假定上述的 D 成为汇票到期前这三个月内的最终持票人。那么这个棉花种植农 D 在此期间就无法收回凭汇票售出的商品的货币。为了在汇票到期前的这段时间内维持其营业并继续生产过程，他必须动员自身伴随资本周转而形成的各种闲置货币资本（例如其固定资本折旧基金、积累准备金、价格波动准备金以及流通期间维持生产过程的基金）。D 一方拥有动员一定数量闲置货币资本的弹性能力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在上述四个资本家之间形成并维持基于汇票的交易链条的根本条件。在这方面，D 的闲置资本被动员起来，不仅是为了他自己，而且同时在事实上也适应了其他资本家 A、B 和 C 加速交易与扩大再生产的需要。
借助商业信用扩大再生产，通常会朝着调节产业部门之间无政府状态的不平衡的方向起作用，并从而也使各产业部门间的利润率趋于平均。特别是，商品产品供不应求的部门将依托商业信用的弹性扩展，比其他部门更积极地扩大对生产资料的购买。它们的生产由此将比其他部门加速得更多，因而由于其产品市场价格超过生产价格而产生的超额利润最终将消失。相反，生产过剩的部门将试图通过提供信用积极促进其产品的销售，并减少自身凭借信用进行的购买。因此，商业信用通常同时在两个方向上发挥作用。它一方面通过现实资本之间的私人信用交易动员闲置货币资本以节约流通资本的规模，从而促进再生产的扩大并提高一般利润率；另一方面，它也发挥着促进各产业部门间利润率平均化的职能。

由于个别资本家通过商业信用进行采购通常能够提高其利润率并获得追加利润，因此他们有理由通过为其债务支付利息来让渡其增加的利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通过赊销商品提供信用的资本家并不直接将其货币作为贷款贷出。正如上述棉花种植农 D 的情况那样，对其闲置货币的实际利用，对于使他能够在一定时期内提供信用从而维持商业信用链条而言是必需的。但是，为了维持他自身的生产过程而动员的实质货币量，并不总是与在销售商品时所提供的信用量相一致。尽管如此，这里的债权和债务不是以转移的商品来计量的，而明确是以货币来计量的。凭商业信用购买的买方不能在到期日退还商品，而必须千方百计支付所承诺的货币，尽管即使是赊购，他在购买之日也立即获得了对商品的完全财产权。假定生息资本的形式一般地存在于商品经济中，资本之间以货币计量的债权债务在债权人看来自然被视为索取利息的正当理由，即使债权人因为只是动员了其闲置货币和商品资本而并不存在机会成本。[13]因此，索取利息支付的理由源自利息形式一般地存在于商品经济中这一事实，而不是源自实质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债务人支付利息的资本主义合理依据，显然在于通过利用信用所能够获得的追加利润或剩余价值。

商业信用中的利息是作为商品的现金价格与信用价格之间的差额而被索取和转移的。它尚未表现为独立于商品价格和商品交易的形式。利息率在某种意义上仍然被掩盖在信用价格之中，因而无法被普遍化，从而保留了各种个别差异。例如，一种社会需求增长似乎超过其供给的商品，其信用价格相比于现金价格暂时会被抬得比平时更高，反映出对其近期市场价格上涨的预期。在相反的情况下，现金价格与信用价格之间的差距就会小于平均水平。利息率的差异性与商业信用的性质是一致的，商业信用正是作为个别资本家在商品交易中的私人信用关系而形成的。

商业信用必然受制于源于其基本性质的某些限制。第一，它无法进入资本家与工人或消费者之间的交易。第二，即使在资本家之间，它也不可能成为一种具有社会普遍性的信用组织，而基本上局限于在制造加工流程链条中可能相互联系的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它无法在诸如面包烘烤与棉纺这样互不相关的生产环节的资本家之间形成信用关系。第三，汇票的金额或支付期限在链条达到一定长度后（比方说在上述示例中的棉花种植农 D 之后），就不再适合连续交易。第四，即使汇票上载有资本家的连带责任，其信用度在任何意义上也还不具有社会性质，可能不具备足以被某些资本家（比方说向 D 出售化肥的商贩 E）所接受的品质。因此，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通过汇票形成的商业信用链条不可能很长，而且必然总是在两端留下一个单纯的债务人和一个单纯的债权人。

与这些局限性相应，商业信用在节约流通资本和促进利润率平均化方面的职能也受到了限制，不可能是彻底的。银行信用作为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一种更高组织而形成，它即便不是绝对地、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商业信用的局限性。

银行信用

信用制度原理论中的典型银行信用是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在比商业信用更广泛的规模上充当闲置资本相互融通的中介。银行与人数众多且不特定的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建立资本主义的债权债务社会关系。它们的债务基本上采取发行银行券和接受存款的形式。它们提供信用的典型形式则是汇票贴现。

银行券表现为银行见票即付一定数量货币商品（例如铸造成一英镑的四分之一磅黄金）的期票。它可以作为更高级别的信用货币获得更广泛的流通，超越了商业信用中汇票的种种限制。像上述的 D 这样的资本家，由于时间、金额或信用度的限制而无法用收到的汇票购买所必需的商品，如果能够在银行将汇票兑换成银行券，就能够继续进行必要的交易。银行由此在汇票到期前获得了对某个债务人（如上述的 A）以汇票形式表现的货币债权，但也因其为 D 贴现汇票时所发行的银行券而承担了货币债务。银行在被要求偿付时用以支付其货币债务的现金准备，不仅由银行家自有资本的一部分构成，而且还由作为存款流入的现金以及其所持有的汇票在到期日收到的偿付款构成。当银行地位巩固并且能够充分依靠通过偿付款和存款流入的现金来维持准备时，银行家自有资本在现金准备中的比例可以大幅减少，甚至可以变为零。在实践中，银行信用的扩张依赖于存款和偿付款的走势。当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以存款或偿付款的形式回流到同一家银行时，就会减少银行的货币债务（特别是相对于其现金准备的比例），从而有利于银行信用的潜在扩张。其效果类似于增加了银行应对其货币债务之准备金的现金流入。

只要银行信用能够在资本主义生产增长的基础上扩大，银行就会通过吸收和动员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手中的各种闲置货币资本来接受存款，从而使银行能够扩大自身的业务基础。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也会认为在银行拥有存款十分便利，以节约货币的保管、收付费用以及信用交易的清算费用。银行在履行这一职能时充当了货币经营资本的现代化形式（见本章注2）。在一家银行能够轻松且充足地吸收存款的情况下，它开展业务就不必发行银行券，尽管它偶尔可能会签发某种形式的银行支票或银行汇票以使其业务具有弹性。

当银行根据资本家（比方说棉花种植农 D）的请求，用现金或银行券兑换商业汇票时，它并不支付与汇票上所标明的票面金额等额的现金或银行券。根据汇票距离到期日所剩的时间，会从票面金额中扣除一定数额。这种贴现实际上是利息的一种形式。例如，如果一般年利息率为 8%，一张票面金额为 10000 英镑、期限尚余 3 个月到期的汇票就会被扣除约 200 英镑的贴现息，并兑换付给 9800 英镑的现金或银行券。假定该汇票来自上图中的资本家 D。当汇票在到期日由 A 偿付 10000 英镑时，贴现该汇票的银行实际上将收回 9800 英镑的货币债权本金，连同 200 英镑的利息。

以商业汇票换取现金或银行券的资本家能够加速其资本周转，节约其闲置资金，并由此获得追加利润。[14]他们不会介意将可获得的追加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票据贴现形式的利息让渡出去。然而，像 D 这样请求银行贴现商业汇票的资本家，实际上并不是该汇票贴现利息的唯一承担者。棉花种植农 D 已经以高于约 9800 英镑现金价格的 10000 英镑信用价格，售出了其商品产品原棉以换取这张期限为 3 个月的商业汇票。因此，商业汇票的票面金额从其出票之日起就包含了一部分利息，它的转让必然总是伴随着信用价格或多或少高于现金价格。因此，银行对该汇票所获得的贴现利息，实际上是由最初的债务人资本家 A 承担的，并且可能也由在汇票被银行贴现之前随后使用和传递该汇票的一系列资本家 B、C 和 D 共同承担。最终被银行贴现的汇票票面金额中所包含的利息费用的分配，在相关的四个资本家之间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每笔个别交易所包含的信用价格中的不同利息率，以及汇票留在每个资本家手中的不同时长。

无论如何，银行通过商业汇票的贴现和兑付所获得的利息，不再被掩盖在商业信用所交易的商品信用价格之中。在银行信用的情况下，它现在明确表现为采取贴现形式的货币贷款利息，并且明显地同商品交易分离了开来。这必然对商业信用产生反作用，使资本家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商品信用价格中所包含的利息，尽管其利率上的个别差异仍然会存在。由于银行可以通过吸收更多存款来扩大其赚取利息的贷款基础，它们向存款人支付利息以资鼓励，从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进一步普遍化了利息或生息资本的形式。与生息资本形式的借贷资本相对立，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被对照为投入到谋利企业中的现实资本。

虽然银行具有动员闲置资本的资本主义社会职能，但它们在原则上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一样，表现为吸引个别资本投资的谋利企业。银行资本或银行家自有资本的一部分，用作应对已收存款和已发银行券余额的现金准备。然而，随着银行业务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现金准备通过偿付款和存款变得更容易获得，这一部分的比例会下降。无论如何，不同于放贷人或高利贷者，现代银行不会将自身的资本直接用于放贷目的。银行资本的大部分是预付在与货币现象相关的流通费用上的，例如货币的保管与交易费用，或者信用交易的中介与清算费用。更具体地说，它是投入在办公楼用房、簿记、信用调查、到期票据托收、货币与票据保管的费用，以及其业务所必需的办事员薪金或工资上。从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一般经济规则的社会观点来看，这些费用基本上属于纯粹流通费用和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faux frais）。它们不能增加价值实体或剩余价值，因此必须同投入其中的资本的利润一起，从每年的剩余价值实体中扣除并得到补偿，正如商业资本家预付的纯粹流通费用的情况一样。允许从剩余价值中进行这种扣除的资本主义依据，在于银行信用通过动员闲置资本为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节约了这些流通费用，并提高了整个剩余价值生产的效率。一般来说，个别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如果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看到对自身利润率的积极益处，是不会利用银行的。同样，从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角度看，银行在非生产性的、消极的领域的投资，通常会对整个社会剩余价值生产的效率带来积极效应，并通过减少现实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一方的非生产性费用和闲置资本来增加个别利润。与将银行投资界定为直接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庸俗观点相比，我们切不可混淆银行投资的这些错综复杂的相反效应。

通常，依赖于银行信用的产业资本或商业资本业务的追加扩大所获得的追加利润的一部分，被让渡并作为利息给予银行，其典型形式是商业汇票贴现。在银行为了促进存款增长而对存款支付利息的情况下，银行的行为就像是一种商业资本，从事着贱买贵卖作为商品的货币之使用的业务。利息及其利率表示这种特殊商品——作为资金在一定时期内对货币的使用——的价格。因此，银行一年内通过贷放或售卖可用资金所获得的利息必须划分为三个基本部分。一部分应作为存款利息支付给存款人。其余部分则划分为一年内补偿所投入和消费的银行资本所必需的一部分，而第三部分则作为投入的银行总资本的银行利润留存下来。对于某一地区或整个银行业务中的银行资本规模，并不存在明显的在技术上确定的标准。然而，在某一时期内，无论是在某一地区还是在整个银行业中，超出资本主义合理数量的过度银行投资，都必然通过将降低了的银行利润率与基于生产的技术和物质数据客观确定的一般利润率进行比较，从而得到确认和抑制。除了现有固定资本等某些限制外，银行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或商业资本并不存在根本障碍。在相反的情况下，当银行利润率高于一般利润率时，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就会进入银行业，最终导致银行利润率的下降。因此，在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竞争性社会关系中，银行利润率也必然受制于围绕一般利润率波动的利润率平均化规律。在这方面，银行资本也表现为一种有别于借贷资本的现实资本。

由于银行业是与制造业和商业并列的资本投资私人经营领域，因此个别银行不可能具有直接组织整个社会信用的如此庞大的规模。每个拥有或多或少有限的自有资本的资本，主要集中于来自某些特定地区或工商领域的资本家的商业汇票贴现，同时其银行券或存款的信任主要也同样来自其营业范围内的那些资本家。相应地，由个别银行所组织的信用或借贷资本的供求必然具有基于其特定营业范围的特殊性。例如，农业地区的银行除了在农忙季节外，通常往往拥有过剩的借贷货币资本，而工业快速增长地区的银行相反则会缺乏借贷货币资本。

一家银行的借贷资本供求平衡的趋势和变动反映在现金准备率中，即其现金准备与采取已收存款或已发银行券形式的总负债之间的比率。现金准备可以通过接收偿付款和存款得到补充和增加。以其自身银行券形式进行的偿付和存款会减少该银行的负债余额。无论如何，当一家银行对票据贴现的需求大于由存款和偿付款所形成的借贷资本供给时，该银行必须减少其现金准备或增加其自身发行的银行券余额中的负债，以满足这种需求。现金准备率因此必然下降。

虽然最低现金准备率无法根据技术理由来界定，并且总是为银行家的操作留有弹性空间，但在该比率中存在着一个用于防护现金准备的自我调节的最低水平；而在其业务中因满足过度的贷款需求而导致现金准备率下降的银行，就会向其他银行请求贷款。相反，拥有相对充裕的借贷资本和较高现金准备率的银行，就会积极且容易地回应来自其他银行的此类请求，并对经其他银行背书的商业汇票进行再贴现，或者对其他银行家的票据进行贴现。于是，银行间的相互融通得以形成并集中在货币市场上。货币市场的大部分具体集中在商业中心的某一特定区域，例如伦敦金融城。它充当着银行间商业汇票的再贴现市场，并且是每天清算和结清到期商业汇票的高效场所。

最初由个别银行贴现的利息率会有所不同，或多或少反映了各银行所在领域的特殊性、每张商业汇票不同的信任度或可接受程度等。贴现率上的这种差异在银行间的货币市场上将基本消失，因为经银行背书或承兑的汇票的可接受程度将趋于一致，而且借贷货币资本的供求关系集中为单一的平衡，摆脱了地方特殊性。一般市场利息率由此在货币市场上清晰地表现出来。马克思对货币市场的定性应当在这种背景下、在信用制度职能的基础上加以理解，尽管它是在《资本论》第3卷第22章关于生息资本的抽象形式理论中提出的，先于从第25章开始对信用制度的分析。

“至于经常变动的市场利息率，那末，在任何一定的时刻，它是一个像商品市场价格一样固定的量，因为在货币市场上，所有可供借贷的资本都作为总额同职能资本相对立；也就是说，在这里，借贷资本的供求关系决定着任何一定时刻的市场利息水平。信用制度的发展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借贷资本的集中，越是赋予借贷资本以一般的社会的性质，并把它一下子同时抛上货币市场，上述情况就越是具有普遍的意义。”（第3卷，第488页）。

在这样的货币市场上，按照一价定律，可供借贷的货币被视为以同一价格（即市场利息率）进行交易的同质商品。依托货币市场，个别银行能够容易得多地扩大其作为信用交易中介的业务。然而，在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的具体结构中，银行间货币市场不可能将所有的借贷货币以及相应的信用社会关系全部聚集在一起。正如以商业信用为基础并促进商业信用扩大的银行信用集中了商业汇票的一部分以及汇票所表达的信用关系一样，促进个别银行信用扩大的货币市场，也集中了个别银行之间借贷资本与信用关系的核心部分。这意味着基础商业信用和个别银行信用仍有空间相对独立于货币市场的供求平衡而运动。[15]相应地，尽管货币市场上形成了一统的市场利息率，但在商业信用利息率和个别银行家的贴现率中，仍或多或少会保留差异。市场利息率自下而上地受到商业信用和基础银行信用扩张的难易程度的调节。然而在另一方面，只要商业信用扩张的难易程度取决于银行信用，且个别银行的应对取决于货币市场状况，统一的货币市场利息率就必然充当一种基准，从而或多或少地调节商业信用和个别银行信用中收取的不同利息率的变动。

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原理论中，我们能否以及如何构想中央银行，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关于银行以银行券形式提供信用的职能，马克思作了如下解释：

“信用的这最后一种形式，在外行人看来特别引人注目和重要，首先是因为这种信用货币不仅由商业流通进入一般流通，而且在这里执行货币的职能；其次，因为在多数国家，发行纸币的主要银行，是国家银行和私营银行之间的一种奇特的混合物，实际上有国家信用作为后盾，它们的纸币在不同程度上是合法的支付手段；最后，因为在这里显而易见，银行家经营的是信用本身，因为银行券只代表一种流通的信用符号。”（第3卷，第529页）。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原理论必须舍象政府或国家的作用，我们必须撇开中央银行作为政府出纳、拥有发行法定货币的特权垄断地位这一角色。这样，发券银行就不会局限于单一的中央银行，而且在缺乏任何政治和法律特权的处于无政府竞争状态的资本之间，中央银行自身的地位似乎难以界定。然而在我看来，尽管发钞中央银行的地位在原则上不能排除其他发券银行的存在或出现，但它是可以从信用制度的性质中推导出来的，信用制度构建了一座金字塔，使信用交易越来越高效和灵活。特别是，中心货币市场中的银行为了扩展其业务，并不需要过度执着于发行自己的银行券，因为它们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可以从在商业中心进行交易的资本家那里吸收大量存款和偿付款，并从其他地方银行那里吸收用于清算目的和自身准备金的货币资金。中心区域的这些银行在通常情况下，如有必要也可以轻松依托货币市场来补充其现金准备。此外，在中心货币市场中开展业务的那些银行，通过将自身货币资金的一部分存入单一的中央银行并共同使用其银行券，能够提高其信用交易以及相互间清算的效率和灵活性。这样在逻辑上被选定的中央银行就保有了共同的现金准备，在此基础上便可以进行灵活的票据再贴现。这恰如个别产业资本通过利用共同的地方银行来相互节约其准备金这一基本情况一样。

中央银行由此表现为银行的银行，特别是在中心货币市场中。由这样一家中央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不仅在中心货币市场的各银行之间，而且在商业中心的商业交易中作为“批发贸易的铸币”被用作共同的清算手段（第3卷，第529页）。中央银行券的流通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到与商业中心有着密切联系的地方区域之间及内部的商业和信用交易中。然而，只要我们原理论中的中央银行仍然是资本投入和可接受度有限的私营银行资本，中央银行券就不会在中心商业和信用流通之外无限地“进入一般流通”。中央银行和中心货币市场不可能与所有地方区域都建立同等密切的联系。独立于中央银行的发券银行将主要在那些相对远离商业中心或对信用扩张有自身特殊需求的区域继续运作，正如19世纪英国与英格兰银行并存的农业外省银行或苏格兰发券银行那样。[16]与这些区域进行商业和信用交易的清算，正币支付是必需的。作为“批发贸易的铸币”，中央银行券也不会完全替代真正的硬币，特别是在用于工资和零售贸易的小额支付中，因为中央银行鉴于其作为银行之银行的基本地位，会认为发行和经办小面额银行券无利可图。[17]因此，随着中央银行券的流通，对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正币及硬币的一般需求仍然存在。相应地，中央银行应对其已发银行券和已收存款形式的负债的现金准备，必须采取作为黄金准备的正币或硬币形式。

经由银行间货币市场得以普遍化的银行信用的灵活扩张性，由此通过中央银行作为银行之银行的形成而进一步增强。地方区域以及商业中心个别银行中信用扩张的相对独立性，并不会随着中央银行的形成而消失。然而，整个信用制度中借贷货币资本供求的社会平衡，不仅反映并概括在中心货币市场的状况中，而且也反映并概括在金字塔顶端的中央银行的黄金准备率中，而该比率实际上受到商业汇票再贴现需求以及来自其他银行的偿付款和存款流入走势的影响。反映其黄金准备率的中央银行再贴现率的变动，因而充当了一般市场利息率最明显、最单一的指标。

利息率

马克思清楚地注意到了平均利润率和利息率的不同特征。“平均利润不是表现为直接既成的事实，而是表现为各种相反倾向的平均化的最终结果，这个结果只有经过缜密的探讨才能确定。”因此，“和具有清晰确定形态的利息率相比，一般利润率却表现为一个模糊不清的图景；利息率的水平虽然在变动，但对借款人来说，却总是作为固定的、既定的量出现的，因为利息率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变动都是一样的”（第3卷，第490-491页）。利息的这一特征在货币市场的一般利息率中尤为明显。由于在中央银行再贴现率中拥有明显的单一指标，货币市场上的一般利息率在信用制度的层级结构中，充当着个别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相对独立且各不相同的利息率的汇总反映器和调节基准。在货币市场上，可供借贷的货币资金表现为按同一价格（即一般市场利息率）进行交易的同质商品。起源于商品的货币，由此尽管采取了高度发达的形式，但仍被归结为在市场上交易的普通商品。在货币市场的货币交易中，与具有异质利润率的现实资本相比，生息资本形式表现为具有同质价值增殖率的理想资本形态。

实际上，一般利息率充当了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个别利润率的外部尺度。由于一般利息率往往或多或少地调节着私人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中有所差异的利息率，因此在工商领域中，预期总利润率或边际利润率高于货币市场一般利息率的个别现实资本，将受到鼓舞利用更多贷款来扩大其营业。相反，预期总利润率或边际利润率低于一般利息率的现实资本，则将被迫缩减其债务和营业。例如，在商品产品供不应求从而提高其市场价格超过生产价格的生产部门中，由于包括超额利润在内的较高利润率与一般利息率之间的差额，生产的扩大会被加速。结果，商品产品供给相对迅速的增加最终将降低其市场价格，从而减少并最终消除超额利润，反之亦然。因此，货币市场连同信用制度的整个下层基础，充当了“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所依赖的利润率平均化或这个平均化运动”（第3卷，第566页）的具体机制。这一机制在实质上与信用制度通过加速“商品形态变化的形态变化速度，从而加速货币流通速度”（第3卷，第567页）来减少流通费用和闲置流通资本（类似于商业资本但比其更为广泛）的另一职能相结合而得以实现。


在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中，利息率与一般利润率被认为是相等的。这一方面假定了货币市场中的借贷资本与工商业中的实际资本之间，资本价值具有完全的流动性与可转换性；另一方面则假定了利润率以及利息率均在市场领域中决定。这些假定以及由此得出的两种比率的同一性，并不符合古典学派或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传统。这必须被视为划分经济学主要理论流派的一条重要分水岭。

在批判性继承与发展古典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中，如我们所见，一般利润率是由再生产的物质条件决定的。相比之下，一般利息率并不能直接由物质和技术条件来确定，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市场上借贷资本的供求平衡。这两种比率的决定因素截然不同。借贷货币资本与实际（产业和商业）资本之间完全的流动性与可转换性，确实是一种过于抽象和形式主义的假定，脱离了现实。带有或多或少固定资本的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在现实中既不可能通过转换任意规模和期限的借贷货币资本而形成，也不可能轻易整体转换为借贷资本。正如我们所分析的，只有所有者手中暂时无法作为获利的实际资本进行投资的那部分闲置货币资本，才通过信用制度被动员为借贷资本。因此，一般利息率的决定及其运动，相对独立于一般利润率的运动。在运动中具有这种独立特性的一般利息率，充当了个别利润率的共同外部尺度或标准。在商业周期的具体过程中，一般利息率的波动实际上便发挥着这种尺度的作用。在商业周期过程中，一般利息率与一般利润率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信用理论中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将留待下一章讨论。

耐人寻味且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平均利息率（作为波动的市场利息率的引力中心）在技术上是不确定的，并且与关于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理论截然不同，他并未就此提出一种强理论。例如他说：“一个国家中现行的平均利息率，与不断波动的市场利息率不同，是不能由任何规律决定的。因此，在经济学所说的自然利润率和自然工资率的意义上，并不存在什么自然利息率。”（III, p. 484）。在此语境中，平均利息率在概念上不同于一般利息率，而一般利息率又与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的个别交易中彼此相异的利息率有所区别，但在货币市场上每日都在波动。尽管与一般利润率不同，平均利息率在技术上无法确定，但它并非完全独立于一般利润率。

在不存在价格、利润和利息通胀性名义波动的金本位制下，人们可以观察到：“在任何一个给定的国家里，平均利息率在较长期间都是不变的，因为一般利润率只是在长时期内才会发生变化……而利润率的相对不变性，正好反映在这种平均利息率或通常利息率或多或少不变的性质上。”（III, p. 488）。马克思似乎夸大了这一点，并且当他说：“利息率对利润率的关系，同商品的市场价格对商品价值的关系相类似”（III, p. 487）时，前后并不一致。这是因为平均利息率受到一般利润率的调节并不那么严格，而且正如马克思自己所指出的，在数量上它“不是一般利润率的纯粹或可靠的表现”（同上）。作为一种长期现象，“无论如何，平均利润率应该被看作是最终决定利息最高限度的因素”（III, p. 482），因为任何资本家都不会在扣除利息支付后出现净亏损的情况下继续借款。然而，“利息的最低限度则是完全无法确定的”（III, p. 480）。

根据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从长远来看，利息的最高限度以及随之而来的平均水平必然呈趋向性下降（III, p. 481）；尽管该规律的作用似乎并非如此具有决定性，常常被危机中资本的破坏，特别是被降低不变资本单位价值的技术革新所抵消。除了利润率的运动之外，马克思还指出了利息率趋向下降的另外两个“主要原因”（III, pp. 483-4）：（1）随着一国财富积累的发展，作为单纯资本贷出者的食利者阶级人口会增加；（2）通过信用制度的发展，所有阶级的储蓄将越来越集中于银行，作为可利用的货币资本。这些在或多或少程度上处于实际资本运动外部的因素，很难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原理论中加以处理，因此必须在独立的研究层次上进行更为具体的研究。实际上，这些因素与诸如迅速吸收借贷资本的新兴前景产业的发展、借贷资本向海外投资的外流、国债以及消费者债务的增长等反作用因素之间的平衡，脱离了具体分析是无法进行抽象预测的。[18]

因此，马克思似乎坚决不去提出一种确定平均利息率的肯定性强理论，而只是阐明了几个基本要点。在我看来十分恰当的是，他明确指出：第一，平均利息率并不等同于平均利润率的水平；第二，它必然介于作为最高限度的平均利润率与零之间；第三，它取决于借贷货币资本的供求总平衡。第三点大概反映了一系列复杂的结构性平衡，例如资本周转中再生产出的闲置货币资本的社会平均量、有待调整的各个产业领域之间商品供求的趋向性不平衡及其各异的利润率，或者停滞产业与迅速增长产业之间的总体不平衡和差距规模。

无论如何，正是平均利息率的高低以及可供银行操作的社会可动员货币资本量（尽管两者在技术上多少具有不确定性），从逻辑上界定了按平均利润率维持的可投资银行资本的社会规模。平均利息率越高，即使在相应地向储户支付稍高利息之后，每单位借贷资本留给银行用以补充自身资本并作为利润获取的数额也就越大。正如我之前所指出的，当银行资本的利润率高于一般利润率时，部分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最终会转化为银行资本，从而拉平利润率。而在相反的情况下则发生逆向过程。在技术上，投入现金准备以及与货币和信用交易相关的流通费用的一定规模银行资本所能处理的借贷货币资本量，必然具有极大的弹性。因此，类比产业领域中资本量与生产活动水平之间具有代表性的技术关系，从而主张银行资本量与银行活动水平之间存在技术关系的观点，必然是一种拘泥于表象的错误立场。基于这种立场采用斯拉法式的联立方程组，把银行资本总量与贷款总量之间的关系视为技术上刚性的，导致了C. 帕尼科（C. Panico）得出如下结论：“一旦工资率被视为独立变量，利息率便与一般利润率和生产价格平行地在再生产的物质条件之内被决定”。[19] 尽管帕尼科的论点在某种意义上看似诱人并值得仔细推敲，但在我看来是不可接受的，即便抛开它偏离了马克思关于平均利息率的立场，且忽视了马克思对市场利息率波动的理论关切不谈。与帕尼科分析所暗示的相反，平均利息率在技术上是无法确定的；它同社会可动员货币资本量一道，具有某种弹性地调节着银行资本的可投资总量，而不是相反。

信用与利息通过动员或减少闲置流通资本及费用，从而促进利润率平均化和生产扩大的积极作用，并非总是得到保证。通过银行信用实现的借贷货币资本积累，虽然与实际资本的积累平行进行，但却是各自独立展开的，二者并不总是和谐一致。在特殊阶段，实际资本的过度积累会导致借贷资本的短缺。此时，市场利息率无法保持在一般利润率的最高限度之内，而是与下降的利润率发生冲突并剧烈上升。于是，整个信用制度和利息运动便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干扰与破坏机制。在随后的萧条期中，信用制度对实际资本积累的作用既不会如此具有破坏性，也不会那么积极。信用制度在促进竞争和实际资本积累中的职能，必须通过资本积累过程中这些交替变化的阶段得到更加具体的阐明。这是第9章商业周期理论所要探讨的问题；与古典学派或新古典学派不同，马克思在其对信用制度的全部分析中，特别是在《资本论》第3卷关于“货币资本和实际资本”的各章中，极其着力地探讨了这一主题。

8.3 股份资本

在马克思为其毕生事业拟定的最初计划中，他打算在资本卷的第四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排在“一般资本”、“竞争”和“信用”之后），将“股份资本”作为“资本”的最高完成形式提出来，正如我们在本卷第3章第3.2节所看到的。虽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极大地扩展了“一般资本”的理论体系，并对其进行了改造，使之不仅包含关于资本间竞争与信用的基本理论，还包含关于土地所有权与雇佣劳动地位的理论，从而在《资本论》中呈现了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原理，但他除了在信用制度运行后附带的一些理论札记之外，并未专门写出关于股份资本的理论章节或篇章。显然，在马克思的时代，股份资本特别是在产业领域中的实际地位是微不足道的，这限制了他对其形式和职能进行充分的处理。正是R. 希法亭在《金融资本》（1910年）中，根据19世纪最后25年重工业中产业股份公司的历史发展，首次较为充分地开创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股份资本理论。因此，正如我们必须根据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明确信用制度原理论的抽象基准一样，我们也必须将关于股份资本的全面原理论的抽象基准推进到资本主义的后一时期。与此同时，我们应当避免希法亭的倾向——即抽象地概括他那个时代德国股份公司与银行之间关系的特殊特征，并将不同层次的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原理与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及其在世界市场上国际关系的更具体研究混为一谈。[20] 牢记这些方法论要点，让我们尝试在基本原理的层次上，将股份资本理论构造成资本的最高形式和最终形式。

信用制度和货币市场的职能，集中于通过汇票这一代表性形式对闲置货币资金进行短期相互融通。原理论中信用制度的形式和机制，植根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动员自身或多或少的短期闲置货币资本的商品流通进程。用于固定资本的较长期贷款超出了商业银行的日常业务范围，而且它通常伴随着类似于我们在德国投资银行活动中看到的那种合资企业的特殊纽带或控制。希法亭在其“资本（或投资）信用”概念中假定了这种用于固定资本的长期贷款，仿佛它是银行信用一般理论的一部分，进而推导出形成股份资本的必然性，以便银行能够通过出售产业资本的股票来恢复自身的流动性。然而，股份资本形成和职能的逻辑，一般而言并不局限于希法亭理论中所指出的那些内容，该理论更多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德国特定的历史经验。抛开这种特殊的德国经验不谈，股份资本普遍是一种极为适合动员闲置货币资本用于建设巨额固定资本的资本形态，这种建设超出了植根于短期商业信用的银行信用的界限。

股份资本采取将财产划分为许多股份或股票的形式。每一份股票通常代表投资于公司中的等额划分的本金资本的一份份额。当一个产业企业转化为股份公司时，资本的所有权在某种意义上发生了倍加：一方面是由公司本身集中控制的、在生产和流通进程中活跃的实际资本的所有权，另一方面是股东对公司的所有权。相应地，从实际资本运动中获取利润也分为两个步骤，并划分为公司对实际利润的获取，以及随后主要作为股息在股东之间进行的利润二级获取。在扣除管理费用后，利润股息通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票数量比例向其发放。因此，通过使资本所有权与利润获取二重化，股份公司的形式确保了一方面保持对实际资本经营管理控制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实现诸多资本家对同一资本的共同所有权。运动中的实际资本的经营运作，通常不会受到持股变动或增发股票的阻碍。因此，代表公司所有权份额的股票一般是可以自由买卖的。

拥有可流通股票的股份公司，表现为扩大特定企业的联合投资人数与范围的最适宜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它便利了对个别资本家难以独自承担的大规模固定资本的联合投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建立在商业信用之上的银行信用通常无法为此类固定资本的建设提供融资。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原理在于以商品经济为基础对私人利润的个别追求，所以在个别资本家能够完成生产扩张的领域，通常不会发生与其他资本家分担投资与分享利润的情况。实际上，在不平衡发展的进程中，即便在以巨型股份公司为中心的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始终存在许多在技术上适合由小型业主企业经营的产业领域（以及商业和服务业领域）。[21] 然而，在固定资本规模庞大到个别资本家难以提供的领域，就必须大量引入采取股份公司形式的联合投资。通过创立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或通过现有公司增发股票换取的货币，可以联合投资于包含庞大固定资本的实际资本运动。闲置货币由此被集中并动员到实际资本的运动中，以股份资本的形式获取利润。这样，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股份公司的成立”带来了“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由此产生”（III, p. 567）。

在产业领域的不平衡发展和数量不断增加的过程中，股份公司最初多是在运输业、采矿业或银行业的某些部门等边缘领域形成的，但后来随着重工业的发展，它扩展到了更为核心的领域。当拥有巨额固定资本的产业在决定景气波动中占据主导地位时，典型的商业周期便蜕变为更为不规则的波动，且往往伴随着长期的萧条。在建造巨型工厂并为其配备设备所必需的建设期内，社会需求单方面增加，这在繁荣阶段引发了某些产业的投机性繁荣。通常在萧条开始之后才竣工的过剩的大规模固定资本，往往会阻碍并延长重组进程。正如我们将在第9章更详细探讨的，无论是在长期萧条中还是在投机性繁荣中，各产业间利润率的平均化及其重新调整产业间投资不平衡的社会职能，都会受到极大的阻碍。

因此，股份资本形式发挥着便利大规模固定资本建设的手段职能，并由此引起了商业周期的变形。长期萧条以及以闲置产能和闲置货币资金形式表现出的过剩资本的慢性持续存在，往往在相当数量的产业领域中占据上风，甚至在投机繁荣期也是如此。这些萧条产业中的闲置货币资本（如折旧基金和积累基金），将在其原有的个别生产过程以及短期货币市场之外寻找其他投资渠道。股份资本形式被用来吸收并将包括此类闲置货币资本在内的各种货币资金，引向采用新技术或期望获取超额利润的新兴产业中更大规模固定资本的建设。在这方面，股份资本能够动员闲置货币资本，并将其从萧条领域转移到商品仍供不应求的其他产业中。相比之下，拥有过剩固定资本的萧条产业所面临的困境，并不能通过股份资本的职能直接得到解决。

事实上，这种困境还可能因股份资本而加深，因为股份资本甚至可能给萧条产业增加更大、更现代化的产能。过剩的固定资本只要没有作为资本价值被报废和消灭，就只能逐渐折旧并退出。

于是，股份资本形式不仅被用于动员闲置货币资本充作实际资本，而且还被用于将现有的产业资本联合在一起，以缓解萧条产业中积累的困难。以股份资本的形式将多个产业资本联合为单一资本是十分容易的。通过创立股份公司来兼并多个产业资本，是在不阻碍或改变实际资本运动的情况下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新公司的股票按照估定的资产比例在原有资本的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兼并也可以通过增加现有公司的股本、换取新发行股票以合并他人资本资产的方式来实现。在跨越相关产业领域的资本纵向兼并中，通常期望通过生产过程的技术统一、副产品的利用、流通费用的节约等合理化措施来提高盈利能力；也有望缓解因原材料、半成品和制成品价格波动引起的利润不稳定。而同一产业内部资本的横向兼并，除了节约管理和流通费用之外，往往旨在避免或缓和剧烈的价格竞争。随着同一领域内产业资本数量因其规模扩大而减少，降低商品价格的竞争可能会变得异常残酷，却难以轻易将竞争对手赶出市场，因此这种竞争往往会通过此类横向兼并得到规避或终结。[22]

股份资本扩大联合投资人范围的基本职能，通过兼并形成更大公司的资本集中而进一步扩大。巨型股份公司由此形成。巨型公司的股票变得如此之多，并分散在如此之多的持有者手中，以至于它们被当作一种完全的商品在证券交易所中每日交易。每一份股票代表投资于公司中的实际资本的一份所有权份额，它从根本上不同于赋予定期货币收入权利的可流通票据（如国家债券）。然而，股票在交易所中的日常交易通常不会导致对公司实际资本拥有实质控制权的人员发生变更。随着巨型公司的股票数量大大增加并分散于无数股东之中，实际上无法参与公司实质控制或经营管理的散户股东数量必然增加。此类小股东购买股票，在实践中无非是购买了获取公司利润份额的可流通权利凭单。正如在资产阶级大选中的民主投票权绝不保证人民能够实质性参与实际的政治决策一样，在股东大会上按股票数量比例享有的形式上的民主投票权，实际上将大量小股东排除在对公司经营方针的实质性决策之外。由此，公司控制权向少数大股东手中的集中得到了极大强化。一家巨型公司的所有者越是分散和广泛，少数大股东就越容易在安全降低自身持股比例的同时，保持对包括他人资本在内的公司经营管理的控制。

大股东因此能够从自己的企业中撤出一部分资本，并且可以通过出售一部分股票将自身资本的一部分重新动员回其货币形式，而无需放弃对企业的控制权。正如希法亭所指出的：“在实践中，确保对公司控制权所必需的资本额通常不到一半，往往只需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甚至更少。”[23] 如今，巨型公司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甚至不足10%的情况已非罕见。正如希法亭指出的那样：“当支配一个公司的庞大资本所涉及的不再是单个公司，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公司体系时，其影响力就更为巨大。”[24] 除了持有从属公司股票的纵向体系外，不同领域公司之间相互持股的横向关系也十分显著。通过这些发展，即便大股东通常也不会参与实际资本经营管理的日常实践，而是更多地将其交由受雇的董事和经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股份公司的成立带来了“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III, p. 567）。然而在我看来，马克思的论述似乎把所有权与资本的职能割裂得过于彻底了。必须指出的是，大股东处于决定关键经营方针（包括聘用董事）的地位。实际上，正如通过购买公司股票进行要约收购的情况那样，对公司的控制权从某些股东转移给另一些股东是完全可能的。

因此，在市场上交易的股票所代表的，不仅是对作为股息的按比例分享利润的权利凭证。在小股东眼中表现为控制权与资本所有权彻底分离的局面，掩盖了基于股票所有权而将经营控制权集中于大股东手中的事实，也掩盖了公司之间纵向和横向的持股体系。证券交易所中的交易维持了对实际资本实质控制权的这种集中，甚至实际上可以将其从某些持有者转移给另一些持有者。股票获取作为利润份额而非利息的股息的权利凭证性质，同样表明股票在本质上是对采取公司本身形式的实际资本的所有权份额的权利凭证。在这些方面，证券交易所中的股票交易，不仅在法律意义上，而且在经济性质上，都构成了运动中的产业资本或实际资本作为商品的交易。因此，证券交易所本质上是一个资本市场。

在资本市场中，巨型公司的股票每日都在交易，且交易单位可以是相对较小的金额。在股票价格波动带来的亏损与获利的投机风险并存的情况下，部分原本会作为生息存款流入银行的闲置货币资金，可能会进入资本市场购买股票。相反，在某些时期通过出售股票从资本市场撤出的货币资金，往往又通过银行流回货币市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由此形成了流动性的相互关联。于是，闲置货币资金的所有者在考虑将其资金投资于资本市场的股票所能获得的盈利能力时，必然会将市场上每股利润股息与股票价格的比率（即股息收益率），与货币市场中的利息率进行比较。因此，货币市场的利息率充当了闲置货币可能投资于资本市场的判断标准。结果，决定股票价格总体水平的资本市场供求受到利息率（i）的调节，以使股息收益率（𝑦=𝑑/𝑃𝑠，即每股股息 d 除以股票价格 𝑃ₛ）与利息率趋于均等。换言之，股票价格趋向于围绕基准价格来决定，该基准价格即每股股息的资本化数额，或者说是每股股息除以利息率计算得出的价格（𝑃ₛ=𝑑/𝑖）。

在实践中，股息并不精确代表公司赚取的实际利润。必须扣除一部分利润用于董事和经理的报酬。内部公积金以及通过加速折旧基金等形式伪装的利润也常常被扣除（尽管股票投资者会使用能够弥补这些操纵手法的指标）。反之，有时为了在实际利润下降时稳定股票价格，也会将部分内部公积金补充到股息中。此外，资本市场的股票交易总是包含着对个别公司前景、利息变动以及特定领域和总体景气活动的无政府状态投机。结果，实际股票价格通常在每股利润股息资本化的理论基准水平上下波动。然而，随着反映实际盈利能力的每股实际利润上升，公司的股票价格必然呈趋向性上涨，而随着利息率上升，股票价格一般会下跌，从而在上述理论基准周围发生即使幅度很大的波动。

即使股息收益率（y）由此倾向于与利息率（i）拉平，从而赋予利润以利息的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对于公司实际投资的自有本金资本（而非相对于股票价格）的实际利润率（p'）也会等同于利息率。资本之间为了在实际投资资本上获取更高利润率的竞争，必然也会作用于巨型公司，从而通过将资本从利润率低于平均水平的领域转移到利润率更高的其他领域，发挥着从长远来看使利润率平均化的手段作用。马克思在如下论述中似乎忽视了这一点：“因为利润在这里纯粹采取利息的形式，所以，只要能带来利息，这样的企业就是可能开办的；这是阻止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因为在这些企业中，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们不一定加入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III, p. 568）。希法亭批评马克思在这里的说法道：“马克思想到的是他那个时代的铁路公司”……“很明显，随着公司的普及，它的利润就像单个业主企业的利润一样，必然有助于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25] 希法亭在这里必然是相对正确的，尽管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巨型公司的情况下，由于巨额固定资本的不可流动性，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小股东、雇佣经理与大股东之间相互利益的分裂，利润率的平均化受到了阻碍和延缓。

只要平均利润率通常高于利息率，利润股息的资本化数额一般就会大于作为生利资本实际投入的资本量。这一差额被希法亭定义为“创业利润”（Gründergewinn），它是“一种独特的经济范畴（sui generis）”。[26] 根据希法亭的数字算例，一个拥有100万马克资本的产业企业，在平均利润率为15%的情况下获得15万马克的利润。当利息率为5%时，将15万马克的年收益直接资本化，其估算价格为300万马克。扣除各种管理费用和董事津贴等2万马克后，股东的实际股息在15万马克中为13万马克。在估算实际股票价格时，在5%的固定安全利息率上加上2%的风险溢价。于是该企业的股票价格将为1 857 143（130 000÷0.07）马克，或者取整数为190万马克，在扣除100万马克的实际初始投资后，剩余90万马克。这90万马克的差额表现为“创业利润”，它“产生于将生利资本转化为生息（或生股息）资本的过程”。[27] 企业的创立者，或者促成企业转化为股份公司的创办人（在希法亭的分析中多假定为银行），可以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出售该企业的股票来获取创业利润。

创业利润究竟来自何处？是谁承担或向创立者或创办人支付这笔利润？希法亭遵循马克思关于利润在性质上划分为利息和企业利润（或企业主利润）的理论，并在假定创办人为银行的前提下试图对此作出解释。

当货币资本家因借出货币而获得利息时，发行股票的银行什么也没有借出，因此并不获取利息。相反，利息以股息的形式归于股东。银行获取的是企业利润流，不是以年度收入的形式，而是作为资本化的创业利润。企业利润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收入流，但它以创业利润的形式作为一笔总额一次性支付给银行。[28]

这种解释在理论上是混乱和不正确的，尽管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十分契合资本家肤浅的观念及其计算方式。在现实中，获取创业利润并不会消除年度总利润的流入，按照利润在性质上的划分概念，总利润既包含企业利润部分，也包含利息部分。实际上，公司本身的年度总利润将不断通过股息来分配。换言之，在利润性质划分的观念中，股息作为一个整体并不能被局限于利息部分，而是必须在原则上代表来自企业总利润的分配。因此，创业利润的实质来源并不是如希法亭试图表明的那样来自企业的利润，而是来自企业外部——来自那些大多作为小股东、通过比较预期收益率与货币市场利息率来购买所发行股票的资本家、土地所有者等人的闲置货币资金。因此，在我看来，创业利润代表着通过新创立或重组公司的股票交易所实现的对既有货币资产的再分配。在现有公司通过发行新股票增加资本的情况下，它也能被获取。此外还必须指出，就创立者作为大股东持续持有的那部分股份而言，创业利润并未完全实现，而只是一种虚构的计算。

无论如何，以股份资本形式组织起来的资本，除了在生产和流通进程中作为积累和自行增殖的价值进行实际运动之外，还被赋予了在资本市场中每日交易的完全的商品形式。作为自我增殖价值运动的资本，由此按股票价格作为完全的商品进行交易。只要股票价格倾向于使股息收益率与货币市场的利息率均等化，那么组织为股份公司的产业资本，或者说包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在内的获取利润的实际资本，就被赋予了一种表现形式，仿佛是社会货币资本总量中毫无差别的一部分。因此，实际上具有不均等利润率的股份资本，在股票价格上便表现为具有均等收益率的虚拟货币资本形式。利润率的实际不平等，由此在股份资本形式下股息收益率趋向平等的表象中被掩盖和湮没了。同样地，任何定期的年度收入（如地租或国家债券的固定利息），都被赋予了虚拟货币资本的形式，表现为根据现行利息率估算的年度收入资本化数额。在原则上，这正是基于前述地租理论来确定土地基准价格的方法。[29]

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商品形式之上的特定社会经济形态。它在资本的统治性运动之下，将经济生活的一切要素系统地包容进这种形式之中。除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商品形式之外，劳动力的商品形式是将资本主义形成为一种彻底的商品经济的基本前提。在资本主义的运动机制中，商品形式被进一步赋予货币市场中的货币资金，并最终赋予作为整个体系核心主体的资本本身。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化形式发展的逻辑过程，在原则上由此在股份资本中达到了其最终和最高形式。正如马克思在其最初计划中所设想的那样，股份资本因此必须被切实地呈现为资本的最发达最终形式。事实上，资本主义在此之外并未创造出任何进一步的资本形式。例如，金融资本或垄断资本是各自带有民族特征的巨型股份公司的具体组织，[30] 而跨国公司则是此类金融资本跨越国际活动领域的更发达组织。这两种资本类型的发展并不包含任何根本上的新形式，而是与所面临的更具体的国内或国际经济条件相关联，这些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基本原理之上，在独立且更具体的研究层次上结合其实际历史意义加以研究。

然而，在股份资本这一最高完成形式中，资本并不能有效地构成一个完全统一的再生产体系。巨型股份资本的建立，为其自身部分缓解了积累和盈利的困难，但并未解决甚至可能确实加深了其他资本以及作为整体的经济的困境。资本通过资本间竞争拉平利润率以重新调整产业领域间无政府状态不平衡的运动，不断受到拥有庞大固定资本的巨型股份公司的相对不可流动性的阻碍和延缓。虽然股份资本便利了资本向新兴有前景的产业领域的转移，但在现有产业的生产过程中应对过剩资本的困难往往会被拉长。这种困难不仅存在于产业领域之间的横向关系中，而且还减缓了生产力增长与生产关系之间社会矛盾的纵向解决，延长了伴随着显性失业和隐性失业的萧条。价值规律的作用由此受阻，经济过程中的许多不平衡往往在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长期存在。

因此，股份资本这一资本最终和最高形式的形成，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困难或不平衡，而依然是一种只部分缓解盈利困难的个别性组织形式。股票价格形式表现了股息收益率相对于利息率的均等化，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对使利润率平均化的真实困难（连同在整个经济中重新调整不平衡的一切困难）的颠倒表现。因此，即便在其发展的最高形式中，由资本进行的生产组织也必然依然是局部的，而不可能直接实现全社会的全面与和谐。这契合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定性质——它建立在源于社会生产外部的商品经济形式之上。股份资本作为资本发展的最高形式，由此在其终极形式中阐明了资本作为组织社会生产的主体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

资本主义的这种历史局限性，在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在其商业周期和危机中可以更为具体地看到，而这些现在已经具备了进行分析的条件。


第9章 商业周期与危机

9.1 有待澄清的三个混乱根源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历史特定性的社会形态，包含着内在矛盾，这些矛盾在商业周期过程中最具破坏性的周期性自我毁灭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片面地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和谐的经济秩序，忽视了它的历史性质及其内在矛盾。其自然结果便是这些学派缺乏危机理论。与这些学派相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一个巨大优势，在于它全面尝试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出发，阐明周期性商业周期与危机的逻辑必然性。然而，《资本论》尤其在这一领域留下了未竟之笔，马克思主义者在此问题上的理论立场也各不相同。依我之见，首先需要确立并尽可能澄清三个主要的混乱根源。

第一，抽象的历史基础。正如在信用制度和股份资本理论中一样，商业周期与危机的原理论需要自觉澄清抽象的历史基础。关于规则的周期性商业周期与危机的理论，必须从经济自由主义阶段中抽象出来，因为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以最少限度的国家干预、遵循相似的过程，大约每十年重复其最典型的由繁荣、危机和萧条构成的周期。同时，即使在同一自由主义阶段内，表征每一个个别周期的各种因果因素和偶发事件，也必然要被排除在原理论之外，并在更具体的实证研究层次上加以考察。如果我们从分析过程的一开始就直接将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个别过程纳入考虑，那么正如G·哈伯勒所建议的那样，[1]我们大概就不得不满足于对与商业周期相联系的各种因果因素进行类型学归类，从而否定了对具有剧烈必然危机的规则周期所作的连贯逻辑解释。或者，一些理论家可能会欣然赞同R·希法亭的断言，即“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对于商业周期的波浪性质是决定性的，而转变的突发性则是次要的事情”，[2]通过对资本主义较晚阶段的历史经验进行概括，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在危机理论上的立场。然而，如果缺少基于自由主义阶段典型商业周期的规则危机这一核心概念，对繁荣与萧条交替的描述本身就既不可能成为坚实的理论，也不可能成为统一的理论；因为正如我们稍后将讨论的那样，帝国主义阶段以来的商业周期演变实际上呈现出不确定且不稳定的变化，难以在理论上构造成对规则周期的实证解释。

一旦在如上所述的历史基础上获得了关于规则周期与危机的连贯原理论，它就能作为坚实而非随意的参照框架，服务于在各研究层次上对周期演变以及各个个别周期的特殊性所作的研究。诚然，由于它是自觉地从自由主义阶段抽象出来的，规则周期与危机的原理论不可能以相同的因果方式直接或简单地适用于任何其他阶段。然而，一旦我们确认了资本主义的这一特定阶段作为规则周期与危机理论抽象的基础，商业周期的历史形态演变及其个别特征便能得到更客观的分析，并根据实际变化加以评估。与此同时，我们依然能够避免或是依次对每个特殊历史时期进行抽象概括，或是应用充其量只按类型学顺序排列各种因果命题而随意构建的模型这种任意妄为的做法。

第二，马克思著作中的不同理论。在马克思那里存在两种主要的、截然不同的危机理论，其中每一种又各自包含两种不同的变体。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中，马克思试图说明过度资本积累会导致利润率下降，这种下降或者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呈趋向性发生，或者由于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而突发出现，从而威胁资本并引发危机（参见第III卷，第350页、第360—368页）。在这些类型的理论中，市场上相对于需求的商品过剩供给，表现为在利润率下降中体现出来的资本过度积累的结果。与此同时，马克思在同一个第三篇中也指出：“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并不是一回事。……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第III卷，第352页；亦见第五篇第615页）这里所呈现的是商品过剩危机理论。在这些理论中，难以售出的商品过剩——无论是因为各生产部门的比例失调，还是因为大众消费受到狭隘限制——都被设想为危机的最终根源。[3]与资本过剩理论不同，资本过剩和利润率下降在此被视为超出有效需求的商品生产过剩引发危机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家之间混乱的一个根源，在于倾向于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解释为完备且唯一的，挑选四种变体中的一种，并指责其他理论在马克思著作中缺乏根据因而并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4]作为一种文本解释，毫无疑问，不同的危机理论在《资本论》中都是未竟之论。我们应当把这一点确认为事实，并讨论如何利用马克思留给我们的理论素材来完成危机的原理论。类型学方法或许能让我们将所有这四种理论统统收入工具箱中。在实践中，在对危机的历史演变和个别特征进行具体分析时，也确实必须灵活地将不同的因果因素纳入考量。然而，在原理论层次上所要求的关于规则商业周期与危机的连贯理论，却不能通过对不同可能因果因素的类型学分类来构建。那么，商业周期与危机原理论的必备条件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它们可以概括为三点：（1）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必须揭示剧烈的普遍危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矛盾的体现（即使并非绝对不可或缺的体现），具有逻辑必然性，而不仅仅是可能性。（2）它还必须揭示危机的周期性特征，以及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形式的繁荣与萧条的规则交替，因为经济危机本身既不可能如此长期慢性化，也不可能如此彻底毁灭，尤其是在规则周期的形式中。（3）它应当与价值规律的作用相一致。最后这一点结合前两点需要进一步澄清，以便帮助我们选择一种适当类型的危机理论来作为基本原理。

第三，与价值规律的关系。由于商品过剩危机理论起源于反古典学派，例如让·夏尔·莱昂纳尔·德·

西斯蒙第与T. R.·马尔萨斯，因而它与劳动价值论的逻辑关系，对马克思及其后继者而言一直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难题。[5]根据劳动价值论，生产商品所需的不同劳动量调节着价格。当某些商品（比如消费资料）的生产远远超出对其有效需求时，它们的价格将跌落至生产价格以下，从而对这些商品生产的扩大起到抑制作用。这未必会引发危机。只要资本积累总体上仍在进行，对消费资料的有效需求（尤其是在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中）就会继续增加，而消费资料本身的生产则会放缓。随后，随着消费资料的供求不平衡得到解决，其价格应当恢复。因此，只要资本积累持续进行，商品产品的供求以及生产这些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的分配，就能作为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而反复得到重新调整。无论是消费不足型还是比例失调型的商品过剩危机理论，就价值规律的这种作用而言，所能揭示的充其量只是普遍危机的可能性，而非逻辑必然性。危机理论必须阐明价值规律的作用在商业周期过程中是如何被扭曲、破坏并恢复的。只要商品过剩危机理论的消费不足型或比例失调型被论证为供求不平衡日益扩大的累积过程逻辑，并忽视了价值规律的作用，那么要解释为什么这种不平衡会在经过一段时期的繁荣之后突然变得如此严重以致引发普遍危机，且这种危机还具有周期性特征，就会变得相当困难。[6]在繁荣阶段，一般资本在商品市场上重新调整供求不平衡相对容易。萨伊定律在繁荣过程中似乎在起作用。对这种繁荣的解释对于商品过剩理论来说必然始终是一个难题。在我看来，商品过剩理论的困难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一立场未能在商品产品过剩供给之前，提出资本积累面临的某种更为根本的困难。

资本过剩危机理论更契合李嘉图—马克思的传统，且更容易与价值规律保持一致。在资本过剩理论中，有机构成提高这一变体源自马克思对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解释。这一规律完全是从劳动价值的角度提出的，并未涉及市场上的实现问题。其实质如下：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体现为活劳动量（v + s）与凝结在生产资料中的死劳动量（c）之比的资本有机构成，即 𝑞=(𝑣+𝑠)/𝑐，从长远来看将无限制地下降。表现生产力提高的同量活劳动，不仅在物质形态上，而且在劳动实体形态上，都将使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于是，利润率 𝑝’=𝑠/(𝑐+𝑣) 随着其上限（𝑞>𝑝’）的下降也必然趋向下降。这一逻辑在剩余价值率（𝑠’=𝑠/𝑣）因生产力提高导致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而向上变动的情况下同样成立。然而，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作用即使存在，也极不适合用于解释周期性危机。一方面，其作用在繁荣期内可能并不那么显著，在繁荣期，资本积累在相当大程度上呈现为具有相对稳定构成的横向扩展性质。此外，相对于同量活劳动而言生产资料实物量的增加，往往会被生产力提高过程中单位生产资料劳动价值的降低所抵消。另一方面，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作用并不排除在积累过程中剩余价值和资本的绝对量持续增加（哪怕增速放缓），因此该规律本身无法表明在积累过程的哪一点上，对资本积累的明确限制会导致周期性危机的出现。于是只剩下三种选择：要么依赖某些特定的随意假设（如H·格罗斯曼的情形），要么结合某些其他危机理论（E·普赖泽尔、M·多布和埃内斯特·曼德尔），要么仅仅揭示资本主义通过危机过程来缓解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抽象需要（P·布洛克和大卫·亚菲）。[7]这三者都不能令人满意地以连贯方式揭示周期性危机的逻辑必然性。

资本过剩理论中的劳动力短缺变体，或许可以被认为能够克服这些缺陷，并在与价值规律的联系中更加一致地展现逻辑必然性。它完全可以认同：正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在繁荣过程中调节着商品产品供给与需求之间持续存在的无政府状态的不平衡；并且能够进一步解释，随着劳动力短缺通过拉低利润率而阻碍资本积累，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如何被扭曲并继而瓦解的。我们稍后将更详细地看到，相对于劳动人口的过度资本积累是如何逆转信用制度的社会职能并引发剧烈危机的，以及过剩资本在萧条期是如何被毁灭、资本主义是如何进行结构重组，从而为下一次周期性繁荣做好准备的。宇野弘藏及其后继者的卓越贡献之一，必定在于利用资本过剩理论的这一变体，将马克思多少带有零散性的理论重塑为关于规则周期性商业周期与危机的连贯原理论。[8]然而，在进入其具体内容之前，作为必要的准备，我们必须讨论《资本论》第一卷第25章（英文版）中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以及资本主义人口规律。

9.2 资本主义积累规律

人们常常认为，马克思的资本积累规律证明了通过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不停歇过程，持续递增地生产出相对过剩人口。如果资本积累作为一个整体本身总是能够独立于劳动人口的规模或增长，以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形式提供过剩的劳动力供给，那么危机理论中资本过剩理论的劳动力短缺变体就会失去任何效力。这或许也是马克思在用虚拟语气提出相对于劳动人口的“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概念（第III卷，第360页），并进一步将其重新审视视为发生在“最极端的假定下”（第III卷，第364页）的一个原因。对马克思资本积累规律的这种解释，当然受到了其他变体倡导者，特别是危机理论中消费不足论变体倡导者的强调。[9]作为一种解释，它并非全错，但若稍微更仔细地研究一下，显然它既不全面也不完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5章中对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人口规律的阐述，实际上由三个多少有所不同的论点组成，这些论点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尚未有机地统一起来。让我首先概述这些论点：[10]

（1）第25章第一节的标题是“在资本构成不变时，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积累的增长而增长”。在这一假定下，对劳动力的需求按与资本相同的比例增长，并且最终必然超过供给，从而使工资上涨。“如果上述假定的条件继续发生作用，事情确实必然归结到这种情况”，因为资本本身的增量“随着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增大而年年增长”（第I卷，第763页）。当工资上涨时，“在其他一切情况不变的前提下，无酬劳动就会按比例减少”（第I卷，第771页）。

马克思在此假定，作为劳动力价格上涨的结果，“积累率减低了；但是随着积累率的减低，使积累率减低的原因，即资本和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之间的不成比例，也就消失了”（第I卷，第770页）。因此，马克思早在这第一节中就已经提出了资本主义人口规律的一个完整循环，[11]并用那句名言以数学方式表达道：“积累率是自变量，而不是因变量；工资率是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第I卷，第770页）。

（2）与假定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第一节相反，《资本论》同章随后的各节展现了不同的立场，即资本构成的提高导致了“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在假定积累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持续提高的前提下，马克思指出：“正是资本主义积累本身不断地生产出——并且是按资本主义积累的精力和规模相适应的比例生产出——相对过剩的劳动人口，即对资本平均的自行增殖需要来说成为多余的，因而也是过剩的人口”（第I卷，第782页）。

关于资本主义人口规律的这一阐述，与对相对过剩人口不同形式的分析以及第四、五节中基于当时英格兰劳动阶级悲惨状况的具体研究所作的实例说明结合在一起。通过观察现代工业中心里的流动形式、农业中的潜在形式和家庭工业等当中的停滞形式这几种产业后备军形式，以及最底层的赤贫阶层领域，马克思将它们确定为资本积累过程所创造和增加的相对过剩人口的形式。在此语境下，他得出了如下结论：

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随同财富潜在能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是，这个后备军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越大，常态的过剩人口或者说其贫困与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的劳动阶层也就越大。最后，工人阶级中贫困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定的需要救济的赤贫人口也就越大。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第I卷，第798页）

这段论述常被马克思的批评者引用作为马克思坚持所谓“绝对贫困化规律”的证据，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同样如此引用。显而易见，马克思在此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表述为产业后备军的累进增加。如果这样表述的规律确实有效并发生作用，那么除了极少数极为罕见的情形之外，因吸收雇佣工人而引起的工资上涨就根本不可能发生。劳动力短缺也就不会与商业周期的规则运动产生联系。这正是消费不足论的倡导者所持的立场，也是他们批判危机理论中劳动力短缺理论的根据。

（3）然而，在同样的几节中还存在另一种论点。根据这一论点，相对过剩人口被吸收和重新形成的周期性过程，被视为十年一次的商业周期的基础。例如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常活跃、高涨、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十年周期的形式（中间有较小的波动）——就是以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的吸收以及重新形成作为基础的。”（第I卷，第785页）在同样的语境中我们还可以读到：

现代工业特有的规律……就是用资本交替进行的膨胀和收缩，即用资本在各个时期增殖需要的程度，来调节劳动的供求，因而劳动市场有时由于资本膨胀而显得相对不足，有时又由于资本收缩而显得相对过剩。（第I卷，第790页）

既然如此，工资就决不可能片面地承受不断累进增加的产业后备军的压力。在商业周期各阶段交替的过程中，工资必然会发生波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工资的一般变动完全是由产业后备军的伸缩决定的，而产业后备军的伸缩又同工业周期各阶段的更迭相适应”（第I卷，第790页）。因此，在与假定资本构成保持不变的第一节不同的前提下，这里同样提出了包含工资运动规律在内的资本主义人口规律的完整循环。这正是保罗·斯威齐曾经强调过的情形，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概念与第一卷资本积累理论的结合中，注意到了“一种条理清晰的危机理论”。[12]

在这所有三种论点中，马克思都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人口规律即过剩劳动人口的产生，是资本积累运动的结果，而绝非像T. R.·马尔萨斯所描绘的那种自然现象。在这方面，关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生产出相对过剩人口的理论，毫无疑问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之一。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上述三种论点中，马克思倾向于强调第二种论点，即相对过剩人口的累进生产，其原因有二。

第一，这一逻辑符合马克思的基本理论观点之一，即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生产资料的占有和积聚，使越来越多的贫困工人与越来越少的富有资本家走向两极分化。正如我们在第3章第3.1节中所见，这一观点源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并且在《资本论》中也得到了维持，尤其是在第25章的相关各节以及第32章“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它成了关于绝对贫困化规律争论的一个根源。然而，从这种观点出发，繁荣过程中就业的增加便无法得到合理解释，资本主义生产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实现增长的可能性也必然遭到不当的忽视。

第二，在观察他那个时代英格兰相对过剩人口的具体形式时，马克思倾向于将实际上存在于核心资本主义工业之外的全部产业后备军，都视为从资本主义生产中被排挤出来的相对过剩人口。其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似乎成了一种极其强大的产生过剩人口的机制。然而，大量的人口，特别是被归类为后备军的潜在形式和停滞形式的人口，之所以处于这些境地，是通过核心资本主义发展所引发的社会解体过程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从资本主义生产内部被排挤出来的缘故。尽管他们确实对资本主义生产起到了后备军的作用，但其形成的过程和结果在范畴上应当严格区别于作为资本积累本身结果的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在这方面，即使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实际上也没有在分析纯粹资本主义。然而，只要资本主义原理论专注于资本的内在运动规律，其他生产方式的外部解体过程及其后果就应当在更具体的实证研究层次上加以探讨。在此情况下，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内部被创造出来的相对过剩人口概念，可以说在现实中大致仅对应于周期性反复出现和流动的后备军形式。这种形式的相对过剩人口，确实在商业周期中反复经历着被吸收、耗尽并重新创造的过程。

因此，尽管马克思倾向于强调相对过剩人口累进生产的逻辑，并且他的大多数消费不足论后继者也遵循了这一倾向，但他在另外两个论点中对就业扩张和剩余劳动人口吸收（特别是在繁荣阶段）的承认，应当得到认真的考虑。那么，是否有可能将马克思的这些论点更有机地统一起来呢？遵循宇野的指引，我认为：伴随着构成相对不变的资本积累而对劳动力产生的增长需求，表征了繁荣阶段；而在规则商业周期的进程中，伴随着构成提高的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则集中显现于萧条阶段。这样一来，马克思的第一和第二种论点就可以被理解为交替的过程，它们在形成更具反差性的第三种论点中相对过剩人口的吸收与重新形成的周期性运动。这种理解是有其充分理由的。

马克思主义者中常有一种看法，认为资本积累在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可能性以及相互竞争压力的驱使下，不断革新劳动生产力，因而倾向于持续将活劳动从生产过程中排挤出去。虽然这种动机在抽象意义上始终存在，但也有一些具体情况会在商业周期的各个交替阶段对其发生作用施加不同的制约。例如，竞争的压力在繁荣阶段和萧条阶段的作用方式就截然不同。马克思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谈到萧条阶段由“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愈发激烈的竞争时，进一步论及了这种激烈的竞争斗争对提高生产力所产生的作用：

只要事情一切顺利，竞争就会像在平均利润率确定时一样，表现为资本家阶级实际上的共济会，从而他们都按照各自投入的份额的大小，共同分享瓜分到的战利品。但是，一旦问题不再是利润的分配，而是亏损的分配，每个人就会竭力设法减少自己在这个亏损中所占的份额，并把它转嫁给别人……竞争现在就变成敌对兄弟之间的斗争。（第III卷，第361—362页）价格的下跌和竞争的斗争，促使每个资本家采用新机器、新的改良的劳动方法和新的结合形式，以便使他总产品的个别价值降低到它的社会价值以下，这就是说，促使他提高一定量劳动的生产力，降低可变资本对不变资本的比例，从而解雇工人，总之，人为地造成过剩人口。（第III卷，第363页）

这表明，资本家在繁荣阶段提高生产力和进行合理化的动机相对温和，并不那么紧迫。此外，必须考虑到现有固定资本对生产方法变革所构成的具体限制。繁荣阶段竞争中相对存在的“共济会”关系，通常允许现有的固定资本继续有利可图地运转。繁荣以粗放的方式传播特定的技术体系，因而其特征在于生产的数量扩张。如果在字面意义上理解上述马克思第一种论点中所阐述的资本有机构成绝对不变的积累，对于繁荣阶段来说无疑是一个过于严苛的概念。从利润中产生的新投资，可以使投资于新生产方法和提高资本技术构成成为可能。然而，只要现有的固定资本继续运转，竞争性地引入新生产方法就必然是局部的和有限的，尤其是在向现有工厂追加新机器的情形下更是如此。即使是已经完全折旧的设备，也往往会被当作一种无需支付成本的资产加以利用，其盈利性反而比其他情况更高。在这方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机器对资本来说，在它的价值 = 0 时最有价值。”[13]既然在繁荣阶段现有固定资本不那么容易被废弃，那么对劳动力的需求就必然绝对增加，哪怕并不严格与资本积累成比例。[14]因此，在繁荣期以相对不变的构成进行、将越来越庞大数量的工人吸纳进生产过程的资本积累，迟早必然导致相对于劳动人口的过度积累。

相反，正如马克思所注意到的，虽然激化的竞争、这种“敌对兄弟之间的斗争”促使资本主义通过采用新方法对生产过程进行合理化，但现有固定资本对生产方法的根本变革所施加的限制却大大减轻了。既然现有的固定资本不再有利可图，资本家之间就普遍产生了一种必须更新固定资本的压力，以恢复总资本的盈利能力。在被替换之前，投入固定资本中的大部分价值必须通过折旧或偿债基金转化为货币形式，以减少废弃剩余资本价值所造成的损失，并为新设备积聚必要数额的货币资本。只要在旧设备的基础上无法进行有利可图的扩张，利润以及部分流动资本也会以货币形式积聚起来，作为全新投资的准备。因此，伴随着固定资本更新而引入全新的生产方法，通常是在萧条期进行准备并强制执行的，并且大多在萧条期的末期得以实现，成为将周期阶段重新转回繁荣的决定性时刻——在规则商业周期理论的基本原理层次上，这当然是一个典型的情形。

从人类福祉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的非理性特征清楚地表现在生产过程中极其严酷的“合理化”上：它在萧条阶段生产出相对过剩人口，进一步增加了危机破坏阶段本已存在的失业人数。由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生产出的追加相对过剩人口，为资本在下一个繁荣期独立于现役人口绝对数量的增长而有可能达到高于前一个顶峰的积累水平提供了根据。从长远来看，基于通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生产相对过剩人口的机制，资本积累可以在不受人口“自然”增长率限制的情况下进行。这一长期过程既不可能始终是和谐的，也不可能是在减少就业和增加相对过剩人口方面片面且累进毁灭性的。它包含着相对过剩人口的吸收与重新形成相交替的过程，这就是作为规则商业周期基础显现出来的资本主义人口规律。如果人们单纯相信上述马克思的第二种论点，即资本总是可以通过提高资本构成来避免劳动力短缺而不引发严重的过度积累困难，那么人们无疑就如同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过度依赖了资本的可塑性，并忽视了固定资本所施加的限制。如果人们认为甚至在繁荣阶段资本的扩张性积累也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产业后备军的绝对规模，那么人们就不仅忽视了资本的不可塑性，而且忽视了资本主义通过工业周期的反复作为一种不断成长的社会形态在长期内增加被雇用工人数量的积极能力，这种看法是应当受到指责的。

然而，一种以相对过剩人口的吸收与重新形成交替过程的形式阐明资本主义人口规律的资本积累理论，其本身还不能构成完备的商业周期与危机理论。除了积累原理论和资本主义人口规律之外，还必须考虑资本通过竞争与信用的具体运动机制。特别是，由于相对于劳动人口的资本过度积累所导致的后果，是否会引发破坏性危机并将周期阶段转入萧条，目前尚不确定或不够清晰。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5章第一节中作了如下表述：

或者是劳动力价格由于不致妨碍积累的进展而继续上涨。……或者相反，积累由于劳动力价格上涨而衰退，因为利润的刺激变得迟钝了。积累率减低了；但是随着积累率的减低，使积累率减低的原因，即资本和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之间的不成比例，也就消失了。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制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劳动力价格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第I卷，第770页）

在这一论述中，我们一方面看不到劳动力价格上涨过程的逻辑界限，另一方面也看不到为什么资本积累不会放缓并仅仅过渡到伴有相对较高就业水平的温和停滞，而是在规则商业周期的进程中非要引发一场导致就业水平和工资双双剧烈下跌的尖锐危机。为了解决这些以及其他问题，我们现在必须在上述整理出的资本积累规律的基础上，考察规则商业周期理论的具体内容。

9.3 规则的商业周期与危机

规则的商业周期由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组成，即繁荣、危机和萧条。既然每个阶段都依次表现为前一个阶段的结果，那么我们应当从哪一个阶段开始分析似乎成了一个问题。然而，与其他阶段相比，繁荣阶段代表了资本积累积极而普遍的过程。资本主义经济即使撇开前一个萧条或危机的因果影响，也必然会从其自身本质属性中产生出扩张性的生产过程。因此，这里首先探讨作为资本下普遍扩张性生产过程的繁荣阶段，尽管该阶段包含资本过度积累及其一切扭曲的最后时期，必须作为其自身过程的必然结果在其中被单独加以处理。

繁荣

当资本积累能够作为积极的扩大再生产进行时，资本通常通过每年向现有固定资本追加剩余价值来维持这些固定资本并实现其价值增殖。正如我们所讨论的，其结果是积累过程中的资本构成将保持相对不变。当积累以此种形式进行时，对劳动力的需求或就业规模就会增长，即便在字面上并不严格与资本积累成比例。只要存在可被吸收的相对过剩人口，使资本能够在现有工资水平上下增加就业，资本积累就会采取横向扩展的形式，在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稳定的现有生产关系（表现为稳定的剩余价值率）范围内，数量上扩大其生产力。在相对稳定的生产力和工资以及相对稳定的剩余价值率的基础上，资本积累还将使商品产品保持相对稳定的价值关系。于是，各生产部门商品产品的市场价格变动将经历一个容易调整的过程，围绕着相对稳定的市场生产价格引力中心波动。

商品产品供求之间的无政府状态的不平衡，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当然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劳动市场条件稳定、资本主义再生产整体扩大的情况下，表现为市场价格偏离生产价格的不平衡，可以在相对狭窄的价格波动范围内相对平稳且迅速地重新得到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各工业部门之间利润率的平均化也必定运转得相对顺利。商业资本和信用制度在促进资本主义再生产扩大以及促进利润率平均化方面的作用，在这些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条件下（特别是就可吸收的相对过剩人口而言）是卓有成效的。

可以说，规则商业周期中的繁荣过程在基本上就是以“数量繁荣”为特征的。因为生产的扩大主要是在数量上进行的，其商品产品的价格相对稳定，建立在相对不变的生产技术条件以及与劳动力价值相对应的工资基础之上。在这一过程中，随着资本的积累，利润总量不断增加，并伴随着由居支配地位的生产技术条件和实际工资所决定的稳定的一般利润率。利息率也将维持在一个有利于通过利用信用制度促进现实资本积累的稳定水平上。马克思注意到了繁荣阶段利息率相对于利润率水平而言是较低的，例如他在下述论述中指出：

如果生产过程已经达到发生极度紧张以前的那种繁荣阶段，商业信用就会经历非常巨大的扩张，而这种扩张实际上又为回流的通畅和生产的扩大形成“健康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利息率即使已经上升到它的最低限度以上，也还是低廉的。事实上，只有在这个时期，才可以认为低利息率，从而借贷资本的相对丰裕，是同产业资本的实际扩大结合在一起的。回流的通畅和合乎规律，加上商业信用的扩大，保证了借贷资本的供给，而不管需求的增加如何，并阻止了利息率水平的上涨。（第III卷，第619页）

随着再生产过程的扩大，以向银行申请商业票据贴现形式表现的对借贷资本的需求无疑会增加。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利息率之所以没有上升，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在资本周转中形成的闲置货币资本（例如折旧基金和积累基金、应对价格波动的货币准备金，或在资本流通期间维持生产过程所需的必要资金）所提供的借贷资本供给，也会随着再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增加。这种闲置资本以存款形式直接流入银行。此外，贴现票据回流支付的通畅和合乎规律，保证了银行现金准备的重新形成和增加，作为“借贷货币资本的现实具体的基石”。另一方面，由于“商业信用对银行信用的相对独立性”（第III卷，第626—627页），以申请票据贴现形式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必然相对受限。事实上，在繁荣阶段，产业资本家与商业资本家之间的商业信用本身极大扩张，带着充沛的信心和乐观情绪形成了更长的商业票据流通链条。这绝非单纯的社会心理现象，而是切实建立在整个再生产过程相对顺利的基础之上的。因此，银行信用中借贷货币资本的充裕供给，及其相对受限的需求，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现实资本[15]积累伴随着可灵活吸收的相对过剩人口而顺畅扩展的过程。到目前为止，银行之间的信用关系也同样容易扩大，处于中心货币市场的中央银行通过充分接纳存款与回流支付，在维持其现金准备方面不会遇到任何困难，而再贴现的需求则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因此，银行间货币市场上的利息率也相对较低，反映了借贷货币资本的相对充裕。这极其便利了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以低利息率扩大其商业信用以及一般的营业活动。然而，借贷货币资本的相对充裕绝不能被视为繁荣的根本原因。这一阶段宽松的货币市场毋宁说是表现了现实资本伴随着相对稳定且令人满意的利润率所进行的繁荣扩张性积累。虽然在繁荣阶段，这样的利润率与相对较低的利息率在逻辑上显得相互关联，但正如我们在第8章第8.2节中所论证的，这两种比率的决定因素必须分别予以把握：前一种比率基本上由生产技术条件体系以及实物形态的实际工资水平所调节，而后一种比率则由借贷货币资本的供求平衡所决定。因此，尽管新古典学派传统上倾向于将两者混为一谈，但在繁荣过程中观察到一般利润率与相对更低的利息率之间的分歧并不足为奇。这并不否认现实中的资本家通常会将利息率视为追加投资边际利润率的最低标准。

既然伴随着相对稳定且令人满意的利润率的资本积累过程以数量繁荣的形式大规模持续进行，它就会片面地将劳动人口吸纳进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哪怕在字面上并不严格与资本总价值的增加成比例。在繁荣阶段，只要每年积累的资本比率（作为利润率的从属函数）总体上超过人口增长率，相对过剩人口就会越来越减少，劳动市场迟早会变得紧缩。随后，在繁荣接近尾声时，工资必然上涨。与商品产品的情形不同，资本即使在劳动力价格上涨时，也无法增加劳动力供给的绝对量。由于劳动力供给的这种缺乏弹性，在我们这里的原理论中，劳动市场上其价格即名义工资率的上涨，一般而言不可能被其他商品价格可能出现的上涨所抵消。

相反，在卡莱茨基—置盐式的商业周期理论中，假定投资需求拉动商品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会超过名义工资率，从而在繁荣末期导致实际工资率的下降以及商品产品的实现问题。依我之见，这类理论依赖于以下三个假定前提，这些前提在资本主义较晚阶段或许偶尔会生效，但多少偏离了马克思的基本立场以及我们在此的立场：（1）假定投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每年生产的社会剩余价值而增长。（2）商品产品的供给不能与投资同步增加，因为供给受到生产周期、产能充分利用或垄断的延迟或限制。（3）支持爆发性投资繁荣所必需的信用供给能够具有弹性地获得，并在引起商品产品价格通胀性上涨方面发挥作用。而根据马克思，我们的基本立场假定：（1）投资在根本上是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化，不可能独立于资本所生产和获取的社会剩余价值的变动。（2）正如扩大再生产图式中所描述的那样，投资或多或少同时带来对商品产品的需求和供给。（3）在金本位货币制度下的竞争性资本主义市场中，即便名义工资率上涨，爆发性的恶性通胀也不大可能发生。此外还假定，尽管受到劳动人口绝对数量的限制，但维持商品产品供给相对弹性、资本投资所必需的劳动投入的边际增加依然能够获得，尽管伴随着工资率的进一步提高。

因此，在我们的立场上，基于这些假定，随着名义工资率的上涨，实际工资率也会上涨，其结果是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必然持续下降。（实际上，工会如果存在的话，其谈判力量必然会大大增强，并将加剧工资的上涨，[16]尽管对工人有利的市场条件是这种变化的根基。）由于工资上涨导致利润率如此下降的过程，必然导致马克思所定义的“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其定义如下：

一旦资本按这样的比例增长，以致既不能延长这个劳动人口所提供的绝对劳动时间，也不能延长其相对剩余劳动时间（在对劳动的需求非常旺盛，从而工资有提高趋势的情况下，后者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增长了的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只和以前一样大，那就会发生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也就是说，增长了的资本 𝐶+𝛥𝐶 所生产的利润，不会大于，甚至还会小于资本 C 在增加 𝛥𝐶 以前所生产的利润。（第III卷，第360页）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即资本的价值增殖，在这样一种情境下是无法达到的。尽管马克思推断“在实际生活中，情况会表现为：一部分资本将完全或部分地闲置起来（因为这部分资本只有首先把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从它的岗位上排挤出去，才能实现增殖）”（出处同上），但在竞争中的各资本并不会如此轻易地通过让一部分资本闲置来缓解资本过度积累的困难。鉴于利润率下降而让自身一部分资本闲置的资本家，将会失去其市场份额，并经历利润量和个别利润率更迅速的下降，而无法单独减轻总资本过度积累的压力以及由此导致的工资上涨。因此，面对由工资上涨引起的利润率下降，各个别资本宁可继续试图通过进一步增加其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来维持或增加利润量。因此，即便在因相对于劳动人口的资本过度积累而拉开帷幕的繁荣最后阶段，尽管利润率下降，扩大再生产的社会过程仍将继续进行。

然而，在再生产的扩张过程中，资本运动的社会职能必然发生重大改变，反映出由过度积累的资本所导致的困难。资本积累过程加剧了其投机性和不平衡发展的特征。随着再生产扩张步伐因利润率下降而放缓，各生产部门之间无政府状态不平衡的调整过程受到阻滞。于是商品产品的价格波动加剧。此外，工资上涨必然从商品产品的成本和需求两方面对市场生产价格体系造成扰动。根据各生产部门不同的资本构成，成本价格受工资上涨的影响比例各不相同。举例来说，粗略地讲，如果生产货币商品黄金的资本构成大致处于社会平均水平，那么只要利润率平均化在包括黄金工业在内的各部门之间依然发挥作用，资本构成低于平均水平的部门所生产的商品的市场生产价格就必然上升，而资本构成高于平均水平的部门所生产的商品的市场价格则必然下跌。[17]类似地，在资本构成大致处于社会平均水平但资本周转速度较快的部门所生产的商品，其市场生产价格在利润率平均化过程中也必然因工资上涨而上升。因此，随着每单位资本的工资成本增幅超过平均水平，某些商品必然出现价格趋向性上涨。此外，随着工资上涨，对某些消费资料或其原材料的需求会突增，而这些商品的供给在短期内又无法迅速扩大（如农产品的情形）。由于工资上涨导致需求超过供给，此类商品产品的市场价格必然上涨。

因此，在过度资本积累导致工资上涨的繁荣最后阶段，商品产品的价格波动不仅会被扭曲和放大，而且在某些其成本或需求（或两者兼有）增幅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商品上，还会包含上涨的趋势。利用商品价格的这种波动以牟利的投机交易随后必然发展起来。资本家（特别是依靠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的商业资本）随后对那些价格趋于上涨的商品进行大规模囤积。这减少了市场上那些商品的实际供给，并人为增加了其价格上涨的势头。这种投机交易必然加剧各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和失衡。马克思指出了这一事实：投机“业务大部分是用借贷资本进行的”（第III卷，第645页），利用了相对较低的利息率；并且指出，当供给发生反常减少（如歉收）时，投机会人为加剧某些商品价格的上涨（第III卷，第647页）。从我们所讨论的内容来看，这类投机业务的发展绝非偶然，而是现实资本随着工资上涨而过度积累的繁荣最后阶段的必然结果。[18]这种过度积累过程及其所导致的投机发展，不仅在利润率下降中受到限制，尤其在利息上涨以及信用制度职能逆转中受到限制。

繁荣过程中信用扩张的基础，在于资本周转中闲置货币资本的形成与重新形成。随着资本的过度积累，这一基础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大大收窄：第一，由于工资必须始终以现金支付，随着工资上涨，资本不得不动用自身的闲置货币资本用于支付工资。第二，随着利润率下降，从剩余价值或利润中储蓄出来的闲置货币基金（如积累基金）的形成必然减少。第三，在投机发展过程中增加商品库存的资本，会动用其闲置货币资本进行投机运作，结果减少了其闲置资金。

另一方面，随着伴有爆发性投机囤积的资本主义再生产扩大的持续进行，在繁荣的这一阶段对信用扩张（尤其是银行信用）的需求持续增加。然而，作为扩大商业信用必要基础的闲置货币资本，此时却无法在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中合意的人手里大量形成。因此，尽管资本家之间对商业信用仍有需求，导致商业票据数量实际增加，但其平稳扩张却受到了实质性的限制。数量增加的商业票据此时无法在长长的交易链条中流通。它们往往在开出后相对不久就被送到银行。“商业信用对银行信用的相对独立性”这一表征了繁荣绝大部分过程的特征此时消失了。因此，以汇票贴现形式表现的对银行信用的需求必然大幅增加。

面对银行信用需求的这种增加，用于银行信用的借贷货币资金供给的扩大反而受到日益严重的限制。在发行银行中，虽然用于现金支付的已发行银行券余额随着汇票贴现需求的增加而增加，但由于贴现票据回流支付的实际放缓，现金准备的形成却放慢了，甚至出现了减少。票据的到期期限趋于变长，正规的回流支付往往取决于通过贴现其他票据所获得的资金。在存款银行中，作为对其吸收存款额形式的社会债务准备的现金准备趋于减少，这既是贴现需求增加的结果，也是回流支付实质性放缓以及现金存款减少的结果。货币市场上银行之间的相互融通随后增加。但这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各银行之间借贷货币资金的供求，而无法消除现金准备对银行总社会债务之总比率的下降。因此，货币市场上的需求必然超过供给，从而拉高利息率。

马克思注意到“利息的提高出现在繁荣与其崩溃之间”（第III卷，第482页），他将投机囤积和工资上涨视为推高利息率的因素。例如他这样说道：

为了支付买进而不曾卖出的商品，人们通过商业上的“汇票业务”获得黄金。在这种情况下，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增加了，由于这种人为地阻碍商品向市场供应的企图，利息率可能上升。因此，较高的利息率表现为商品资本供给的人为减少。（第III卷，第647页）

对劳动力的增加的需求，使这种商品的价格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提高，而不会提高利润，因为利润主要取决于这种特殊商品的相对便宜。同时，在我们所假定的条件下，这种需求通过增加对货币资本的需求而提高了利息率。……在其他行情不利的情况下，如果工资由于某种原因而提高，工资的提高就会引起利润率的下降，但利息率会随着工资提高所引起的对货币资本需求的增加而上升。（第III卷，第646页）

必须承认，马克思未能力图将这些笔记与他的“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概念有机结合起来，以构建一种高度连贯的危机理论。然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在其整个资本积累、利润和利息理论中，实际上是在向我们展现或提示着一种条理清晰的劳动力短缺型资本过剩危机理论。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曾极其严肃地尝试阐明信用和利息在引发周期性危机过程中的社会职能。[19]无论如何，面对利润率的下降，利息率的上升必定会对那些在再生产中如此依赖广泛信用制度的资本运动构成重大制约。当中央银行的黄金准备开始流失时，货币市场趋紧的过程就变得更加明确且具决定性。正如我们在第8章第8.2节中所讨论的，在资本主义原理论中，中央银行必须被理解为私立的中央发行银行，其银行券无法完全替代黄金货币，特别是在与中心交易区之外很远地区的交易中以及在用于支付工资时。随着商品价格的特殊波动和投机交易随着资本过度积累过程而发展，各交易区之间日益增多的商业票据的收支差额将受到严重扭曲。因此，用于结算各地区间信用差额所必需的金币支付量，将随着工资现金支付的增加而增加。资本和银行此时不得不持有更多的黄金货币作为支付准备。因此，通过回流支付和存款流入中央银行的黄金将比以往减少，而以提取存款或兑换银行券形式流出中央银行的黄金则会增加。作为货币市场中心指标的中央银行黄金准备随后必然绝对减少。[20]当这种黄金准备的绝对减少发生时，由于中央银行不能使用其他银行家的钞票或票据作为自身的支付准备，它就必须提高贴现率以减少贴现的绝对数额，并试图控制日常贴现业务的数量。此时，所有其他银行在谨慎确保自身现金准备的同时，都会发现依靠在货币市场上或向中央银行再贴现商业票据来继续扩大信用变得十分困难。因此，利息率的急剧上升通常伴随着对信用供给的数量限制而普遍出现。

在可扩张信用的基础上建立并维持起来、寄希望于价格上涨的各种商品的投机性囤积，必然失去其合理性，受到来自两方面的侵蚀：一是由于利润率下降导致商品市场总需求的放缓，二是临近繁荣终点时货币市场上利息率的急剧上升。当预期的商品价格上涨率低于不断提高的利息率时，人们必定会看清，依靠信用继续维持囤积（更不用说增加囤积）将会造成亏损。特别是那些利用信用大规模进行投机囤积的资本，在利息率急剧上升的过程中迟早会被迫忍痛折价抛售，以避免亏损进一步扩大，并确保获得必要的现金来偿还债务的本息。

因此，在繁荣的积极阶段促进资本积累和利润率平均化、调节各工业部门之间持续不平衡的信用制度，随着相对于劳动人口的资本过度积累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其社会职能。它继而推动了作为繁荣最后阶段特征的投机性不平衡发展。由于资本过度积累伴随工资上涨而产生的价格扭曲与波动，通过利用信用制度的可扩张性质，被投机交易和囤积极其疯狂地放大了。由投机性利用信用所放大的商品价格上涨，或许能实质性地缓解有关商品生产部门中工资上涨对利润率的压力。然而，它并不能消除资本过度积累过程中利润率普遍下降的绝对困难，并且往往通过推高生产成本而不平衡地加剧其他工业部门的困难。在基于信用扩张的投机繁荣的表象之下，各工业部门之间实质性的不平衡必定进一步加深。现实资本的过度积累最终通过繁荣末期投机和不平衡的过程，引发了利润率下降与利息率急剧上升之间的冲突，并伴随着对信用扩张的数量限制，从而将商业周期的这一阶段转变为剧烈的危机。

危机

危机的开端通常是由商业资本（主要是在批发贸易领域中）大规模投机业务的崩溃所引发的。因为在繁荣的末期，利用信用的投机性囤积在这一领域发展得最为集中且规模最大，因而信用紧缩和利息率上升的冲击在此处也最为严重。另一方面，这些商业资本在大规模贸易中投机活动的崩溃，给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都带来了破坏性的冲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就说明了这种现象：危机不是首先在与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爆发并显露出来，而是首先在批发商业以及向批发商人提供支配整个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部门爆发并显露出来。”（第III卷，第419页）

既然投机性的过度交易是过度资本积累内在困难的一种表象，且通常也牵涉到产业资本，那么由此导致的批发商投机的崩溃就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现象。随着批发贸易中大规模投机业务的瓦解，通过这些业务被推高到较高水平的商品价格必然崩溃。在假定特定价格关系的前提下扩张起来的信用关系基础随之被摧毁。随着商品无法按预期价格出售，为到期票据筹措必要现金的困难必然蔓延开来，引发连锁反应式的相继破产。整个信用制度因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相互崩溃而陷入瘫痪。在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之间几乎不再提供新的商业信用的同时，银行为了确保自身的现金准备并避免破产危险，也会最严厉地限制以票据贴现形式发放信用。尽管信用供给受到严厉限制，但为了获取作为必要支付手段的货币而对信用的需求却绝望地增加，利息率更为急剧地上升，达到了整个商业周期所有阶段中的最高水平。只要通过商品交易进行的再生产过程是建立在信用制度基础之上的，那么其重复进行不仅变得困难，而且作为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也变得毫无意义。通过支付如此昂贵的利息率，其重复进行大多会造成亏损。因此，在现实资本清偿以往债务的压力驱使下，即使忍痛折价，商品的抛售也势在必行。伴随着极度销售困难的商品价格普遍下跌，与信用交易的普遍崩溃形成了相互作用的关系。


总而言之，现实资本过度积累的内在困难，矛盾地表现为货币市场上货币资本的绝对短缺以及商品市场上与之相关的商品资本的绝对过剩。伴随着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的相互崩溃，“在危机中，商品和它的价值形式即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的矛盾”（第I卷，第236页）。[21]通过“货币饥渴”（同上引）或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的崩溃，一切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普遍陷入瘫痪与收缩。在再生产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价值（例如采取原材料和生产设备的形式）再也不能作为资本发挥职能，它们被强制闲置并遭到破坏。破产浪潮席卷了许多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在典型的周期性危机中，一些银行资本也不能幸免。与此同时，大批工人突然沦为失业者。作为对繁荣阶段末期工资上涨的反作用，工资必然被压低。工人的有效消费需求受到严重压缩，与资本家难以出售其商品这一困境形成恶性循环。商业危机、信用危机和产业危机的经典“三位一体”由此形成。

马克思曾试图在周期性危机的这三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中对其进行分析，例如：

“……新的危机一爆发，利息……就重新达到自己的最高限度，信用突然完全停止，支付停滞，再生产过程瘫痪……除了闲置的产业资本过剩以外，几乎完全缺乏借贷资本。”（第III卷，第620页）。

“既然在再生产过程中是以一定的价格关系为前提并且受这种关系支配的，所以随着价格的普遍下跌，再生产过程就陷入停滞和混乱。这种混乱和停滞使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发生瘫痪，而这种职能是随着资本的发展而产生的，并且以那些预先假定的价格关系为基础。在一定的期限内清偿支付义务的链条，在许多地方被打破，而随着资本一同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同时发生崩溃，又使这种混乱和停滞更加加剧。因此，所有这些都引起猛烈的急性的危机，突然的强制的贬值，以及再生产过程的实际停滞和破坏，从而引起再生产的实际缩减。”（第III卷，第363页）。

资本作为一个价值自行增殖的过程，竟然不得不通过其自身内部生产力的增长来破坏其生产关系以及自身的价值，这清楚地表明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社会形态的自相矛盾性质。与古典学派和新古典传统的理论信条相反，资本主义绝不可能是一种能够在自身不引起任何严重动荡或危机的情况下增进工人福祉的自然和谐的社会经济秩序。正如我们在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所看到的，周期性危机的逻辑必然性，正是基于马克思关于相对于劳动人口的“资本的绝对过剩生产”这一概念而得以阐明的。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失衡以及对工人有效需求的严重限制——这两者在商品过剩危机论中被极力强调——即便不是根本原因，也表现为危机过程及其结果的重要环节。[22]劳动力短缺型的资本过剩危机论认为，导致周期性危机的资本主义经济自相矛盾的根源，不在于商品产出品供求之间的表面平衡，而恰恰在于资本主义将人类劳动力当作商品这一最本质的前提。还应当指出，急性普遍危机的逻辑必然性之展现，不仅在于揭示了资本过度积累的根本困难，而且在于揭示了通过资本间的竞争与信用使过度积累的困难如何激化，并最终导致商业危机、信用危机与产业危机“三位一体”的方式。

商品市场、劳动的有效需求与资本再生产之间相互收缩的恶性循环究竟在何处以及为何会终止，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只要将资本抽象地设想为同质实体，似乎就很难想象这种恶性循环在何处会失去其剧烈程度。确实，如果假定现实资本是同质的，那么资本破坏的理论界限将很难界定。商品价格的下跌、有效需求的收缩以及破产浪潮在理论上究竟能在何处告终？作为一种回答，人们可能会辩称，工人维持生存必然存在某种最低限度的消费需求。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从上一繁荣阶段遗留下来的数量极为有限的储蓄之外，工人若不能至少作为兼职工被雇用，就无法创造对消费资料的有效需求。我们可以看到，资本破坏的界限必须作为优先解决的问题。针对该问题的另一种可能设想是，在商品价格普遍下跌的过程中必然变得有利可图的黄金生产的扩张中，寻找扭转下行恶性循环的决定性契机。[23]这一设想可能并不十分具有说服力，因为黄金工业的规模不足以抗衡所有其他产业部门的下行压力。为了得出更令人满意的解答，我们必须摒弃资本同质性的假定，重新审视危机的具体过程。

正如我们所见，危机阶段的下行恶性循环是由清理信用关系的过程推进并强化的。商品不得不被亏本抛售，以便获取必要的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用以清偿到期汇票形式的债务。由于商业信用是在资本之间相互形成的，旨在为流动资本而非固定资本提供融资，因此汇票的期限不可能很长。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信用制度中，汇票期限通常为3个月，最长不超过10个月（参见第III卷，第536—537页）。因此，引发急性危机的对以往债务的密集清理过程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在危机阶段通过开具新汇票来额外形成商业信用变得极度困难。实际上，在古典商业周期中，危机的急性阶段持续时间不到一年，多数大约为半年。在以汇票形式密集清理以往债务的时期过后，即使亏本也要出售商品的巨大压力将大为减轻。庞大商品存货的压力最终也会通过廉价抛售、被破产资本遗弃、或在漫长的仓储期间丧失使用价值从而丧失价值而得以化解。

与此同时，在危机的急性阶段对资本的破坏绝不可能均衡和齐一。与繁荣末期的投机性与不平衡发展以及危机过程的无政府性质相对应，危机中资本价值的破坏也必然以无政府状态和极不平衡的方式进行。例如，在繁荣末期因投机性囤积而被人为大幅推高的商品价格，作为反作用，必然大范围急剧下跌。相反，由于在先前的投机发展过程中所处条件不同，完全可能存在其他价格下跌没有如此剧烈的商品。生产后一类商品的产业部门中资本价值的破坏大体上要温和得多。即使在同一个生产部门内部，资本价值的破坏程度也会因不同的生产条件或对信用利用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清理资本间错综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的过程中，虽然一部分资本家因背负往往数倍于其净资产的巨额债务而破产，但另一些资本即使无法从直接债务人那里收回债权，也可以从作为汇票背书人的担保人那里收回债权，从而至少保全其自身的一部分价值。

在银行资本及其现金准备的破坏或保全方面，也必然存在类似的不平衡。尽管银行绝无不破产的保证，但中心货币市场中的银行、尤其是中央银行，往往能够免受在某些特定产业或地区集中爆发的直接冲击和清偿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广泛的业务范围中和了它们的处境。这就是除了构成中央银行的巨额资本规模（实际上还与其作为政府垄断性出纳的角色相关）之外，中央银行券在整个急性危机中最有可能维持其流通与信誉的一个原因。

由于资本价值的破坏在危机中进行得极不平衡，现存资本并非全部陷入破产。完全可能存在相当一部分资本，因其他资本陷入困境的加深，其自身的困难反倒得以缓解、中和或稀释。它们的价值或多或少得以保全。在清理先前的债务关系和过剩商品存货的暴风雨般的过程过去之后，当这些资本价值相继恢复其价值增殖过程时，急性危机的阶段便宣告结束，并转入萧条阶段。危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自我毁灭和充满矛盾的本质，但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基本原理中，危机绝不可能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的最终崩溃。在原理上，危机构成了整个商业周期的一个阶段，并通过自身的运动过程转化为下一个阶段——萧条。

萧条

在萧条阶段，资本积累在生产过程、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中的困难仍会持续一段时间。过剩的现实资本、充裕的货币资本与相对过剩人口并存，且不易重新结合进扩大的、积极的再生产过程中。在19世纪中叶的典型商业周期中，萧条阶段通常持续约三到五年。这是一个需要在理论上予以阐明的重要阶段，特别是由于它可以作为我们当今时代经济情势的重要参照系。

为什么资本要从萧条中恢复积极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如此困难？在经历急性危机的破坏性过程之后，表现为工资和利息率上升的资本过度积累的困难已经消除。由于大批工人在危机阶段被抛向街头，作为对先前繁荣末期工资上涨的反作用，他们的工资率必然被削减。在急性危机的过程中，工资率的下降可能因消费品价格的暴跌而得到超额补偿，从而在实际上推高了实际工资率，加剧了资本的困境，尽管工人的实际总收入无疑被削减了。然而，当先前信用关系与商品存货的剧烈崩溃告一段落时，商品产品的价格因其生产和供给的缩减而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相反，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却不受这种供给调节过程的影响，必然持续承受需求不足的压力。因此，在萧条时期普遍存在的是低于上一繁荣时期的实际工资率。工资和实际工资率的这种下降，“对资本来说，这同在工资仍维持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加了相对剩余价值或绝对剩余价值具有完全相同的作用”（第III卷，第363页）。与此同时，一旦清理既有债务关系的密集过程过去，利息率也必然下降。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和银行所收回的货币资本，往往处于闲置状态而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尽管存在这些有利条件，现实资本积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将处于停滞状态。

造成这种停滞的根本原因，已不再能直接归因于劳动力短缺或高利息率，而在于为现实资本的新积累重构平衡条件的困难。事实上，在经历繁荣末期的投机性与不平衡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无政府状态与不平衡的资本破坏之后，各产业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必然被打破，远未达到顺畅经济增长的最佳状态。在生产部门之间被扭曲的平衡中，将有许多产业由于内部异常过剩的闲置产能而使其产品价格趋于受压，同时与其他再生产条件较为有利的产业并存。在生产消费资料及其原材料的诸多产业中，过剩生产能力最容易出现并持续存在，因为随着就业人数和工资率的下降，工人的有效需求遭到了极大的削减。

在这方面，比例失调型和消费不足型的商品过剩危机论，作为对萧条中资本困境的直接解释，可能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然而，这一阶段的此类困难，绝不能与典型商业周期原理论中引起危机的根本困难混为一谈。它应当被界定为相对于劳动人口的资本过度积累的结果，同时也应当被界定为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应对过剩固定资本之内在困难的必然表现。

如果不是受到现有固定资本的约束，产业资本家本可以相当容易地将其资本转移到更有利可图的部门或技术中，从而摆脱许多产业中商品产品供给过剩的困境。但产业资本家不能轻易牺牲或完全抛弃其固定资本中残存的价值。他们在报废固定资本之前，必须对其大部分价值进行折旧，并且必须积累足额的包括折旧基金在内的货币资本，以便在其他产业部门或在不同的技术基础上构建新的固定设备。正如我们所见，商业信用以及基于短期商业信用的银行信用并不适用于构建固定资本的长期贷款。

当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恢复其扩大时——哪怕在萧条中进展缓慢——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的形式得以重构并重新开始运转。然而，只要产业资本的积累在既有固定资本的约束下仍处于不活跃或停滞状态，重建的信用制度就还无法得到积极利用。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的数量扩张既微弱又缓慢，而相对充裕的货币资本则往往处于闲置状态，成为一种闲置资本。因此，在萧条期间，低利息率以及货币市场供求之间的宽松状态在信用制度中占据主导地位。马克思对这种宽松信用状况的表现指出如下：

“并不是用于贷款的货币资本的每次增加，都表明现实的资本积累或再生产过程的扩大。在危机刚过之后的产业周期阶段，借贷资本大量闲置，这一点表现得最明显。在这种时刻，生产过程发生收缩（在1847年危机后，英国各工业区的生产缩减了三分之一），商品价格跌到最低点，企业家的信心受到打击，利息率很低，这种低利息率在这里只是表明：正是由于产业资本的收缩和瘫痪，借贷资本才增加了。”（第III卷，第616页）。

货币市场中的这种状况不仅限于危机刚过之后的时刻，而且会持续贯穿萧条的大部分时期。产业资本家自觉地积聚诸如折旧基金和积累基金等货币资本，以便为投资于新的生产方法或其他产业部门准备必要的资金。因此，借贷货币资本的供给将继续增加，并倾向于维持低利息率，从而抵消随着再生产扩大而逐渐增加的信贷需求。低利息率虽然可能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利条件，但只要产业资本困难的根源不在于流动资本而在于固定资本，它本身就无法激活产业资本的积累。总体而言，在萧条过程中，信用制度和利息率无法在激活资本主义经济或消除停滞根源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4]

现有固定资本对利润率和积累的约束，不仅在货币市场上，而且在整个经济中，都充当了停滞的根本基础。在萧条期间使商品产品价格无利可图的过剩供给趋势，源于与工人大为缩减的有效需求相联系的过剩闲置产能，以及产业部门之间被打破的平衡，正如商品过剩危机论中常常强调的那样。与此同时，由于就业人数和个别工人劳动时间的双重减少，发挥职能的活劳动大幅缩减，可能与大量闲置的固定资本和不活跃的货币资本结合在一起，从而对利润率产生不利影响，其方式类似于资本构成提高型的资本过剩危机论所强调的那样；利润率的下降是由资本构成的提高所造成的，尽管在这一萧条阶段所提高的资本构成或降低的资本-产出比率，所表达的是闲置产能的困难，而非基于技术变革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因此，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各种类型，在理解萧条中与既有固定资本约束相关的资本积累持续困难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这四种危机理论中，劳动力短缺型的资本过剩理论能够在原理论内部确立资本主义遭受周期性危机的逻辑必然性，而其他三种理论虽然处于不同语境中，在认识构成萧条停滞潮流的结构性环节方面同样具有相关性。因此，在这方面必须有机地调动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不同面向。

然而，现有固定资本对个别资本运动的约束，已不再同繁荣阶段那样了。在繁荣过程中，现有固定资本往往只要在物理上可行就尽可能长期使用，因为它们通常是有利可图的。相反，在萧条阶段，它们普遍变得无利可图，只要在经济上可行，人们就会迫不及待地用新设备替换它们。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在急性危机之后，“价格的下跌和竞争的斗争……迫使每个资本家采用新的机器、新的改良的劳动方法、新的结合，也就是把他的总产品的个别价值降低到它的社会价值以下”（第III卷，第363页）。只要现有固定资本中的残余价值仍有待折旧，这种采用新生产方法的冲动就无法立即实现。工资成本的降低或工资率的削减会加剧这种约束，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采用节约劳动的新技术所带来的效益。在一般资本仍受现有固定资本制约的同时，采用改良新机器的个别例外资本将获得超额利润，并能够个别地摆脱对资本积累的一般约束。这种获得超额利润的可能性，无疑在激烈竞争中增强了资本家改进生产方法的驱动力。不同于繁荣阶段资本在竞争中表现为平均化利润率的“实践的共济会兄弟组织”，在萧条中，“现在的竞争变成了敌对兄弟之间的斗争”（第III卷，第361—362页），并使得改进生产方法成为资本的根本问题。因此，技术革新及其普及化受到了极力追求，构成了萧条阶段的特征。

在萧条走向尾声时，当主导产业中的多数资本已经对其旧固定资本的实质部分完成了折旧，它们便开始通过重建厂房和设备，同步进行固定资本的更新。为了进行这种重建，它们调动了自身的各种货币资金，不仅限于折旧基金，还包括贯穿整个萧条期集中而自觉积聚起来的积累基金和闲置货币资本。在这种固定资本同步更新的过程中，机械设备生产部门往往可能出现中间繁荣，而无力更新其固定资本的较弱资本则可能不平衡地发现自身困境雪上加霜，并往往被迫走向破产。当各种货币资金被调动到厂房和设备的重建中时，货币市场往往趋于收紧，利息率上升，加深了衰弱资本的困境。因此，在从萧条走向繁荣的转折点上，可能会出现中间繁荣以及作为中间危机的进一步崩溃。

谋求更新固定资本的个别资本，不仅可以在其经营的同一产业中采用有利可图的新生产方法，还可以转移到其他更有前景的产业中去。产业资本在各种生产方法和生产部门之间谋求更高利润率的竞争，特别是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资本的直接流动性而得以切实实现，尽管这种直接流动性在传统经济理论中被过于泛化地假定了。

无论如何，通过固定资本更新的过程，各种不平衡和不协调，或者说现存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脱节，都得到了根本性的重新调整。形成了适应生产力新发展的新的技术生产关系，从而使资本再生产的积极数量扩张成为可能。通过更新固定资本而引起的生产方法变革的实体性影响，可进一步分解为以下四个方面：(i) 随着商品产品个别价值的降低，资本甚至在低于萧条时期基于旧技术而无利可图的价格水平下，也能够实现价值增殖。(ii) 随着商品价值的下降，劳动力的价值也必然被削减。这使得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成为可能，从而提高了剩余价值率。(iii) 新生产方法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通常伴随着整个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这种提高，一定量资本所雇用的工人人数减少，从而追加形成了相对过剩人口。正如第8.2节所指出的，在大量工人已因危机和萧条被抛出工作岗位之时，通过生产的“合理化”使更多工人沦为过剩和失业人口，这展现了资本主义特有的矛盾性质。(iv) 伴随着新价值关系的重塑，新的平均利润率连同一套生产价格被重构出来。在各产业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或多或少得以恢复的基础上，不同部门间利润率平均化的竞争过程将再次发挥作用，使各个别利润率围绕这一平均利润率自发波动，并促进再生产的积极扩张。

因此，当主要产业部门的大多数资本形成了适应新生产力水平的新的生产关系时，资本便能以恢复了的利润率积极恢复扩大再生产，使商业周期的阶段再次转入繁荣。固定资本的构建主要作为在萧条末期已付诸实施并在社会上开端的诸新生产方法的普及过程而继续推进。伴随劳动生产率根本变革的资本深化型积累，转变为再次体现繁荣阶段特征的资本扩展型积累。随着产业资本积极的资本积累过程的展开，信用制度也有效地恢复了其职能，其利息率正如上一繁荣阶段那样相对较低。繁荣过程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产生的相对过剩人口的基础上，将达到比上一繁荣水平更高的资本积累水平。

由繁荣、危机和萧条这三个阶段构成的商业周期，就这样重新运行其进程。各个阶段依次成为后续阶段的原因，并且“在扩大的生产条件下，在扩大的市场上，在提高的生产力下，重新发生同一个恶性循环”（第III卷，第364页）。主要工业部门中固定资本的“生命周期”，“是周期性循环的一个物质基础。商业在周期性循环中经过依次相继的停滞、中度活跃、狂热、危机等各个时期”（第II卷，第264页），由于主要部门固定资本的同时更新充当了典型周期性循环中每一个新繁荣阶段的出发点，因而它特别决定了商业周期循环的时间跨度。马克思指出，“现在这种生命周期平均表现为十年”（同上引）。源于将人类劳动力当作商品的困难并通过资本主义竞争与信用的作用而在周期性危机中爆发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就这样在商业周期的循环进程中找到了现实的解决办法。然而，这不可能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因此它必然在类似的商业周期和危机中反复出现。

9.4 商业周期与价值规律

商业周期和危机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且构成了该矛盾的现实解决办法，因此它们构成了价值规律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得以贯彻的具体机制。价值规律与商业周期动态之间的理论联系必须从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加以分析：第一，工资的波动与劳动力价值之间的关系；第二，商品产品之间相对价格的波动与其价值之间的关系；第三，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与货币商品黄金的价值之间的关系。

第一，正如马克思所表述的，“总的说来，工资的一般运动仅仅由产业后备军的伸缩来调节，而产业后备军的伸缩又同工业周期中的周期性更迭相适应”（第I卷，第790页），或者说，“积累率是自变量，不是因变量；工资率是因变量，不是自变量”（第I卷，第770页）。然而，后一个著名的数学表述不应被过于机械地理解。因为基本上由资本积累过程和产业后备军相对比重决定的工资率运动，确实辩证地反作用于积累的特征，特别是在引起周期性危机的过程中更是如此，正如我们所见。尽管如此，显而易见的是，工资的运动总体上基本上是由贯穿商业周期交替阶段的资本积累过程所调节的。特别是名义工资，在繁荣末期必定上涨，在危机阶段急剧下跌，而在萧条中则处于停滞和低水平状态。

实际工资相对于商品产品价格运动的变动，在理论上更为复杂。在繁荣末期，实际工资上涨的程度可能会因消费品价格的上涨而有所缓解。对于某些产业的资本家来说，工资成本的上升完全可能因其产品价格更大幅度的上涨而得到超额补偿。然而，正如我们在第8.3节中反驳卡莱茨基—置盐型商业周期理论时所指出的，在我们的原理论中，由于劳动力供给的根本无弹性，针对劳动力短缺而推高实际工资的资本过度积累压力，在最终裁决上是无法被其他商品价格的投机性上涨所阻挡的。对工人有利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也很容易增强工会（若存在的话）的谈判能力，并往往会放松工作场所的劳动纪律，从而助长工资的实质性上涨。名义工资率的下降，在危机阶段有时可能因消费资料价格的急剧下跌而得到超额抵消，尽管工人的实际收入随着就业和劳动时间的减少总体上必然下降。然而，在萧条时期，当信用关系的崩溃和投机性囤积所加剧的商品产品价格的剧烈暴跌过去之后，实际工资率必然明确走低，反映出对工人极为不利的市场状况。因此，马克思关于工资一般运动的表述对实际工资的变动也必然具有相关性。[25]无论如何，在工人和资本家都处于自由竞争市场的情况下，在这里不能假定工资率的刚性。

工人家庭的实际收入在繁荣过程中先是随着受雇人数的增加而增加，随后又随着实际工资率的上涨而增加，而在萧条中作为反作用则必然萎缩。通过工人实际收入伴随周期性商业周期的螺旋式运动，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工人平均消费资料的内容，将趋向性地发生变动。在劳动力价值实体的最初定义中，我们不得不抽象地假定一定量的消费资料作为劳动力社会再生产的必要物质资料。在理论上，一旦消费资料的范围和数量连同生产过程的技术条件这一社会既定集合被给定，我们就能够界定凝结在这些消费资料中的劳动实体。必要消费资料的内容构成了工人生活水平的物质条件，并在理论上被假定为包含“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第I卷，第275页）的既定量。朴素的新李嘉图学派理论会断言，实际工资的实物数据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而决定的。正如新李嘉图学派所强调的，尽管任何水平的实际工资都能决定一个具有相应利润率的自洽价格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实际工资真的可以脱离资本主义运动规律而自由决定。现在我们看到，周期性商业周期本身及其工资波动，充当了将社会变迁纳入劳动力价值实体性物质内容的资本主义机制，尽管它不会单独和完全决定必要消费资料的全部范围以及其中包含的“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26]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通过商业周期的交替阶段所发生的波动，一方面围绕着普通普通雇佣工人（在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时期）历史和社会既定的生活水平而变动，但同时它也充当了不断引导这一生活水平本身发生变动的手段。在这些方面，商业周期过程构成了价值规律通过市场波动在资本主义的核心商品——劳动力——上典型而具体发挥作用的社会机制。

第二，商品产品之间相对价格的波动，将在商业周期过程中以工资波动为基础，围绕作为这些产品价值具体形式的市场生产价格而展开。只要在繁荣期资本积累的扩展过程中，随着劳动力市场存在可用的相对过剩人口，工资保持相对稳定，那么在相对稳定的生产条件以及稳定的实际工资率的基础上，商品产品价格偏离其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的无政府状态，就能够在围绕一套相对稳定的生产价格的较窄波动范围内不断得到重新调整。在这一繁荣阶段中，活劳动与死劳动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分配，在利润率运动的引导下相对平稳地得以实现，利润率也相应于商品价格的运动在相对狭窄的范围内波动。尽管这种过程在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理论观点中往往被视为事物的自然和谐秩序，但它不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当资本积累相对于现有劳动人口变得过度时，随着繁荣末期工资的上涨，在投机发展的过程中商品产品的相对价格必然被严重扭曲。在随之而来的危机阶段，通过资本间竞争和信用制度的反向与破坏性职能，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被进一步打破。伴随着商品价格波动而自发调节社会劳动分配的价值规律的作用，在这些阶段陷入瘫痪和崩溃。在资本再生产停滞的萧条的大部分时期，它也无法完全恢复。

然而，正是通过商业周期中这些破坏性和停滞性的阶段，资本主义被驱使去革新工业技术和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在萧条末期，当主导产业中的大多数资本相互施压并准备同步更新固定资本时，对应于新引入的生产技术的社会体系，商品相对价格之间平衡关系的基础被重构出来。社会劳动的分配在同一过程中得到了根本性的重新调整。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根据商品产品价值中不断变化的劳动实体来调节其相对价格的价值规律的作用，就这样贯穿于商业周期的整个过程之中。伴随着生产力发展的社会过程，各产业部门之间利润率的平均化，也是通过商业周期具体实现的；商业周期通过危机和萧条阶段所引入的更新了的生产力，反复再生产出全面繁荣的阶段。在商业周期中，根据生产力的发展对价值实体以及相应的商品产品相对价格进行重新调整的过程，结合同一商业周期过程中对雇佣工人生活水平物质资料内容的调节，同时调节着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调节着剩余价值率。

第三，价值规律在商业周期过程中调节一般物价水平波动的运作方式也必须予以澄清。针对古典学派传统的货币数量论，马克思主张一般物价水平并非由货币数量决定，而是基本上由一般商品的价值与货币商品黄金的价值之间的实体性关系决定的。他指出，正如我们在第4章第4.2节所看到的，货币不仅作为流通手段使用，而且作为贮藏货币或作为保持在商品流通之外的世界货币使用。承认由普通商品和黄金的价值实体决定一般物价水平的基本逻辑，并不排除一般物价水平偏离实体性价值关系的理论可能性。马克思实际上注意到了这种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在充分就业阶段上升，在危机阶段下降——如下所示：

“在繁荣时期，在大扩张、再生产过程显示出极大的加速和精力充沛的时期，工人是充分就业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会出现工资的上涨，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商业周期的其他阶段中工资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的部分。与此同时，资本家的收入显著增加。消费普遍增长。商品价格至少在某些决定性的商业部门也会同样合乎规律地上涨。”（第III卷，第578页）。

“在危机时期，情况正好相反。第一种流通［指通过收入支出进行的商品交易，区别于指资本之间交易的第二种流通——伊藤诚注］收缩，物价下跌，工资也是如此。”（第III卷，第580页）。

在危机阶段下跌的物价不会完全恢复，并且仍将低于上一繁荣时期的水平，这反映了再生产和流通（包括第二种流通）的停滞。总而言之，商品价格在繁荣末期会从其繁荣中期的标准水平上涨，在危机期间作为整个市场机制崩溃的过程而急剧下跌，而在萧条期间则无法从危机的谷底完全恢复并保持在低水平或陷入停滞，直到最终在适应扩大再生产的新技术基础之上重构为一个新的标准水平。

在典型商业周期进程中的这种价格波动，显然不是由货币数量的变化引起的。即便在社会硬币总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信用制度的扩张、崩溃或停滞，这种价格波动也会发生。例如在繁荣末期，随着商品价格的投机性上涨以及工资的普遍上涨，资本间交易的价格总额必然增加。满足这些交易所必需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数量的增加，是通过信用机制调动闲置货币资本而灵活供给的。然而，信用货币数量的增加绝不可能构成物价上涨的独立外部因素或原因。另一方面，保持在商品流通之外的闲置货币的存在，并不总是能保证一般物价水平严格按照一般商品与黄金之间的实体性价值关系得到调节。它毋宁充当了一种资本主义社会机制的基本条件，使商品价格在繁荣末期资本过度积累的过程中通过投机发展得以向上偏离价值。作为对这种向上偏离的反作用，一般物价水平在危机中必然急剧下跌，并在萧条期间保持在停滞的低水平，这反映了整个资本主义积累机制在商业周期过程中的动态变化，而这种动态变化绝不能局限于或归因于货币的数量运动。

只要一般物价水平在繁荣和萧条的交替阶段中合乎规律地上下波动，黄金工业的利润率就必然因生产成本的变动而发生反周期的波动。因此，黄金工业的生产在繁荣末期必然缩减，而在危机和萧条中必然扩大。尽管黄金的年产量相对于采取各种可互相转换形式（不限于流通中或准备金中的货币）的现存黄金存量而言仅构成微不足道的追加，但在繁荣末期，其产量的减少可以成为缩小信用扩张基础或加剧借贷货币资本短缺的追加因素。黄金工业有效需求的减少在这一阶段也会产生反周期的作用，尽管其影响可能并不十分显著。相反，萧条阶段黄金生产的扩张必然会加剧借贷货币资本的相对过剩，并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反周期地增加有效需求。（黄金生产的这些反周期运动与效应，可以类比于世界市场中资本主义经济在商业周期过程中的贸易差额运动与效应。实际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过去都是通过贸易差额顺差来获取黄金，而非依靠本国的黄金生产。）

黄金工业在商业周期的交替阶段中反周期的无利可图和有利可图，在单一周期内可能无法完全相互抵消。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由于在商业周期循环中商品产品之间的交换比率发生无政府状态的波动，因而无法完全保证各个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均衡盈利能力的一部分。然而，就繁荣中期过程中一般商品产品的相对价格而言，通过资本间竞争实现的利润率平均化过程将依照价值规律相当平稳地进行，而不会引起对价值或生产价格的极端和片面的偏离。价值规律的类似调节，在货币商品黄金与其他人一般商品的交换关系中，也同样在繁荣中期比在其他阶段表现得更为清晰。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黄金工业的资本家在原理上必然通过从所生产的黄金量中扣除工资和必要生产资料的成本价格，来获取平均利润率。因此，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会通过增加黄金工业的成本价格而压低其利润率，反之亦然。形成一套生产价格的资本主义竞争，基本上必须包含对一般物价水平的调节，以便使黄金工业的利润率与其他部门相均等。

然而，价值规律在调节与货币商品黄金购买力相联系的一般物价水平时，其运作存在若干复杂性。[27]黄金生产数量的调节，将伴随着金矿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重新调整过程，以及由此引起的代表性条件（与成本）的变化。此外，关闭或重新开启附带有全部固定资本的边际矿山，必然存在普遍的困难。因此，黄金供给的代表性条件变化缓慢。社会对黄金的需求也包含着某些不确定性。在商品经济中，除了个人对货币的主观欲望之外，社会对黄金的需求在客观上无疑不是无限的。然而，黄金的一部分追加供给能够以准备金或单纯奢侈品等形式被灵活吸收，而不会引起通货过剩以及对黄金购买力的直接而即时的下行压力。相反，年黄金产量的某种短缺，也能够很容易通过黄金不同可互换形式之间的重新调整，以及信用制度的弹性扩张来予以适应。因此，即便黄金工业在繁荣中期获得的利润率高于或低于平均利润率，货币的社会职能与资本主义再生产也不会立即受到扰乱。当黄金工业获得超额利润时，其生产扩张速度将快于社会平均水平。但是，黄金较快扩张的效应要通过复杂的迂回方式，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信用机制）引起一般物价和工资水平的上涨，从而使黄金工业的超额利润及其较快的扩张速度告终，这需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对于一般物价水平过高以致黄金工业无法获得平均利润率的情况，情形也必然同样如此。

在这方面，与价值规律调节其他商品产品之间相对交换比率的情况相比，价值规律调节货币商品黄金的购买力或一般物价水平的特征或机制存在着差异。因此，价值规律通过利润率平均化过程来调节和调整一般物价水平与黄金生产水平的作用，在单一的繁荣过程中并不一定能完全实现。它毋宁会在跨越各繁荣中期的阶段中，形成一种一般物价水平波动的倾向性更长的长波，其中还包含了市场背后黄金工业与其他部门相对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基本上反映黄金工业相对生产率变动趋势的一般物价水平，在相继的商业周期中既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这一趋势实际上在跨越多个商业周期的过程中以长波的形式交替呈现。因此，作为价值的总计形式的一般物价水平，不仅在每个商业周期内部的特定阶段中，而且在作为更长长波的多个周期中，都能够偏离实体性价值关系并重新调整到这种关系上。即使在金本位制下，一般物价水平也无法保持静态的稳定与固定不变。其交替出现的长期趋势，完全可以被视为资本积累长波理论的逻辑基础的一部分，这理应在一个单独的项目中进行恰当的讨论。

9.5 商业周期的形态变化与长波理论

尽管周期性商业周期“具有这样的性质：一旦最初的冲动给出，同一个循环就必然会再生产出来”（第III卷，第620页），但它不可能像“天体”（第I卷，第786页）的运动那样永远在同一轨道中运行。

正如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所指出的，在19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的自由主义时期，资本主义通常大约每十年重复一次最典型的合乎规律的周期性商业周期。合乎规律的商业周期的原理论，可以从马克思时代的经验历史中抽象出来，该理论假定固定资本具有一定范围的规模和类型，并且在商业周期的时期内能够在主导产业中大体一致地予以更新。这表明，合乎规律的商业周期是一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经历形态变化的历史现象。主导部门从轻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向重工业的转变，实际上引发了商业周期的形态变化，开启了帝国主义阶段。联系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对商业周期转型进行全面考察，无疑需要阶段论所提出的更高层次的研究，或者需要超越资本主义原理论的更为具体的经验研究。然而，在本节中，让我们尝试在原理论的层面上，尽可能对商业周期形态变化的逻辑进行理论化。随后，考虑到我们资本主义原理论作为更具体研究的参照系的相关性，我们还将探讨关于长波理论以及长波的性质所能阐明的内容。在此也必须考虑历史经验，但目前提及这些经验仅仅是为了对基本逻辑进行说明。

在合乎规律的商业周期中，通过展开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增长之间的内在矛盾的资本积累过程，资本生产力的增长最终导致了各产业部门间固定资本规模的不平衡发展，以及某些拥有庞大固定资本的产业的比重的增加。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所论述的，基于商业信用的信用制度对于促进拥有庞大固定资本的产业的扩张是不充分的，或者说是并不适用的。因此，股份资本的作用必然大大增加。对于个别资本家来说不可能实现的巨型固定资本的构建，往往通过扩大共同投资者的范围而在股份资本的形式中得以实现。在这种不平衡发展的过程中，拥有较小固定资本和广泛流动资本的产业的相对比重往往趋于下降，而拥有庞大固定资本的产业的相对比重则趋于增加。随着主导产业的核心从前者向后者转移，合乎规律的周期性商业周期的特征便必然发生转型。

拥有巨型固定资本的产业生产能力的扩张，不可能是每一个小单位连续线性的变化。它通常是通过大规模构建巨型的新厂房和设备来进行的。大型厂房的建设需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延续一年或两年以上，吸收大量的资本和众多工人。一旦建成，带有庞大固定资本的新厂房将在整个现有工业产能中增加相当大的份额，并且必须在未来的许多年里持续运转。因此，个别企业再也不能假定其生产能力的扩张对该产业的总产能而言是边际性的。每一个扩大生产能力的项目，都会包含对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其产品需求增长率的大量投机性预期。在构建新厂房和设备这一最基本的经济活动中，资本家投机性预期的作用变得日益重要。各个企业在投资规划和实施方面的无政府决策，往往会加剧同方向的投机性预期。固定资本建设在增加有效需求的同时并不增加商品产品供给的孕育期效应，特别强化了现实资本投资的投机性质，以及各个企业之间投机方向的趋同性。这种效应往往会推动投机性繁荣，特别是在投资增加对其产品相互需求的资本品工业中更是如此。因此，由拥有庞大固定资本的产业扩张所引领的繁荣过程，从一开始就往往表现为投机性和不平衡的发展。

与此相对应，繁荣的终结也变得不平衡和不规则。相对于劳动人口的资本过度积累的可能性绝不能被排除。[28]然而，由于繁荣并非普遍同步推进，某些产业中投机性发展的崩溃可能会终结繁荣，而这往往发生在资本积累过程过度到足以引起普遍工资上涨之前很久。例如，使繁荣走向下行的契机，可能是资本家关于其产品市场增长率、竞争对手生产能力增长率的投机性预期未能实现，或者是廉价资金的可得性以及容易从资本市场吸引这种资金的高股价未能持续，抑或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无论如何，对于巨额固定资本投资盈利能力的投机性预期的落空，都将成为核心问题。资本市场中股价的暴跌往往会发生，并导致金融危机。在固定资本投资的投机性发展与股票市场繁荣的过程中，货币市场早已趋于收紧。在趋于收紧的货币市场中出现了利息率的上升，随着资本市场的崩溃以及清理繁荣期形成的债务关系，利息率必然被进一步推高。这种利息率的上升连同现实资本投资繁荣的破灭，往往也可能引发商业危机和产业危机。

融合了金融体系以及商业和工业活动全面而急剧崩溃的全面危机之可能性，同样绝不能被排除。这种危机甚至可能在相对于劳动人口的全面资本过度积累出现之前发生，正如我们在1929年之后的大危机中所经历的那样。然而，作为对固定资本投资投机性与不平衡发展的反作用，繁荣的崩溃也往往可能采取不彻底的局部危机的形式。资本市场的崩溃可能并不必然包含信用体系的全面崩溃，因为短期信用制度并不必然为流动资本的投机交易而过度扩张。因此，在合乎规律的古典商业周期进程中周期性危机的急剧而全面的性质，转化为了繁荣过程崩溃的不规则形式，往往表现为更为温和且不彻底的危机。[29]

危机的这种形态变化并不一定意味着下一阶段资本积累的困难更容易克服。恰恰相反，事实正好截然不同。通过较为温和且不彻底的危机，产业资本往往保留了大量过剩的生产能力，大部分免受了诸如企业破产等剧烈的破坏。此外，巨型固定资本的建设在经历漫长的孕育期后，在推动其建设的繁荣过去之后、也就是在萧条阶段才告竣工，从而极大地增加了过剩产能，这种情况并不少见。由于巨型厂房及其设备凝结着巨额的资本价值，即使在企业破产或急剧破坏性的危机中，它们也不能被轻易抛弃。它们大多被保全下来，并由其他企业或重组后的企业接管。在报废它们之前，通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进行折旧。因此，在拥有庞大固定资本的产业中，以过剩产能形式表现出来的过剩现实资本往往长期存在，并延缓了萧条过程中结构重组的困难。

合乎规律的周期性商业周期中萧条阶段的所有特征都重新显现，只是规模大为扩展，并且表现为一种持续的趋势。主要产业部门中基于过剩生产能力的过剩资本压力，往往持续压低利润率和总体的资本积累。各种不平衡——诸如各产业部门之间的不平衡、有限的有效需求（特别是工人的有效需求）与商品产品供给能力之间的不平衡、或者已积累的价值总额与生产剩余价值的被缩减的工人人数之间的不平衡——长期普遍存在，并且在总体过剩资本的压力下很难对这些不平衡进行重组。跨产业部门的利润率平均化，以及价值规律重新调整社会劳动分配失衡的作用，基本上仍必须发挥功能，但伴随着极大的迟滞与艰难。往往形成实行垄断定价的垄断组织，以便局部回避和缓解积累与盈利能力方面的总体困难。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所提到的，股份资本的形式促进了在拥有庞大固定资本的主要产业中形成巨型垄断资本。毋庸置言，垄断资本的形成绝不可能成为全面萧条的解决办法。相反，它们反倒增加了拥有较小规模企业的非垄断产业的困难，加剧了经济在各个方面的不平衡，使得重新调整变得更加困难。

在这些情况下，人们常常断言，基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消费不足倾向，垄断资本是萧条延长的主要原因。[30]然而必须指出，过剩资本的萧条重负（特别是表现为过剩的庞大固定资本的形式）是更为根本的问题，而且在历史上有先于19世纪末大萧条中垄断资本的确立，尽管垄断资本确实如20世纪30年代所经历的那样能够加剧萧条。无论如何，由于在拥有巨型固定资本的主要产业部门中积极积累的困难变得慢性化，走向下一轮繁荣回升的契机通常不可能从这些既有产业内部普遍产生。为了恢复某些经济领域或产业的盈利能力，人们连同政治与社会的政策与变革，在一些产业中（往往在既有主要产业之外）极力寻求根本性的新革新。因此，走向新繁荣的回升往往必须在若干既有主要产业中往往滞留的过剩产能的慢性萧条重负的基础之上，再次作为局部的、不平衡的和投机性的发展而开端。随后出现的繁荣必然具有投机性和不平衡的特征，并且往往是短暂的。

因此，转型后的商业周期往往以具有复杂特征的不规则方式进行。商业周期的时间跨度已不再能由固定资本的一致更新来决定，它必然变得或多或少不规则。不平衡的投机性繁荣过程往往无法消除主要产业中沉重的萧条基调。结果，商业周期演变成复杂的复合周期，由较小的或中等周期的循环与较大的循环组合而成，正如我们在以往的大萧条中所经历的那样，我们现在也正经历着自1973年以来的大萧条与其内部较小周期的结合。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即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增长之间的冲突，不再必然在全面经济危机的爆发中展现出来，而往往表现为主要产业因其庞大过剩产能而产生的持续萧条趋势。在实践中，这引发了通过帝国主义外交政策、法西斯主义、战争和紧缩政策等形式压迫工人以缓解这一慢性问题的社会政治企图。由于主要产业中的萧条基调往往强烈持续存在，要引发较大周期的向上转折，就必须有一系列极为有利的盈利能力和资本积累条件。资本主义要创造出长期上升期的条件虽然困难，但并非完全不可能，例如在1897年至1913年期间，以及更近的1945年至1973年期间。

我们已经谈及了长波，人们通常假定每个长波持续约五十年。包含着较小周期的较大周期，实质上正是长波，在当前大萧条的过程中，长波已再次成为经济学家（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热门的话题。然而必须指出，正如我们所见，长波正是通过商业周期的形态变化才获得了现实意义。这就是为什么长波理论直到上世纪之交左右，才首先在帕尔乌斯和K. 考茨基等马克思主义者中开始得到探讨的原因。[31]如果坚持把合乎规律的周期性商业周期和危机的延续当作应用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方式，而不承认商业周期的形态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长波的重要性，那将是教条主义和不恰当的。[32]同样，把长波当作在资本主义原理论中完全与合乎规律的商业周期相并列（即便不是取代它）的事物来处理，也是不恰当的。

然而，在试图以某种方式构建长波理论时，该领域的主要理论家——如N. D. 康德拉季耶夫、J. A. 熊彼特以及近来的E. 曼德尔等人——都倾向于认为，长波从工业资本主义一开始就始终与合乎规律的周期性商业周期相并存。我们真的能够相信，在截至1847年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存在着足以同后来的大萧条相提并论的长期下行期吗？那是一个英国资本主义在先前工业革命成就的基础上能够相当迅速地发展核心棉纺织业的独特时期。即使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而引起的物价上涨以及激进社会运动的失败所产生的影响，结合某些汇总统计数据，完全可以被用作区分1847年前后两个四分之一世纪的依据，但在历史上更为重要的无疑是认识到：以棉纺织工业为核心的英国资本主义作为“世界工场”正在不断发展，并在这两个四分之一世纪中推动了一个贯通一致的自由主义时期。[33]在这一自由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正如马克思在原理论中所要展现的那样，清楚地表现在合乎规律的商业周期中周期性危机的重复发生上，而尚未表现在长波下行期所伴随的大萧条上。对长波理论的过度概括，并不是阐明长波本身的历史涵义与意义的正确途径。

对长波回升与下行原因的过度概括也应当避免。有一类长波理论是通过与合乎规律的商业周期理论进行类比而构建起来的。例如，N. D. 康德拉季耶夫主张，走向长期繁荣的回升，出现于形成充裕的廉价借贷资本和低物价这一前提条件之上，这种低物价和廉价资本刺激了对大规模厂房与设备、土地改良或高技能工人培训的长期投资；而长波的下行期则始于借贷资本的相对短缺以及物价与成本的上涨。[34]按照他的看法，工业技术的发展、黄金开采、新市场被纳入世界经济、战争与革命等其他因素，并非长波的原因，尽管它们往往与长波的节奏相呼应。长波的因果关系被假定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本身内部，类比于合乎规律的商业周期的因果关系。然而，这种理论并不是很有说服力。难道仅仅是一种数量上的差异，就决定了类似的原因是导致长波的上升期，还是仅仅导致合乎规律周期的上升期吗？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之后的大多数国家中，作为随后长期上升期前提条件的充裕廉价借贷资本实际上是不存在的，[35]而在19世纪末大萧条之后的回升中，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

尽管熊彼特将长波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但在其因果关系上他并未追随康德拉季耶夫。[36]在他的理论中，在先前下行期发明出来的重大技术革新，在其产业扩散过程中准备并引发了长波的上升期，而较小的革新则在长波内部生成了合乎规律的商业周期。尽管技术革新在资本主义的整个动态机制中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我看来，熊彼特的立场更多是经验历史研究的一种假说，而非其自身构成的一种完备理论。它无法在逻辑上确立：为什么重大革新被发明、扩散并在造成长波的上升与下行中失去其效用，会如此合乎规律地大约每五十年发生一次。若不考虑资本积累更广泛的诸种条件——例如包括金融体系在内的资本组织形式的变化、廉价而顺从的工人的可得性、来自国外的廉价原材料、以及包括国家政策和战争在内的社会政治过程——每一长波上升期与下行期的具体时机和特征就无法仅由重大革新的节奏来决定。重大技术革新的实际进程与效应，必然同资本积累的这些具体条件紧密而辩证地共同发展，而这些总体的关系毋宁说是根本无法被表述为一般的合乎规律的模式的。


通过批评康德拉季耶夫对长波经济理论的过度概括，L. D. 托洛茨基主张，不应将长波理解为类似于常规商业周期的波动。[37]在他看来，长波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经济动能，而在于其外部条件的改变，如新市场的开辟、新自然资源的发现、战争与革命。埃内斯特·曼德尔在其关于长波回升的理论中有一半遵循了这一观点，而在解释每次长波的累积性质与下行期时，他却不对称地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逻辑出发，特别强调了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导致的马克思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作用。[38]除去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作用不谈，曼德尔的解释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期的长波进程相当吻合。然而，1897年前后长上升期的回升，与其说是由于外部社会政治条件的变化所致，不如说是由于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的内在动能所致；而该上升期的终结，则显然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动荡直接造成的。包括1929年之后的大危机在内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整个经济过程，不能被理解为仅仅是长波的持续经济下行期，因为实际上它在压倒性程度上受到大战、革命和法西斯主义等狂风暴雨般的社会政治事件的制约和影响。这显然是托洛茨基关于长波论断的历史背景。

因此，长波中转折点的原因以及上升期与下行期的过程，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特殊性。结果，试图以某种方式构建长波一般理论的理论尝试，都不得不涉及缺乏说服力的过度概括。只要旨在为所有长波提供统一的解释，无论是长波的内生理论、外生理论，还是两类理论的结合，都未获成功。资本积累过程的内生动能及其外生条件绝不能被机械、片面地对待，而必须根据每个时期的历史特殊性，更加灵活而具体地加以处理。这一告诫同样适用于D. M. 戈登、R. 爱德华兹和M. 赖希等人近期提出的长波“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39]重新指出积累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劳动过程的组织结构方面）的变动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进程和性质的重要性，是他们不可否认的贡献。然而，包括劳动过程在内的社会结构的变动并不总是原因，反而可能是长波过程压力的结果，正如我们如今在当前大萧条中所深切体会到的那样。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改变是由于法西斯主义、战争或战争结束等进一步的外部政治事件造成的，也可能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变化的结果。

正如我们所论证的，长波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质，体现了常规商业周期发生形态变化之后资本积累进程与机制的根本不稳定性。随着常规古典商业周期的演变，拥有过剩且庞大固定资本的主要产业的萧条基调变得如此持久，以至于资本家被迫做出各种尝试，以期摆脱长下行期的萧条。他们的尝试并不局限于现有产业的内生性重组，而是扩展到对根本性新技术的探索，以创造新型商品和产业领域，并延伸到为了资本积累而变革社会政治结构。迎来新回升的决定性契机将各不相同，且不是预先注定的。这些考量必然与当前的全球大萧条进程密切相关。在这场大萧条之后，长波是否还能迎来新的上升期，仍然极存疑问。即使可以，新的回升又将以何种方式、在何时准备就绪？如果在现实中不让广大劳动人民——甚至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切身经历进一步且更具灾难性的经济与政治灾难，这种回升难道能够准备就绪吗？正因如此，恰恰需要在区别于资本主义原理论的研究层次上展开更为具体的分析，以阐明构成这场大萧条及其一切社会政治冲击的主要契机。

对于这种关于资本主义现状的具体分析，我们的整个资本主义原理论——它特别指明了在资本运动规律（包括常规商业周期的逻辑及其形态变化）下雇佣工人的根本地位——必须作为不可或缺的参照框架被充分调动起来。然而，根据我们关于原理论的讨论，在我看来目前至少有一点是清晰的：鉴于长波的不确定性质，我们不应对当前大萧条的未来走向及其社会后果抱有宿命论观点，尽管资本主义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倾向，即把过剩资本的沉重负担转嫁到国际和国内经济秩序中的劳动人民与弱势群体的肩上。与此同时，我们绝不能将资本主义当前的僵局同历史发展本身（特别是对劳动人民而言）的死胡同混为一谈。为了在这方面为我们关于资本主义原理论的思考作结，论述社会主义的最后一章将进一步成为一个必要且令人期待的附论。


第四篇 社会主义——附论

社会主义——附论

如我们所见，资本主义原理论通过阐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形式与其实质，以及其运动机制，使我们能够系统地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特定性质。凭借这些内容，资本主义原理论不仅为实际资本主义发展与当前局势的更为具体的分析，而且也为社会主义的理论论证提供了根本的参照框架。因此，让我们尝试从本卷所讨论的内容中，推导并总结对社会主义可能具有的若干意蕴。尽管《资本论》第三卷最后的第七篇包含着对社会主义的某些洞见，但马克思除了一些抽象的基本构想和提示之外，似乎相当审慎地避免去完整描绘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是他通常的措辞）经济系统的蓝图。在这方面，他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与像F. M. C. 傅立叶这样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形成了鲜明对比。[1] 他或许曾设想，社会主义经济系统可以是简单的，是自觉地建立在若干清晰规则之上的，而不会像资本主义经济那样复杂。他也可能同样认为，《资本论》中所阐述的资本主义原理论将同时为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提供基本指南。

革命后社会中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进程，如今已被证明伴随着比以往所预料的多得多的困难与复杂情况。一方面，在逻辑上无法构建出一门可与资本主义原理论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基础一般理论。这尤其是因为，政治与社会决策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整个历程和结构变得至关重要。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实际过程中，战略决策拥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尽管如此，其最终目标、中介目标以及主要政策，必须始终参照资本主义原理论来探讨，即便该理论往往仅能充当一种反面的、但却十分坚实的准则。

通过考察其理论意蕴，在此尽可能探究如何从我们的资本主义原理论中确立这样的准则，是十分值得尝试的。这有两个原因。第一，马克思在写完《资本论》之后，并未回过头来对社会主义进行系统而正面的讨论。[2] 因此，依然存在一个问题：他早先那些相当直接地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点，究竟如何能通过他在《资本论》中的理论成就而得到强化或拓展。第二，我们自身近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所作出的贡献，在与有关社会主义的争论相关联时，其可能具有的意蕴也必须加以考察。在考察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准则时，苏联类型社会的种种问题与复杂情况，连同围绕它们展开的所有严肃争论，当然应当予以考虑。在我看来，作为苏联类型社会的问题，可简要总结如下。

第一，劳动人民似乎并未作为社会的真正主体得到充分解放，社会自上而下处于国家和党官僚机构的严密控制之下，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旨在消灭国家及其全部权力机关的社会主义构想是相悖的。第二，中央计划社会主义经济变得“耗损”且缺乏效率，这既表现在根据社会需要调整资源与劳动的配置上，也表现在提高生产率以及改善各企业内部产品质量上。引入包含“利润原则”的市场中更为灵活的定价机制被反复提出并尝试，伴随着关于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危险的持续且激烈的争论。第三，生产力（作为人类控制其自身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的能力）增长的质量与内容，在苏联型社会中实质上照搬了资本主义所开发的技术，连同这些技术对生态环境和人类能力的全部破坏性影响。

这些问题绝非简单，必须在不同的研究层次上加以考察。我们在本篇中的任务不可能对它们进行全面处理，而是局限于结合前述各章的阐述所能探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若干基本要点，同时必须牢记对这些问题的实际关切与忧虑。我们的考察将保持在基础的抽象层次上，但实际上仍可能或多或少与这些问题相关，因为这些问题所困扰的，正是那些在理论上与自觉上以马克思主义之名建立起来的社会。至少，社会主义运动中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后社会建设进程中的某些混乱，似乎正是源于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学理论的简单化和机械化套用，而未对遗留的问题进行仔细重新审视，亦未解决其中的困难。无论如何，对我们目前在本篇中的考察而言，简短的一章便已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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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本极其模糊且无法辨识。它似乎是一段或数段连续的正文，可能是历史记述或叙事。文本由多行组成，可见某些缩进或段落分隔。由于图像分辨率低且模糊，内容难以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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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论社会主义

10.1 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人们往往认为马克思证明了社会主义的逻辑必然性。不可否认，马克思确实意图展示这种必然性。正如我们在第3章第3.1节所见，在写作《资本论》之前提出的唯物史观公式，就已经包含了一种连贯的逻辑，即由生产力的增长所推动的各种社会的历史变革，最终将达到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与既有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冲突，必然会引发一个革命时期，将既有的社会形态转变为另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观点贯穿并融入了《资本论》的某些部分。问题在于，这些部分在理论上是否有充分依据、是否有效，或者是否构成了《资本论》主要理论内容的核心。

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5章阐述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提出了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不断产生相对过剩人口的理论。根据这一论点，工人的日益贫困随着生产力的增长而蔓延，最终使资本主义社会难以为继。与此相应，在同卷第32章中，“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被概括如下。因“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第1卷，第927页）而诞生的资本主义生产，随着生产力以劳动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形式向前发展，在资本的积累、集中和资本之间的相互剥夺过程中，必将加剧工人的“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第1卷，第928—929页）。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随之增长，直至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于是，“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作为“否定的否定”（第1卷，第929页）。

显而易见，马克思在这些部分的论述直接沿袭了《共产党宣言》第1节“资产者和无产者”中业已提出的讨论脉络。社会两极分化为人数更少且更富有的资本家，以及生活在日益贫困中越来越退化的工人，被视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发展为资本主义自身的崩溃及其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做好了准备。这种观点很容易与消费不足论类型的危机理论相结合，并长期以来被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所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都被期望以某种方式支持或捍卫这一观点。按照这种观点，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必然体现为生产力增长与工人贫困和失业加剧之间的对比，并且它预示了社会主义的逻辑必然性。围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这一立场一直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攻防论战的焦点。然而在我看来，马克思沿着这一脉络展开的理论是否具有充分依据，以及是否与他在《资本论》中更成熟的理论观点相一致，是值得怀疑的。[1]

例如，在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概括中，为了得出剥夺者被剥夺作为辩证的否定的否定这一结论，马克思以对直接生产者的初始状态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剥夺为开端，并强调资本家之间的剥夺过程实质上使劳动和生产资料社会化，而这一过程与工人大众的贫困和贫困化程度是并行的。然而，正如马克思更恰当指出的那样，“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第1卷，第876页），这是开启资本主义生产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而作为该过程中剥夺的核心对象的土地，并不是劳动产品，一般而言也不是完备的私有财产。此外，一旦资本主义得以确立，资本积累的基调就不是资本之间的相互剥夺，而是对雇佣工人的剥削以及将所剥削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正如马克思自己在关于资本积累的理论论述中所表明的那样。在这样的积累过程中，“从原资本中分立出来的分支，开始作为新的和独立的资本执行职能”（第1卷，第776页），特别是在技术和产品创新的推动下。鉴于资本利用任何机会增殖的基本私人性质，在原理论层面上很难断言独立资本的数量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必定会减少。即使是庞大的股份垄断资本，在本质上也必须依然是追求私人利润的私营企业，绝不会以组织社会再生产甚至组织单一产业部门的整体为目标。在这方面，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并不能将“劳动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实现到足以被称为“社会化”的程度。

另一方面，伴随着相对过剩人口的递进产生而出现的劳动大众的日益贫困，同样难以从资本主义原理论中确立起来。正如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所表明的，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范围内，通过维持甚至提高工资所支配的使用价值（即实际工资的物质内容），对雇佣工人的剥削程度完全可以加深。在诸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长期上升期等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实际工资甚至会成为资本积累扩大对新型商品有效需求的一个必要条件。此外，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导致的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并不会如此持续不断和递进地进行。特别是在繁荣阶段，资本在既有固定资本的限制内主要是数量上扩大生产，并且即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在积累过程中也会增加就业。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考察的，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将资本主义人口规律简单而片面地表述为不断且递进地产生相对过剩人口的逻辑，而是恰当地指出，商业周期“取决于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的吸收、然后再形成”（第1卷，第785页）。在从后备军中吸收人口的阶段，实际工资也能够上涨，特别是在繁荣期接近尾声之时。

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的概括——强调社会两极分化为人数更少而更富有的资本家以及后备军形式的不断扩大的贫困大众——缺乏充分依据，并且很难与他自己更有前景的理论观点相一致。这种反思绝不否认包括剥夺过程在内的资本积累在某些历史关头确实会导致贫困程度的加深，而这必须在更具体的研究层面上加以分析。例如，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长期上升期，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压力下，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广大人民的经济贫困依然在加剧。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同一个长期上升期内，直到1973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实际工资都在稳步提高，并保持了高水平的就业，正是这一历史经验实质上削弱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威信。此外，即便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及其日益贫困化是既定的，资本主义的崩溃及其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理论上也绝不能保证表现为某种机械的自动过程。有组织的、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运动的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这一前提条件并不会通过群众日益贫困而自动得到满足。虽然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的总结中正确地提到了工人反抗及其组织的作用，但他似乎过于轻易地相信这一因素将“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造就（第1卷，第929页）。作为社会主义前提条件的这一关键因素的形成与发展，取决于各种具体历史和社会条件，也取决于工人运动领导层的实际主观能力，而无法从资本主义的基础经济理论中机械地推导出来，即便把所谓的日益贫困化规律包含在内也是如此。

将唯物史观或多或少直接应用于资本主义崩溃的逻辑必然性的其他尝试，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典型的资本主义崩溃论建立在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之上，试图表明生产力的增长将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相容。正如我们在第9章第9.1节中所论证的，马克思关于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导致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完全可以包含在积累过程中剩余价值和资本绝对量的持续增加，即使其增长步伐有所放缓；因此在逻辑上，它本身并不能说明资本积累走向绝境的必然性。于是，具有代表性的崩溃论学者H. 格罗斯曼试图通过将这一规律与一种机械假设相结合，来展示资本家所消费的剩余价值部分的消失，该假设认为在剩余价值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不变资本的年增长率高于可变资本的年增长率[2]。毋庸赘言，这一假设是武断的，绝非逻辑上的必然。因此，正如我们所论证的那样，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既不能用作证明周期性危机必然性的理论基础，也不能用作证明资本主义崩溃必然性的理论基础。该规律也不能作为设想社会主义的令人满意的理论根据，因为该规律并未表达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矛盾。只要它意味着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中，由于活劳动相对死劳动的减少而导致以劳动衡量的积累速度实质性放缓，那么类似的效应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必定存在。在格罗斯曼式的机械崩溃论中，走向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不仅作为终结资本主义的关键因素被忽视了，而且还会迷失明确的理论目标。

将唯物史观应用于资本主义崩溃的逻辑必然性的另一种新型尝试，例如由N. 置盐提出，他断言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已经脱离了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控制，结果由于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受到日益加剧的破坏，或者由于无法控制的核战争危险等原因，威胁到了人类社会的持续生存。[3] 在我看来，这一断言为我们终结资本主义并将其转变为社会主义提供了严肃的理由。社会主义所要实现的目标也得到了清晰的暗示。然而，这些需要仍然不等于资本主义崩溃以及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逻辑必然性。如果走向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未能及时做好准备，资本主义借助国家政策，或许能够通过试图遏制对人类生存的直接威胁而继续运转，或者它可能未能做到这一点并最终以某种方式毁灭人类自身。尽管如此，即便是我们时代对生产力的危险使用，在理论上也无法保证工人组织这一主观社会因素的出现。

因此，在基础经济理论内部试图证明资本主义崩溃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逻辑必然性的各种尝试，都或多或少缺乏说服力。在我看来，关键的一点在于，工人组织的发展壮大以及他们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在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内部并不能得到逻辑上的保证或证明。与资本主义的诞生基本上是通过生产力发展所推动的商品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增长而实现的不同，资本主义的终结与社会主义的开端不能仅仅是一种无意识的经济变迁过程，而是需要工人运动自觉的社会政治行动。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体系，基本上通过无政府状态的和无意识的个人主义交易自身产生其运动。经济理论作为基础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具有历史特定性的性质，包括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机制及其引发我们所见商业周期和危机的全部内在矛盾。凭借这一内容，资本主义原理论通过展示扬弃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以及他们有组织行动的理想最终目标，确实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自觉工人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

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在第3章第3.1节中所论证的，根据直至资本主义为止的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来断言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必定是以客观社会科学的经济理论为基础但又处于其外部的、概括在唯物史观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世界观的任务。此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唯物史观所提供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基础上，在实践中实际证明并实现社会主义，必定是实际工人运动的最终任务。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阐明了工人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对象和实际条件。然而，正是基于工人运动的自觉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的作用，才能将政治经济学中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可能性提升为现实的历史必然性。在基础经济理论内部试图展示资本主义崩溃及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逻辑必然性的尝试，或多或少混淆了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实践工人运动的这些不同角色与任务，因而必然会削弱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

因此，将生产力自身的增长视为人类历史进步的终极驱动力这一对唯物史观的简单而机械的应用，不仅阻碍了对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本质特征的正确理解，而且也扭曲了革命后社会中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在苏联类型的社会中，人们普遍认为，通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之间的兄弟般的合作，以大规模工业化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力增长，将和谐地推动社会主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按照苏联正统观点，在1917年十月革命剥夺了资本家和地主并推进了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与社会化二十年之后，苏联社会便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4] 然而，一种经济主义——即对大规模工业化形式的生产力增长的进步效应的盲目信仰——在苏联类型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带来了严重的扭曲。特别是，这种观点往往被用作国家主义的依据，为了推进生产力的增长，除了由国家取代资本之外，未能形成其他可供选择的社会倡议。在特权国家官僚和党政机关的控制下，不仅农民在大规模工业化处于最高优先地位和以社会化为名遭到了实质上的剥削，而且产业工人自身也陷入了消极和受压迫的状态。马克思关于将工人解放为其社会的真正主体并最终使国家自身消亡的社会主义理想，似乎难以实现且遥不可及。尽管如此，以某种特定经济主义形式简单而机械地应用唯物史观，反而讽刺地往往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使苏联类型的革命后社会对其工人的全部压迫性控制合法化。

此外，对唯物史观公式的通常解释将生产力增长的路径构想为一个线性的、由技术决定的过程，独立于生产关系的性质。在资本主义下为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而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和技术被视为中性的、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分离的，因此它们被原样照搬、引进并尽可能迅速地融入苏联类型的社会中。与此相反，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下的大工业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开来，普遍摧残了工人的身心；并且通过将制造业和农业分别分离到城市和农村，“它破坏了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第1卷，第482—484页、第636—637页）。只要继续使用与资本主义相同的技术或沿类似方向发展技术，对人体和心灵以及对社会生态条件的这些破坏性影响——自马克思时代以来已变得更加复杂和剧烈——即使在革命后社会基本上废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不会那么轻易得到弥补。[5] 在苏联类型社会中，这种破坏性影响的危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变得更大，因为针对例如核电站建设或石化工业污染的反抗运动即便存在过，其可能的抗衡力量也无法强大。[6] 生产力发展的质的内容和方向必须重新审视并重新定向，以适应工人们更健康的经济生活，包括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工人还应当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并积极参与社会，对技术发展进行这种重新定向，以此作为在更健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构建实质性经济民主的组成部分。

10.2 价值理论对社会主义的意义

既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运动不仅应当立足于唯物史观，而且应当立足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就，我们就必须始终关注经济理论对社会主义可能具有的意义。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一篇中所看到的，尽管经济理论是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自我认识而发展起来的，但它们必须作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更是如此。对经济理论的不恰当理解，极易导致对可行的社会主义概念、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进程、进而对走向社会主义的实践运动产生混乱。正如我们在前面各章中所讨论的，由于价值理论是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基础，因此在本节中，让我们较为详尽地探讨它对社会主义的意义。

面向社会主义的价值形式理论

在古典学派中完全缺失的价值形式理论由马克思创立，是对建立在商品经济秩序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特定性质进行理论阐明的决定性创新。然而，在阐述价值形式的发展之前，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便通过在商品交换关系中抽去使用价值，将商品价值定义为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结果，商品价值被片面地从与其分离的商品交易形式的实体层面来理解。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在马克思那里残留着李嘉图非历史的、抽象的劳动价值论的痕迹。马克思强调人类劳动作用的社会主义观点，或许也是促使他从一开始就将劳动价值论作为其全部理论基础的心理原因。无论如何，马克思独创的价值形式理论的潜力因此受到了极大限制。例如，作为价值形式的标准价格往往被狭隘地定义为劳动等价交换的形式中介，总是严格按照作为再生产社会实体的物化劳动量的比例来表现交换关系。相反，马克思自己的敏锐理论认识——即商品经济的形式最初源于外生的社会间经济关系，并因此或多或少独立于社会劳动过程的内生数量关系而继续具有外在的数量形式——并未充分融入他的价值理论之中，特别是在对价值规律内容的构想中更是如此。这一直是马克思之后围绕价值理论产生混乱且持续不断的争论的重要根源。

在这一背景下，K. 宇野及其追随者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分析中阐述劳动价值论之前净化价值形式理论的尝试，必定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贡献。正如我们在前几章所考察的，这一尝试在解决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中的困难和混乱方面是重要且有益的。此外，对价值形式理论的净化阐明了价值形式的外生历史性质，以及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社会劳动过程中的内生一般经济法则。由此可以推导出对社会主义具有理论意义的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商品经济的形式在合作且自觉管理的社会劳动过程中基本上是可以从经济再生产中分离并剔除的，因为它们对于作为一切人类社会一般经济规范的社会劳动过程而言是外生的。相反，如果这些形式如A. 斯密所言源于社会劳动过程本身的发展（如分工的增长），那么它们就几乎无法被消除，尤其是在工业发达的社会中更是如此。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原理论中如何理解商品经济的形式，对于判断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具有决定性意义。按照我的理解，商品经济的形式在理论上不仅是可消除的，而且为了建立一个基于摆脱了市场经济无意识的无政府力量的工人自觉合作的完全社会主义经济，其社会职能也应当被缩减并最终废除。由于价值规律只有通过商品经济中的价值形式才能起作用，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它的社会职能也必定会缩减并最终消亡。

这种立场绝不等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密切关注待再生产的各种物品中所物化的劳动的实质性数量关系的社会必要性。恰恰相反，随着价值规律作用的削弱，社会主义经济更必须通过产品和服务的分配与非市场交换，自觉地维持并调节各产业部门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关系。基于人类劳动活动的一切社会共有的经济生活一般规范，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成为价值的社会实体，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当基本上不依赖市场中的价值关系而得到审慎的贯彻执行。正如我们在第5章第5.1节所见，马克思指出：“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尽管共同生产中时间的普遍节约这一“经济规律”绝不可能是价值规律，而只能是经济生活的一般规范。在这方面，他的论述——即鲁滨逊·克鲁索与其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包含着价值的一切本质规定”（第1卷，第170页）——在理论上是混乱的，他下面这一实质上相似的命题也是如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之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在下述意义上仍然发生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以及社会劳动在不同生产集团之间的分配，以及与此相关的簿记，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第3卷，第991页）。

尽管“劳动时间的调节以及社会劳动在不同生产集团之间的分配”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必定要实行，但这在社会主义中应当尽可能通过摆脱与市场体系不可分割的价值规律的决定与调节来自觉实现。马克思在这里的混乱，显然源于他片面地将价值定义为人类劳动的凝结，并抽去了他在价值概念上的另一视角即价值形式这一侧面。J. V. 斯大林等人继承并极大地扩大了这种混乱，他断言价值规律（不同于剩余价值规律）不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并且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继续存在。他简单地认为政治经济学规律就像自然科学规律一样可以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而被利用，尽管在前后矛盾中他也必须承认价值规律是一个历史范畴，并将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二阶段消失。[7] 价值规律只有在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的商品经济中，并具有完全商品化的劳动力形式时，才具有社会必然性地调节商品交换和生产，并作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发挥作用。它绝不能像自然科学规律那样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被利用，相反，人们必须有意识地以废弃它为目标。[8] 在资本主义中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而在理论上得以认识的一般经济规范，包括在各劳动量之间建立起社会必要的比例关系，必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认真加以学习并在社会层面上得到实现，但这些规范与价值规律是截然不同的。在这方面，A. 诺夫以及持类似立场的当代学者，将与“在任何社会中都必定存在的、为了各种目的按不同比例分配劳动”相关的“价值规律1”（或“LV1”）概念化，以此与仅在商品经济中表现出来的“LV2”相对立，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9]

第二，抛开对价值规律的理论误解以及关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利用该规律的可能性的错误观念不谈，我们应当认识到，价值形式，特别是价格形式，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实际上往往会保留下来，并且可以加以利用。与资本主义的基本前提相对应，社会主义经济必须从通过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劳动力的商品形式，将劳动过程从作为货币自身增殖运动的资本控制下解放出来开始。作为私有财产的资本的价值运动形式在社会主义中是绝不允许存在的。然而，价格形式或货币在资本主义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至少可以保留两项职能。

其中一项职能是充当经济活动以及作为社会对其成员红利的个人收入的常规核算单位或计量标准。在生产出来的各种使用价值与用于获取个人消费品的个人收入之间，必须存在某种共同的单位或衡量标准，尽管在社会主义经济及其计划中，实物形式的使用价值数量和具体形式的实际劳动时间将比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受到重视得多。在完全的社会主义中，每种产品中所物化的或每种服务形式中所耗费的抽象人类劳动量必定是一个理想的共同单位。然而，尽管在理论上是可能的，目前对无数种商品中物化的劳动时间进行计量和核算在实践和技术上仍很困难，因此作为一种便利起见，货币价格这种常规核算单位将继续被使用。特别是只要社会主义经济必须与外部资本主义国家保持联系，并且需要与它们进行经济活动比较的共同尺度，价格形式作为一种便利的核算系统就会保留下来。作为核算单位，对于那些实际上并未在市场上出售的存货和产品，也必须对其构想出价格，正如资本主义国家对包括农民直接消费的产品在内的国民财富和国民收入进行统计估算那样。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当商品和服务的公共消费或必需品与服务的非市场分配相对增加时，国民收入中这种估算价格所占的份额也会随之增加。

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官方固定价格变得普遍化，并且通常与计划生产配额或定额以及产品配给制相结合。于是，价格被剥夺了其在商品经济中以无政府状态调节社会供求的本质职能，变成了形式上的核算手段。这种采用官方价格的中央计划经济，在苏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包括严酷的战争时期），在保障就业、均等化劳动人口收入以及实现国民经济工业化方面是行之有效的。然而，该体系在满足社会成员作为消费者的多样化和高级需求方面变得效率低下，高级耐用消费品长期短缺，而产品质量往往不可靠。企业往往出于官僚主义习气而不愿从根本上改变定额、产品种类或生产方法，而仅仅专注于在数量上维持定额。该体制未能调动工人在常规工作场所自身的主观合作与努力。通过黑市或灰色市场的“第二经济”在提供和获取各种商品与服务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强，从而极大地阻碍了正规经济的效率。除了外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的不利影响之外，这些因素的累积效应大概构成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益显现的苏联类型经济的“磨损”的基础。[10]

为了克服中央计划经济中的这些困难，价格形式作为灵活市场机制的另一项职能被一再提议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尽管在社会主义中，基本消费资料的分配应当在市场波动之外按计划进行，但某些短缺消费品——必须在共同生活水平所提供的物品之外进行个人选择——的价格可以灵活地上浮，犹如一种以货币作为更有效且更公平的分配方式的投票系统，只要社会成员之间的货币收入得到了审慎的均等化。提高的价格将通过在这些生产过程中的企业成员之间分配增加的货币收入或扣除增加的“税金”后的“利润”的一部分，来刺激这些商品及其一系列生产资料的生产过程。此外，从减少官僚主义的国家集中控制的角度来看，灵活的价格形式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软性经济体系，在工人自我控制下的相对独立的公社企业和地区之间，分配和转移各种商品与服务，并传递有关这些商品和服务的必要信息。正如商品经济的形式作为共同体间和地区间商品交换的经济形式产生于社会劳动过程之外、而不受社会内部生产方式特殊性的影响一样，即使在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价格形式暂时也可以作为地区间或共同体间关系的一种可能经济形式加以利用。

然而，对灵活价格体系和“利润原则”的利用，不应被视为对社会主义基本目标的根本修正。它必须被看作一种可能只能部分解决苏联类型社会中现实经济问题的手段。将市场原则信奉为解决现有社会主义社会中当前低效及其他相关问题的终极和绝对方案，是一种对市场原则的拜物教。[11] 在考虑在社会主义中利用灵活市场原则的可能性时，我们应当牢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如何导致收入不平等、工人异化、经济危机与萧条、生态破坏以及大城镇衰落等各种“市场失灵”的。正像商品经济的扩张对前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或多或少具有破坏性一样，如果社会主义社会不通过实践中的社会试错来自觉控制市场定价的范围和影响，那么它必定会违背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平等与合作原则。

第三，在这方面，与资本主义不同，灵活价格体系和“利润原则”的引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实际上不可能贯彻到底。面向一个合作和平等的社会，一定范围内的生活资料——包括扩大的公共设施与服务，如幼儿照料、教育、医疗服务和公共交通——不应当通过竞争性的无政府状态市场来供应。一部分社会劳动时间和资源应当共同统筹起来，以便通过免费分配或低廉的官方统一定价来充分供应这些基本生活资料。全体社会成员直接或间接参与决定哪些商品和服务应当列入这些基本生活资料之中，必定是经济民主的一项重要战略内容。这些物品的范围越广，社会成员获得的平等与稳定性就越高，但可供个人选择的消费品范围就越窄，进而用于动态变革和改进的激励可能就越少。

假使市场中的灵活定价仅限于斯拉法模型中的“非基础产品”[12]——即不直接或间接进入其他产品再生产的产品——那么这些商品价格的波动就不会影响其他商品的成本和价格。当灵活市场定价的范围进一步普遍扩大时，基本生活资料及其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与供应的优先地位，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保证。对于某些原材料，甚至可能有必要根据不同的再生产链条实行双重定价。

因此，在市场价格运动的引导下重新调节劳动与资源社会配置的价值规律的作用必定会被缩小，并且绝不可能贯彻到底。即使在企业依据货币成本和价格行事的情况下，“利润”率也未见得一定要平均化。在奢侈品生产中由于供应短缺而产生的较高利润率可以被征收重税，因而不会轻易因生产的迅速增加而被压低；而在基本生活资料及其生产资料的生产中，往往可以获得补贴。此外，社会主义中的货币工资率可以低于资本主义中的水平，而工人们却享受到相近的物质生活水平，因为大部分基本生活资料都可以作为公共和免费服务获得，或者以低廉的官方固定价格获得。与资本主义不同，工资并不完全代表必要生活资料或物化在其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结果，只要社会主义企业的成本是以货币形式计算的，其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就不能成为以劳动衡量的生产效率的准确指标或尺度，因为它们不再完全代表(𝑐+𝑣)的等量劳动时间。连同缺乏驱使企业追求更高利润率的竞争压力一起，这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对价格体系进行战略性灵活运作的基础，使得即使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也能保持基本生活资料的低廉价格。然而，为了使价格体系成为全体社会成员达成民主共识的自觉战略工具，实际劳动生产率或物化劳动时间与产品价格之间的精确关系，应当尽可能准确地加以核算并被公开理解。根据我们的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理论，这里价格与产品中物化的劳动实体之间可能存在的差距必定要容易理解得多。

与此相反，对于正统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而言，只要价值概念被片面地等同于劳动实体，或多或少忽视了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理论潜力，那么要分析价格体系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这种作用及其意义，似乎就存在根本性的困难。当作为价值形式的价格总是被构想为产品中所物化的劳动实体的纯粹成比例的形式表现时，社会主义社会中价格体系的战略运作在理论上要么变得不可想象；要么像鲁宾学派那样假定劳动实体的估算会随市场价格而改变；要么通过放弃作为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相当草率地断言根据边际理论进行定价的效率。尽管在苏联类型的社会中经常并反复讨论价格结构的“正常化”，但“正常”价格体系的理论基础或标准在当时却并不那么明确。它既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也不能完全由技术决定。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的一个重要基础，毋宁在于依据社会决策操纵价格体系的战略空间。这绝没有消除动用正在发展的微电子计算机技术、根据再生产的客观技术条件尝试计量和核算每种产品中物化的劳动时间关系以确认定价的社会效应和可能合理范围的至关重要性。

微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还可能在更加合作的原则基础上实现一种新型的多终端经济关系调节系统，包括社会主义企业或地区之间必要的信息系统；这种新的经济传递和通信系统既不同于以往的中央集权计划体制，也不同于自由市场机制。[13] 这种可能性的一丝萌芽似乎已经存在于某些类型的消费者合作社运动的组织发展中，甚至存在于庞大的资本主义垄断企业的内部组织之中。

面向社会主义的劳动实体概念

在马克思那里，把价值形式阐明为商品经济的历史特定形式，无疑与把劳动过程阐明为一切社会共有的、内生的普遍条件（它可从商品经济秩序中分离出来）结合在一起。与此相反，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仍然完全埋没于商品经济秩序之中，既缺乏劳动过程本身的概念，也缺乏价值形式理论。在劳动过程理论中，马克思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劳动区别于“还处在动物本能阶段的最初的本能形式的劳动”（第1卷，第284页）的独有特征是什么。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类特有劳动的基础在于它具有自觉的目的和意志，支配着劳动器官的发挥，从而在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引起外部材料的相应变化。这种特征首先表现在具体有用劳动作为“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目的的有目的活动”（第1卷，第290页）的方面。

然而，正如我们在第5章第5.1节中所论证的，每个人类个体的工作能力并不是注定用于某种固定的有用劳动形式。相反，它可以根据所针对的不同目的而在各种形式的有用劳动中支出，而在人类智力能力的基础上，这些目的本身可以灵活改变并扩大覆盖范围。在这种规定性下，人类劳动不仅表现为具体有用劳动，而且同时表现为仅通过物理持续时间便可在数量上进行比较的抽象人类劳动。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过程时并未定义抽象人类劳动，因为他在《资本论》开篇就将商品价值归结为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并将其与由具体有用劳动制造的超历史的使用价值相对立。鲁宾及鲁宾学派中类似的价值理论家由此推论出，抽象人类劳动是市场上通过商品交换实现通约的结果，或者认为抽象人类劳动脱离了商品经济就无法存在。[14] 这一解释不仅与马克思的观点（例如在“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中）——即在任何社会中都必须普遍实行将劳动时间适当分配于各种必需的有用劳动类型——不一致，而且也忽视了独立于市场的估价、根据一个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条件而在理论上确定每种产品中所物化的抽象人类劳动时间量的可行性。

在商品经济秩序之外排斥抽象人类劳动的概念，对社会主义会有三种可能的意蕴。第一，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再生产与分配可能仅仅从实物角度来构想，只计算各种异质的使用价值和有用劳动本身，而没有任何通约性。当社会主义社会不再需要考虑“时间的节约”时，或者当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低而仅能维持其成员平等的生存水平，或者当生产力水平极度发达（在可预见的未来几乎不可能实现）而无需通过某种可通约的单位来分配收入时，从实物角度对社会再生产以及各种商品和服务的分配进行投入产出表式的分析也许是可以设想的。第二，只要社会主义社会需要某种单位来衡量经济效率以及在其成员之间分配收入，那么以价格或者由此产生的抽象人类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商品经济通约性，就会被期望继续存在。或者第三，如果社会主义既不能依赖商品经济秩序，又需要某种可通约的核算单位，那么除了有用具体和抽象这两种性质之外，就必须引入人类劳动的第三种性质，例如鲁宾的“社会均等化劳动”概念。[15] 然而，与在技术上可确定的抽象人类劳动时间相比，将各种类型的有用具体劳动估算为社会均等化劳动时间必定存在极大的随意性危险。

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抽象人类劳动时间的概念毋宁应当保留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可计量单位。

在将劳动时间作为衡量经济活动的单位时，关于熟练劳动或复杂劳动如何折算为简单劳动，一直存在另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正如我们在第6章第6.1节中所讨论的，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涉及再生产熟练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成本，另一方面涉及对熟练工人所耗费劳动的估算。如果社会必需的熟练劳动力类型必须通过熟练工人的个人收入在世代之间进行再生产，那么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子女培养或教育成与其父母相同等级的熟练工人的费用，也必须包含在熟练工人的个人收入之中，正如在资本主义中熟练工人的较高工资或多或少具有这种社会职能一样。只要通过个人付费能够获得更高或更好的教育或培训，并伴随着按技能等级划分的差别收入，这种再生产熟练工人的社会制度不仅是可以想象的，而且在实际上也往往是有效的。尽管据报道这种社会状况在苏联类型的社会中显而易见，但这显然违背了社会主义的理想之一——平均主义。特别是，它会使特权官僚和熟练工人的社会阶层固化，在经济上脱离普通工人。因此，社会主义在获得任何类型的教育和培训方面实现平等与合作的原则是至关重要的。一旦熟练或复杂劳动的教育和培训成本不再在个人基础上、而是在完全社会的公共基础上加以处理，熟练工人的个人收入就不再需要为了支付这些特殊成本而更高了。

至于对熟练工人所耗费劳动的估算，存在三种立场。第一种立场假设生产熟练劳动力所必需的教育和培训劳动成本平均转移到熟练工人的产品之中。这种立场基本上同我们的如下理解相矛盾，即再生产劳动力的劳动成本或必要劳动时间，是独立于作为该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实现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而决定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下，社会必需技能的教育和培训费用可以由公共基金提供，这些成本不需要通过将熟练劳动估算为包含这些成本转移的加强劳动来由个人弥补。第二种立场假设熟练工人的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价格或交换比率决定了将熟练劳动折算为一定数量简单劳动的折算系数。这种立场违背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即产品中物化的劳动时间是由生产的技术条件决定的，独立于市场价格的变动或市场上供求关系的波动平衡。此外，随着市场作用受到控制和削弱，这种立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将变得不可靠。第三种立场假定，如同鲁宾的“社会均等化劳动”概念那样，每种熟练劳动作为一定数量简单劳动的折算系数是在社会层面上确定的。尽管在现存社会主义社会中，实际上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忽视教育的技术成本和市场条件的工人社会等级划分（并且部分地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工人分割的某一侧面也可以看到），但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能够在客观根据上解释为什么在一段时期内的某种熟练劳动会等于简单劳动的若干倍。

关于熟练劳动的强度程度的传统解释往往是循环论证的，因为它们依赖于熟练工人的差别收入，而在资本主义中，这种收入也往往反映了教育成本和市场状况。

马克思虽然把熟练劳动看作一种加强的劳动，但他并没有对如何估算熟练劳动的问题给出合理的理论解决方案。马克思之后在上述三种立场中试图达成更客观或更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来确定熟练劳动对简单劳动的折算系数的所有尝试，很可能都是在追逐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伪问题。由于对先前的解决方案不以为然，我重新阐述了这一问题本身，并追问：熟练或复杂劳动在一段时期内是否真的从事包含简单劳动若干倍的更高强度的劳动，或者在一般经济生活中是否必定应当被视为如此。通过反思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非熟练的简单等级的工作，根据各种有用劳动的不同，也必定包含各种不同的强度，并运用不同的人类体力与智力能力。在不同种类的有用具体劳动之间，不可能对劳动强度进行精确的客观衡量。这也可能成为（或多或少专断的）管理层分割工人的依据。在理论上使我们确信不同种类的有用具体劳动具有可通约性的，并不是相同程度的劳动强度，而在于它们共同是基本上相同的人类劳动能力的支出形式这一事实。这种灵活、可塑且能动态从事广泛工作的人类能力，是人类自身从本能的动物水平的劳动开始的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它必定是构想各种不同有用劳动形式所共有的一般简单抽象人类劳动的最终根据。在这方面，即便在熟练劳动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有任何例外。熟练或复杂劳动同样无非是一般人类劳动能力在特定形式下的支出，尽管它需要因教育和培训时间而产生的某些额外成本。经过必要的专门教育和培训之后，熟练或复杂劳动一般都可以在没有任何额外强度的情况下完成，并且可能相当轻松愉快。因此，我认为熟练或复杂劳动不必被当作在同一时间内提供比非熟练简单劳动更多劳动单位的加强劳动来对待。[16]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了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按照工人所提供的劳动按比例分配产品的具有不平等性的“资产阶级权利”。当这一命题与将熟练或复杂劳动视为加强劳动的概念、或者将跨越各种有用劳动的社会均等化劳动的概念相结合时，它便可能被用来使苏联类型社会中党政领导人及官僚在物质财富和服务上的等级特权合法化。由于跨越各种有用劳动和熟练劳动的劳动强度等级无法在坚实的理论根据上得到客观确定，因此对工作的等级评定很容易专断地向高级行政职位和官僚倾斜。从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来看，这种假设在相同时间单位内耗费不同劳动量的熟练劳动处理方式和工作等级评定，在理论上是缺乏依据的。通过认识到基于共同的人类工作能力，各种社会必要劳动基本上都包含作为简单抽象人类劳动的相同性质，更具合作性与平等主义的原则（例如“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必须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开始就自觉地加以追求，而不能作为一个遥不可及、要在未来若干代人之后才能实际实现的目标而被束之高阁。

尽管我们的立场主张合作和平等的收入分配方式，但个人收入并不需要严格且机械地均等化。例如工人的不同需要——由于家庭规模和年龄结构、或者住房与工作场所规模的不同——必须予以考虑。对于承担重大责任、含有危险或令人不适内容、或需要较长教育与培训时间等工作，应当增加某些奖金。如果以货币形式发放，由于基本生活资料是按低廉的管制价格分配或免费分配的，这种附加津贴在一般货币工资中所占的增加额可能相当可观。然而，与全部生活资料或与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相比，其实质比例应当保持在相对较小的水平，从而仅仅补偿该工作不受欢迎的特定付出，并确保有必要数量的人员从事该工作。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激励性工资的数额并不是基于在相同时间内所提供的不同劳动量，而仅仅是吸引必要数量的人从事特定类型工作的一种操作手段。因此，享有激励性工资的工作不必是固定的，而是可以在技术变革和人们偏好变化的进程中灵活调整。社会的教育和培训体系应当在平等的地位上对所有社会成员免费开放（尽管可以存在某些竞争），而不应当发挥巩固特权社会阶级或阶层的作用（该阶级或阶层在个体家庭的基础上更容易获得高等教育）。同时，它应当不断提高一般人类在更广阔领域中更自由劳动的能力，进一步发展能够在各种具体形式中从事抽象人类劳动的普遍个体能力。

10.3 社会主义中的积累与国家

社会主义旨在通过工人从资本控制下的劳动力商品形式中自我解放出来，废除资本主义中对剩余劳动的剥削。然而，废除对剩余劳动的剥削，并不等于废除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进行的剩余劳动。诚然，作为一切阶级社会所共有的经济基础的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之间的对抗关系，在社会主义中应当被废除。但是，为了扩大再生产、或者为了防范意外事故等，超出维持和再生产工人劳动力所需劳动时间的剩余劳动时间部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必定存在。马克思曾如下指出这一点：

超出一定免除需要的劳动，作为剩余劳动，必定始终存在。只不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正如在奴隶制等等制度下一样，它具有对抗的形式，并且它的反面是社会上一部分人的纯粹怠惰。为了对意外事故进行保险，为了按照需要的不断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来保证再生产过程相应的不断扩大（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这就叫做积累），必须有一定量的剩余劳动。[17]（第3卷，第958页）。

由于在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中不再存在统治阶级对剩余劳动的剥削和占有，因此包括剩余劳动在内的总劳动时间必须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全体劳动人民。剩余劳动部分与必要劳动部分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对立或矛盾的。当剩余劳动用作保险或用于积累时，它的社会职能不再是对抗性的，而是对直接必要劳动的补充。[18] 从某种意义上说，超出给定直接需要的剩余劳动部分，也可以看作维持劳动人民未来所需的必要劳动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在资本主义原理论的基础上考察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运作时，剩余劳动的概念在分析上是有益的，尽管不应忽视它所具有的不同社会性质。

资本主义积累的动态过程为可能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充分的教训。这些教训并不局限于社会主义所必须克服的资本主义的缺陷性矛盾性质。例如，在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以波动的市场价格和利润率形式表现出来的剩余劳动的灵活分配，充当了一种社会缓冲器或蓄水池，允许重新调节因生产技术的动态变革而在产业部门之间造成的不平衡，并在面对消费者偏好发生变化时满足重新调整产业结构的需要。特别是在繁荣阶段，这种重新调节可以相对平稳且积极地进行，并利用信用制度和利息形式作为重新分配剩余劳动的机制。如果价值规律的内容被简单地构想为商品中所物化劳动的等价交换，那么资本主义在各工业部门之间动态变化的平衡过程中灵活应对剩余劳动及其社会职能的根本能力，往往会被忽视，不再被视为价值规律的作用。如果社会主义经济被设计为像传统的再生产图式所概括的那样，通过把价值规律简单理解为劳动时间的等价交换，来履行资本主义在维持劳动时间数量的社会关系方面作为价值规律实质内容所做的工作，那么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在重新调节社会再生产以适应技术和社会需求的动态变化方面，就不可避免地会变得僵化和低效。[19]

社会主义确实应当自觉地实现资本主义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无意识地实行的事情，同时消除资本主义中的无政府状态浪费和非人道的破坏。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可构想的劳动产品社会分配手段似乎包括：官方固定统一定价、部分利用灵活市场定价、中央计划分配或产品配给制、以及价格体系之外的合作性直接交换。实际上，这些手段必须结合起来加以利用；而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如何将这些手段结合起来，在很长时期内仍将是一个复杂的、需要在社会层面上做出决定的问题。无论这种结合方式如何，在社会主义企业乃至整个经济的管理中，都应当明确牢记剩余劳动时间所提供的操作灵活性，并将其与弥补从生产资料转移而来的劳动时间部分以及在每个生产过程中维持工人所规定的必要劳动时间部分的必要性区分开来。这一考虑作为我们在本书中对价值规律实质内容进行重新审视的直接推论，虽然无法为苏联类型社会当前的低效提供立竿见影和完备的钥匙，但大概可以作为解决该问题的一个理论基础。

繁荣阶段资本主义积累相对顺利的进程，除了剩余劳动的灵活再分配之外，还建立在从产业后备军中有弹性地获得额外工人的基础之上。从雇佣工人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积累的这一侧面带来了持续的失业威胁或生活资料的非理性丧失，并且这种威胁并不仅局限于经济危机和萧条阶段。社会主义首要的目标就是消除对工人的这种威胁，并且必须保障所有工人的工作，以此作为工人从资本主义下的劳动力商品形式——雇佣劳动——中获得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20]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充分就业不可能是一种稳定的经济现象。正如我们在周期性商业周期理论中所见，当充分就业在繁荣期尾声出现时，必然存在相对于劳动人口的资本的不稳定过度积累，并导致由于工资上涨而引起的利润率下降，在典型情况下会导致破坏性的危机阶段。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必须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它如何能够控制必要生活资料的范围，从而不阻碍用于积累等的经济剩余部分？如果任由自由市场的供求平衡来决定，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没有产业后备军的压力，工资就很容易上涨。中央计划经济能够相对容易地控制工人的物质标准，并保持相对于生产率而言适当比例的剩余劳动。显然，如果要放宽中央集权指令性计划，工人们对其自身物质生活水平的合作性自我管理就成为经济民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关于工人控制和区域自治的社会主义论点，随后就必须准备好接受关于生活水平的民主决策过程，从而根据基本的平等主义原则，为增长、保险等方面的社会需要留出空间。

第二，社会主义如何能够保持与资本主义相当的经济灵活调节能力？资本主义在产业后备军中确立了其动态调节的基础，因此当大部分产业后备军在繁荣期尾声因资本过度积累而被吸收殆尽时，它就会变得僵化且越来越失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主义在消除失业威胁方面的成功本身，会在其经济中带来劳动力供给缺乏弹性的结构性困难。在这方面，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而言，在计划中纳入一种积极的社会主义形式的产业后备军是可取的；它当然不同于失业，而是某种有安排的休假或休假年，并充分保障收入，并尽可能提供学习或培训，以及在不久将来的确定就业保障。即使有了这样一支社会主义产业“后备军”，工人自身对其流动的积极社会态度，对于灵活且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21]

在苏联类型的社会中，促进工人自身的积极社会合作与自我管理的重要性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反而存在国家权力恶性膨胀的相反倾向。在理论上，这极有可能是由于对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不恰当理解造成的。揭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及其在积累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是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一项任务。当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信奉商品过剩的危机理论时，他们倾向于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基本限制看作剩余价值的实现条件，而不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他们通常依赖马克思的如下论述：“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并不是一回事。……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社会的消费力的限制。”（第3卷，第352页）。唯物史观的公式自然与这种观点相重合。生产部门之间的无政府状态关系以及群众狭隘受限的消费力，被解释为建立在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结果，尽管其生产力已经随着其社会性质而发展起来。因此，恩格斯提出了典型的论断：“在这些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22] 列宁也对此做出呼应，将资本主义定义为“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23]

基于这些理论观点而构想的社会主义，期望将生产资料国有化与中央计划作为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根源的有力出路。如果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确实在于生产的社会性质与占有的私人性质之间，以及由此导致的不成比例或工人的消费不足，那么它们确实可以通过生产资料国有化来消除。因为国有化将是消除私人资本主义占有的最可靠手段，建立在国有化工作场所基础上的中央计划将终结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不成比例性，而在计划经济下失业的消除伴随着工人实际收入的提高，将消除资本主义所面临的消费不足困难。人们还强调，与无政府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假定国家性质的革命，即从资本主义国家转变为无产阶级国家，从而国家可以作为经济计划的中央组织者来使用，特别是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低级阶段，而不是立即废除国家。因此，在革命后社会中巩固国家机器并对国民经济实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计划领导，被视为消除资产阶级占有权、消除无政府不成比例性以及不平等收入分配从而建设健全社会主义的确定保障。这一观念还因以下假设而得到强化：马克思关于国家自身消亡的理想社会主义只有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才能实现，在可预见的未来不易达成。

我们必须承认，苏联经济在这一理解方式的基础上确实发挥了作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它克服了建国初期的巨大经济困难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困难，并在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实现了显著的工业化。尽管如此，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也仍然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除了对唯物史观公式的简化应用之外，资本主义所发展的技术和生产方法往往被不加批判地认可、接受，并在国有化工作场所中按数量扩大的规模加以因袭。在大规模社会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民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利益遭到了牺牲。[24] 结果，如何确保并提高农业生产以与工业发展齐头并进，依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随着国家机器的巩固，党政官僚的地位通过权威性的管理权以及经济和社会特权得到了强化，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各个决策层面上被排挤的普通工人的社会地位依然软弱。我们在这里必须回顾，正如我们在第5章第5.1节所见，基于概念性思维的基本人类劳动能力，在阶级社会中通过劳动的构想与其现实执行之间的社会分离，也充当了工人从属地位的潜在基础。

关于如何理解苏联类型社会的历史性质，特别是关于如何理解工人的困难处境，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人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概念。例如，处于幼年期或形成期的早期社会主义概念、[25] 斯大林化现象、[26] 或官僚的代理人国家概念，[27] 都承认苏联类型社会的扭曲，但不承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对抗性的阶级关系。而国家资本主义概念[28] 或新型革命后阶级社会概念，[29] 则更为彻底地批判了这些国家中“阶级关系”的“压迫性质”。

正如P. 斯威齐在《革命后的社会》中所尖锐批评的那样，仅仅从斯大林的个人错误出发，或者如L. 托洛茨基和E. 曼德尔所强调的那样，从作为工人官僚代理人设置的专业专家的最初短缺出发，或者如C. 贝特尔海姆所强调的那样，从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复活出发，来解释苏联类型工业化社会中的当前问题（特别是恶性膨胀的国家权力和工人的软弱地位），是缺乏说服力的。因此，我赞同斯威齐的提议，即我们应当思考新型革命后阶级社会这一概念及其对苏联类型社会的批判性意义。然而，出于三个原因，我对这一概念仍不确信：(i) 理论上，将这些社会中的高级官僚定义为特权统治阶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社会阶级的社会学观点。这种定义或“国家阶级”的概念，如何能与强调社会阶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的经济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一致，仍然是一个问题。为了保持一致，我们可能必须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家理论以及唯物史观中的阶级概念，或许应当更多地强调在各级进行社会决策的作用，以及处理社会剩余劳动的手段。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容许国家恶性膨胀的薄弱环节的根源，也必须予以进一步的反思。(ii) 实际上，国家权力的恶性膨胀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不仅限于第二世界、而是包括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在内的我们时代的全球性特征。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特征在国际上似乎尤其通过冷战结构得到了自我强化，因此它的历史必然性和意义无法完全仅从内部社会因素中得到解释。[30] (iii) 实践上，将其定义为阶级社会将要求在苏联类型社会中进行进一步的社会革命。我尚未对苏联及类似类型社会内部进步并发展为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失去期待或希望。在东欧国家、中国和苏联所提出并尝试的经济改革，以及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对它们的看法，还有它们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各种革命运动中的前景，可能有效地扩大这种期待的可能性。至少，如果没有这种期待，我坦率地担心，世界上如此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与团结，往往会在国内和国际上持续受到这一问题的过重且频繁的阻碍。

回到我们这里的理论关注点，与正统的商品过剩危机理论相反，我们在第9章中所支持的劳动力短缺变体的资本过剩危机理论，将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根源定义在劳动力的商品形式之中，或者定义在资本难以像对待其他可生产的商品那样将人类劳动能力当作商品对待这一根本困难之中。根据这一危机理论，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社会主义绝不能仅仅通过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将其实行国有化来实现。尽管主要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必定是社会主义革命至关重要的最初步骤，但劳动人民摆脱从属于劳动力商品形式的依附社会地位的主观自我解放，无疑必须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把工人从劳动力商品形式中解放出来的真正关怀，必须在资本主义压迫和异化雇佣工人的逻辑与机制的基础上加以阐明。异化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片面分离的解决，以及农业与制造业之间破坏性的资本主义分工的解决，无疑都包含在其中。

即使社会主义国家的机器和职能在国有化的最初步骤中不得不扩大，它们也必须尽快缩减，以便通过自下而上增加工人的自主首创精神而将其社会化为公共职能。在东欧和西欧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各界日益流行的权力下放与工人自治主张，似乎表明了废除劳动力商品形式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方向和某些内容。对更加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这些反思，对于恰当评价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民主主义的成就与局限性而言，实际上也是不可或缺的。本书所呈现的资本主义原理论，有望与为更加健全的社会主义所做的这些进一步论证保持一致并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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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价值论争的语境下，一种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认为，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应当被理解为遵循从简单商品生产者社会直至资本主义社会之发展的历史-逻辑序列。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这种解释最初是由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增补中提出的。恩格斯批判了C. 施密特将价值规律视为“科学假说”的观点，并强调了它在简单商品生产者的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与物质基础（III，p. 1037）。尽管从R. 希法亭在P. 斯威齐编《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与庞巴维克的马克思批判》（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by E. von Böhm-Bawerk and Böhm-Bawerk's Criticism of Marx by R. Hilferding，New York: A. M. Kelley, 1966）中对庞巴维克的反批判开始，不少马克思主义者遵循并阐发了这一立场，但它却因假设了一个虚构的或假想的无阶级社会而同最初的意图相矛盾。关于更多细节，亦见 M. 伊藤诚《价值与危机》（London: Pluto;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0）pp. 18-19，以及该书 pp. 168-9 的注释。


[4]: 宇野弘藏在“流通论”开头对价值概念的定义如下：“虽然商品在服务于特定的消费目的时作为使用价值是异质的，但它们具有在质上统一的属性，即独立于其物质特性，并且仅在量上有所区别。……商品的价值指的是它与其他商品的同质性品质，而使用价值则是指它区别于其他商品的异质性品质。”（《经济学原理》，前引书，1980，p. 5）。这一定义在我看来过于抽象以致不够清晰，尽管它可能出于谨慎而兼顾了价值实体与价值形式两个概念。随后宇野将价值形式的主题具体化，指出：“这种同质性品质源于每一种商品都必须由其所有者换取由他可能选择的一定数量的其他商品这一事实。正是这种交换的要求赋予了商品以价值。”（同上，p. 5）。依我的理解，商品的交换要求必然伴随着对数量可比性与标准交换比例的一般要求，这同样是价值的本质属性。


[5]: 在第二章“交换过程”的开头，马克思说：“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它的监护人，商品占有者。”（I，p. 178）。马克思在第二章中似乎是从商品占有者的视角来考察货币形式的逻辑必然性的，而在第一章第三节中他却把占有者从价值形式的分析中抽象掉了。在这些涉及同一主题的章节中划分分析视角是不恰当的，因为商品的交换关系自始至终离开其占有者都是不可想象的。在《资本论》中出现这种略显机械的划分，其原因可能在于：第一章第三节是在德文第二版（1872）中才被拟定并插入相应位置的，而第二章的内容则未作改动。

宇野通过将商品占有者的作用以及第二章的核心内容引入价值形式理论，避免了《资本论》中这些地方视角的割裂与分析主题的重叠。我相信宇野在这里的修正对于使价值形式理论更加简明清晰是恰当的。然而，这里的商品占有者决不能被理解为一般的人，而必须特别理解为受到他们所拥有的商品所制约的人。他们的意志和行为并非脱离商品而自由。这里构成了自诩立足于人类一般心理偏好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与马克思主义立场之间的根本区别。



[6]: G. 皮林《马克思的〈资本论〉》（Marx's Capital，London, Bost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是西方近期强调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重要性的著作之一。然而，它关于简单的价值形式（20码麻布=1件上衣）是“两种商品的交换”（p. 147）的解释，以及它通过价值形式对马克思劳动实体分析的强调，似乎并未突出马克思的独创性或他在价值形式理论中的核心要点，尽管作为对《资本论》开篇第一章第三节的一种解读它或许并无不妥。U. 克劳泽《货币与抽象劳动》（Money and Abstract Labour），P. 伯吉斯英译（London: NLB and Verso, 1982）是另一部强调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引人瞩目的著作。在该书第2章中，克劳泽如同日本宇野学派一样在不涉及劳动的情况下讨论了价值形式。然而，不同于我们，他也把价值形式当成了交换关系，并主要集中在通过数量问题来解决无货币条件下商品间交换比例可能出现的不一致。


[7]: 尽管马克思将这第二种价值形式命名为“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但在处于相对价值形式的麻布占有者的视角下，等价物商品的扩大在现实中不可能做到真正“总和”到包揽一切种类的商品。


[8]: 这一情形由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第一章“形式 IV”的开头作了阐述（K. 马克思《价值：卡尔·马克思研究》［Value: Studies by Karl Marx］，A. 格拉格斯特德英译并编，London: New Park Publication, 1976，pp. 33-4）。那里的“形式 IV”置于“形式 III”的一般价值形式之后，并将该形式进一步颠倒，使每一种商品都成为一般等价形式，这在使每一种商品都能与其他商品直接交换方面在现实中和理论上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从《资本论》第一版附录关于价值形式的内容及之后的版本中，这一形式被删除了。然而，马克思包含在“形式 IV”中的思想，可以在商品从第二种价值形式向第三种价值形式的转化中加以利用。


[9]: 马克思后来提到了充当流通手段的黄金（硬）货币被国家发行的不可兑现纸币所替代的可能性，以及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职能的基础上出现诸如银行券或汇票等信用货币的可能性（I，p. 224，p. 238）。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更根本地早已存在于货币形式本身之中，因而同样可以扩展到货币的其他职能上。



[10]: 宇野，《经济学原理》，前引书，pp. 9–10。


[11]: D.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P. 斯拉法编（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p. 12。


[12]: K.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M. 尼古拉斯英译（Harmondsworth, Middx: Penguin Books, 1973）p. 71，pp. 215–18。


[13]: 对危机中信用制度突然转变为货币制度并造成理论惊恐的这一阶段的敏锐关注，大概是促使马克思在与古典学派的对比中分析货币全部职能的现实基础。


[14]: 尽管马克思指出“在生息资本形式上，G—W—G'这一流通过程呈现出简化的形式，即它表现为其最终结果而没有任何中间阶段，可以说是以一种简练的风格表现为G—G'，即等于更多货币的货币，大于自身的价值”（I，p. 257），但生息资本 M - M' 并不能仅仅通过压缩商人资本的形式 M - C - M' 而形成。生息资本形式在历史上与商人资本一道，自极古老的时代起就普遍发源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之中，作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另一种增殖形态。


[15]: 亦见《资本论》第三卷第20章“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以及关于生息资本的第36章“前资本主义的关系”。


[16]: 宇野弘藏，“论‘货币转化为资本’”（1964），载其《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诸问题》（Tokyo: Iwanami-Shoten, 1969）。亦见其《经济学原理》，前引书，pp. 14–18。


[17]: A. 伊曼纽尔《不平等交换》（Unequal Exchange），B. 皮尔斯英译（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在外围国家较低工资的基础上定义了国际间“严格意义上的不平等交换”（pp. 60–4）。尽管来自外围国家的商品产品未必始终是资本的产品，或者未必像伊曼纽尔模型中那样带来国际利润率平均化，但基于外围国家工人和农民较低的工资和生活水平以及较低的生产成本，劳动的国际不平等交换或剩余劳动从外围向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转移似乎仍有巨大的空间。特别是，或多或少自给自足的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小农经济）的商品产品价格，往往会脱离资本主义标准而不合常理地被压低到不顾再生产成本的水平。商人资本的形式绝不会放过利用这些情况的机会，尽管价值形式的原理论无法在流通领域背后直接分析或涉及这些情况。


[18]: 宇野，《经济学原理》，前引书，p. xxii。



[19]: 在这一纯粹资本主义理论家群体中，大内兵卫《价值理论的形成》（Tokyo: Tokyo University Press, 1964）、日高普《经济学原理》修订版（Tokyo: Jichosha, 1974）、时永淑《〈资本论〉中的“转形”问题》（Tokyo: Ochanomizu-shobo, 1981）、大内力《经济学原理》（2 vols，Tokyo: Tokyo University Press, 1981–82）等是其中的代表作。



[20]: 铃木鸿一郎编《经济学原理》（2 vols，Tokyo: Tokyo University Press, 1960, 1962）、岩田弘《世界资本主义》（Tokyo: Mirai-sha, 1964）、伊藤诚《价值与资本理论》（Tokyo: Iwanami-shoten, 1981）属于世界资本主义理论家的这批著作。降旗节雄《世界资本主义》（Tokyo: Nihon-hyoron-sha, 1980）综述了宇野学派内这两个群体之间论争所具有的广泛方法论意蕴，并倾向于支持世界资本主义理论。



[21]: 马克思在下述论述中极其接近这一认识：“在产业资本作为货币或作为商品执行职能的流通过程内，不论作为货币资本还是作为商品资本的资本循环，只要这种商品流通同时反映了商品生产，就会同各种各样社会生产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错在一起。不管商品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生产的产品，还是农民的产品（如印度的莱特、中国的农民），是公社的产品（如荷属东印度），还是国家生产的产品（如在以农奴制为基础的俄罗斯历史早期时代所存在的那种），或者是半野蛮的狩猎民族等等的产品，——它们作为商品和货币，同表现产业资本的货币和商品相对立，既进入产业资本自身的循环，也进入商品资本所承载的剩余价值的循环……”（II，p. 189）。“资本主义生产从来离不开对外贸易。如果假定正常的年再生产是在既定的规模上进行的，那么同时也假定，对外贸易只是用其他使用形式或实物形式的物品来替换国内物品，而不会影响价值比例，因此也不会影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这两个部类相互交换的价值比例”（II，p. 546）。如果我们把这种实际情况与所有物品均在国内由资本生产的情形相比，就会看到通过以对外物品替换国内物品的国际交换所产生的一种类似于提高生产率的额外效应。



5 资本主义生产与价值规律

[1]: A.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vol. 1（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p. 48。


[2]: H. 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p. 48。


[3]: 同上书，p. 51。


[4]: 显然，那些必须在从属地位上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并非不需要脑力付出。情况往往相反。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劳动者越是对劳动的性质和实行劳动的方式感到不满意，从而越不能把劳动当做自己身体的和精神的生命力的自由表现来享受，他的注意力就越是必须集中。”（I，p. 284）。



[5]: 马克思接着指出，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I，p. 286）。作为一种粗略的指示器，劳动资料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代表了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从而倾向于规定相应的生产关系。然而，鉴于近期对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激进批判，以及我们时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任务，我们必须注意到，劳动资料及其生产力的发展路径可以是多样的，并可在未来的替代方案中进行选择。此外，生产关系的性质未必严格地由劳动资料的种类或生产力的发展路径所决定。正如我们在第3章第3.1节中所见，唯物史观的公式现在必须比马克思在此所提示的更具弹性地加以应用。


[6]: I. I. 鲁宾，《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1928），M. 萨马尔季亚与 F. 佩尔曼英译（Detroit: Black & Red, 1972）p. 97。


[7]: D. 格莱歇尔，“抽象劳动问题的历史方法”（'A Historical Approach to the Question of Abstract Labour'），Capital and Class，21（1983）；及其“注记：对埃尔德雷德的答复”（'Note: A Rejoinder to Eldred'），Capital and Class，24（1985）。我不确定格莱歇尔在这些论文中列出的所有理论家在这一点上是否都能准确地被称为鲁宾学派，因为他们的立场各不相同。然而，U. 克劳泽在《货币与抽象劳动》（Money and Abstract Labour，P. 伯吉斯英译，London: Verso, 1982）中必须被补入格莱歇尔的名单，此外还包括作为若干代表性例子的 S. 希梅尔魏特与 S. 莫恩“资本的反常”（'The Anomalies of Capital'，Capital and Class，7，1978）、M. 埃尔德雷德与 M. 汉隆“重构价值形式分析”（'Reconstructing Value-form Analysis'，Capital and Class，13，1981）、D. 福利“货币价值、劳动力价值与马克思转形问题”（'The Value of Money, the Value of Labour Power and the Marxian Transformation Problem'，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2，1982）。尽管利皮茨（前引书，附录“价值论争”）同样高度评价了鲁宾的方法，但他对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的处理，例如他对鲁滨逊·克鲁索所花费劳动时间的看法（p. 161）或其与语言学结构的类比（pp. 172-7），在精神实质上似乎更接近我们的理解。


[8]: 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论拜物教的节中指出：“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作价值发生关系，并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质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不同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这就使他们的不同劳动作为人类劳动彼此相等。”（I，p. 166）。


[9]: K.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M. 尼古拉斯英译（Harmondsworth, Middx: Penguin Books, 1973）pp. 172-3。


[10]: 尽管马克思在上述引文中使用了“经济规律”一词，但对所有社会形态而言的经济生活一般规范，必须在概念上同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规律（如在商品经济中通过个人自发无政府行为自动显现、从而总是在事后［post factum］不知不觉实现一般经济规范的价值规律）区分开来。亦见宇野弘藏，《经济学原理》（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80）pp. 21-2，p. 32，p. 171。



[11]: 鲁宾，前引书，p. 99。


[12]: 马克思在论劳动过程的节中指出了生产过程的相互联系，并指出：“如果我们从整个过程的结果即产品的角度来考察这整个过程，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当一个使用价值作为产品从劳动过程中出来时，另一些使用价值即过去劳动的产物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劳动过程。同一个使用价值，既是过去劳动的产物，又是后来劳动的生产资料。因此，产品不仅是劳动过程的结果，同时也是它的条件。”（I，p. 287）。宇野通过强调这一观点来定义生产过程，指出：“劳动过程的最终结果是其产品，而从产品的角度来看，同一个过程可以被视为生产过程。”（《经济学原理》，前引书，p. 23）。在处理这种劳动-生产过程时，宇野阐明了劳动的二重性无疑是所有社会共同的经济生活一般规范的内容。然而，他并没有展示如何基于社会相互联系的生产条件在理论上确定抽象劳动时间的数量。


[13]: 置盐信雄，“价值与价格”（《经济学研究》，神户大学）（Mar. 1955）大概是实质阐明该解决方案的最早论文之一。然而，置盐在那里将以此确定的劳动量直接定义为价值是不恰当的。因为他的解决方案同样可以完全适用于没有商品关系充当生产过程基础的各种经济形式。


[14]: P. 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p. 89。我们可以通过求解如下联立方程，由 (5.4) 对应于 (5.1) 得到结果，其中假定煤炭和铁的生产规模分别为 𝑞₁ 倍和 𝑞₂ 倍（与 5.1 相比），以维持 1 磅棉花作为净产品，而不留下煤炭和铁形式的净产品。


14q1+12q2+34&=q116q1+13q2+12&=q2(5.5)



[15]: 当劳动力持续从外部获取时，以不足的生活资料维持强制劳动直至死亡，在历史上曾反复出现于某些形式的奴隶制经济中（特别是在金银生产中），或在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早期阶段。然而，这类经济制度必定保持局部性，不能作为一般经济规范的范例。


[16]: “which”之后的最后从句在企鹅图书版中不知何故被遗漏了。



[1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前引书，p. 708。伴随着这种发展，在阶级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中沉重压在妇女肩上的家务劳动负担必须得到减轻，并与男子分担。公社式社会生活及其设施的扩展将对此有所裨益，并且在经济生活中，它将进一步降低私人消费资料部分及其所体现的劳动时间的相对作用。于是，体现于必需生活资料中的必要劳动时间实质上包含两个不同的部分。特别是以公社形式消费的部分，尽管在理论上仍然不同，但将同剩余劳动的社会职能密切相关并相互补充。


[18]: 在这 54 小时中，即使基于固定的生产条件，6 小时的必要劳动时间也必定是比另一部分更具弹性的部分，只要必需生活资料包含独立于技术生产条件的历史与社会因素。


[19]: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价值和生产价格的解释中假定了一种相反的步骤，即遵循从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序列。除了这种类型的理论存在某些缺陷（正如我们已在第4章第4.1节中所考察的）之外，它作为对《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一种解释也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在《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容是通过价值理论来分析的，而不是直接使用生产价格理论。然而，我们从宇野学派立场对这类价值理论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否定价值规律在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的相关性。D. 格莱歇尔“抽象劳动问题的历史方法”（前引文）虽然立场与我们十分接近，但似乎误解了这一点。


[20]: P. 萨缪尔森，“工资与利息：马克思经济学模型的现代讨论”（'Wages and Interest: A Modern Discussion of Marxian Economic Model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XLVII（Dec 1957）pp. 891-2；“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9-2（June 1972）p. 415。M. 森岛通夫，《马克思经济学》（Marx's Econom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ch. 7。


[21]: 这一立场最初简要阐述于 chapter 2，载 M. 伊藤诚《价值与危机》（London: Pluto Pres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0）。即使在先于生产价格理论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分析中，按照传统的价值规律观念假定作为价值形式的标准价格同商品的劳动实体成正比，也最好指出价格偏离这种直接正比关系的可能性与一般范围。通过指出下文所考察的这些要点，上述第三种立场的假说性质将得到澄清并在理论上得到补充。


[22]: 参见布雷弗曼，前引书，ch. 13，“普遍的市场”；I. 伊里奇，《影子工作》（London: Marion Boyars, 1981）。


[23]: 虽然家庭主妇在家务劳动中过度的过度劳动实际上是强制性的，常常是由于工资不足以在市场上购买必需的物品与劳务造成的，但这并不会提高劳动力的价值实体。它甚至往往起到相反的作用，即限制了在市场上购买的必需生活资料的社会平均水平，从而间接提高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效率。然而，剩余价值的实体是由雇佣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剩余劳动所形成的，并不包含任何家务劳动。



[24]: 马克思关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概念具有双重含义。第一，它指的是资本通过占有超过必要劳动时间的剩余劳动时间来生产剩余价值的一般基本方法。第二，它也指通过将剩余劳动时间延长到必要劳动时间之外来增加剩余价值的方法。在社会生产条件给定的情况下，该方法要么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实现，要么通过提高劳动强度来实现。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结果都是剩余价值相对于劳动力价值的相对增加。而正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建立在提高生产率以降低劳动力价值基础上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在最宽泛的第一种含义上也可以被视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因为它同样把剩余劳动时间延长到了必要劳动时间之外。因此，“从一个观点来看，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区别似乎完全是幻想的。……但是，只要我们注意一下剩余价值的运动，这种同一性的假象就消失了。”（I，p. 646）。


[25]: 斯拉法，前引书，p. 8。


[26]: 与此相反，从所有社会共同的一般经济规范的角度来看，以作为级差地租重新分配给土地所有者的超额利润形式存在的社会剩余劳动部分，并不具有这种积极的社会功能，正如我们将在第7章第7.3节中所见。亦见伊藤诚《价值与危机》（前引书）ch. 3。



6 价值实体理论的拓展

[1]: P. M. 斯威齐编，欧根·冯·庞巴维克《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与鲁道夫·希法亭《庞巴维克的马克思批判》（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by Eugen von Böhm-Bawerk and Böhm-Bawerk's Criticism of Marx by Rudolf Hilferding）（New York: A. M. Kelly, 1949）p. 86。


[2]: E. 伯恩施坦，“论劳动价值理论”（'Zur Theorie des Arbeitswerts'），Die Neue Zeit，XVIII（1899–1900）part I。


[3]: 斯威齐编，前引书，pp. 136–46。


[4]: 置盐信雄，“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点数理注记”（'A Mathematical Note on Marxian Theories'），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Heft 2（1963）。


[5]: B. 罗索恩，《资本主义、冲突与通货膨胀》（Capitalism, Conflict & Inflation）（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0）ch. 8。在他较近期的“关于复杂劳动的注记”（'Notes on Skilled Labour'，油印本，1985）中，罗索恩深化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看法，并在基本上更接近于我在此节中的立场。因此，我在此对他论点的处理和批评不能适用于他最近的观点，尽管他先前的论点仍将作为对这一问题的技术性进路的一个典型案例。



[6]: M. 森岛：《马克思经济学》（Marx's Economic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181页。


[7]: S. 鲍尔斯与 H. 金蒂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与异质劳动〉（'The Marxian Theory of Value and Heterogeneous Labour'），《剑桥经济学学报》（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第1-2卷（1977年）。


[8]: I. 斯蒂德曼：《斯勒法之后的马克思》（Marx after Sraffa，伦敦：NLB，1977年），第7章。


[9]: S. 鲍尔斯与 H. 金蒂斯：〈劳动异质性与劳动价值论：答复〉（'Labour Heterogeneity and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A Reply'），《剑桥经济学学报》（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第5-3期（1981年）。另见同期 E. 麦肯纳：〈对鲍尔斯与金蒂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评论〉（'A Comment on Bowles and Gintis\' Marxian Theory of Value'）。


[10]: 宇野弘藏：《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关根友彦英译（布莱顿：哈威斯特出版社；新泽西州大西洋高地：人文学科出版社，1980年），第33-4页。


[11]: H. 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工作的退化》（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4年）。


[12]: 参见 R. 爱德华兹：〈劳动过程中的控制体系〉（'System of Control in the Labour Process'），载 R. 爱德华兹等编《资本主义体系》（The Capitalist System，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1978年）；R. 爱德华兹：《争辩的领地》（Contested Terrain，伦敦：海涅曼出版社，1979年）；D. 戈登、R. 爱德华兹与 M. 赖希：《分割的工作，分裂的工人》（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


[13]: S. 希梅尔魏特：〈价值关系与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Value Relations and Divisions within the Working Class'），《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1984年秋季号），第334页。尽管我不同意该文对熟练劳动问题的处理，但文中将该问题的理论含义拓展至国际交换和女工问题，既具启发性又颇有趣味。


[14]: 然而，在这方面金融安排的作用不应被夸大。熟练劳动力价值不可能发生实质性下降，因为借贷的教育费用日后必须由熟练工人的一部分工资来偿还。这一机制也不会显著提高代际社会流动，因为普通工人的子女难以获得昂贵教育费用的贷款，这种贷款通常要求父母或亲属具备充足收入与资产的担保。


[15]: 卡尔·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 D. 麦克莱伦编《卡尔·马克思著作选》（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567页。


[16]: 马克思，前引书，第568-9页。


[17]: P. 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43页。


[18]: 斯蒂德曼，前引书，第202页。


[19]: 同上书，第202页。


[20]: 同上书，第151-4页。


[21]: P. 斯威齐：〈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与危机〉（'Marxian Value Theory and Crisis'），载 I. 斯蒂德曼等《价值论争》（The Value Controversy，伦敦：Verso与NLB，1981年），第26页。


[22]: 置盐信雄：《马克思经济学》（Marxian Economics，东京：筑摩书房，1977年），第169页。


[23]: P. 阿姆斯特朗、A. 格林与 J. 哈里森：〈为价值辩护——答伊恩·斯蒂德曼〉（'In Defence of Value - A Reply to Ian Steedman'），《资本与阶级》（Capital and Class），5（1978年夏季号），第8页。


[24]: 同上书，第9页。


[25]: S. 希梅尔魏特与 S. 穆洪：〈真实抽象与反常假定〉（'Real Abstractions and Anomalous Assumptions'），载斯蒂德曼等编前引书《价值论争》，第262页。



[26]: 在这方面，希梅尔魏特和穆洪表现出我们在前一章和前一节中所批评的鲁宾倾向，尽管在该文中他们基本上也接受了一种通过生产的物质数据来界定劳动价值量的技术进路。


[27]: 宇野，前引书，第1篇。另见伊藤诚：《价值与危机》（Value and Crisis，伦敦：冥王星出版社；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80年），第2章。


[28]: 另见伊藤，前引书，第3章。


[29]: 魁奈《经济表》与马克思再生产图式之间的异同，以及马克思图式与凯恩斯总量概念之间的比较，由都留重人在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1942年）（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56年）的附录〈论再生产图式〉中作了分析。


[30]: 例如，就第一部类的 4000c 而言，第一部类中的A组资本家支出 2000 百万英镑从同一部类中的B组资本家处购买生产资料，随后这笔货币又通过B组从A组购买生产资料而流回A组。至于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之间的交易（I 1000v+1000s=IIc），假定第二部类的资本家最初支出 2000 百万英镑从第一部类的资本家处购买生产资料。然后，有 1000 百万英镑从这 2000 百万英镑中，通过第一部类资本家购买消费资料而直接流回第二部类资本家手中。其余的 1000 百万英镑作为工资支付给第一部类的工人，从而通过这些工人购买消费资料而间接流回第二部类的资本家手中。由于充当这些交易流通手段的货币周转速度必定高于每年一次，因此用于交换第一部类 4000c 等等所需的货币量并不需要多达 2000 百万英镑。然而，货币流通速度并不影响此处所展现的货币运动的基本性质或路径。


[31]: 关于再生产图式的理论任务与界限的相同观点，见于宇野《经济学原理》（前引书，第69页），以及埃内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J. 德布雷斯英译，伦敦：NLB，1975年，第25页）。



第3篇 作为具体机制的资本运动

第7章 资本间的竞争

[1]: L. 冯·鲍特凯维茨：〈论《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基本理论结构的修正〉（'On the Correction of Marx\'s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Third Volume of Capital'），载保罗·斯威齐编《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与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评》（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by E. von Böhm-Bawerk and Böhm-Bawerk\'s Criticism of Marx by Rudolf Hilferding，纽约：A. M. 凯利出版社，1966年）。


[2]: 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1942年）（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56年），第117页。



[3]: 斯威齐，同上书，第124页。


[4]: 斯威齐，同上书，第122-3页。


[5]: J. 温特尼茨：〈价值与价格：所谓转形问题的一个解〉（'Values and Prices: A Solution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1948年六月）。此后沿用 B-S 记号来表述各争论者的主要论点。


[6]: K. 梅：〈价值与生产价格：关于温特尼茨之解的注记〉（'Value and Price of Production: A Note on Winternitz\'s Solution'），《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1948年十二月），第596-9页。


[7]: R. L. 米克：《经济学与意识形态及其他论文》（Economics and Ideology and Other Essays，伦敦：查普曼与霍尔出版社，1967年），第153页。米克还通过假定工资品工业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等于社会平均水平，主张总价值与总可变资本的比率必须等于总价格与总工资的比率。这一观点承袭了 M. 多布在其《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伦敦：劳特利奇与基根保罗出版社，1937年，第72-3页）中的立场。


[8]: F. 塞顿：〈“转形问题”〉（'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经济研究评论》（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57年六月）。


[9]: H. D. 迪金森：〈对米克“关于转形问题的注记”的评论〉（'A Comment on Meek\'s "Note on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1956年十二月）。


[10]: P. A. 萨缪尔森：〈理解马克思主义剥削概念：马克思主义价值与竞争价格之间所谓转形问题的总结〉（'Understanding the Marxian Notion of Exploitation: A Summary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between Marxian Values and Competitive Prices'），《经济文献学刊》（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第9-2期（1971年六月）。


[11]: M. 森岛：《马克思经济学》（Marx's Economic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7章。


[12]: 同上书，第14章。


[13]: I. 斯蒂德曼：《斯勒法之后的马克思》（Marx after Sraffa，伦敦：NLB，1977年），第202页。


[14]: M. 德赛：《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Marxian Economic Theory，伦敦：巴兹尔·布莱克韦尔与莫特出版社，1974年），第8-12章。


[15]: 例如，S. 希梅尔魏特与 S. 穆洪的〈资本的反常〉（'The Anomalies of Capital'，《资本与阶级》，7［1978年］；以及注7［第5章］中所提及的其他文献），即可作如是理解。


[16]: D. 亚菲：〈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价值与价格〉（'Value and Price in Marx\'s Capital'），《革命共产党人》（Revolutionary Communist），1（1975年一月）。


[17]: D. 莱布曼：〈价值与生产价格：转形问题的政治经济学〉（'Values and Prices of Produc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xxxvii-4（1973-4年冬季号）。


[18]: A. 谢克：〈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转形问题”〉（'Marx\'s Theory of Valu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载 J. 施瓦茨编《资本主义的精妙解剖》（The Subtle Anatomy of Capitalism，圣莫尼卡：固特异出版社，1977年）。


[19]: 置盐信雄：〈马克思“转形”程序的收敛性〉（Convergence of Marx\'s "Transformation" Procedure），《理论经济学》（Riron-Keizaigaku，1973年八月）。


[20]: 下文分析的要点，连同对上述转形争论的评述，最初发表于我的论文〈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A Study of Marx\'s Theory of Value'，《科学与社会》，1976年秋季号），后重印于我的著作《价值与危机》（Value and Crisis，伦敦：冥王星出版社；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80年）。


[21]: 在再生产图式理论中，马克思对两大部类的划分为展示一切社会共有的基本经济法则如何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部得到满足提供了基础。马克思在生产价格理论中构建的五大生产部门模型则具有不同的目的和意义。它是一个展示跨越诸多工业部门的资本主义竞争原则的说明性示例。各个工业部门的产品数量（可设想为横向联系）与社会所需的生产资料和最终消费品总量（可设想为纵向联系）之间的互补社会关系，超出了马克思在生产价格理论中的关注范围。然而，正如同社会投入产出分析所提示的那样，对应于给定的生产过程技术体系和社会需求体系，在产出与投入加消费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需要达到平衡的数量结构。在这方面，一个 B-S 型的三部门模型可以被视为展示了所有 n 种产品中的这种社会平衡。当然，产出与投入之间的这种平衡不可能毫无扰动地维持，而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通过商品不断发生的供过于求与短缺以及由此引起的价格波动而趋势性地得以实现的。



[22]: 如果黄金生产实际上取决于矿山的不同肥沃程度（富集度），那么这也适用于作为金矿的土地的边际最劣等条件。换言之，用于界定 z 的单位黄金中凝结的劳动量，必须以社会所必需的最劣等金矿为基础来计算。社会必要黄金的规模包含某种弹性，因为除直接货币用途外，它还包括各种奢侈用途以及用于贮藏的金条。黄金货币的供应量也可以是灵活的，这不仅取决于新生产的黄金，还取决于货币形式之外现有的黄金存量。结果，与直接反映年产量与作为货币的社会必要黄金之间波动关系的情况相比，市场上黄金货币的相对购买力会相对稳定。尽管如此，从长远来看，价值规律最终仍会根据生产条件调节货币商品黄金的购买力。


[23]: 各工业部门之间的社会必要劳动分配，不能仅仅由生产技术过程的物质数据和实际工资的实物内容完全决定。决定社会劳动分配的另一个条件，是最终消费所必需的商品的数量构成，即马克思所称的“社会需要”体系（例如III，第774页）。社会对各种商品需要的数量构成固然受到劳动力实体价值水平和生产技术条件或生产力水平的影响，但并不完全由此决定。当某种商品的生产超过了社会对其需要而发生过剩时，凝结在其中的价值劳动实体就无法为其生产者完全实现。因此，社会需要体系充当了分配社会劳动的约束，充当了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消极框架或条件。它的作用不是积极的而是消极的，因为资本无论社会需要变成何种构成，都可以在生产的客观条件和实际工资水平的基础上调整其生产规模以适应社会需要，至少在一段时期内相对独立于社会需要的变动。这种相对独立于社会需要的生产条件的相对坚固结构，既是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也是斯拉法理论的基础，在下文的市场价值分析中也必须牢记这一点。



[24]: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除拟定标题外，并未撰写第4章“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的具体内容。恩格斯虽然以有些机械的方式，通过计算不同资本周转期按价值价格计算对利润率的影响，提供了该章内容。结果，流通时间与流通费用的可能波动或差异对利润率的影响一直未得到充分探讨。宇野弘藏指出了这一问题，但在我看来，他在写下如下这段话时，片面强调了产业资本难以将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视为利润率平均化客观基础之一部分的困难：

“由生产期长短差异引起的各工业部门利润率的不平等，可以通过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来解决……相比之下，流通期通常因各个个别资本而异，尽管可能存在少数几种情况，其中流通期的长短由产品本身的品质决定。由于流通期的个别差异而引起的利润率不平等，是无法通过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来消除的。正如后文将要解释的那样，利润的平均化必须通过商业资本的形成来完成，商业资本通过专门从事商品的买卖操作，把产业资本从非生产性的流通费用中解脱出来。”宇野弘藏：《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关根友彦英译（布莱顿：哈威斯特出版社；新泽西州大西洋高地：人文学科出版社，1980年），第79页。



[25]: 相反，当垄断资本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时，各工业部门之间劳动分配不平衡的纠正，以及由此导致的流通期和流通费用的反常现象，必定会受到延缓和阻碍。这种效应还与生产过程中固定资本规模扩大的作用相联系。



[26]: 宇野，前引书，第83页。另见我与横川信治合作初撰、载于前引书《价值与危机》的论文〈马克思的市场价值理论〉（'Marx\'s Theory of Market Value'）。



[27]: 马克思《资本论》第III卷将地租理论置于第6篇，这是在理论上展开剩余价值分配形式的最后一片。它阐明了土地所有的从属地位，以及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作为社会阶级基础的地租，特别是与 D. 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相比而言——李嘉图将第二章专门用于讨论地租，置于关于工资和利润的各章之前，其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因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引起的地租趋向性增加。李嘉图的理论结构反映了他对《谷物法》和土地贵族利益在政治上的反对。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马克思对地租的理论处理及其在《资本论》中的位置表明，资本本身的运动规律决定了资本主义下土地所有的消极与从属地位。这意味着，核心的社会经济问题不在于土地贵族与产业资本家之间年产品的分配关系，而在于建立在剥削雇佣工人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果我们按照地租的主要内容作为生产价格理论的应用，将其直接置于市场生产价格理论之后，土地所有对资本运动规律的从属性就会变得更加清晰。



[28]: 在现代土地所有与资本主义土地所有之间必定存在着概念上的鸿沟，尽管我们在资本主义原理论中无法具体探讨除资本主义形态之外的各种现代土地所有形态。马克思似乎将现代土地所有与资本主义土地所有等同起来，不少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也追随了他。例如，在 R. 默里所概括的“现代土地所有的四个主要特征”中，我们读到：“a）产权可以买卖”，以及“c）地主的地租报酬不再直接从农业劳动中占有，而是作为来自资本主义农场主的现金剩余支付来收取”（R. 默里：〈价值与地租理论（part I）〉，载《资本与阶级》，3，1977年秋季号，第113页）。在我看来，特征 a）对于一般的现代土地所有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往往并不与特定资本主义的特征 c）相结合。作为城市工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历史前提，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解体与现代私有制的建立通常是不可或缺的，但农村地区建立基于雇佣工人的完全资本主义化的农业却并非必要前提，正如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所证明的那样，这一条件实际上被省去了。即便在英格兰，具备特征 c）的完全资本主义农场也并未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统计数据显示，主要依靠家庭内部劳动力维持的100英亩以下的小农场，占农场总数的75.4%，占耕地总面积的28.9%（1885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农业报告；J.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第二册，1933年，第264-5页）。

在大内力《地租与土地所有》（Ground-Rent and Landed Property，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58年）和日高普《地租理论研究》（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Ground-Rent，东京：时潮社，1962年）中，作者主张必须从土地所有的不存在出发，通过地租理论来论证土地所有形成的逻辑必然性。这是为了强调资本主义土地所有的逻辑内容只能通过资本主义地租理论来给出。然而在我看来，这种立场模糊了一般现代土地所有与特定资本主义土地所有之间的概念区别，并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土地现代私有制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历史前提。



[29]: 引用马克思的话：“就建筑地段而言，亚当·斯密已经阐明，它的地租的基础，和一切非农业土地的地租一样，是由本来的农业地租调节的（第一篇第十一章，2和3）”（III，第908页）。虽然确定地租量的逻辑与农业地租十分相似，但城市地区的非农业地租并不能如斯密所界定的那样由本来的农业地租来调节。原因之一是，城市建筑地段的地租“其特征在于位置对级差地租施加的决定性影响”。它的特征还在于“在许多情况下垄断价格的普遍存在，特别是在对贫困的最无耻的剥削中”（III，第908页）。


[30]: 这一立场以 L. Y. 柳比莫夫《地租的理论大纲》（Theoretical Outline of Ground Rent，1930年，松村敏夫译，东京：Nauka，1934年）为代表。该立场被视作正统，并为日本讲座派理论家所继承，如山田胜次郎在其《地租论争批判》（A Critique of Controversy on the Theory of Rent，东京：同友社，1948年）等著作中所主张的那样。与此相对，日本劳农派以及后来的宇野学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向坂逸郎在其《地租理论研究》（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Rent，东京：改造社，1930年）和铃木鸿一郎在其《地租论争》（Controversy on the Theory of Rent，东京：劲草书房，1952年）中则主张，级差地租的源泉必定是重新分配的社会剩余价值总量的一部分。关于讲座派、劳农派与宇野学派，以及日本地租理论论争的简要概述，参见我的《价值与危机》（前引书）第1章。R. 默里在这方面与正统的俄国及讲座派路线较为一致，他指出：“因此，［级差——伊藤诚注］地租的增加代表了对农业劳动所生产的增加的剩余价值的占有，而不是对整个经济中既定剩余价值总量的扣除。”（〈价值与地租理论（part I）〉，前引书，第103页）。令人遗憾的是，我无法同意这一点，尽管我完全赞同默里的一般命题，即“在一切情况下，地租都是对社会总价值的扣除，并受劳动所生产的总价值的限制”（同上书，第102页）。


[31]: 在这里必须清楚地牢记实际工资、作为劳动力价值形式的名义工资与劳动力价值实体之间的概念区别。这对于研究级差地租和劳动力价值的变动尤为重要。例如，假定在缩小的再生产规模下（历史上譬如在前一时期），最劣等的 A 类土地被排挤出耕作。那么表7.7中的 B 类土地就会成为市场生产价格的调节性条件。小麦的支配价格将降至每夸特30先令，从而使 B 地块上的级差地租为0，C 地块上仅为30先令，D 地块上为60先令。此时9夸特的小麦产量仅产生90先令的级差地租，而10夸特的小麦产量在表7.7中产生了360先令的地租。在维持每小时劳动提供相同数量小麦的实际工资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作为劳动力价值形式的名义工资就小麦部分而言要减半。然而，通过其价值形式所能获得的劳动力价值实体并没有减少那么多，因为“实际生产价格”仅从每夸特24先令降至每夸特20先令（180先令 / 9夸特）。因此，在实际工资水平相同的前提下，本例中的数量变化幅度由小到大依次为：劳动力价值实体、作为劳动力价值形式的名义工资，以及在实体和形式上的级差地租额。



[32]: 然而，宇野并未彻底阐明级差地租的实体源泉，而仅仅停留在引用马克思关于被视为消费者的社会所支付的“虚假的社会价值”的概念上（宇野：《经济学原理》，前引书，第98、104页）。他将转化为级差地租的作为“虚假的社会价值”的超额利润，与在生产方法改良过程中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区分开来，理由是后者与前者不同，可以被认定为作为一般经济规律之一部分的一切社会共有的革新成本。尽管这种区分具有启发性，且有助于阐明这两种超额利润的不同社会职能与性质，但它并不能证明其中任何一种在作为社会剩余价值实体的总剩余劳动之外拥有某种特殊的源泉。因此，在这一点上我的立场与宇野不同。


[33]: 宇野在根据农产品的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界定绝对地租这一点上也追随了马克思（同上书，第102页）。这与宇野在很大程度上追随马克思来处理转形问题是一致的。在宇野学派理论家中，正是大内力与日高普（见前引书）的贡献，开启了对马克思遗留下来的这一问题的理论批判与解决。



第8章 资本的动员

[1]: 当垄断资本占据主导地位时，其产品市场价格的竞争性运动往往被规避。结果，市场在重新调节社会劳动错误配置方面的信息职能就会被削弱，而售卖时间的延长以及工厂产能闲置程度的影响，在决定个别利润率和劳动分配调整的必要方向方面就会变得重要得多。


[2]: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4篇开篇指出：“商人资本或贸易资本，分为两个形式或亚种：商业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为了分析资本的基本内在结构，我们现在要在必要的限度内，进一步区分这两种资本。这之所以更加必要，是因为现代经济学，甚至其最优秀的代表，也直接把贸易资本和产业资本混为一谈，事实上完全忽略了贸易资本的特有属性。”（III，第379页）。尽管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涉及流通过程中货币技术性运动的货币经营（如保管、汇兑或托收，特别是国际汇兑业务）曾是商人资本以及高利贷资本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并不能构成独立的资本亚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经营在很大程度上被吸收为银行业务的一个方面，而银行业务在理论上必须与商业资本相区分。因此，假定流通中的两种资本形式（商品和货币）会成为两种不同贸易资本亚种的独立对象，就未免过于形式主义了。虽然银行资本也是一种贸易资本，但正如我们将在第8.2节中所见，其主要业务并非仅仅涉及货币的技术性运动。



[3]: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6章关于流通费用的分析中，将“由商品生产的特殊性质”或“由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殊性质”引起的费用界定为非生产性的，它们不进入商品价值，而是构成对价值的扣除或损失，这与一切社会生产所共有的费用截然不同（II，第217、225页）。尽管工人在某种意义上受到了剥削——例如在一个工作日中付出8小时劳动，而作为其劳动力价值实体仅获得譬如4小时的劳动——但为此类非生产性流通费用所雇用的工人在这方面并不能增加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商业资本雇用的工人以及第三产业其他部门的工人，在其属于一切社会生产所共有的劳动方面（如仓储、运输或修理的某些部分），则会增加价值和剩余价值。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的相对增长，实际上并不意味着非生产性劳动的直接成比例增长。


[4]: 因此，商业资本在纯粹流通费用上的投入，就价值形成而言作为非生产费用（faux frais，II，第214页），反而会产生减少整个资本与费用中闲置或消极部分的积极效应。这是山口重克在其《竞争与商业资本》（Competition and Commercial Capital，东京：岩波书店，1983年）中在理论上所强调的观点。


[5]: 例如，日本家庭的高储蓄率在过去三十年里结构上并未发生太大改变，其储蓄率仍保持在 17% 以上（1983年，相比之下美国为 5.2%，英国为 7%），尽管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城市化显著推进，且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工人收入陷入停滞。


[6]: C. 帕尼科：〈马克思对利息率与利润率关系的分析〉（'Marx\'s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ate of Interest and the Rate of Profit'），《剑桥经济学学报》（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第4-4期（1980年十二月），第373页。


[7]: B. 法因：〈银行资本与利息理论〉（'Banking Capital and the Theory of Interest'），《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XLIX-4（1985-6年冬季号），第391页。尽管法因并未且大概也无法参阅该书，但修正马克思这一数值算例的相同观点早已由 D. I. 罗森堡在其《〈资本论〉评注》（Commentary for Capital，俄文初版1931年，第二版1961年；日文第二版由宇高基辅、副岛种典合译，东京：青木书店，1962年，第4卷，第239页）中提出。



[8]: 宇野弘藏：《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关根友彦英译（布莱顿：哈威斯特出版社；新泽西州大西洋高地：人文学科出版社，1980年），第114页。


[9]: 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通过兼并运动，在英格兰形成了拥有全国性分支机构网络的巨型股份银行。“直到该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英格兰的银行体系仍属于所谓的‘单一制’银行体系。在不同地区的金融需求差异甚至比现在还要悬殊的时代，一个地方化的银行体系只有通过某种中央资金池才能有效运转，通过这个资金池，某一类型地区（农业区）的信用盈余与另一类型地区（工业区）的信用不足才能实现调剂平衡。贴现市场（及其必然伴随物短期贷款市场）被证明正是这样一个资金池，同时也是抽取和注入资金的管道网络。”（W. T. C. 金：《伦敦贴现市场史》［History of the London Discount Market］，伦敦：乔治·劳特利奇父子出版社，1936年，第xii—xiii页）。与后来的分支行制银行体系不同，单一制银行体系中的银行规模相对较小，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之间的竞争性更强。其主要的信用形式是商业汇票贴现，处理支票的业务还不多。


[10]: 利润在质上分割为利息和企业利润，意味着利润划分为这两个部分变得普遍化，而不仅限于借入资本所赚取的利润。结果，甚至“使用自有资本运作的资本家，以及使用借入资本运作的资本家，都把自己的总利润划分为归作为所有者、作为把自己资本贷给自己借贷者的他所有的利息，以及归作为积极的职能资本家的他所有的企业利润”（III，第498页）。这种理论思路在英国古典学派传统中并不存在。是 G. 拉姆齐在《论财富的分配》（An Essa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爱丁堡，1836年，例如第193、210页）中在李嘉图之后追随 J.-B. 萨伊或 H. 施托尔希发展了这类理论，并在此点上影响了马克思。然而，扣除自有资本利息后剩余的利润额，通常或多或少与自有资本额成比例，即使从常识的角度来看，也不能完全归因于作为企业家才能的资本主义活动。


[11]: 宇野弘藏重构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5篇中利息理论的结构，在其《经济学原理》（前引书）中将作为剩余价值一种形式的利息理论直接从信用制度理论开始阐述。然而，宇野试图通过强调商业资本代表流通中资本主义活动的特殊性质，来维持马克思关于利润在质上分割的理论。在宇野的《原理》中，在货币市场存在一般利息率的前提下，利润在质上划分为利息与企业利润肇始于商业资本，随后作为资本自动成为生息资本的资本拜物教最高形式而被普遍化。尽管在资本家中间必定会出现对自动生息资本的拜物教信念，但它未必与利润在质上分割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而且把它展示为资本运动规律基本机制的本质表现形式似乎相当困难。因此，尽管宇野作出了这种尝试，但我对阐明利润在质上分割为利息和企业利润的理论可能性与适切性持怀疑态度。



[12]: 马克思引用 W. 利瑟姆的话来说明商业信用总量的实际规模。汇票金额“在1839年整年中……为 528,493,842 英镑”。汇票构成了“在金额上大于其余一切组成部分总和的一个组成部分”（III，第526页）。这 528 百万英镑甚至高于估计为 452 ［百万英镑］（1841年）的国民总收入（参见 B. R. 米切尔：《英国历史统计摘要》［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366页）。根据 W. 纽马奇在1857年向《银行法》委员会提供的证词，“联合王国的钞票流通总额，包括这些 1 英镑钞票在内，为 39 百万英镑”。“黄金流通额为 70 百万英镑”（III，第656页）。当作为近代货币主义者先驱的通货学派遵循货币数量论，主张必须根据一国黄金数量的变动来控制银行券数量以消除剧烈的物价波动和危机时，他们显然未能考虑到通过来自下层的商业信用引起需求弹性扩张从而导致物价波动的可能性。虽然银行学派批评了通货学派的这一弱点，但他们往往片面假定一切商业票据的健全性，忽视了在投机性和虚假交易中利用商业信用的现实可能性。


[13]: 在我们的原理论中，汇聚到银行中的借贷货币资本也必须被理解为源于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周转过程中的闲置货币资本，例如折旧基金、积累基金或用于应对物价波动的准备金。换言之，可供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用来获取利润的货币资金并不会用于贷款，也不会被动员为信用，特别是因为通过贷款获得的利息率通常低于通过实际投资获得的利润率。马克思在其抽象的形式生息资本理论开篇所持的如下立场在这方面是不可取的：“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货币……可以转化为资本……这样，货币除了具有作为货币的使用价值之外，还获得了一种追加的使用价值，即作为资本发挥职能的能力。在这里，它的使用价值恰恰在于它转化为资本时所生产的利润。在这种作为潜在资本的资格下，作为生产利润的手段，它变成了商品，但一种特殊的商品。或者说是一回事，资本变成了商品。”（III，第459-60页）。从所有者的角度来看，只有他无法转化为实际资本的货币，才可以动员为信用。而且，即便是通过银行以生息资本形式贷出的东西，仍然是货币，是作为货币基金的特殊商品，而不是资本本身在现实过程中获取利润的能力意义上的商品形式。尽管马克思提出了上述命题，我们必须将资本市场中在股份资本上实现的资本的商品形式，与信用体系中在生息资本形式上的货币的商品形式区别开来。



[14]: 恩格斯认为，在银行进行汇票贴现的场合，“根本谈不上［资本——伊藤诚注］预付，而纯粹是一般的买卖”，而在资本家“凭借个人信用获得银行预付金额”的场合，才存在“真正的资本预付”（III，第587-8页）。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商业票据贴现是银行信用的基本形式，远比个人信用预付的情况重要得多，更进一步说，它是信用体系总体机制的一部分，通过该机制，即便利息形式表现为商业票据与作为特殊商品的货币资金之间的交易，闲置资本也可以被动员起来加速资本价值增殖的运动。此外，将商业汇票出售给银行，使作为汇票最后背书人的资本家在“违约不付款时对银行负有清偿责任”（III，第588页），这与普通商品买卖截然不同。

鲁道夫·希法亭在《金融资本》（Finance Capital，M. 瓦特尼克与 S. 戈登英译，伦敦、波士顿与亨利：劳特利奇与基根保罗出版社，1981年）第5章中，为信用的基础理论引入了流通信用与资本（投资）信用之间的新概念区分。这种区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恩格斯的上述表述。流通信用的概念在于通过不使用货币便利商品转移而“充当货币的替代物”（第83页），在这方面包括采取商业汇票贴现形式的银行信用。与此相对，“将无论何种闲置货币转化为活跃货币资本的信用，被称为资本（或投资）信用”（第87页）。尽管《金融资本》对马克思主义信用制度研究作出了首创性的重要贡献，但这里的概念区分是令人困惑的，因为采取贴现形式的银行信用在寻求贴现的资本家手中也实质性地将闲置货币转化为了活跃的货币资本。因此，希法亭的区分绝不能替代马克思关于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的区分。希法亭关于资本信用新概念的实际背景是：德国各银行在产业资本家构建固定资本时向其提供了巨额长期信用，最终形成了受银行控制的德国式金融资本。这是一个关于对理论抽象的历史基础欠缺审慎如何在资本主义原理论某些部分造成混乱的例证。



[15]: 在信用制度历史上不断变迁的各种组织中，各种形式的私人与个别银行债务及信用的创造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始终存在。即使在“管理”货币制度下，这也是界定和衡量货币数量困难的根源，并且使得国家通过操纵货币供应量来有效控制总需求变得更加困难，正如我们在近来重新推行的货币主义政策试验中所看到的那样。



[16]: 1844年皮尔《银行法》通过时，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境内，有 8.63 百万英镑的地方银行券在流通，此外还有 21 百万英镑的英格兰银行券。此外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也有重要的发钞行。自由主义时期的英国信用制度的发展与国际信用交易形式非常相似，这与资本主义将原本外部的经济交往形式转化为内部社会秩序的根本特征相一致。


[17]: 事实上，英格兰银行当时并未发行面额低于 5 英镑的纸币，即使它们拥有将其纸币作为法定货币发行的特权。5 英镑的面额在支付和收取女纺纱工每周至多 12 先令（0.6 英镑）的工资时显然是无法使用的。


[18]: 例如，自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起，在英国，向海外贷款机会的增加似乎超过了食利者阶级及其可贷资产的趋向性增长，从而使利息率保持在高于有利于国内产业投资水平的态势。相比之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尽管食利者阶级人数较少，但凭借普通民众的高储蓄率所维持的相对较低的利息率，促进了快速的产业积累。


[19]: 帕尼科，前引书，第377页。


[20]: 在日本宇野学派理论家之间，关于股份资本的职能能否在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予以阐述，存在着方法论上的争论。宇野本人仅把工业股份公司形态视为作为自动生息资本的资本的一个事实例证，这一形态是利润在质上分割为利息和企业利润的结果。用他的话来说：“因采用日益沉重的固定资本装备而推动的股份公司（公司制）体系在工业中的普及，开启了所谓‘金融资本’的时代，并带来了一系列完全超出纯粹资本主义理论范围的新现象。”（宇野，前引书，第125页）。这与他的一贯基本方法论相符，即从截至十九世纪中叶日益发展为一个拥有三大阶级的完备资本主义社会的英国资本主义历史经验中，推导出作为基本原理体系的纯粹资本主义理论。在他的追随者中，铃木鸿一郎在其主编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2卷本，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0-2年）中、岩田弘在《世界资本主义》（World Capitalism，东京：未来社，1964年）中以及笔者在《价值与资本理论》（The Theory of Value and Capital，东京：岩波书店，1981年）中，主张扩大基本原理抽象的历史基础，首要目的是使股份资本及其重大社会职能的基础理论更加完备。然而，这种立场并不否定在更高层次的研究中，对在各国构成金融资本的巨型股份公司的不同特征和发展类型进行更为具体研究的必要性。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而言，与英美的其他类型金融资本相比，必须审慎强调德国金融资本的特殊发展，包括其与银行之间特有的紧密联系。然而，在我看来，只要我们不拘泥于将十九世纪中叶之前的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作为我们抽象的基础，股份资本的形式和职能对这些不同类型的金融资本来说仍然是共同的，并使我们能够在基本原理层面上对它们进行分析。



[21]: 马克思在谈到股份公司促进资本融合的作用时，并未阐明资本集中的界限，他说：“在任何一个工业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个别资本融合为一个单个资本，集中就会达到它的极限。在一个给定的社会中，只有当整个社会资本结合在单个资本家手中或单个公司手中时，才会达到这个极限。”（II，第779页）。以铁路为代表的采取股份资本形式的大规模企业初始发展阶段，可能使他能够抽象地推测出此类极端情况。相比之下，在巨型公司成熟阶段的基础上，V. I. 列宁敏锐地指出：“并不是在每一个工业部门中都有大规模企业”（V. I.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1917年，北京：外文出版社，1973年，第14页）。即使在大规模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重工业中，由单一公司实行完全垄断的局面也从未实现。我认为，这绝非偶然或不成熟的事实，而是与建立在个人逐利动机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的根本限制在逻辑上相关联的。即使巨型股份资本也无法逃脱这种限制。


[22]: 这里当然隐含着大规模股份资本的垄断行为。然而，与生产价格不同，垄断价格的决定无法在基本原理中提出。超出这些基本原理、应当在更具体研究层面上加以分析的一切具体条件——诸如主要市场的范围、需求性质或弹性、垄断组织的结构及其在公司间的实力对比、与外国对手的竞争等等——必定会影响垄断价格的水平。除了模糊地界定为垄断价格使公司能够通过转移其他资本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或工人及中产阶级收入的一部分价值，从而获得高于一般利润率或自由竞争中所能获得的利润率之外，在我们目前的讨论层面上，关于垄断价格无法多谈。同样，必须在其所有具体组织形式中加以分析的垄断资本，及其对社会经济过程以及国家政策的影响，也无法在此明确讨论。


[23]: 希法亭：《金融资本》，前引书，第118-19页。


[24]: 同上书，第119页。


[25]: 同上书，第115-16页。


[26]: 同上书，第112页。Gründergewinn（创办利润）译为英文时，可能译为“founder\'s gain”（创办人收益）比“promoter\'s profit”（发起人利润）更恰当。实际上，当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时，它是由企业的创办人获得的，而不仅由推进这种改组和股票发售的发起人获得。然而，希法亭假定由银行推动个别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并在最初认购和掌握全部股票以便最终在资本市场上出售。在那种情况下，Gründergewinn 的大部分往往实际上流入了作为发起人的银行手中。与此同时，认购企业全部股票的初始投资，不是被理解为创办人的实际投资额，而是被理解为与平均利润率（p）相比的企业年收益（Y）的估算价格；因此在希法亭的公式中，“发起人利润”（P）定义如下：


P=100Yd−100YP

其中股息（收益率）（d）被认为等同于利息率（同上书，第114页）。如果企业的创办人能够设法自行将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并自行或通过股票经纪人支付较少佣金和费用出售股票，那么扣除项就可以更接近实际投资额。



[27]: 同上书，第111-12页。



[28]: 同上书，第129页。



[29]: 从历史上看，土地的商品形式及其通过地租资本化定价，远早于工业股份公司的发展。最初主要按现有利息率估算的政府年利息支付资本化总额所决定的价格进行国债交易的资本市场的形成，也远远早于工业股份公司。甚至股份公司形式本身，早在重商主义阶段就已经作为结合商人资本进行合资冒险的组织形式出现了。因此，正如我们在许多其他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样，产业资本在这里也没有凭空创造组织自身所依据的那些形式。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整个自由主义阶段，股份资本形式及其年利润率的资本化方式在工业企业中并未普及；这些形式后来在帝国主义阶段才普及到核心工业部门，从而完成了整个经济的商品化。



[30]: 由于希法亭的金融资本概念过于排他性地建立在德国的经验之上（尤其是关于银行的作用），保罗·斯威齐在《资本主义发展论》（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56年，第267-9页）中主张，用“垄断资本”而非“金融资本”作为界定资本主义最新阶段占统治地位资本的更为恰当的术语。如果我们能够在基本原理内部确立股份资本的基础理论，作为分析具有国别差异的统治性巨型公司的共同逻辑标准，那么“金融资本”一词就可以保留为我们时代统治性资本的核心概念，而不局限于德国类型。在对此类金融资本的分析中，垄断组织及其运转机制无疑必须作为需要阐明的最重要方面之一。与“垄断资本”相比，“金融资本”一词的优势在于其更广泛的理论意涵，它看到了金融形式与金融组织对于资本运动的重要性。股份资本的基础理论将充当这种在其现实过程中着重包含垄断要素的金融资本概念的参照框架。



第9章 商业周期与危机

[1]: G. 哈伯勒：《繁荣与萧条》（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伦敦：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37年，第四版，1964年），第7页。


[2]: 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Finance Capital），M. 瓦特尼克与 S. 戈登英译（伦敦、波士顿与亨利：劳特利奇与基根保罗出版社，1981年），第261页。


[3]: 来自马克思著作的进一步文献引证见伊藤诚《价值与危机》（Value and Crisis，伦敦：冥王星出版社；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80年）第4章，其中分析了马克思危机理论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经由《剩余价值理论》到《资本论》的形成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资本过剩理论的劳动力短缺变体是在《资本论》中首次表述出来的。


[4]: 这种态度在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支持危机理论的消费不足论变体而反对其他变体。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仍然可以看到类似的态度，尽管他们有时持有不同立场。例如，J. 威克斯在其论文〈积累过程与“利润挤压”假说〉（'The Process of Accumulation and the "Profit Squeeze" Hypothesis'，《科学与社会》，1979年秋季号，第259、279页）中，斥责我的劳动力短缺型危机理论是“有利于李嘉图［贡献］的大倒退……”，并暗示给“更精巧的各种消费不足论”“更高的分数”；而本·法因与劳伦斯·哈里斯在其《重读〈资本论〉》（Rereading 'Capital'，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79年，第80页）中，将我的分析定性为“新李嘉图主义观点”，含糊地倾向于资本过剩理论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变体。在我的论文〈论马克思的积累理论：答威克斯〉（'On Marx\'s Theory of Accumulation: A Reply to Weeks'，《科学与社会》，1981年春季号，第76页）中，我已经批评了这些指责是不公且令人困惑的，因为如果这样的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终且特有地表述出的危机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也必须被称为“李嘉图主义的”或“新李嘉图主义的”，而李嘉图和新李嘉图学派实际上从未试图建立过危机理论。


[5]: M.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的产业危机》（Les Crises Industrielles en Angleterre，J. 查皮罗法译，巴黎：M. 吉亚尔与 É. 布里埃出版社，1913年）以及希法亭《金融资本》（前引书第4篇）等，是危机理论中商品过剩论的比例失调型的代表性例证。针对这些观点，K. 考茨基在《新时代》（Neue Zeit，第20卷第2期，1901-2年；第29卷第2期，1911年）上发表的〈危机理论〉（'Krisentheorien'）与〈金融资本与危机〉（'Finanzkapital und Krisen'），以及 N. 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Imperialis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R. 维希曼英译，纽约与伦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2年），将消费不足论变体的危机理论主张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在由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发起的这些经典争论中，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理论被广泛用来展示维持图式各项目之间平衡的困难，尽管正如我们在第6章第6.3节所见，再生产图式在本质上并不适合用来证明周期性危机的逻辑必然性（而不仅是可能性）。近代以来，保罗·斯威齐在《资本主义发展论》（1942年，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56年）第10章及其其他论著中，追随了消费不足论类型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



[6]: 例如，置盐信雄在《积累论》（The Theory of Accumulation，东京：筑摩书房，1976年）中，在雇佣工人的有效需求与社会日益增长的生产力之间失衡的累积过程模型中，提出了一种精巧形态的消费不足论。在他的模型中，由于实际工资受到限制而导致的有效需求持续短缺，可以被投资需求充分平衡有余，从而在繁荣阶段引起商品价格上涨或通货膨胀。随着这种物价上涨，实际工资必然进一步下降，以致劳动力的再生产变得无法维持。通过危机逆转这样一种积累过程，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赖以生存所必需的。尽管置盐依次在累积性上升和下降失衡过程的逆转中看到了价值规律的作用，但他往往否定在繁荣过程中价值规律以相对稳定性重新调节供求失衡的作用。此外我也难以赞同他的认识，即认为在实际繁荣过程中实际工资必然下降，而事实上扩大的就业造成了劳动力的短缺。


[7]: 亨利克·格罗斯曼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与崩溃规律》（Das Akkumulations und Zusammenbruck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莱比锡：希施费尔德出版社，1929年）中，假定可变资本每年增长5%，不变资本每年增长10%，剩余价值率恒定为100%，以展示由于供资本家消费的剩余价值部分消失而导致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E. 普赖泽尔在〈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本质〉（'Das Wesen der Marxschen Krisentheorie'，载《弗朗茨·奥本海默纪念文集——经济与社会》［Festschrift für Franz Oppenheimer –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法兰克福：法兰克福社团印刷所，1924年）关于利润率突然下降的算例中，假定了如劳动力短缺论所设想的剩余价值率的下降。M. 多布在《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伦敦：劳特利奇与基根保罗出版社，1937年）第4章以及埃内斯特·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J. 德布雷斯英译，伦敦：新左翼书局，1975年）中，采用多重因果进路将这种危机理论变体与不断变化的情势结合起来。D. 亚菲在〈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资本与国家理论〉（'The Marxian Theory of Crisis, Capital and the State'，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大会通报》，1972年冬季号）中，以及 P. 布洛克与 D. 亚菲在〈通货膨胀、危机与战后繁荣〉（'Inflation, the Crisis, and the Postwar Boom'，载《革命共产党人》，第3/4期，1975年十一月）中，纯粹立足于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作为危机的因果基础。A. 谢克在〈危机理论史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risis Theories'，载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编《危机中的美国资本主义》［U.S. Capitalism in Crisis］，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8年）中对此后一种进路给予了肯定评价。



[8]: 在日本宇野学派之外，O. 鲍威尔发表于《新时代》（Neue Zeit，第31卷第1期，1913年）的《资本积累》（'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以及P. 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第9章，曾试图从马克思那里引申出危机理论的这种变体，尽管在与积累理论和信用理论的关联上不够精深。作为宇野学派的代表作，可以提及K. 宇野《恐慌论》（[Theory of Crisis]，东京：岩波书店，1953年），以及紧随其后的M. 伊藤《信用与危机》（[Credit and Crisis]，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73年）和《价值与危机》（Value and Crisis，前引书）。


[9]: 例如，威克斯，前引书（见本节注4），第268页。


[10]: 我将大量参考我本节注4中引用的论文《论马克思的积累理论》（'On Marx's Theory of Accumulation'）。以下摘要主要摘录自该文。


[11]: 有时，马克思以资本构成不变为假定的资本积累理论，被解读为仅涉及工业革命之前资本主义的原始阶段。但这种解读难称令人满意，因为马克思明确论及工资与劳动力市场的完整周期性运动，恰恰是参照了这种原始阶段所不存在的已确立的商业周期。然而，如果不考虑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在理论上构建完整的商业周期理论尚为时过早。


[12]: 斯威齐，前引书，第149页。


[13]: K.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M. 尼古拉斯英译（米德尔塞克斯郡哈蒙兹沃思：企鹅图书，1973年），第766页。


[14]: 例如，在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虽然资本有机构成显著提高，但雇佣工人的就业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绝对且持续地增长。例如在1955年至1970年期间，尽管以1970年美元计的日本企业人均资本增长了三倍以上，但农林业在业人口比例由于被不断吸收到城市劳动力队伍中，从36.1%下降到16.5%。其结果必然发生劳动力短缺型的资本过剩积累并伴随工资上涨。因此，只要现有固定资本被充分利用且不愿被废弃，即使资本有机构成在提高，持续且有利可图的资本积累迟早也会引起相对于劳动人口的过剩积累。在常规商业周期的原理论中，这种过剩积累更有力地被证明是资本有机构成相对不变的资本积累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15]: 在通过信用制度的运行分析货币资本积累与现实资本积累之间的动态关系时，马克思首先将现实资本界定为“商品资本与生产资本”（III，第607页）。然而，在他对现实资本与货币市场中借贷货币资本积累之间动态关系的分析中，现实资本实际上被当作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来处理。我遵循了这一用语，因为商业周期的整个过程必须通过考察产业资本加商业资本（而不仅仅是它们循环中作为特定形式的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积累与货币市场中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分析。



[16]: 工会谈判能力挤压利润率的这种能力，在A. 格林与B. 萨克利夫的《英国资本主义、工人与利润挤压》（British Capitalism, Workers and the Profit Squeeze，米德尔塞克斯郡哈蒙兹沃思：企鹅图书，1972年），以及P. 阿姆斯特朗、A. 格林、G. 哈里森的《二战以来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since World War II，伦敦：丰塔纳出版社，1984年）中得到了强调。


[17]: D. 李嘉图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效应，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11章“工资的普遍波动对生产价格的影响”中对其作了更为系统的论述。


[18]: 尽管我从根本上依赖K. 宇野的危机理论，但我不同意他的这一立场，即认为繁荣末期的投机发展应当仅被视作事实上的现象，而不具备逻辑必然性。在他的论述中，商业资本和投机交易的作用仅被提及为表面特征，往往掩盖了导致危机的资本积累的根本困境。在这种论述下，我担心利息率急剧上升的逻辑必然性以及导致严重危机的贸易崩溃过程将无法在其实际形态中展现出来。


[19]: 强调马克思理论的这一方面，并试图通过信用制度和利息率的运行来证明周期性危机的逻辑必然性，是宇野及其追随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之一。这符合他们的立场，即除了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生产关系实质之外，还强调其形式和机制的重要性。

P. 布洛克与D. 亚菲的《通货膨胀、危机与战后繁荣》（'Inflation, the Crisis, and the Postwar Boom'，载《革命共产主义者》[Revolutionary Communist]，3/4，Nov 1975），包含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考察信用机制如何运作直至危机的罕见尝试之一，尽管该文建立在资本过剩危机理论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变体之上，因而与宇野学派有所不同。



[20]: 在十九世纪中叶商业周期的实际过程中，英格兰银行黄金储备的外流通过收紧货币市场，预示了周期性危机的爆发。它往往交替表现为流向外国的外流，继而表现为流向国内流通的内部流失。尽管“除1837年可能例外，真正的危机总是在汇率变动之后，即贵金属的输入再次压倒输出之后才爆发”（III，第702页），但通常流向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内部流失往往紧随这一变动，且基本上具有相似的性质，实际上往往包含着隐蔽的持续流向国外的倾向。原理论必须反映那个时期信用制度的性质与运行，该制度以同质的方式和相同的形式组织了国内与对外交易。



[21]: 这正是货币表现为财富的唯一化身之时刻，正如金银主义者所相信的那样，因此“信用制度向货币制度的突然转变，把理论上的恐惧加到实际上业已存在的恐慌之上”（K.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0年，第146页）。


[22]: 在这方面，商品过剩危机理论所强调的资本主义困境的那些方面决不可忽视。如果不从理论上明确这些方面的位置并妥善阐明其相关性，劳动力短缺型的资本过剩理论就难称完整。


[23]: 继宇野的危机理论之后，M. 吉富在K. 铃木编《信用论研究》（[Studies in Credit Theory]，东京：法政大学出版社，1961年）中的《信用与商业周期》（'[Credit and Business Cycles]'），以及K. 马场《世界经济的中心与外围》（[The World Economy, Its Centre and Periphery]，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73年），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在这一方向上给出了解决方案。


[24]: 这或许就是货币政策在操作官方利息率以促进萧条后复苏时往往收效甚微的原因。在理解降低的利息率为何无法非常有效地重新激活现实资本投资时，必须牢记我们在第8章第8.2节中讨论过的利润率决定与利息率决定之间的根本区别。


[25]: 这意味着，为了在实际萧条的压力下维持实际工资率，包括工会力量在内的抗衡性社会因素是十分必要的。


[26]: K. 宇野在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问题》（[Problems in Marxian Economics]，东京：岩波书店，1969年）中的《危机理论的任务》（[The Tasks of the Crisis Theory]）一文中主张，雇佣工人必需生活资料的内容是通过资本主义商业周期过程决定的。由此寻求了价值理论与危机理论之间的联系，并批判了认为实际工资完全在资本主义运动规律之外决定的错误观点。然而，我无法完全赞同他似乎忽略了实际工资决定中的“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可能包括社会力量），即便是在原理论中也是如此。


[27]: 围绕这一问题，E. S. 瓦尔加、R. 希法亭、K. 考茨基和O. 鲍威尔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者结合当时实际物价水平上涨的情况，在《新时代》（Neue Zeit，30，Bd 1-7-31，Bd 1-16，Nov 1911-Jan 1913）中展开了一场有趣的论战。论战中的文章被收录并翻译在S. 笠《黄金与物价》（[Gold and Pices]，东京：同人社，1932年）中。


[28]: 例如，P. 阿姆斯特朗、A. 格林、J. 哈里森的《二战以来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since World War II，伦敦：丰塔纳出版社，1984年）等著作以经验事实表明，这方面的过剩积累是近期大萧条开端的主要原因。


[29]: 在12 September 1880致N. F. 丹尼尔逊的信中，马克思注意到在眼下的危机中，伦敦汇票市场的崩溃并未出现，而这过去曾构成英格兰周期性危机的高峰。1873年和1890年的危机也是如此。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一个脚注中写道：“周期过程的急性形式连同它过去的十年周期，似乎已经让位给一种比较慢性的、长期的交替，这种交替在不同时期影响着各个不同的工业国，表现为贸易的相对短暂和微弱的好转与相对漫长而无结果的萧条之间的交替”（III，第620页）。尽管恩格斯提出了各种因素作为这种商业周期形变的原因，例如交通与通信工具的发展、相互竞争的工业国的形成、卡特尔与托拉斯的建立，或者欧洲过剩资本在世界各地的投资日益增加，但一个根本要素应当在于应对过度庞大的固定资本的困难。在这方面，R. 希法亭在《金融资本》第20章中对该问题的论述既不充分也不透彻。希法亭在那里强调，卡特尔的形成尤其缓解了危机的尖锐性，同时却加剧了非卡特尔化工业部门的困境。



[30]: 这一观点的代表作是P. A. 巴兰与P. 斯威齐的《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纽约与伦敦：每月评论出版社，1966年）。


[31]: 帕尔乌斯（化名A. 赫尔芬德），《商业危机与工会》（Die Handelskrisen und die Gewerkschaften，慕尼黑：M. 恩斯特，1901年）。K. 考茨基，“黄金生产的变化与物价飞涨性质的变迁”（'Die Wandlungen der Goldproduktion und der wechselnde Charakter der Teuerung'，载《新时代》[Die Neue Zeit]，第16期副刊，Jan 1913）。


[32]: 俄国关于商业周期和危机理论与历史的正统研究也未能完全免于这种倾向。例如，参见L. A. 门德尔松《经济危机理论与历史》（[The Theory and History of Economic Crises]，饭田宽等日译，东京：大月书店，共4卷，1960-1年），以及I. A. 特拉赫坚伯格《货币危机》（[The Money Crises]，及川晃日译，东京：岩崎学术出版社，共3卷，1967-8年）。它们的威望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长期上升期的历史经验而受到了实质性削弱。


[33]: 与前一个或后一个时期相比，该时期的总体物价指数也显得惊人地稳定，尽管在后二十五年中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而可以看出轻微上涨，特别是考虑到其他商品生产中普遍提高的生产率（参见B. R. 米切尔，《英国历史统计摘要》[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471-2页）。


[34]: N. D. 康德拉季耶夫，“经济景气的长波”（'Die Langen Wellen der Konjunktur'，载《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献》[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Sozialpolitik]，第56卷，1926年）；“经济生活中的长波”（'The Long Waves in Economic Life'，载《经济统计学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第60期，1935年）。


[35]: 这与鲍勃·罗索恩对E. 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的批评意见中的一点相吻合。参见鲍勃·罗索恩，《资本主义、冲突与通货膨胀》（Capitalism, Conflict and Inflation，伦敦：劳伦斯和威沙特出版社，1980年），第101-2页。一般来说，充裕且廉价的借贷资本的存在既非好转的充分先决条件，也非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尽管在与其他条件（如更新的国际经济关系、价格趋势的向上转折以及技术创新的协同浪潮）相结合时，它可以作为资本积累走向好转的有利初始条件。反之，正如我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所经历的那样，当实际利息率高企时，现实资本投资的新一轮好转通常会受阻。



[36]: J. A. 熊彼特，《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s，共2卷，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1939年）。众所周知，熊彼特将持续约八至十年的常规商业周期称为“朱格拉周期”，而将主要由存货投资波动引起的最短商业周期称为“基钦周期”。


[37]: L. P. 托洛茨基，“论资本主义发展的曲线”（'On the Curve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载《第四国际》[Fourth International]，May 1941）。


[38]: E. 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Long Wav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21、55页。另见其《晚期资本主义》（前引书）第4章。


[39]: D. M. 戈登、R. 爱德华兹与M. 赖克，《分化的工作，分裂的工人》（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2章。



第4篇 社会主义——附论

[1]: 参见F. M. C. 傅立叶，《工业和协作的新世界，或按情欲系列分配的引人的和自然的工业方法的发明》（Le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re ou Invention du Procédé d'Industrie Attrayante et Naturelle Distribuée en Serie Passionnées，1822年，载《傅立叶全集》[Oeuvres complètes de Ch. Fourier]，巴黎：协作书店，1845年，第6卷）。


[2]: 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确认，“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尽管他们承认，“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此，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关于可能的具体改革“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他们在那篇序言中陈述的主要修改是针对巴黎公社经验之后的国家作用，指出：“公社尤其证明了一件事，即‘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K. 马克思，《马克思选集》，D. 麦克莱伦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559页）。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之后关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重要论述，是在1875年以《哥达纲领批判》的形式相当零散地提出的。在我看来，他对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有别于高级阶段）的论述——该阶段基于扣除劳动产品中各项社会公共必要部分之后，“生产者的权利”是要求取得与其向社会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收入——包含了他在《资本论》中关于价值实体和剩余价值的社会职能与历史性质的研究中所获得的理论洞见。然而，我们还必须在下文第10章中，结合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可能理解，考察马克思及其正统追随者关于价值实体概念的局限性。



第10章 论社会主义

[1]: K. 宇野通过详细分析《资本论》第一卷第32章（英文版，德文版为第24章第七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总结，在其《社会主义与政治经济学》（['Social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载其《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in a Social Science]，东京：青木书店，1966年）一文中公开提出了这一问题。


[2]: H. 格罗斯曼，《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与崩溃规律》（Das Akkumulations-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莱比锡：希施费尔德出版社，1929年），第121-2页。亦参见注7（针对第9章）。


[3]: 置盐信雄的这一论断例如见于其《现代资本主义与政治经济学》（[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东京：岩波书店，1986年）。我曾在《思想》（[Shiso]，Apr 1986）杂志的一次对谈中，与他讨论过这一点及其他相关问题。


[4]: 自斯大林1936年宪法以来，这始终是官方宣布的立场。


[5]: 既然现代工业技术的发展与以泰勒制、福特制及工人分化（伴随人为等级划分）为形式的劳动“科学”管理的发展之间的紧密相关性如此显而易见，那么将它们分离开来的可能性就必须通过实践检验，并根据每种技术类型加以确立，同时伴随着改变技术本身性质的尝试。我们无法指望这种分离会轻而易举。


[6]: 就在我写下这一段时，广播里传来了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事故的令人忧虑的消息。


[7]: J. V.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the U.S.S.R.，1952年，北京：外文出版社，1972年），第3-4页，第22页，第38-9页。


[8]: 1953年，比苏联非斯大林化及其对日本产生影响早三年，K. 宇野在其《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The Law of Value and Socialism']，载《思想》[Shiso]，Oct 1953；亦见于其《〈资本论〉与社会主义》[['Capital' and Socialism']，东京：岩波书店，1958年）中，就批评了斯大林关于价值规律及其在社会主义下可用性的成问题的见解。


[9]: A. 诺夫，《可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伦敦：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83年），第12-13页。


[10]: 在这方面，有观点认为我们时代的单一全球性经济危机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包括第二世界在内的统一世界体系的中心）的危机冲击所导致的，我并未被这种观点说服。当然，我并不否认资本主义世界危机对苏联类型社会的负面影响的重要性。累积的国际债务负担加上低迷的出口市场，对于第二世界以及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来说确实是严重的。然而，诸如A. G. 弗兰克在《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纽约与伦敦：每月评论出版社，1981年）和《世界经济中的危机》（Crisis in the World Economy，纽约：福姆斯与梅尔出版社，1981年）中提出的单一全球危机观点的问题在于，苏联类型社会内部经济困难的独立原因无法得到恰当的强调。



[11]: 例如，L. 冯·米塞斯的《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7，1920年，载A. 诺夫与D. M. 努蒂编，《社会主义经济学》[Socialist Economics]，米德尔塞克斯郡哈蒙兹沃思：企鹅图书，1972年），典型地断言没有市场定价的社会主义缺乏对效率的理性衡量，因而不可能是一个理性经济。冯·米塞斯指出将熟练劳动的产品折算为简单劳动单位的困难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们从这个例子中也可以看到，为了检验并阐明支持社会主义的论据的基础，我们去寻求一种更加健全的劳动价值论是何等关键。


[12]: P. 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二章。


[13]: O. 兰格在《计算机与市场》（'The Computer and the Market'，1967年，载A. 诺夫与D. M. 努蒂编，前引书）中提出：“电子计算机辅助的数学规划成为长期经济计划以及解决较有限范围动态经济问题的根本工具。在此，电子计算机并没有取代市场，而是履行了市场从未能够履行的职能”（第404-5页）。信息技术的最新发展似乎扩大了将电子计算机作为调节经济关系的多终端系统手段加以更灵活应用的可能性，而不仅可用于长期的集中化经济计划。在这方面，关于如何使用和应用新出现的技术可能性的社会决策将变得极为重要，这与在社会主义中实现的理想社会经济秩序息息相关。


[14]: I. I. 鲁宾，《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1982年，M. 萨马尔季亚与F. 佩尔曼英译，底特律：黑与红出版社，1972年）。关于鲁宾学派近期的代表性价值理论家，参见注7（在第5章中）。理论上的相似性并不必然意味着我所称的鲁宾学派的这些近期理论家全都研读并依靠鲁宾的著作来形成其观点。因为他们的立场既可以相当直接地从马克思思想的一部分引申出来，也可以从逻辑上阐明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之间关系的某种尝试中引申出来。


[15]: 鲁宾，同上书，第139页及以下。


[16]: 如果坚持对跨越不同具体形式和等级的工作的劳动强度进行严格测量，那么将不存在界定这种测量的完全客观的方法。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人类以各种形式从事劳动的基本能力，作为我们将人类劳动无差别于具体形式或熟练等级、同等地视为构成经济生活社会实体的观念的基础，尤其是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更是如此。这种关于社会主义下抽象人类劳动的可衡量性基础的反思，基本上依赖于我们对价值理论的理解，但它反过来也有助于阐明如何将抽象人类劳动理解为价值实体。



[17]: 马克思在其《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了在确定消费资料向社会各个成员的分配之前，应当由社会扣除的社会产品的必要部分，如下所示：“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以及从消费资料中扣除的另外三项，如下所示：“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在新的社会中应受到限制并日益减少）、“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按比例增加），以及“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K.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北京：外文出版社，1976年，第13-14页）。这些项目不仅包括剩余劳动的结果，而且包括物化的死劳动以及用于再生产劳动力的部分必要劳动。尽管我们很容易在其中辨别出依赖工人的剩余劳动的基金或费用（如用于扩大生产、保险、管理以及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的基金），但在合作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与在阶级社会中相比，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之区分的社会意义显然将发生改变。


[18]: 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之上，工作日的长度以及其中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之间的比例，在社会主义中必须能够灵活确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的现实财富以及它的再生产过程不断扩大的可能性，并不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剩余劳动的生产率，取决于这种劳动借以进行的生产条件的优劣。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III，第958-9页）。


[19]: 关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可用性的这种理解，可见于近期遵循J. V. 斯大林立场的某些中国马克思主义观点，尽管他们采取了重新引入市场机制的非常务实的立场，例如胡乔木，“按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Observe Economic Laws, Speed Up the Four Modernizations'，载《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45-47，10-24 Nov 1978）。


[20]: 随着工业化政策的推行，这一方面在苏联类型的社会中实现得相当出色。例如，女性在工作场所的参与率明显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尽管这可能尚未完全解决妇女问题。


[21]: 为了引导工人自愿申请这一岗位，社会主义后备军的成员身份不应是一项令人不快的位置，而应是一个幸运的机会。然而，该岗位也不应被视为平均分配且已确立的个人权利。否则，根据社会需求的动态变化对这种社会主义产业后备军进行灵活调配依然会十分困难。



[22]: F.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1892年，北京：外文出版社，1975年），第87页。


[23]: V. I.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A Characterization of Economic Romanticism，1897年，载《列宁全集》[Collected Works]，第2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63年，第167页）。


[24]: 在其他人之中，C. 贝特兰在《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第二时期，1923-1930年》（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 Second Period，B. 皮尔斯英译，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8年）中广泛重审了当时的这一过程。


[25]: 这种观念即便带有某些批判，也相对更接近正统的苏联观念。


[26]: 例如，参见R. A.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Let History Judge: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Stalinism]，1968年，石堂清伦日译，东京：三一书房，共2卷，1973-4年），以及J. 埃伦斯坦，《斯大林现象》（The Stalin Phenomenon，P. 兰瑟姆英译，伦敦：劳伦斯和威沙特出版社，1976年）。


[27]: 这种观念将苏联国家权力的过度膨胀界定为一种历史必然性的结果，即由于革命后苏联历史初期劳动者缺乏管理和技术技能，不得不将专门人才置于工人的官僚代理人地位。L.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M. 伊斯特曼英译，伦敦：费伯-费伯出版社，1937年）中最初且典型地阐述了这一观点，而E. 曼德尔例如在其发表于《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Mar-Apr 1978）的论文《论苏联国家的性质》（'On the Nature of the Soviet State'）中延续了这一思路。


[28]: 这一立场表现在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苏联的批判中。例如，贝特兰在前引书中就在其著作中坚持了这种观念。


[29]: 这种观念见于P. 斯威齐的《后革命社会》（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纽约与伦敦：每月评论出版社，1980年），以及S. 阿明等人的《全球危机的动态》（Dynamics of Global Crisis，伦敦与贝辛斯托克：麦克米伦出版社，1982年），第201页。


[30]: 这种反思意味着，为了确立我们对苏联类型社会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参照框架，我们不仅需要资本主义的原理论，而且需要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角色的历史变迁、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论或更为具体的分析。特别是第一世界与第二世界之间国家权力的相互强化，以及在超级大国领导下的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结构性秩序，必须从双方进行分析、批判并加以解决，以实现更具希望的人类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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